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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1

我们已经身处前所未有的颠覆时代——无论是变化的速度抑或变化的规模都达到了历史巅峰水平。商业模式、政府以及经济体系都在经历重大转变，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而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行业领袖、工人以及全社会。

我们麦肯锡团队有幸与全球公私领域的领导者开展合作，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这些领导者感叹，变化的“时钟速度”已经加快了脚步。新技术发展的飞速前进，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亚洲国家的再度崛起，全球经济的紧密相连，这种种趋势正在且将持续地重塑世界。在不久的将来，生产、消费、工作、学习、旅行、互动等人类活动方式也将焕然一新。由珀-安德斯·恩夫特维斯特、马丁·R. 斯塔奇与克劳斯·朱姆沃克尔三人合著的这本书，正精彩呈现出未来的那一场颠覆。

在很多人看来，颠覆是一种威胁。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们知道，当今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考验着企业在这种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与发展能力。这本书旨在帮助领导者们发掘变化中的机遇。有些观点认为，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融合、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兼得，但是这本书给出的不同观点认为，各种变化可能有助于人类三者兼顾，实现平衡。同时，书中详细描述了利用颠覆所带来的机遇可能实现的全球经济愿景——以全新可再生能源系统为基础，脱离对原材料的依赖，城市生活与食品供应等方面的价值链将得到高效管理。作者认为，这样的愿景将会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对自然界造成的危害也更小。步入书中所描绘的振奋人心的愿景，读者们就更能领会到眼前这难能可贵的颠覆式机遇了。

《重新定义增长》也提醒着我们，决策中的短期倾向越发严重，随之危机四伏。麦肯锡团队同其他组织和个人展开了“长远为先，汇聚资本”的合作项目，在短期问题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短期主义抬头，例如，企业更加关注季度业绩，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更替率居高不下，长期项目投资匮乏，短期套利现象频出，杠杆化过度，等等。短期主义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了损失，例如给未来一代做出重要承诺的养老金计划、保险基金、大学基金等项目。短期主义氛围带来的社会与环境代价更是难以估量。

《重新定义增长》指出，短视的决策往往是因为对短期的评估方法过度依赖，而且仅仅关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真正建立起人类的理想社会。企业以短期收入为焦点，就难以在长远发展中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消费者、员工以及供应商等）创造价值。如今的大型企业组织结构复杂，需要用全新的衡量标准来维系其健康的发展道路。这本书明确指出，人们需要反思企业评估的方式，考虑这种方式下的系统性风险、资本质量、人才储备、社会影响、创新能力等。

无论是企业高管、政界领袖抑或是顾问团体，上述话题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必须得到重视。作者呼吁企业高管与政府领导付出更大努力，推动这场系统性的变革。领导者不仅要从事管理工作，更要承担大局责任；不要只看眼前之利，而要高瞻远瞩；不要为了既得利益耗费心思，而要汇集各方力量以推动进步。

这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交情甚好，他们在书中提出上述重要观点，论据翔实，分析全面，洞察深入，言语生动，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重新定义增长》揭示了这个时代中所有人都需要做出的改变，并呈现了实现这种“大协调”的可行性规划。总之，前方有路，未来可期。

前麦肯锡全球总裁

鲍达民

推荐序2

全球技术飞速变革，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能源、资源及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类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捕捉未来的重大机遇，化颠覆为有益颠覆？《重新定义增长》的作者根据多年在麦肯锡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经验，并走访学术界、商界和政界领袖，为我们展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道路：一切照常的现有发展模式，以及“重新定义的增长模式”——“地球兼容”的有益颠覆模式。

第一条道路是以现有的思维、原则和方式行事，即决策依赖于短视的评估方法，长期基于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廉价获取、弃之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密集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近些年，人类社会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提出要更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并制定了相应的环境和资源税收补贴政策，这些措施虽有一定的效果，但全球环境、资源恶化状况仍在持续，完全赶不上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回弹效应”带来的增长，所有的资源使用绝对值曲线一直在上升。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和浪费的状况仍未改变，而且会继续恶化。这本书的作者深入研究了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价值链（食品、出行和住房）。研究表明，在这三大价值链上都出现了系统层面的巨大浪费：美国与欧洲的汽车利用率仅为2%，材料与能源在经过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会流失95%的价值，材料循环与垃圾能源回收的原材料价值仅占全部价值的5%。全球经济如果按照当前的轨道发展，系统层面的巨大浪费难以遏制，当前经济系统中的价值也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在此情景下，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修修补补，根本无济于事。在经济发展的资源利用问题上，人类需要进行彻彻底底的颠覆性变革，并重新定义增长。

第二条道路是基于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摈弃传统的资源开采、利用和枯竭的恶性循环，采取保护和补充自然资本的可再生和循环经济的增长模式。新的增长模式基于未来的颠覆性技术变革，但更注重技术之上的系统性颠覆，其目标是把技术颠覆转化为有益的颠覆。着眼于有益的颠覆的新增长模式追求从“生态效率”转向“地球兼容”。新的增长模式由三大支柱支撑：第一支柱是已有重大技术突破的充足清洁能源；第二支柱是循环经济体系——脱离对原材料的依赖，即原材料、部件、产品能够重复利用多次，并以无害的方式重新回到自然环境中；第三支柱是高效的再生系统——对诸如食物、出行和住房等核心产业的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因为即使产品设计一流，可再生能源供应充分，产品循环利用到位，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系统，递增性经济也难以实现。这些支柱都需要通过技术变革建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将技术、创新、政策与企业行为进行有机搭配组合，在系统层面实现有益的颠覆：充足的清洁能源与良好的设计原则使得产品与材料能够在经济体中多次循环，并以较低成本分解为原材料和部件；高效的再生系统则会进一步降低能源与材料价格、提升产品的价值。要想构成新增长模式，三大支柱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新的增长模式需要颠覆性技术、商业模式、政策法规，治理和思维等方面的开拓创新，是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企业、政策制定者、政府、非政府机构、劳动者与工会、学术圈与研究机构，以及消费者）都参与其中的迭代系统变化过程。只有各参与者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起这三大支柱、实现良性循环，才能同时实现财富增长与地球繁荣。

三大支柱应用于出行、食品和住房三大系统，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新增长模式下的图景：氢能等新能源，自动驾驶技术，高效利用车队的新型出行系统；保护和复原土壤肥力，专注于健康和营养恢复的新食物系统；高能效、模块化、可重复使用的智能住房系统。新的增长模式会为企业、政府和国家带来巨大机会。涌现出的巨大机会已经开始在企业（飞利浦、宜家、谷歌）和国家层面（欧盟、日本、中国）引发新增长模式下的着力于循环经济、可再生系统及方案的新一轮竞争。谁在下一轮的竞争中率先采用新的增长模式，实现颠覆技术之上的系统颠覆，从而实现技术颠覆、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谁便是21世纪的赢家。

这本书的结论虽然主要是基于欧洲的情景得出的，但对中国未来的由创新驱动的绿色发展却不无借鉴意义。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生产了世界一半的钢铁和水泥，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铁、汽车、摩托车、手机和住房市场。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味追求GDP是以资源过度使用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第二产业构成了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第二产业，特别是“两高一资”行业（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导致资源需求压力不断加大，环境恶化程度日趋严重。以能源、资源密集型的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发展走到了尽头，未来中国必须走一条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增长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未来20年，全球经济总量将翻番，而这其中最大的增长贡献将来自中国。在食品、出行和住房三大价值链上，中国既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生产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塑造新时代的增长。依托其体制和市场优势，中国将有机会奠定循环经济体系的基础，获取在这些新资产的设计、交付和运营方面的竞争力，塑造循环竞争的新动力。《重新定义增长》一书充满大量的事实、对未来的洞见以及解决方案，为区域、企业和国家指明了如何发展新的系统能力，如何奠定循环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基础，以及如何在21世纪新一轮竞争中占领制高点，走一条引领世界的新型增长之路。

剑桥大学博士

伯明翰大学荣誉资深研究员

路跃兵

引言

2015年夏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的一场讨论成为撰写本书的契机。早在那场讨论的几个月前，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15年年底前发布旨在为欧洲经济改善和资源循环利用做出规划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这一文件至关重要——该方案将为今后5至10年欧洲各种资源政策指明方向。霎时间，布鲁塞尔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各种研究报告、意见书、圆桌会议和演讲陈词，大家争相论述对这一计划的不同看法。

讨论的进程引人入胜。第一，在短期主义和民粹主义日渐高涨的政治背景下，这场讨论本身就让外界看到了欧盟对迎接长远挑战的诚意与重视程度。第二，讨论也展示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比如资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以及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源使用情况又将如何发展，大家鲜有共识。甚至在最为基础的问题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今欧洲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足够高效，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改变利用资源的方式是否会让欧洲的竞争力受创，还是说资源再循环能够降低成本、减少波动性，从而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投资于改革，打造循环经济，到底是会刺激增长，还是会分散公共资金与注意力，进而导致难民问题、银行改革、贸易协定等更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应对和有效解决？技术变革又将如何改变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了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政策机构应该提高参与程度，还是让市场自主发挥作用？所谓见微知著，这场讨论显现出，在自然资源方面，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指导方针、经济标准，甚至内在导向；也显现出在种种问题面前，比如更多的建筑用地是否有必要，发电技术如何选择，产品设计如何优化等，决策者总是进退维谷，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

本书作者与好友兼合伙人达姆·艾伦·麦克阿瑟于2015年6月发表了报告《内部增长：循环经济在竞争激烈的欧洲的前景》（以下简称《内部增长》），该报告就谈及了上述部分问题。本书也会谈论报告中的一些分析，报告全文可通过互联网查看。

时任欧盟环境委员会委员的哈内兹·伯多克尼克最开始时搁置了《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发布，但文件还是在2015年12月正式发布了。这到底是批评人士口中又一部普通的环境法律，还是一部开启发达经济体生产与消费新时代的法律，有待时间证明。不过在2015年的早秋，作者深感问题至关重要，又为这样的讨论振奋不已，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官方的一纸公文，而开启我们自己的征程，探访各界人士，从老牌工业巨头到硅谷科技新贵，从环保主义者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逐步深入各个学术领域。

在所有讨论中，技术一词总是不断地出现，很多加入讨论的伙伴都认为这是必然趋势——大数据、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材料、廉价太阳能、电动汽车、共享经济模式……几乎在每一个经济领域中，技术颠覆都势不可当。技术公司向我们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在解决资源问题的同时又为消费者提供了众多利益的。老牌企业担心，优步（Uber）一类的后来居上者将会大举夺走市场份额，导致老牌企业裁员，陷入财务困境。在所谓的“数字化海啸”面前，政策制定部门也深感无力，但同时又对其中催生的新机遇充满期待。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太阳能、风能、电池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都让环保人士欢呼雀跃。但是专家们也指出，全球发展早已超出了地球的环境承载力上限，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图1　本书关键问题

《重新定义增长》这本书无法解答所有的问题——这本身也不切实际，毕竟颠覆所涉范围极广，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作者希望描述更为全面的状况，而不是在某一领域深挖，如果用绘画比喻，那么作者使用的是粗线条的描绘方法。颠覆已经萌发，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心中发展实体经济的更优增长模式（实体经济仅占经济整体的1/2）。这可能会被批判为是幼稚或自负的举动，毕竟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造福人类数十年，背后的投入数之不尽，现在说要来个彻底的改变，难道不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吗？但是我们还是决心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数据分析已经足够明确：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做出细微的局部调整，根本无济于事。在经济发展中与资源利用相关的问题上，人类需要彻底的改变。接下来的章节——新话语的出现，为我们总结了整本书的论点，后续其他章节将为我们提供总论据，二者有细微的差别。

那么，这个故事由谁来讲述呢？

马丁·R. 斯塔奇，从小就喜欢穿着耐脏的雨靴到处跑，他年轻时曾到非洲安营扎寨，进行地质考察，寻找富含矿物质的岩石层。后来，他返回欧洲，脱下了工装服，换上了西服，取得了商科学位，并加入麦肯锡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成了公司高级合伙人。马丁的咨询业务遍布各个行业，他之后与若干名同事在麦肯锡开创了可持续性实践领域的工作，并将其逐步发展壮大。他为多个国家研究开发了绿色增长战略，也为大型跨国组织规划环保工作，还为政府制定高效的资源利用政策。马丁尤为关注两大问题：水资源的未来以及循环经济。通过与世界银行还有雀巢公司合作，他发起了水资源管理全球合作联盟——“2030水资源组织”；另外，他同艾伦·麦克阿瑟在循环经济方面进行了长达5年的合作研究。在麦克阿瑟的基础上，马丁还与他人共同执笔起草了若干份报告，这些报告阐述了加速向循环经济转变背后的经济与商业逻辑。为了宣传新型资源经济，他在全球各地进行演讲、开办讲座、接受访问。马丁与麦肯锡前同事杰里米·奥本海姆成立了SystemiQ公司，他们率先行动，在环境领域推动体系层面的变革。马丁同时也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教授，负责教授资源战略与管理类课程；他也特别重视身体力行，在自己的高山农场上挥洒了不少汗水。当然，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也帮了不少忙，有时候学生们也会过来。是的，时隔多年之后，他又重新穿上耐脏的雨靴。

珀-安德斯·恩夫特维斯特是一名物理学家，1999—2015年，他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他与包括马丁在内的其他同事共同创立了可持续性实践领域的工作，在过去7年中一直是这项工作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咨询行业中，他最先涉足能源与制造行业，之后对资源战略以及可持续性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商业行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错位让他深感担忧，我们获取的碳、水、海洋、土地方面的信息可以支撑决策者的行动，但人们却对此所知甚少。2006年，他开发绘制出麦肯锡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全面展现主要领域和世界各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机会。可以说，这就是一张根据成本排序的全球减排机会清单。自此之后，只要赞同用这一思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人们就总会将这条成本曲线以及其中清晰的减排量、成本、益处等作为讨论的基础。之后，珀-安德斯也一直从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战略和可持续性话题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低碳能源战略、企业可持续性变革、循环经济、气候变化战略与绿色增长等等。珀-安德斯还创办了专门提供资源战略与可持续性变革方面的咨询服务的Material Economics咨询公司，这也是他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珀-安德斯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郊。

克劳斯·朱姆沃克尔曾在麦肯锡公司工作10年，离职时已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之后他开始执掌德国最大的邮购业务集团，后来该集团发展为德国邮政。他曾在多家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包括汉莎航空、安联保险、摩根士丹利以及德国电信（担任其董事会主席）。在这些岗位中，他的目标其实总要归结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上：大型企业（很多时候也是国有企业）如何进行转变和革新，从而成为全球市场上的强者。克劳斯在德国邮政担任首席执行官19年，将其打造为全球经济的物流支柱，品牌形象驰名海外。在克劳斯的领导下，德国邮政实现了惊人的成长与发展：总收入从100亿欧元攀升至540亿欧元，员工人数将近50万；公司收购与兼并了共计170家企业，成功打入150多个新市场。当前，德国邮政管理团队强大而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这个经营理念本身就让很多企业羡慕不已。卸任首席执行官之前，克劳斯启动了宏大的“走向绿色”（Go Green）项目，这一项目旨在改善企业的同比环境足迹。随后公司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克劳斯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绿色”与“盈利”之间的冲突。他感觉到，企业高管们掌握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也掌握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大部分金融资本，但是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当下，他们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经济与法律框架来支撑自己的决策与运作。克劳斯筹建了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SUN，并担任主席，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探索如何建立上述的经济框架。

由此可见，三位作者都非常关注资源经济学以及绿色创新，而且都在大型企业工作多年，深谙主流经济之道，也亲身感受了传统意义上极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打造精英团队、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巨大收益和满足市场需求。当今世界所期待的发展前景中必须要有新兴企业，必须要有增长机会。然而，在即将迎来100亿人口的地球上，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也同样需要全新的话语以定义如何实现持续增长。

新话语的出现

“可以为我讲个故事吗？”

“什么样的故事呢？”

“有美好结局的故事。”

——父与子的对话

过去几年中，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遇见何人，总有三个问题不断地被提起：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回到原来的轨道？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将会给人类、职场、收入带来哪些变化？地球资源因为人类的过度使用而日益枯竭，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协调人类持续增长的需求与地球有限的宝藏之间的关系？

企业高管、科学家、政府官员、学生、宗教领袖等等都对此忧心忡忡：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不平等现象加剧，焦虑情绪高涨，民粹主义抬头，其也与人类对和谐社会、健康地球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背道而驰。金融危机大大打击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自信心，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似乎掌控了人类生活的节奏与方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特征日益突出，面对种种挑战，这些群体早已意识到，变革迫在眉睫。

这些担忧渗入了生活中的闲谈、业界高层的会议、校园课堂的讨论，逐步成为主流意识。从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到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从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到贝莱德集团的劳伦斯·芬克，他们无一不对当前经济引擎的长期驱动力持怀疑态度。芬克曾说过：“短视思维影响着社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政府和家庭。在人类一手营造的‘赌局’中，除了眼前的结果，再无其他要事。”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挑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辉煌奇迹，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走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背后是数之不尽的付出，以及另外数十亿正翘首企盼步入中产阶级的人口，若此时插手干预增长模式，即便保守来说，也似乎有些鲁莽了。然而，人类摧毁地球的速度日益加快，全球社会支离破碎，情况堪比“二战”之后的残局，这些都已凿凿有据、铁证如山。

作者认为，技术颠覆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素，但是仅凭技术本身是不够的，在对大量技术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我们同样对技术变革的现有影响感到担忧。在全新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下，技术颠覆确实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答案，而这正是人类把颠覆转化为有益颠覆的重大机会。

人类社会与经济增长

人类社会正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为了认清这一点，需要暂时忘却新闻里动荡不安的市场、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还有眼前仍未退却的危机和财政紧缩政策。回顾过去这几十年的数据，结论显而易见：1990年，以GDP计算，全球经济规模为23万亿欧元，在2015年，也就是仅仅25年后，全球经济规模已增长至78万亿欧元，增长了两倍之多；1990年，全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19亿，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减半，降为8.3亿，同时，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接近200%。在发达经济体中，大部分人口当前所享受到的商品与服务是在短短两个世纪前连国王都无法享受的。

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也大幅进步，成果丰硕且惊人：小学教育适龄儿童的失学人数从2000年的1亿人降至2015年的5 700万人；青少年文盲率从1990年的17%降至当前的9%，同一时期，儿童死亡人数减半，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45%，用上自来水的人口数量翻倍；全球网民占全球人口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5年的43%……更多相关数据数不胜数。

与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相比，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令人叹为观止。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革命初期，该国人口不足1 000万，而实现人均GDP翻番，它花了150多年的时间；美国大发展初期的人口数也是1 000万左右，它实现人均GDP翻番历时50多年；而取得相同增长，中国仅历时12年，印度历时16年，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在其发展初期共计18亿——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对比，这两国有近200倍的人口负担，但增长速度却是英国的10倍，而两国新增的需求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更是远超2 000倍。

自然资源驱动的增长

这般迅猛的经济增长必将被载入史册，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深入探究一番，那必然会有一个重大发现：气势恢宏的经济发展基本依赖于将自然资本（经济学中对“自然资源”的称呼）转化为其他形式资本的方式。这在工业革命早期已经十分明显：矿石与煤炭被转化为金属，之后金属又被制造为各种金属产品；石灰岩被转化为水泥，之后又被加工为房屋与桥梁；森林被转化为木材、火焰和蒸汽，驱动着机器的运转、铁路的延伸。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驾驭了更加多样的自然资本，并用它们创造了更加先进的产品。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以致在任何一本记载工业革命的教科书上都能看到。鲜为人知的是，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形式资本的模式仍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中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其结果是服务行业显著发展，全球超过半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之中，然而人类创造经济价值的模式仍与工业革命初期的模式大同小异，能这样说的证据不胜枚举：调低石油价格依旧是最重要的经济刺激手段，也总能得到石油进口国的大力颂扬，还时常会引发股票市场的躁动，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等依赖大规模石油开采项目的经济体则受油价浮动影响极大。即便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经济体，也依旧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追溯源头分析，当前的发展模式似曾相识。人类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旧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链。2013年，在欧洲，住房、食品和出行这三大资源密集型产业链在GDP中占比51%，在就业中占比46%，在家庭支出中占比63%。

在经济研究领域，能源与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终于得到了更多关注。在此之前，劳动力与资本一直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推广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索洛模型”后（当时全球人口为28亿，而拥有的资源还不到现在的1/10），这种理论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同。根据这一理论，自然资源与能源的使用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驱动因素。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仅仅能够诠释研究数据中一半的增长，而被归为“索洛剩余”的另一半一直被定性为在劳动力与资本生产率提升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但没有相应的量化理论能够诠释证明这一假设。在过去10年中，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将能源与自然资源作为同劳动力、资本平行的第三大生产要素（自然科学家本身就认同这一点），并以此建模，得到的最终分析却与上文大不相同：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在20世纪经历的发展中，一半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自然资源投入更多，使用效率更高。换言之，这个新模型基本诠释了“索洛剩余”为何存在，也显示出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对其的判断，而且这一模型对于发达经济体也同样适用。

现在大家侃侃而谈“服务型经济”“知识型经济”，但切不可盲目地以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就不再重要了：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就与资源紧密相连（运输、房地产、食品、家用产品等等），而大部分的知识也与物质产品以及价值链息息相关。

承认上述结论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然资本和地球源源不断提供自然资本的能力将得不到妥善的应用，人类也就无法应对自然资本损耗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威胁。眼前的这个故事恢宏庞杂——不仅环境不断恶化，而且资源密集型工业模式下的收益也在递减；如果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资本的日益枯竭，对于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

自然资源“大挤兑”

本书将会详尽诠释资源密集型工业模式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带来的重大影响。要知道，这些影响并非凭空出现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就引发过激烈的讨论。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类环境问题基本上只被看作工业化进程的副作用，而与经济本身无关，人们也不认为其会真正损害经济增长。非专业领域的读者可能还没有发现，过去数十年中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环境恶化的速度加快，对全球的影响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并已经开始威胁当前人类的财富创造模式。全球经济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正在耗尽那些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本。从这个层面上说，全球经济发展的成功反倒又拖累了全球经济。

大家讨论最多的环境威胁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比如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流失、生物生产力下降、风暴旱灾加剧等等。但地球科学家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全球性环境问题也同样严峻。

• 淡水资源短缺：预计到2030年，全球大多数人口生活的区域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淡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有1/3的人口将面临生活中淡水资源供应不及需求量50%的窘境。这背后的原因是农业、工业以及能源领域对水资源不加控制、缺乏规划的使用，尤其在能源领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 氮和磷：由于农业肥料的使用，氮和磷这两大重要的食品营养物质在全球的流动已经受到极大的干扰。在合成肥料中，磷酸盐是重要成分之一，虽然在摩洛哥以及西撒哈拉能够开采到高纯度的磷，但长期的供应能力如何，以及按照当前成本水平进行开采是否合理，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前有70%的磷没有得到循环利用，而是直接排入了湖泊和海洋中，这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海洋死区扩张。这种难以替代且供应有限的食物养分，人类竟毫不犹豫地全部倾倒进海里，简直骇人听闻。

• 海洋资源耗竭与海洋污染：多年前，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渔业资源锐减的状况，这个问题现已遍及全球。按照全球平均值计算，每一美元支出（劳动力、设备等）的捕鱼量自1975年以来已经下降了83%。在过去几十年中，海洋污染也已经成了全球性问题。现在塑料污染总量为每年800万~1 200万吨，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将会超过可食用鱼类的数量。

• 生物多样性流失：这可能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了。当前生物多样性流失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速度要高出8~100倍，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就是第6次灭绝——全新世灭绝事件，其规模和程度都比历史上的前5次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涉及那些鲜为人知的物种，最近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全球75%的大型动物都面临灭绝风险，其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老虎、豹子、大猩猩等。至此我们已经真正踏入了“人类世”。

这个威胁清单还可以列得更长，表土侵蚀、沙漠化、海水入侵、海洋酸化、滥伐森林等现象都日益严重。这里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人类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水源、空气、养分和动物，几乎都受到了全球性的威胁。“地球承载界限”研究团队提出了地球健康的9大组成部分，按照当前的情况，人类已经在4个部分上超出了地球承载界限。

非营利组织“全球足迹网络”利用另一种方式对当前的自然资源使用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会计算每一年人类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总和究竟需要多少生物表面积才能提供。1970年，分析得出的所需要的生物表面积就超出了地球上现有的生物表面积红线，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全球经济就已经出现赤字。从那时起，我们仍然使用着更多的资源，到2015年我们已经使用了1.6个地球的资源，而且那些发达国家所使用的资源总量是它们应有份额的2~5倍。

环保运动有时会被指责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但是，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仔细审视各类环境数据后，作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是时候敲响警钟了。

当前问题的严重性来自多个方面。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出发，是因为人类的滥用、损耗和污染，当前自然资源自身的生产力正在急剧下降（本书将会罗列出大量的事例）。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的模式还有可能一直奏效吗？

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另一点就是，当前大部分环境问题都可以归结于人类对原材料和产品的使用。例如，作者分析了由联合国支持的TEEB（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查看了其计算的全球环境破坏成本，并根据其中的根本原因进行分类，结果发现，60%~65%的成本与原材料相关，35%~40%与能源相关。事实上，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化石能源的燃烧给资源供给带来了压力，然而原材料方面可能正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时至今日，在各种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后者得到的关注与能源问题相比却少之又少。

作者所强调的环境问题中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一方面，总体来看，地球上的金属资源、化石能源并没有“消耗殆尽”，主要类别矿产的“储采比”（各类资源的探明储量与当年产量的比例）正在稳定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勘探新资源的速度比使用已有资源的速度要快，因此，短期之内全球的钢铁或石油资源不会耗竭。然而，这个大规律中也有例外。例如，欧盟已经将20种原材料列入“重点原材料”清单；制造智能手机所涉及的50种化学元素中大部分都属于稀有金属，例如铕、镝、铥，某些金属元素甚至来自同一矿床。其实这是人类的生物系统开始出现问题的表现，社会经济十分依赖自然资源系统的生产力，但人们在过去从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人类向地球透支部分自然资源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对于贫穷国家，自然资源就是它们的主要资产，所以，它们“使用”部分自然资源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积累“股本”，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快速地透支自然资源，越富裕的国家甚至透支越多。这看起来并不像有还款计划的谨慎借贷行为，反而更像对自然资源的大挤兑。

越发展越贫穷？

也许1985年会被标记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分水岭。这一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开始与劳动收入、收入分配和自然资本等关乎人类福祉的其他指标出现分歧，也是这一年，人们希望通过努力开发出能够指引经济发展的新罗盘，并协调隐藏在数字背后的两股大趋势——一边是惊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边是巨大的环境损耗。更让人惴惴不安的是，这些努力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将自然资本计算在内，实质性增长毫无活力可言，其远远低于GDP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个结论意义何在？如果实质性增长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那么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引擎并没有人们预期中的那般成功。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指标：

• IWI（包容性财富指数）的工作由联合国环境署支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牵头，旨在衡量长期的可持续财富。这里所定义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的实际资本总额，具体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长则是实际资本总额的提升。其背后的逻辑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未来福祉的是国家资本总额的管理与发展，而不是当下的收入水平（GDP的测量数据）。在最新的IWI报告中，全球140个国家在1990年至2010年的包容性财富增幅仅为32%，而同期GDP的涨幅为187%，这一分析结果令人担忧。根据IWI的数据，如果将环境破坏成本计算在内，那么有82个国家的人均包容性财富在下降，因为自然资本的损耗速度高于其他资本的积累速度。而且，有很多环境问题还没有计入IWI的数据分析中，也就是说，这一分析本身还没有充分反映自然资本的破坏程度。

• GPI（真实发展指数）从GDP增长出发，将各种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考虑在内，最终得出真实的增长水平。1990年至2005年，全球范围内的GPI增长接近于零。虽然各个区域的发展变化存在细节差异，但总体趋势一致：GDP与GPI的差距越来越大。

• 在2013年，TEEB研究团队以及英国Trucost咨询公司共同承担了一项艰巨任务——计算全球各类主要生态系统中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本的总成本。最终计算出的总成本已经高出全球GDP的13%——数字本身已经如此巨大，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路径，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研究人员又将这一成本与采掘行业、粗加工行业（损耗自然资本的重要主体）的规模和利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如果将环境破坏成本计算在内，那么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处于赢利状态，一个都没有！这就指明了全球经济中心的问题与风险。在能源行业中，近些年有很多关于高估化石能源资产的讨论（所谓的“碳泡沫”问题）。而根据Trucost咨询公司的分析，“环境泡沫”比“碳泡沫”还要大2~3倍。

上述的这些测算方法当然存在争议——GDP也是一样，但是这些分析都得出了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结论：GDP已经不再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创造财富的首要指标，在GDP保持正增长的背后，一个不太乐观的景象正在慢慢显露出来。人类当前测算的GDP增长也许只是透支未来所得到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进步与增长。真实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迅速，甚至在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倒退。人类是不是真的越发展越贫穷了呢？

浪费，无处不在的浪费

人类不顾自然资本的损耗，透支未来换取了增长，与此同时，经济体系中也充斥着浪费现象，这颇具讽刺意味。人类通过消耗自然资本得到生产资本，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经济发展中，这些代价高昂的生产资本却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前文提到的《内部增长》的作者调查了欧洲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现象，发现其程度已超乎预期。这一点对于本书论点十分重要，因此，这里先罗列出部分关键数据，后文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2012年，欧洲每人约需13.5吨原材料以满足生活需求。从价值角度来看，材料与能源使用一次后95%的价值会流失，材料循环与垃圾中的能源回收仅占最初原材料价值的5%。即便是钢铁、PET塑料以及纸制品等回收率较高的材料，在第一次使用周期后，价值流失也高达30%~75%。价值流失的原因之一是只有部分材料得到了循环利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后，只能在低价值领域得到利用。所以，欧洲国家整体上使用了大量的原材料，而且仅仅使用一次，再把贬值的材料留给子孙后代。全球各地重复利用原材料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基本状况与欧洲如出一辙。

如果拓宽视角，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性浪费更令人瞠目结舌。这里以交通出行为例。100多年来，强大的汽车公司不断提高产品生产效率——而这仅仅是个体层面的提升。在系统层面，这幅景象则大有不同：在欧洲，一辆汽车92%的时间都处于停放状态，3%的时间处于交通拥堵或者寻找停车位的状态，仅在5%的时间内有效运转。再进一步说，5个座位中平均只有1.5个位置得到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汽车使用率竟然还不到2%。美国的同类数据更低。而且，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年或者数年的可支配收入都要与汽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从能源角度出发，得出的数据也十分相近：汽车平均载重比例为12:1（1.2吨重的汽车平均载人100千克），而油井中的石油能源仅有20%转化成为汽车行驶的动能。两数相乘，意味着石油中仅有2%左右的化学能最后用于人类的交通出行。从土地资源方面分析，结论依然相似：城市中心大约有50%的土地用于道路交通，包括道路和停车区域；但是即便在出行高峰时段（一天中5%~10%的时间），汽车占用的面积仅占城市道路面积的10%左右。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经济价值中占比颇高的汽车也都只有1%~2%的使用率。

本书后文将会提到的住房与食品价值链，同样有着相近的数据。一言概之，这些重大价值链合计在经济产业中占比50%，在资源使用中占比70%~80%，而其中的浪费令人震惊。

指明这一点的意义何在？如果从系统层面审视这些重要价值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资源浪费非常严重，而哪怕稍稍做出一点改变，在经济和环境层面可能就会出现巨大的转机。换言之，对于现有基础设施、产品与原材料，人们仍有巨大的机会在利用过程中挖掘出更大的经济价值。本书会说明，只要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现有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就足以实现这一点。这就是“重新定义增长”的核心。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前，不如我们先谈谈，为什么人们看似反感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却又会走向肆意挥霍而浑然不觉？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学课本给出了答案：因为破坏环境的成本仍然不够高昂，“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而作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久以来自然资源都被当作源源不断、任人索取的东西。因此，当人们开始定义财富、资本、经济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时，自然资本没有被计算在内；当全球人口达到10亿以上、人们开始建立经济理论和衡量指标的时候，自然资本也没有被考虑在内。人们继而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资本和经济发展独立于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最多也只是通过所谓的“外部效应”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对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这样的理论早些时候还说得通。而现在，全球人口可能会一直增长至110亿，多种自然资源供应紧张，人均消费量迅速增长，而且人们早已超越了“人类安全运作空间”，如今，一些重要的外部效应也已成为常态现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经济利益。人们必须对此重新进行审视了。

可持续发展——破碎的梦想

人类不珍惜自然资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0多年来同时也有人始终积极地维护环境利益。在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中，有英勇的先驱（从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到雨林守护者奇科·曼德斯），有骇人的危机（从意大利塞维索剧毒化学品污染到美国阿拉斯加港湾漏油），有可怕的战场（从偷猎活动到海洋塑料污染），也有可喜的胜利（从《蒙特利尔公约》到《巴黎协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人类的现代历史。

第一部环境法是19世纪晚期在英国颁布的，第一批环境组织也在同期诞生（1892年成立的美国环境组织塞拉俱乐部）。这些早期法律和环境组织的工作重心是通过保护土地、物种或禁用某些危险物质来实现环境保育。在过去一个多世纪，这种保育措施起到了不俗效果：铅、汞的使用得到控制，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即二二三）、PCB（多氯联苯，即二联酚）等化合物被禁用，现代垃圾处理机制形成，等等。但以上大部分问题都局限于较小区域、单个国家，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就是将有毒物质、负面企业列入黑名单，并敦促违规企业采取合法合规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是众多运营条件之一，仅此而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早前的保育措施虽然硕果累累，但显然不再能够应对当时的环境问题了：初步显现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城市雾霾、滥伐森林问题。上述这些环境问题又都具有全球化和复杂化的特性，扑面而来的这些环境问题同时都牵涉资源利用问题。对于很多贫穷国家来说，这些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又是工业起步的关键。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遍及全球，与其密切相关的是日渐增长的资源利用需求。由于环境问题的转变，全球环保战略的重心从保育转向了提升生态效率。换言之，对某些森林、湖泊和物种进行重点保护或是禁止特定类别危险物质的使用，都不足以实现环保目的，全球经济体都需要尽可能更加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这个时候开始，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所有的企业、消费者乃至国家都应该为生态效率担负责任。“生态效率”是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为核心，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得以成立。时至今日，生态效率仍在全球环境战略中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制定了详细的环境法规，也为不同领域的生态效率设立了标准，例如，交通工具的燃料标准、建筑物的能效标准、各类设备的节水标准等等。大部分企业也将“生态效率”当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生态效率”承载了美好的愿望，也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个战略，世界可能已经糟到无法想象），可是面对当前的全球环境与社会问题，“生态效率”已经显得势单力薄。这听着有些刺耳，不过认真想想，“生态效率”作为重大环境战略已经持续了25年。与此同时，全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与规模有增无减，对全球生态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威胁也日益严峻。生态效率本身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可能是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各方支持的唯一选择。它不仅带来了环境利益，也带来了经济利益与创新，而且也在这场持久战中为地球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目前主要出现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尽管大部分行业与国家渐进式地提升了生态效率，却仍然完全赶不上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所带来的增长。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产品本身及与其相关的能源体系，前文所说的系统层面资源浪费并没有得到关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在资源利用的绝对值方面，即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方面，所有曲线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都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生态效率概念出现的时候）到2010年，铁的需求量增长了81%，塑料的需求量增长了83%，化石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48%，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相比于20年至25年前生态效率概念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对地球资源的超大需求周期已经形成，这就给地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全球已经陷入了困境：效率的提升速度太慢，但加快效率提升的代价在很多人看来又太高，而且这样的提升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汽车尾气排放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实例。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为汽车制造商设定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是到2025年使每加仑汽油行驶里程达到87.71千米（当前约每加仑48.28千米），而欧盟和中国设定的同类目标分别为97.53千米和80.62千米。但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全球汽车数量预计会翻倍：从目前的10亿辆增加至2030年的20亿辆左右。以此计算，即使汽车制造商能够实现上述极为大胆的目标，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会出现净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困境也越发明显。一些预测已经肯定了这点：虽然金融危机使资源热潮有所降温，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预测都表明，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状况仍未改变，而且会继续加剧。2015年12月，巴黎气候谈判时各国提交了相应应对计划，据计算，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量总和到2030年将会增长25%。大家对于《巴黎协定》感到振奋可以理解，但要知道那些承诺其实还远远不够。清晰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事实就是，基于生态效率战略指导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太慢，迈克尔·布朗嘉特与威廉·麦克唐纳的开创性书籍《从摇篮到摇篮》谈道，“不那么糟糕就是不好”，一语中的。虽然“生态效率”的理念带来了很多环境保护成就，但人类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保护阶段似已走到尽头，故人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并建立全新的环境保护规则。

上述分析的总结：如果用当今盛行的标准（GDP）来衡量，那么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其主要形式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球自然资本损耗的加剧，依赖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如以往那般高效，这一历史发展模式已经开始殃及人类。况且，就当前来看，实质性增长已经远远低于GDP增长，现在的GDP增长其实就是透支未来的所得。这样的增长模式似乎需要深刻的反思。当前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即提高生态效率仍远远不足，而应对方法也许是那些人们还未开始定义、接受或者实施的新原则。

递增性经济——经济发展的资本重整

如果“生态效率”战略还不足以将当前正在进行的颠覆转变为“有益的颠覆”，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提供相关的事实与视角促进这方面的探讨。因为作者也意识到，填补与缩小当前的思维空白与差异可能还要花上数年时间，它需要通过不断地讨论、宣传、倡导与承诺才可能实现。但是如此规模宏大的改变要如何着手进行？作者想来谈谈自己的见解。

在最高的宏观层面，有两大改变必不可少。第一，解决前文提到的系统性浪费是重中之重，其中包括对重大价值链体系中的浪费现象以及在原材料的一次性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浪费现象加以限制。这是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双重机遇。第二，作者认为“不那么糟”的“生态效率”规范应该变为“积极型”规范，即“净正面”或者“递增”原则。这里我们逐一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上述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将如何让世界朝着有益的颠覆大步迈进。

从“生态效率”到“地球兼容”——三大支柱

地球兼容经济模式是什么样的？作者认为用三大支柱来描述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一模式，这些支柱的建立依赖技术变革，它们能够共同发挥作用，使实现财富增长与地球繁荣成为可能。

充足的清洁能源

在过去10年中，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其在使用成本与规模上的进步都远超预期。例如，以过去10年为轴，太阳能光伏技术的使用成本已经下降70%。现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已经基本与化石燃料持平。即便是中国这个高度依赖煤炭的最大经济体，其2015年的煤炭需求已经低于2014年，而煤炭行业已是风雨飘摇。所以，当前谈的向低碳能源体系转移，已经不能与10年前的情况相提并论，而且这个转变正在迅速发生，并对经济层面和环境层面产生了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在三大支柱中，只有“清洁能源”得到了全球范围的有力支持和讨论，后文会对此展开更详细的讨论，其透露出另一个重要信息：一旦能源体系变得清洁而且使用成本低廉，其将会极大促进创新与经济发展，正如低价化石能源曾经推动了经济发展。所以，“清洁”这一概念变为现实后，接下来人们就要想办法为经济体提供低价的能源供应，并确保其能够得到高效的利用。

“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

第二支柱是循环经济体系——原材料、部件和产品都能够重复利用多次，并且最终以无害的方式重新回到自然环境中的模式。当前原材料的一次使用过程中浪费严重，相比之下，循环经济体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解决当前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后文会谈到，只要原材料保持高纯净度、产品构造可拆解和可回收，再加上健全的追踪体系，那么大部分的原材料基本可以无限循环使用。企业要满足这样的设计要求看似麻烦，但不妨这么想，只要建立一套基本产品设计原则，当前规模庞大的废品就会一跃成为巨大的宝藏，并满足很多材料需求。现在的大部分产品设计都会采用黏合或焊接技术，并混合各种材质、增加不少添加成分，这使得产品使用末期的价值几乎为零，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材料回收实在是无利可图。如果能够改变设计原则，一个国家的资源库存就变成了循环材料库，这将为国家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并使企业能够利用各种材料设计新产品、不断释放创新与变革潜力。后文会详细描述这样的体系，并揭示在如今技术发展的浪潮下，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可能性相比于10年前已经大大提高。

高效的再生系统

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系统结构的重要性。这里要提醒大家，即使产品设计一流，可再生能源供应充分，循环利用到位，但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系统，递增性经济也难以实现。新的变革应该以系统为基础。其实在很多领域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变革机遇，例如，以共享的方式实现更高的利用率，以虚拟化技术减少实物生产，将产品更好地融入系统（交通出行系统、城市系统、食品系统等等），优化系统设计以减少浪费等等。也同样因为技术进步，这些变化相较于10年前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提升。例如，以前共享汽车和共享房屋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吸引力不太大，而智能手机普及之后，这类共享服务普及速度突飞猛进。共享模式与虚拟化技术可能是当前人类掌握的最强大的环境工具——即使和21世纪初的预期比较，这样的视角也相当新颖。本书后文会阐述，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三大价值链的经济与环境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同样也会展示这三大系统经过改善后，人类就已经朝着有益的颠覆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宏观层面列举这三大支柱很简单，困难的是到底要如何将技术、创新、政策与行为进行搭配组合，从而真正建立起这三大支柱，这一点作者在后文中会深入阐释。当三大支柱建立运转之后，人类社会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充足的清洁能源与良好的设计原则使得产品与材料能以较低成本分解为原材料部件，并最终在经济体中多次循环使用。高效的再生系统则会进一步降低能源与材料价格、提升产品的价值。因此，三大支柱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长期以来，大家的讨论总是集中在某一个支柱，例如，过去10年间，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汇集在可再生能源上。直到现在，“从摇篮到摇篮”材料库的重要性才逐步得到重视。此外，将两者融入高效的再生系统中也极为重要。因此，对比当前的环境保护工作，三大支柱模式是一个重大改变，也是一个满载经济潜力的宝贵机遇。另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195个国家做出承诺，要将地球升温控制在1.5℃~2℃，本书将会说明为什么后两大支柱对于实现这一承诺尤为关键。

新规范，新行为

作者认为，“生态效率”规范迫切需要改变。前文谈到“不那么糟”肯定是不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它的影响净值总和（对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总影响）在其生命周期中始终为正态。换言之，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利大于弊。在描述个体决策时，一般表述为符合“净正面”原则，如果强调国家的资本增长，则描述为“递增性”发展。

这样的想法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太过肤浅，作者也时常遭到反问：“大部分的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难道不是已经竭尽所能这么做了吗？”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但是作者在过去30年中为不同的企业和政府提供过战略咨询服务，以亲身经历担保，上述的理念对大部分企业与政界领导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当前基本都处于生态效率以及简化主义的思维模式中，也就是说，他们为自己设立的标准是比同类国家或者同类企业带来更小的危害。任意翻看一家大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里面满满当当的数据都是在说明自己的生态效率较之去年又提升了多少（也就是相比之下“不那么糟”了）；更刺眼的是，基本所有企业的环境破坏总值实际上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也就是整体的环境破坏程度比上一年要严重）。再看看任意一个国家政府的环境报告，里面也必定包含各种与生态效率相关的规范，例如，燃油标准、能效指标等。因此，“净正面”原则意味着企业与政府在规划宏大目标时，在衡量工作成果时，需要对思维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

“净正面”或者“递增性”规范的提出受益于保罗·科利尔的观点，即人类应该将自己视为自然资源的保管人，人类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的前提是保证剩下的资源能够继续造福下一代。之后，这一规范又吸取了艾默里·洛文斯与保罗·霍肯的“绿色资本主义”理念；其还融入了沃尔特·斯塔希尔的观点，即循环经济中所有资本的利用都应该做到最大化，这一规范也离不开迈克尔·布朗嘉特与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即所有产品经过合理的设计都可以确保其原材料和部件在下一个使用周期中维持较高的价值，当然，联合国支持的自然资本核算工作也对其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截至目前，这些理念仍然没有成为主流，在作者合作的企业与政府部门中，得到的关注也极为有限。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理念都看似过于宏伟，甚至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总是被束之高阁、视作远期机遇。

本书旨在提出不同的观点。创新技术不但让“净正面”原则的贯彻成为可能，而且也使这一原则对于众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巨大进步加上创新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促进原材料与产品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相较于10年之前，实现“净正面”目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与10年前相比，为减轻自然资本破坏所花费的成本也更低，材料与产品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共享、数字化、再制造等方式得到最大化。

这里需要说明，“净正面”原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要完全“回归自然”，并否定所有自然资源的使用。在“净正面”原则的框架中，许多自然资源，甚至包括金属矿石等有限的原材料，都应该得到利用。这一原则的要求就是，对资本基础进行明确的界定（衡量标准要能够涵盖大部分人关切的要素）后，计算出在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内经济活动对资本基础的主要影响，并能证明经济活动整体上对于资本基础的利大于弊。

本书会列举出众多此类事例，这里先以金属为例进行简要说明。采矿过程一定会损伤自然原貌，将矿石冶炼为金属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且以目前情况看，基本消耗的都是化石能源。这是否表示人类如果要避免损害自然资本就只能放弃使用金属呢？并非如此。在当前条件下，关于金属影响的众多分析已经呈现出积极的结果，因为金属能够带来各类高附加值的产品。想象一下，如果能在金属生产的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并确保金属产品的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得到回收利用（这两点已经能够通过新兴技术实现，而且具有赢利前景），那么在开采金属的同时将创造高效的材料库，因而，经济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阻力将不复存在。清洁高效的原材料在经济体中不断循环，并将成为子孙后代可以继承的宝贵财富。资本总额得以积累。如果对不同产品类别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产品都没有实现递增效果，较好的情况也只是分解和流失，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得到扭转。如果真的有某些产品无法实现“净正面”目标，让决策者、投资者还有消费者知道，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样的分析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很少有决策者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健康成本应该是多少，治理淡水资源污染的成本应该是多少。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决策者们就会对这些数字到底应该是多少形成基本的判断直觉，而这些更为全面的分析又会成为企业决策考量中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直觉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为强烈，毕竟，无论是经营家族企业抑或管理家庭开支，实现资本递增（不是短期收入而是长期财富积累）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常态。

“净正面”思维的力量

“这真的有用吗？”这是作者遇到的又一个反问。如果大部分企业已经在当前的竞争中尽其所能，大部分政府已经根据目前的预算尽力而为了，那进一步提升标准的益处在哪里呢？

作者认为，当“净正面”原则或者递增性原则得到广泛的接受后，结果就会大有不同，至少会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企业的日常决策会随之改变。社会规范将约束企业的行为：大部分企业即使知道有办法逃避相关法律责任，也绝不会使用童工。在权利平等、反腐、健康与安全方面，大多数企业的常规操作也将与数十年前大相径庭。这个社会规范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当人们置身此情境之中，当每个人都担负了决策责任，当正式的规则难以界定，当情况变化迅速时，社会规范的影响最为显著。仔细想象，“相比去年不那么糟”这个规范近乎全然笼罩了资源管理的大局，确实令人震惊。

第二，这一原则的落实会营造出全新的竞争环境。消费者会逐步意识到，产品品质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其利大于弊（当前的产品认证、标签和说明等信息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达不到这样的基本要求，消费者为什么要妥协？投资者也会逐步提出类似的要求。技术进步能够提升生产过程的透明度，相较于10年之前，追踪产品、验证生产过程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大降低，这就给企业提出了新的竞争标准。首先，高效生产和循环经济会成为企业有力的市场宣传要点，因为其能显示产品在全面的分析下是有益于社会的。其次，“净正面”产品的衡量标准会逐步将卫生标准、市场标准纳入，成为企业无法忽视的规则，如果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譬如排出了大量二氧化碳，那么就说明企业存在管理不当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打造光明的愿景并树立相应的价值观，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使其更具优势。在本书第五部分的采访中，奈斯派索的首席执行官让-马可·迪瓦森认为，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那么要想吸引青年才俊可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第三，新的社会规范也会加快环境法律的出台。“应对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就是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吗？”这是作者遇到的又一个反问。经济学家时常将其称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或者称为对外部效应标价——这也是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为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作者支持对外部效应进行更高的标价，也同意这是建立地球兼容经济模式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教科书中的答案几十年前就有了，现实世界里却鲜有落实踪迹，为什么呢？因为规模如此庞大的变革必须先从理念、价值与信仰开始改变。首先，企业和民众需要相信这样的变革势在必行、充满机遇也切合实际。只有坚定了这一点，技术规则和外部效应标价的标准才能够建立。而后者在当前仍被视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担，很多民众并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政治人士要考虑选民意愿，所以执意落实严格的环境法规存在较大的阻力。

因此，本书提出的观点与单一的外部效应标价大有不同：作者认为，企业、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投资者应该首先讨论并验证资本递增或者“净正面”原则，并对自己购买的产品提出这样的要求。当部分人首先发现了创新技术所带来的改变，感知到了切实的利益之后，这样的消息就会逐步传播出去，成为新规范。当这个社会常规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就会形成坚实的政治前提，就会对更大范围的外部效应标价进行规范。这是一个理念与常规先行的方法。

对经济的影响

为了将这一前景具体化，作者将其与欧洲经济相结合，以交通出行、食品和住房系统为例进行说明。我们与一支学术团队合作，对其中的经济与环境影响进行了建模计算，最后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如果前景得以实现，与当前发展路径相比，欧洲的GDP到2030年还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7%。当然，对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建模，其中必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即使选择的测算因素有不完美之处，最终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大体方向，即大规模的正面效应。另外，这一分析结果也确实符合常理：如果新技术得到利用，政策得到完善，那么改革成本自然会降低，也将使当前各大经济领域中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大大减少，这当然会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而且，在基本生活需求领域，成本下降意味着欧洲家庭的收入增加，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建模分析显示，如果能确保升温幅度稳定在1.5C°~2C°，那么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将会下降83%，模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就业状况会比当前模式下的情况更差。

再联想一下转型过程中，创新与变革为经济发展释放的活力：净正面产品、高价值材料库、低排放的出行与食品系统——在重大价值链中，也存在减少浪费的巨大契机。与企业高管们展开讨论时，作者团队时常会以“精益生产”做类比。丰田公司率先在其生产与供应链中做出改革，将重心从“逐步降低成本”转移至“消除所有浪费”，这种全新的管理视角也带来了全新的改良机遇，公司上下围绕着全新的规范展开创新，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精益生产”推动丰田公司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盈利最丰的汽车制造商之一，这一理念也成了制造业的新标杆。作者认为，“净正面”原则也同样清晰明确、简洁有力，同样有潜力推动巨大的创新浪潮。

更深入探究发现，递增性原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同繁荣。这里必须明确一点，人类社会至今仍未走上这样的轨道。资本递增的新原则意味着人类有机会摆脱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困境，即经济发展越成功，人类寿命越长，子孙后代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越畸形。在当前损耗资源的模式中，人类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增长。而递增性经济则是有益资源的模式，经济发展越好，子孙后代就越幸福，地球也越繁荣。

这一分析结果振奋人心。人类如何在继续积累财富的同时又做到不减损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面对这个问题，当前模式未能解答，而新的发展模式则给出了答案。

技术变革——势在必行，仍需动力

人类已经卷入了一次全新的重大技术颠覆浪潮，并开启了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这对于本书的讨论十分重要，要知道人类得以满足温饱、过上美好生活、持续发展经济，不是靠地球约束或者人口规模自动实现的。人类使用的技术、采用的运作系统决定了社会到底是贫弱还是繁荣。狩猎与采集模式下的经济系统供养了500万人口，农业系统供养了8亿人口，而工业化为50亿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如果人口攀升至70亿，甚至110亿呢？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工业化是无法保证如此庞大的人口发展的。要想协调好人与地球的关系，我们迫切需要新技术系统的出现。这一情况让不少传统企业感到恐慌，也震慑了它们，但是新技术还是轰轰烈烈地到来了。转变背后的各类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智能手机、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材料、量子计算、机器人、大数据、自动化……

技术颠覆改变了银行、通信和娱乐等信息领域，也将在未来20年中深刻改变经济的实体价值链。本书将会着眼于交通出行、食品和住房价值链，说明其中大部分环节都有多项重大创新技术、商业模式具有赢利潜力或者接近这一目标，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精准农业、3D打印建筑、廉价清洁能源、物联网等等，而且在未来5~10年这些技术能够解决当前很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外部效应、“搭便车”行为和滥用资源等等。思科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说道：“（技术变革的）影响将会比互联网革命强大不止五倍。”技术变革牵涉的利益巨大，因为这些价值链对于生活方式、就业状况、经济发展以及自然资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颠覆——是喜是优？

一方面，此次技术变革为落实前文所描绘的前景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可行性增强，经济成本降低。历史上最强大的变革工具触手可及。

但另一方面，按照当前的发展轨道，技术颠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自然资本的问题，也不会顺其自然地化解收入不平等、社会涣散等社会困局。甚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颠覆可能反而会激化上述各种问题。而且，各个大型价值链都会受到影响，颠覆牵涉的利益也更加庞大。人类似乎在朝着危险的颠覆前行。

首先是自然资本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到，效率的提升赶不上需求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会推动需求，以往经验表明，当新兴技术降低了单位成本时，需求总量就会增加——汽车、食品、房屋，皆是如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作“回弹效应”）。猛一看，这是好事：消费者利益增加了，经济发展了。但是，这通常也意味着资源需求的绝对值增加了。在某些价值链中，资源需求绝对值的增长抵消了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益处。例如，如果每公里使用汽车的成本下降，城市中心将会更加拥堵，而拥堵负面影响将会超过出行成本降低带来的积极影响。

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后文将呈现两方的观点，但是仅以目前的数据来看，质疑技术的人群可能占得上风。例如，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历经了技术变革，但是每位员工的产出增长率不升反降。

大部分研究表明，技术变革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现象，低技能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数字化则意味着经济中的“超级明星”能够扩大影响范围、提升产品价值。

对于就业情况的影响，不同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2013年牛津大学一项大型研究对700多类工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47%的岗位面临被数字化技术取代的风险。但也有研究指出，像医疗保健这样规模较大的行业仍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而且在以往的技术革命中，这些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大幅消失，因此只要有合理的应对政策，就业状况就可以得到有效把控。

另外，很多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感到，在席卷全球的“技术海啸”中，连社会群体、商业模式以及选民意向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逐渐失控。对于很多人来说，技术就是失控的同义词，它无疑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当前形势严峻，不容掉以轻心。在全球各地的不同领域，身处各行各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正在从事着创新工作，但是创新的综合成果是否积极呢？正如前文所说，在很多情况下，财富总值是否会增长还是个未知数。本书将会探讨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并以最新研究结果来说明，政府可以把控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方向，同时又不遏制创新。

这些就是政府和整个社会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技术变革的关键原因，政府和社会应当定义转型原则，设定转型边界，以实现“净正面”目标、确保技术变革带来有益的颠覆。

跨越鸿沟

显然，结合了可再生能源、“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高效率再生系统的全新递增模式与当前的工业模式截然不同。无论是从生产、消费，抑或共享成果的标准来看，传统模式与这种全新的模式存在巨大的鸿沟，在使用资源方面，差异更是明显。这个鸿沟是由各个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基础设施、商业行为、法律法规、激励措施、思维模式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构想等。即便人们能够接受全新的经济模式，但传统经济模式的巨大影响却难以逾越。确实，在新技术的推动下，社会每一天都在前进和变化。但是，在前进的表象下，整体经济模式仍旧依赖于资源开采、损耗着地球的有限的财富，而资本总额（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总和）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积累。

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中规模较小的改革收效甚微。全球治理势微，孤立主义抬头，短期资本主义盛行，民众信心崩塌，此时此刻颠覆全球经济运转体系，真的可行吗？作者认为，不仅可行，而且这难能可贵的机遇唾手可得，人类可以选择利用或者放弃。作者认为，有五大原因值得人们抱有乐观态度。

原因一：改变迫在眉睫

如果没有明确的行动理由，就不可能动员起全球力量。在未来10年，人类必须行动。长期以来，是否需要变革仅仅是个立场问题，但如今的事实与数据已经表明：人类有10年时间将耗竭资源的模式转向资源递增的模式，否则，危机将难以避免。在农业等依赖自然的生产系统中，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再能够确保需求得到满足。2010年，全球人口增长首次超过了粮食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根据斯德哥尔摩应变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按照当前的模式继续发展，人类很快就会冲破所有地球系统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而在这九大地球系统中，四大系统的界限已经被突破。在未来10年中，至少还有另外两大系统的界限将被突破，这将对自然与经济的再生和生产效率产生极大影响。然而这些警告时常被视作危言耸听的言论。很多环境工作都遭到了此类指责，例如，禁用DDT的运动、德国遏制酸雨的努力以及罗马俱乐部的警示。提前一步敲响警钟也许是好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及早提出警示正是某些生态噩梦没有成真的原因。消防员的报告显示，公共场所突发火灾时，大部分人伤亡的原因不是恐慌或者反应过激，而是反应过慢。这也是提前敲响警钟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人类完全能够采取行动。在未来10年中，如果我们无动于衷，就相当于白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遇。《巴黎协定》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势头以及更强大的政治意愿。“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中各国的减排量将使全球气温升温幅度控制在2.6℃左右，但与2℃以下的目标仍存在显著差距，这表明当前的工业模式与能源系统已不再适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推动着人们去反思和挑战一直以来默认的经济观点。另外，这也关乎如何避免数以万亿计的资产搁浅，因此，在经济层面我们已经具有充足的行动理由。在未来10年，单单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就将高达60万亿美元。如果依据能源与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进行投资，就可能造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产搁浅。最后一点，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儿童人口的峰值时期。当前，儿童人口为19亿，而且很可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点。在新一代的成长过程中，向他们传递可再生能源、健康产品、品质销售、资产共享、自然系统的再投资等全新经济愿景，将会带来贯穿百年的深远影响。如果当今的青少年都能够接触到新愿景的概念，并将它们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可能在“净正面”原则下生活——这是不可错过的机遇。如果我们浪费了此次变革机会，其后果不堪设想。行动已然具备充足的动机。

原因二：一触即发的直觉转变

要迅速摆脱损耗性的工业模式，存在一个主要障碍——人类的想象力。如今，在人们的想象中，煤炭发电比太阳能发电成本更低，燃油汽车比电动汽车性能更好，原生材料比循环材料更加便宜。但是，随着传统模式与新兴模式的差距缩小，人们设想的未来也应该存在一个独特的临界点了。1862年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现在众所周知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却实实在在地令人大开眼界。库恩的核心论点就是，大部分的科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信仰体系与范式基础上，例如经典力学、玻尔的原子模型等。基于这些范式，研究人员会进行实验与理论拓展，并解释更多的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成果会与现有的范式发生冲突。一开始，科学家们可能会尝试将这种异常现象套入现有范式中进行分析。但是，越来越多的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现有的范式就陷入了危机，对于新范式的寻求自然由此萌生。在一定时间内，旧范式与新范式共存，相互竞争，直到旧范式逐步消亡。这就像是在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中，人们看到一个新的“完形”后以一种全新的直觉看待世界。库恩将“完形转变”呈现在了著名的“鸭兔图”（见图2）中。如果人们第一眼看到了鸭子，然后就总是看到鸭子，看不到兔子，但如果人们慢慢地找到了兔子，那就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只看得见鸭子”的状态了。



图2　鸭兔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就是在讨论一只完美的鸭子和一只完美的兔子。先来看看当前的“鸭子”：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创造着前所未有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市场、所有权、竞争和创新相互作用，使数十亿人口脱离贫穷，进入中产阶级，走向兴盛。是的，经济增长确实也让人类付出了一定的健康与环境代价，但是每次代价过高的时候，人类总能够及时找到弥补的方法。自然资源总体上十分充裕，且价格低廉，只要出现稀缺的迹象，价格变动就会传递出信号，人类则推动创新，最终找到应对办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勘探、采掘、交通、生产、分配以及供应链等各个环节的成本仍在继续降低，这使得数十亿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人口能够购买产品。完全颠覆这一模式将会摧毁其成就，这是一种鲁莽的举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当前经济的“完形”——一只完美的鸭子。

假设我们跨越到未来，再回看当前的经济，“完形”截然不同，其是一只完美的兔子。人们看着传统模式，必定会摇头慨叹：对利用效率低下的资产进行大力投资，明知风险却在两百多年间就烧尽了历时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化石燃料，数十亿吨工业产品在使用一次过后就被输送到了垃圾填埋场，矿质肥料在几十年间就会耗尽却仍在农业生产后被冲入海洋，城市的建设根本不考虑无车出行……当新范式建立起来后，未来一代根本无法理解当前的人们竟然找不到那些“异常现象”不断发展的原因。他们也许会问：“你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啊？”一如当前我们面对奴隶制、妇女选举权和滥用DDT等话题时，不禁对曾经的人们发出质问。未来一代还会问：“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技术，那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呢？”描绘递增性系统的“完形”，以未来的视角看待今天，反思当下的模式，我们做得还不够。系统层面的改变往往始于展望未来，延伸信仰，而其终点，即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转变是世界观突然的颠覆。

原因三：表达能力的爆发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突然失联，数字地球公司（Digital Globe）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高清的卫星影像，用户可以逐个像素搜寻可疑的飞机残骸。消息一出，网络反响热烈，在高峰时段，公司网站的流量高达每小时10万人次访问。用户可以标记图片，之后会有后台算法进行审核。此次数据分析为搜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一个名为Tomnod的众包平台上也出现了另一个相似的行动，2014年起，该网站开始对苏门答腊岛上新出现的森林火情提供实时信息，以便当地政府部门与活动人士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技术变革帮助人们搭建了新的系统，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也改变了变革本身。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绿色和平组织在网上发起抗议行动，大批抗议者进入美泰玩具公司的“脸书”页面和“推特”页面表示谴责，迫使该公司不得不在生产芭比娃娃和肯尼娃娃的过程中放弃使用含有棕榈油的包装。超过20多万封电子邮件一时间发送到了美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鲍勃·埃克尔的邮箱。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旨在提高自然资源领域的透明度，其包含的问责制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采矿业的现状。这一计划最初是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建立的，本来其只是一项政府计划，但随后得到了全球民众的大力支持，因而迅速发展壮大。现在，全球51个国家已经落实了透明度行动计划确立的标准，公开了采矿活动的收入、1.847万亿美元的税收以及政府对这些税收的使用情况。

互联网革命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相比电话等一对一的媒介或者广播、电视等一对多的媒介，互联网所提供的多对多媒介截然不同，这种新的媒介甚至将影响社会前进的方向。美国作家克莱·舍基说道：“我们生活的当下……是人类历史上表达能力增长最快的时刻。”在中国，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打击腐败，曝光养老院内的失职现象，监控工业厂区的排污，约束官员的行为相继发生，公民与社交媒体组织正在迅速扭转权力的天平，加速社会的变化，并引导其前进的方向。这显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例如个人责任担当，隐私的暴露问题等。但是，技术变革又似乎是为经济模式中的系统转型量身定制的。曝光资源使用状况、检测生态系统健康、共享资产与产品以及追踪材料的循环使用，在这些权力之外，技术变革也提供了释放民众不满的渠道，将社会群体汇集在一起，传播全新的范式，为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奠定基础。

原因四：中观经济的崛起

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认为经济体中只有两类利益相关者。一边是以己利为先的企业，它们依据微观经济的供求关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或者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展开较量。另一边是政府，它们为各类市场制定规则，依据宏观经济的原则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中，向着循环再生经济转型的进程不但缓慢，而且极为艰难。企业会把责任推向政府，声称需要更好的规则、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自身才能做出改变。而政府又会认为，出台新规有风险，企业在此之前应该有所表示，以证明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确实可行。这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限循环，企业只有在国家出台市场规定之后才行动，政府又担忧新的规则会使经济表现、就业与增长受到影响，因此不愿先行一步。在这样的情境中，向拥有三大支柱的“净正面”经济体系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一分为二的利益群体分类十分简单，而且越来越不符合实际。长期以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在批判微观经济理论，指责这一描述没有展现现实世界中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且，在产权归属极不明确、交易成本高昂的新市场中，这一缺陷尤为明显。

中观经济的出现为经济体系的转型带来了积极的动力，在宏观与微观的两极之间构建了快速发展的地带。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事务上相互关联而并非在交易性质上相互关联，这也促进了企业、银行、大学、政府、消费者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互动关系。中观经济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出来：

第一，非竞争合作关系、前竞争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与相关行业的企业或者集团结成联盟，重新塑造市场竞争规则与格局。例如，法国液化空气集团、戴姆勒汽车公司、林德公司（德国工业气体巨头）、壳牌石油和道达尔石化公司成立了“氢能出行”联盟（H2 Mobility）。世界经济论坛、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携手建立了“主流计划”联盟，共同推动循环性产品与服务的主流化。全球80家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与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了“P80组织”，就可持续性投资展开了合作。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此类联盟关系是塑造全新市场环境绝好的战略性工具。在所有优化资源管理的努力中，正是这些企业为了共同使命而开展的合作带来了关键成果：旨在提升企业碳排放透明度的“碳披露”项目（CDP）启动，海洋管理委员会、塑料披露项目组以及热带雨林联盟等重要组织也陆续成立。

第二，合作社形式获得新生。在德国，自2008年到现在，合作银行客户人数已经达到100万，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赞扬这是“未来的模式”。在全球各地，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超越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合作社已经出现在农业、能源、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并在数字化领域也呈现兴起之势。合作社形式的益处在于能让所有用户参与其中，而且这种形式在服务价格难以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也能够奏效。

第三，非营利组织更加专业化，更具影响力。此类组织能够整合资源、开发可靠的战略运营计划、权衡效果并将机会留给最优秀的团队。

当前，中观经济正在逐步靠近系统性变革的中心地带。虽然市场交易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依然重要（尤其是在控制外部效应方面），但中观经济的潜力明显极大。

原因五：新资本主义者

资本主义是越来越短视，还是越来越看重长远发展？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其实，两种观点各有道理。确实有证据显示，短期主义越发严重，现金偏好增强，公共资本市场也没有履行推动系统革新的承诺，但也存在看重长期增长和影响力导向的资本家及积极的政府，而且这一群体的规模正在变大，其信念也在增强。资本催化对摆脱现有经济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还在变大，例如，影响力投资基金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7%。在欧洲，社会责任投资（投资决策中融入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考量）已经占直接投资以及资产管理行业投资的10%，而且此类投资自2009年以来年的增长率超过了30%。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等环境基金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美国的贝莱德集团和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委员会等大型投资机构也在转换视角：从“承租人”向“业主”的思路转变，减少交易频次，更加注重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最后，公共领域资金也在向系统性的变革移动。欧盟已经向循环经济项目拨款6.5亿欧元，而且欧盟“地平线2020基金”中有240亿欧元的资金将用于循环经济项目。新资本主义者走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是道德观变了，而是眼界变了。投资组合中的系统性风险也在悄悄地积累，现在投资者必须打破系统界限，重新分配自己在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现金充裕的公司中的大量现金。

根据以往的经验，投资者一旦认识到某类资产前景黯淡，相关行业将会迅速受到影响：煤炭企业在过去几年中的市值已经触底，使用化石燃料的公用事业部门也受到了重创。因此，综合上述五点，人类有理由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但也莫要得意忘形。真正的变革需要形成连锁效应，共同推动社会进入螺旋式上升的循环。有迹象表明，连锁效应似乎已经启动了。

进入螺旋式上升循环

人类如何在未来10年将发展引擎并入另一条发展轨道呢？本书不会具体描述这样的转型计划，因为其中存在太多的不可预测因素。这里主要分析已经在发生的转变，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虽然这种转变还在进行中，但是截至目前，已经为系统层面的变化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既不是宏观政策或者微观政策带来的改变，也不是单一的超级创新成果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的经济参与者相互加速作用带来的改变。

在减缓气候变暖、发展清洁能源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既得利益机构、范本案例等因素的积极交互作用，最终带来了新突破。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就开始发出全球变暖的警示，呼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但是，这个想法与当时的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相互冲突，大家觉得太不切实际，决策机构当时只看到了“兔子”，没有看到“鸭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警示引发了现在的热烈讨论，它吸引了资金，推动了研究，催生了多边行动，激起了民众抗议活动，最终触发了引爆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即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协商成果，还有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虽然当时的技术实践仍无法赢利，但是关于技术研究的拨款与补贴已经显著增加。许多企业率先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也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清洁能源转型在经济层面上也成为可行选择。大量的学术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中，这些研究为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依据，使更多的选民们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2005年，欧洲推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成为又一个引爆点。

气候变化对金融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现象成了家喻户晓的话题。2005到2010年，可以说是商业群体的觉醒时期，至少欧洲的商业群体已经坚定了信念。作为商业咨询人员，作者发现各个产业领域对于气候问题的态度每个月都有新变化。资源发展、二氧化碳定价、《哥本哈根协议》、学术科研与技术开发等，各个方面的努力带来了更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清洁能源系统和资源生产率在未来数十年会成为重要的商业议题，以及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新的引爆点得以突破。技术研究与开发投资得到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出现了非凡的进步。最早用于描述芯片性能发展的“摩尔定律”，现在在其他领域也得到应用。技术进步速度极快，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才能够与竞争对手继续较量，反过来，这些投资又进一步带动了发展速度。

从2009年到2010年，一个重大变化得以呈现：金融危机爆发，页岩气蓬勃发展，化石燃料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都无法再遏制清洁能源的发展与进步。当然，对于很多清洁能源公司来说，前几年发展确实很艰难，但是整个产业的颠覆性增长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旧经济体系的吸引力迅速下降，甚至陷入危机。在欧洲的电力行业，传统发电技术的负面形象强化——使用率下降，电价跳水，资产账面价值减记，股价大跌；而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成为了低成本的选择，这也是促成2015年《巴黎协定》的重要原因。

在撰写此书的当下——2016年，作者认为，人们对于能源的未来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不论是西方国家，抑或发展中的经济体，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大势所趋，大部分的企业也都认同，在不需要巨额成本的前提下，这个转变同样可以实现。“鸭子”已经迅速变成了“兔子”。虽然还有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但当前的发展趋势确实振奋人心。15年前，新能源改革看起来毫无成功的可能，成本、规模经济、既得利益、选民认知和企业思维等等，各种因素都在暗示化石燃料最有保障。

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系统变化是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其中的迭代过程，其中一类群体的进步将会推动其他群体进步，以此类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循环。信念传播与范式转移有效指引了行动与投资。在“强硬”的政策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系统层面的变化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引爆点推动的，变革的到来也往往比预期发生得更快。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技术、商业模式、治理与思维等方面的开拓创新。

作者相信，对于更为广阔的递增性经济来说，相似的趋势也有可能实现，而且必须要采用上述相辅相成的循环上升模式来实现。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净正面”原则与三大支柱作为新范式的其他体现。某些群体的观点与作者基本一致，认为递增性经济有光明的前景，因此，对利益相关者提出了几项基本要务：政府需要推动消除不利于环境与健康的负面因素——这也是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外部效应的应对方法。但是，这类人群应该认识到，当前他们未能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掌握政治权利来出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只能小幅改变资源定价。因此，他们需要采取全新的方法。为了弥补政策缺位，他们应该先创造材料库，建立高效的再生系统，就像他们之前建立低碳能源系统的工作一样。这需要多年的工作过程。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三大支柱都存在巨大的潜力，当前的浪费现象需要解决，“材料”与“系统”应该纳入“气候与能源”的政治讨论中。之后，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公私合作以及公共投资都需要进行改革，形成上升的循环。当前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如果得到合理应用，将会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本书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

另外，政策制定者需要创造愿景，指明“净正面”循环经济不但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已经更切实际，更具吸引力，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这也是建立道德形象的重要方式。

政府要承担起企业家与创新者的责任。颠覆性的变革需要政府“求知若渴”，私有领域难以投资的领域，政府应该及时补位而后有所投入。玛利亚娜·马祖卡托在著作《企业型国家》中指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很多重大突破都有赖于国家层面高瞻远瞩的“创新体系”。未来的转变提供了更多此类机会，也会带来更多的突破以及开拓出更广阔的新市场，例如，落实“产品身份”措施——可以通过嵌入低成本的芯片或者是二维码，让资产智能化，实现全程追踪。这也让消费者可以把握整个产品周期，达到与生产企业一样的监测水平。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这一举措完全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能够在共享、再利用、再制造的模式中推动更大的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非政府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认识到其中的机遇。投资者应该认识到，在大型基础设施革新的项目中存在长期机遇，投资组合中要注意化解风险；企业应该认识到，高质量的产品、高利润的服务合同、资源的独立性都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劳动者与工会应该认识到，建立三大支柱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它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公平的服务资源将缩小不平等现象的鸿沟；学术圈与研究机构应该认识到，广阔的改革机遇在材料、产品设计、工业流程、商业模式等方面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消费者需要认识到，选择高质量且低成本的服务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上述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刺激都将带来积极的动力，催生其他领域的变化——从稀缺状态向富足状态转型，走出政治困境，创造共同愿景，秉承慷慨精神，创造上升式循环。

“用进废退”

作者的分析与见解得到了众多人士的肯定与支持。在作者所经历的讨论与公共演讲中，年青一代尤其受到鼓舞，眼前的愿景如此宏大，堪比欧盟的一体化市场、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而且，年青一代已经无法接受老一套陈旧的答案。但是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会马上转变为实际的大规模行动。在手握决定权的人士中，很多人的心态并未转变，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固执己见，人类会失去未来二三十年的关键变革机遇。当然，推动“净正面”递增性经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么，推动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改变态度，需要做些什么呢？作者团队采访了五位杰出的领导者——教会领袖、气候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企业高管和科学家——询问他们对于系统层面变革的观点。采访内容在本书第五部分。五位人士都给予了我们很大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拓宽了变革视角。他们的回应指出，当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建立高效率、低风险的经济体，也不仅仅是重塑资本市场，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发展，如何与我们所在的地球重新建立联系，如何弥合社会鸿沟，如何与未来世代构建和谐关系。此外，他们的回应也指明了行动的紧迫性。在人类历史中，质疑、混乱与焦虑的阶段总是与蓬勃发展的势头、众志成城的亢奋状态交错出现。这些都成了重大的转折点——有时向好，有时向坏。撰写此书的关键原因就是指明变革的重大机遇已经呈现在眼前，可以说触手可及。如果错失机遇，那将是全人类的损失。在作者看来，当前所处的时代振奋人心，必是有所耕耘有所回报。

表1总结了本章中主要的话语转变，后文将会有更加深入的探讨。

表1　主要话语转变





第一部分 增长的悖论

如果从系统层面审视出行、住房与食品领域这三个重大价值链，不难发现浪费如此之巨大，哪怕稍稍做出一点改变，经济和环境层面可能就会出现巨大的转机。换言之，对于现有的基础设施、产品与原材料，人们仍有巨大的机会在利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本书会说明，只要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现有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就足以实现这一点。这就是“重新定义增长”的核心。

“生态效率”承载了美好的愿望，也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个战略，世界可能已经糟糕得无法想象），可是面对当前的全球环境与社会问题，“生态效率”已经显得势单力薄。这听着有些刺耳，不过认真想想，“生态效率”作为重大环境战略已经持续了25年，与此同时，全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与规模有增无减，其对全球生态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威胁也日益严峻。生态效率本身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可能是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各方支持的唯一选择，它不仅带来了环境利益，也带来了经济利益与创新，而且也在这场持久战中为地球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前，不如我们先谈谈，为什么人们看似反感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却又会走向肆意挥霍而浑然不知的局面中？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学课本给出了答案：因为破坏环境的成本仍然不够高昂，“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而作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久以来自然资源都被当作是源源不断、任人索取的东西。因此，当人们开始定义财富、资本、经济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时，自然资本没有被计算在内；当全球人口达到10亿以上、人们开始建立经济理论和衡量指标的时候，自然资本也没有被考虑在内。人们继而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资本和经济发展独立于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最多也只是通过所谓的“外部效应”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对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这样的理论早些时候还说得通。而现在，全球人口可能会一直增长至110亿，多种自然资源供应紧张，人均消费迅速增长，而且人们早已超越了“人类安全运作空间”，如今，一些重要的外部效应也已成为常态现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人们是时候必须对此重新进行审视了。

第1章 渴求 以经济增长为一切基础的增长


当相对增长率得以保持，实际数量就会不断上涨，不断翻番。

——维基百科

人类痴迷于经济的增长，这当然可以理解。20世纪，人类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引擎，全球GDP从2万亿美元增长至37万亿美元。迅猛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大大提升了物质财富水平，全然超乎想象。我走进所在地区的某家超市，发现单单是麦片就有56种，而红酒更有122种。这种经济增长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全球各地都在经历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年，全球52亿人口可以获得充足的营养，16亿人驾驶汽车；到2014年，中产阶级人口接近18亿。全球贫困人口当前为8.9亿，而这一数字正在不断降低，全球GDP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就会进一步降低。另外，随着全球GDP的增长，全球平均收入（现为2 920美元）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收入中位数（现为10 717美元）的差距也正在缩小。20世纪创造的经济奇迹，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其后果、驱动因素和重要性。

全球经济的百年增长奇迹

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经济奇迹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仔细分析其中的数据则更令人惊叹：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经济总量从1 000亿美元增长至37万亿美元（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其中98%的增长出现在1820年之后，97%的增长出现在20世纪，86%的增长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上创造的物质财富，有21%是在2000年至2014年创造出来的。在19世纪以前，经济增长的概念鲜为人知，生活品质的高低依赖于非物质财富以及神灵的救赎。

这些数据反映出工业化给全球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820年前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人类社会、劳动力与资本、国际关系、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与其根源的关系等等，都得到了新的定义。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的良好秩序有效促进了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如虎添翼。

到20世纪末期，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了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仅占全球总数的12%，但其GDP却占据全球总量的65%。随着健康、教育、交通出行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国家也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就业、社会凝聚力、政治合作、技术设施等等都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向好趋势，这又进一步巩固了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一直是最有效的团结力量。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说：“缓慢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分配冲突，因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其他人为代价。”还有更为简单直接的诠释。美国富国银行集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德卡瑟说道：“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经济产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能力应该是不断提升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梦’吧——明天更美好，未来值得期待。”

亚洲与非洲——近在眼前的飞速增长

未来的增长在地域层面上将呈现出另一番模式。2012年，全球GDP约为72万亿美元；到2025年，经济增幅预计约为45万亿美元，即当前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倍之多，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又一次大迈步。而在这一轮的增长中，75%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端于英国，英国大发展初期的人口为900万，其实现人均GDP翻番历时154年；美国大发展的初期人口为1 000万，其实现人均GDP翻番历时53年；而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初期，人口有10亿，其实现人均GDP翻番仅历时12年！印度是8亿人口，历时16年。其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令人叹为观止，对比之下更为显著。中国与印度的发展基本在同步进行，与英国的工业化相比，两国经济发展所影响的人数是英国的200倍，而前进的速度却高达英国的10倍；也就是说，中、印两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力量可能是工业革命的2 000倍以上。

这种超乎寻常的经济发展，简直不可思议。1990年，发展中国家47%的人口（大约为19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日可支配收入低于1.25美元）。截至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14%，大约为8.36亿人。而在同一时期，中产阶级（每日可支配收入超过10美元）人口数却增长了两倍，占当前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50%左右。

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更是振奋人心。小学教育适龄儿童的失学人数从2000年的1亿人下降至2015年的5 700万人，15~24岁人口的识字率从83%上升至91%，而且其中大部分增长出现在女性人口中。同一时期，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50%，1990年每1 000名新生儿中就有90人死亡，2015年死亡人数下降至43人；孕产妇死亡率同比下降45%。使用自来水的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23亿人增长至2015年的42亿人。全球人口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5年的43%，互联网用户累计达32亿人。

与此同时，另一片大陆也正在崛起——非洲，沉睡已久的雄狮开始苏醒。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不足2%。2000年后，这一比例跃升至5%。非洲经济发展时起时落，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要知道这一市场占非洲GDP的25%左右。人口增长会拉动国内需求，经济因而也会得到发展，人口红利将会造福非洲。当前非洲已成为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2000年至2015年，非洲人口增长超过3.7亿人，已经从8.14亿增至将近12亿。虽然增速开始下降，但仍旧快于人口学家的预期。近期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非洲人口到2030年将增至17亿，到2050年将增至25亿；到2100年，非洲将成为拥有44亿人口的地区，这要比联合国2004年预测的人数还高出20亿。

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扩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这一群体从1990年的12亿增至2010年的24亿，到2030年将会增至42亿左右，近乎翻番；这还意味着从1990年至2025年，消费人口增幅为3亿左右，也就是说，到了2025年，全球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将成为消费人群，这将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次。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当前大部分欧洲及美国人口的收入水平）的人群到2030年将会增至10亿，而其中6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终于不再是西方国家独享的特权。

以经济增长为一切基础的增长

经济的健康发展成功地持续了一个世纪，现在又由亚洲、非洲接力推进，全球经济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近乎沉迷于快速的发展。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经济一直保持着可观的2%的年增长率，整整持续了7代人有余。增长停滞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已经开始将未来的增长折算到当前的各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在经济方面，正利率反映出剔除了风险的增长预期；股票市场也是如此，除去一般红利因素带来的股价上涨，其余上涨部分来自预期增长。麦肯锡团队的金融专家们拆解出股价之中的价值预期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每家公司的价值中有70%~90%来自预期中的增长，而实现预期增长的时长超过3年。在社会方面，全球经济中的增长转化为养老金计划、公共领域预算。2014年，德国GDP中的8%被用作社会养老金；如果经济保持一贯的增长速度，这个比例在下一个15年中会上升到10%~11%。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这一比例就是13%~14%，这样的后果不难想象：我们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换言之，早前政府做出的养老承诺只有在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背景下才能实现。政治方面也是同理。经济增长仍旧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政治宣传，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连任政绩。已有充分证据证明，选举前期经济形势喜人，现任领导人就往往能获得较多的选票。在战后的多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每个选举年份第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诠释了出现连任的选举结果的原因。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在第一个任期的前半段遏制经济增长其实有助于领导人再次当选。

因此，经济增长时常成为政治议程的核心也就不足为奇了。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通过立法建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该机构的使命是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让美国经济尽快走出战后阴影。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也一一效仿：1967年，德国通过了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的法律；2012年，加拿大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的重心发生了改变，曾经各国追求“奇迹四边”的平衡——价格稳定、就业充分、贸易平衡、增长稳健，而现在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只求增长。

总结而言，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常态”，成为整个社会对于经济的一贯预期，成为默认的发展机制。

第2章 刺激 资源导向


火是一切技艺的基础。没有火，人类便无法生存。

——赫西俄德，公元前700年

几个月之前，本书的一位作者开车经过美国得克萨斯州，该地最具地域色彩的必然是视野中出现的抽油机。得克萨斯州石油开采始于1898年，1972年达到顶峰，日均产量为3 500桶。在同一时期，美国经济总量从4 170亿美元增长至5.134万亿美元。如果有人问，廉价能源的供应是否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答案显而易见，而作者的团队也为此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一位年轻的同事说道：“我只有商科本科学位，对于经济增长的原理也只是略知一二，但人们对于能源与资源作用的忽视确实令我感到吃惊。”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低估了能源与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很多国家在确保能源与资源的持续供应方面关注不足，对于将这些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方式也不甚了解。

资源——索洛谜题中缺失的一角？

经济增长理论可谓众所周知。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这两位古典经济学之父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停滞的原因；根据他们的理论，经济产量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定义的。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人类能够无限提升以上要素的生产率。而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弱点在于未能提供增长的量化分析，未能诠释不同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分量。显然，这使得人们难以从理论中获取有益的实践指导。

1956年至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通过两篇意义重大的论文解决了经济增长缺乏量化分析的问题。他的“新古典”理论从量化层面阐述了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生产要素——劳动力与资本，以及相应的生产率。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70%来自劳动力，30%来自资本，而且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稳定。但有一个问题：资源投入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验数据仅仅诠释了现实世界中半数的GDP增长。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国家，也都存在同样的情况。未被诠释的经济增长部分被称作“索洛剩余”，而索洛本人又将其归因于全球整体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劳动效率提升与投资效率提高协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仍旧盛行，有些人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时至今日，对于这半数的增长及其管理，我们仍然没有微观经济学层面的量化诠释。换言之，人类经济增长引擎有整整半边还是个未能得到解析的黑匣子。

重点在于，这一理论中能源与资源都不被视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发电厂以及采矿设备当然是资本形成的一部分，但是能源与资源却被视作即时可得的中间产品，而不是投入，它们与增长也没有直接联系。在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中，能源和资源占价值增值的6.7%。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就是两者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综上所述，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并没有充分关注能源供应与转化所带来的影响，更未将其视作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的醒悟——资源与增长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即将迎来改变。在过去15年中，研究分析显示，能源与其他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样的观点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早已有所体现。当人们学会利用风能、水能，并将其带入经济活动中，使碾磨、抽水、切锯、灌溉等工作实现机械化，人和马匹便得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当人们学会利用煤炭，便增加了经济中的能源投入，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经济已经不再依赖马匹或者蒸汽机，但是仍有很多行业严重依赖自然资源：食品、交通、建筑，所有的原材料生产等等。因此，如果要探究“索洛剩余”到底源自何处，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经济发展中有多少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以及其生产率如何？

早在2005年，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尔斯等人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研究中首次提出，㶲（exergy），又称有效能，是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原始投入，它与劳动力和资本平行。㶲是热力学术语，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其定义理解艾尔斯的研究结果。㶲就是一个系统中可以实现的有用功。它和能量不一样，后者是守恒的。例如，在海洋中潜藏着巨大的低温热能，但是有效能需要温差才能产生，所以很多能量都不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各种转化过程（能量转化、物质转化）使其潜在的有用功被转化为有效能。一升汽油的㶲就是通过汽车能效系统（内燃机）转化而成的运输中的有效能。将20世纪经济发展中主要资源的㶲相加，测算出其中潜在的有用功总量，然后计算这些有用功的有效利用程度，再将两者相乘，就能计算出美国经济中供应的有效能总和。简而言之，他们测试了一个猜想，即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应该是经济增长中与劳动力和资本平行的第三大原始投入。

结果震撼人心。通过这一方法，艾尔斯等人基本诠释了20世纪美国经济中出现的“索洛剩余”概念，数据的高度吻合向我们揭示，㶲及其生产率（㶲真正转化为有效能的效率）基本能够反映经济增长中曾经无法解读的那一部分。

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数据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2014年，罗伯特·艾尔斯与沃多里斯又针对欧盟的15个国家再次进行了上述分析，研究结果也基本上能够解释这些国家在1970年至2010年出现的“索洛剩余”。

这个结论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资源的投入及其利用效率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而且某些实验显示，这甚至占经济增长促进因素的半壁江山。

这些结果并不是要否定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毫无疑问，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结果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大部分技术进步的结果都能够从劳动力、资本、资源的生产效率提升方面体现出来，并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一个“协同效应”来说明这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得到重视。

原油价格——难以控制的变量

其他研究人员也通过各种方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能源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传统经济学流派对此的判断。詹姆斯·汉密尔顿注意到，在美国“二战”之后的11次经济衰退中，有10次衰退的前夕都出现了6至12个月的油价上涨现象，而且通过公开数据很容易就能验证这一事实。经济衰退和油价又有何关系呢，汉密尔顿给出了三种猜想。猜想一：这完全是巧合，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只是恰好与油价上升发生在同一时期；猜想二：这一现象背后是同样的内因，也就是说，可能是同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油价上升与经济衰退。猜想三：至少在部分经济衰退中，油价上升是其外生变量。哪一个猜想正确呢？

汉密尔顿借助概率分析手段首先否定了第一个猜想，这个巧合发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随后他又分析了每次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进而否定了第二个猜想。基本可以确定，油价上涨的原因仅仅与石油行业相关事件相关，例如，伊朗石油国有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禁运，苏伊士运河危机，两伊战争，等等。这些事件证明，美国经济衰退的最大原因便是石油价格波动。因此，汉密尔顿认为第三种猜想的可能性最高——油价上涨与经济衰退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意味着油价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说石油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对美国GDP的一点贡献，那么上述的因果联系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总而言之，这些分析结果都说明了一点，能源与资源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第三大投入要素，与劳动力和资本同等重要。大部分人都知道，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如图2.1所示），而上述的研究分析说明，其实是资源及其使用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增长。

这有几个重要影响。第一，经济决策者应该更多地考虑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状况和使用效率。资源生产率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当然，现在仍然有关于这类问题的探讨，但是根据作者的经验，这些都远远比不上针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各种讨论与研究。你最近一次参加会议，讨论如何在经济中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是什么时候呢？或者你最近一次听说国际性的资源募集战略又是什么时候呢？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图2.1　材料使用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另外，上述的结论也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即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且独立于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推迟环保行动的时候有一个常见的经济学理由，那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比现在更加富裕（因为在预期中经济会持续增长），因此，将治理污染的工作留给后代仅从经济层面来说是合理的。如果能源与资源都至关重要，并且人类还面临着许多“全球性挑战”（下一章讨论内容），那么经济增长显然不会理所当然地持续下去。




        

第3章 负债 借来的增长


不要向人借钱，也不要借钱予人；

借来了钱，便不再懂得勤俭；

借出去钱，破财还丢了朋友。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

如果全球经济依然能够不断增长，并且增长本身有益无害，那么人类痴迷于GDP的增长就没有问题。然而，本章会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而且过去数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其实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向未来借贷。这种向未来借贷的行为不仅存在于金融层面，也存在于地球资源层面和社会层面。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偿还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即便可以偿还，也会给所涉及的资本造成极大的压力。越是“债台高筑”，越是想要回避更多的现实问题，人口结构压力、生产效率增长疲软和波动因素也越不可控制。人类已经习惯并执迷于“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想将这种理想的“自然”速率保持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点，人类开始了不断的借贷，从周期性负债变成了结构性负债。借贷有很多有益形式（房屋抵押贷款），但是本章讨论的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各种各样的行动都体现出我们正在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眼前利益。有时候是心照不宣的集体选择，有时候是堂而皇之的重大战略，还有些时候，是对“超额借贷”的漠然置之。

向地球借地——超越“人类安全运作空间”

在撰写此书的2015年秋天，印度尼西亚正在经历森林大火。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巴布亚岛上大片大片的泥炭沼泽地与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总面积约为380万公顷[1]，相当于整个中国台湾岛的面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图片显示，群岛上方出现了浓厚的烟雾。截至2015年11月，60万人因呼吸道疾病入院就医，邻国新加坡多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15年这次火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7亿吨二氧化碳，即英国与巴西每年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总和。即使保守估计，这场火灾也是2015年影响全球气候的最重大事件。截至目前，印度尼西亚的泥炭沼泽地依然未受到法律保护。这次火灾与2015年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自19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有一定的联系，但火灾的源头是人为因素——当地农民为了开垦新的农业用地进行了“烧芭”，即焚烧植被。当地政府的很多领导肯定了这种趋势，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土地能够用于经济发展，所以政府的应对措施若有若无，基本毫无影响。

全球最富饶的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天然碳储存库在大火之中沦为脆弱的可耕地以及庞大的碳排放源。那些受益于新开发的农业经济（主要是棕榈油生产）的国家伤害了邻国，使其无辜遭受雾霾之害；伤害了国际社会，使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加深重；伤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剥夺了他们本应拥有的能够蓄水防洪、带动旅游、维护生态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泥炭沼泽。

与1990年时相比，我们这代人所享有的热带雨林面积已经减少了80%，泥炭沼泽森林面积减少了50%。留给我们的是大片不再富饶的土地以及产业化的种植园。如果你开车经过加里曼丹，目之所及，满是荒芜。十几年前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早已变得贫瘠不堪，只剩随风摆荡的茅草。刀耕火种之后，农民们抛弃荒芜的土地，向着下一片森林进发。滥伐森林是借来的增长，这又一次淋漓尽致地曝光了人类不惜背负地球债务、超越底线，只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

在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作恶的又何止印度尼西亚大火。读者们心中再明白不过，环境破坏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随。本书并不是要再次罗列人类的这些行径，而是希望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的系统性故障。这个故障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不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前所未有，而且在过去30年中愈演愈烈。这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失职问题，也不是某一国家的管理问题，这是全球经济模式不得不面对的后果。人类总是认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总是认为碳排放、生活垃圾、营养物质排放等等都能够被自然存储吸收。然而就在过去数十年，曾经资源充裕的地球已变得不堪重负，大自然从不足为奇的“常态”变成了不可多得的“非常态”，人类从全新世进入人类世，跨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地球上有83%的土地都已经被人为改造过，人类改变了地表、植被还有水流。生物圈每年的产出中有17%被人类消耗，从未有任何一种动物对地球的消耗如此庞大。人类成了重塑地球的主导力量，一切都变了。也正因如此，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在经济、政治与道德层面都迫切需要得到认真而深入的探讨。

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出于良好的初衷，或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本土经济，或为了群体自强，或为了美好生活。从很多方面看，这反映的是人类的优点，而非缺点：了解自然世界，探索科学奥秘，善用外在力量，打造精妙组织关系，通过社会分工分享成果等等。然而，在资源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人类将自己引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会摧毁经济发展的根基。

“GFT”（全球足迹网络）是位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非营利组织，它于2003年建立，旨在提供有效的工具与数据以帮助各个国家在资源紧张的全球环境中实现发展。GFT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即以当前的技术与资源管理工作估算，为提供人类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并吸纳其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体的面积，通常使用“全球公顷”作为单位。这个概念涵盖面广，它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对环境整体影响的方法，已得到广泛的认同。GFT发现，按照当前的技术与经济表现，人类所需的“全球公顷”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极限水平。在2015年，人类所需的全球公顷相当于1.6个地球。如果依照当前的增长模式，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增至2个地球。人类早已过度使用了地球上的资源，为了将这一事实呈现在大家面前，GFT设立了“地球超载日”（也称“生态负债日”），每年的这一天即人类用尽地球本年度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量，进而步入生态赤字状态的日子。1970年，人类首次处于负债状态。随后，每一年的“生态负债日”都在提前，2015年8月13日，人类就用尽了当年的资源（见图3.1）。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国防部等发布了无数的报告，教皇方济各也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通谕，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按照目前的全球发展道路，人类无论做出多少努力，都将失去健康、美好的地球。



来源：全球足迹网络以及作者分析

图3.1　1970年~2015年地球超载日

自1750年以来，几乎所有资源的需求、开采与消费都急剧增加（见图3.2）。斯德哥尔摩应变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约翰·罗克斯特伦分析了大幅消耗地球资源所带来的影响，并根据九大地球系统设定了“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这些系统对于地球生产力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控制变量发生改变，例如温室气体浓度，系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生态多样性、土地利用、磷与氮循环这4个系统中，人类已经超出了合理界限，逼近了那个一旦跨越就难以回头的临界点。另外，还有两个系统，人类也在飞速逼近合理界限，预计很快就会冲破所谓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这里着重分析其中的几个界限。



图3.2　1970年以来资源开发及环境变化情况

淡水资源

在人们的直觉中，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虽然以全球视角来看，人类直到现在还没有跨越水资源的承载界限，但是，如果以地域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的水资源早已不堪重负。有充分证据表明，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问题正在遏制经济增长，威胁人类生活，引发地区冲突。在未来数十年，水资源将会成为全球性的稀有资源。

虽然地球被称作蓝色星球，水域面积多达13亿平方千米。但是其中96.5%为海水，1.8%为深层地下水，1.7%为冰川和雪山。河流、湖泊、土壤、湿地中能供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仅为0.03%。

世界各国对于水资源的争夺已经日渐激烈。约旦河畔，印度河源头，跨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河，湄公河盆地，一一见证和呈现着这样的趋势。2030年，40%的用水需求将得不到满足（每年增长2%）。这一结论来自“2030水资源组织”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报告首次量化了水资源的总供应：可再生、可持续、可依赖、可获取的水资源总量为4 500立方千米。在这个供应量之外获取水资源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或者环境代价。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耗资250亿美元的所谓的“人造河流”：从努比亚砂岩蓄水层中将水以管道方式输送至利比亚海岸，每日输送量为600万立方米。最初预测供水可以持续5 000年，但近期的估测供水量已降至可供30~50年。另外一个令人惊叹的实例就是中国投资620亿的“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将长江的水资源通过三条调水线路输送至缺水的北方地区，以支持其工业发展。约旦的“红死运河”也是一例，由于约旦河被截流，死海的水位年均下降一米，建立该运河是为了将红海的水引入死海，避免其干涸。

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寻求额外水源供应的国家的用水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可持续发展的界限。在中亚地区，锡尔河流域以及阿姆河盆地密集的棉花种植业导致咸海的面积已比原先减少了90%。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沙特阿拉伯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开始了全国性的小麦种植生产活动。当时，沙特阿拉伯全国的蓄水层储量为2万亿立方米，随后每年以平均200亿立方米的速度消失，原因就是每年400万吨的小麦产量——这已经是本土消费的5倍之多。剩余部分的小麦有的被出口到了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也门、阿曼等地，有的最终腐坏。这一生产战略让沙特阿拉伯失去了一半的水储量，部分蓄水层可能在二三十年内就会完全消失。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失去的水源已经无从补救，即便是利用海水淡化技术也难以填补。一旦超过安全用水界限，那么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方面将危机四伏，沙特阿拉伯成了首个国家。

水资源的争夺也潜藏在看不到的地方，这种争夺已经不仅涉及河流或者地下水这些所谓的“蓝水”，还涉及会通过地表或者植物蒸发的被称作“绿水”的水资源。食品生产就需要绿水，当前食品生产的耗水量为每年7 800立方千米，按照全球人均用量计算，即每人每年消耗1 200立方米或120万升。在美国，每年人均消耗240万升“虚拟水”（在生产产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总量），欧洲为170万升，印度为50万升。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各个国家消费肉类的数量与类别不同。牛肉生产每千克耗水1.6万升，比鸡肉高4倍，比粮食作物高12倍。到2050年，人类每年需要1.39万立方千米的绿水才能满足全球粮食的基本供应，同时确保30亿中产阶层消费者能够获得“现代”化餐饮。无论是看得见的水，还是隐藏在产品生产中的水，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地球上，将可能成为人类的终极货币。所以水资源也迫切需要能够真正反映出其至关重要地位的有效管理。

新物质带来的污染

地球承载界限研究团队提出，某些物质与材料因不合理的排放而进入了生物圈，因此将扰乱地球资源系统。PCBs（多氯联苯）的案例最为典型，这类化学物质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被用于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包括设备零部件和某些纸张。虽然某些物质已经被禁用，但是仍在海洋中积存，持续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那些会持续进行生物积累的物质仍在被使用，例如阻燃剂中的六溴环十二烷，PFAs（全氟烷基物质）等等。2015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发布了一项报告，PFAs这种工业化学物使用范围广，可能引发癌症或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还指出PFAs可通过母乳转移到婴儿体内。母乳喂养一个月，婴儿体内的PFAs浓度会提升20%~30%。很多母亲对此毫不知情，因而无意间导致了孩子体内毒素增加。

聚合物本身危害较小，但也属于人为制造的有害物质。塑料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优势不少，功劳不小。由于廉价、耐用、坚韧、轻盈，塑料的用途极其广泛。然而，塑料也是一次性使用原料的代表。在过去50年中，塑料生产扩张迅猛，从年产1 500万吨激增至年产3.11亿吨，据预计，在未来20年中塑料产量还会翻倍。而每一年，有800万~1 200万吨的塑料倾倒进海洋。按照当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到2025年，海洋中塑料与可食用鱼类的比例将为1:3，到2050年，塑料的重量会超过鱼类。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大部分是包装材料）在氧化作用、紫外光以及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分解为微粒，漂浮在水体中，然后进入动物体内，所以将会呈现出这种画面：86%的海龟、44%的海鸟以及45%的鱼类的身体里都有塑料的存在。

这悄然无声、不露痕迹的污染已经开始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全球15%的蛋白质摄入正是来源于世界各地的渔业产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测，塑料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成本为每年130亿美元；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估测，亚洲的海洋塑料污染给渔业、旅游业和航运业造成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在欧洲，塑料污染海洋的程度较轻，但每年用于海岸和沙滩清理的费用仍高达6.3亿欧元。人们发现许多死亡的信天翁腹部塞满了塑料碎片，照片触目惊心，反映了更紧迫的困境：当前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已使人类背离了自然之道，但人类却一直侥幸逃脱了惩罚。在这个日益拥挤的地球上，人类将无处可逃。

土地系统变化

土地为人类提供了食物与生物量，后者也是人类能源与材料的重要来源。人类摄入的热量在2010年到2050年间会上升69%，对粮食的需求会增长1.5倍，对奶制品和肉类产品的需求也会翻倍。满足这些需求并不容易，在三大趋势面前更显艰巨。

第一，2010年，人口增长首次超越粮食产量的增长。在过去50年中，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正趋于平缓。20世纪70年代，每公顷生产力年均增长2%，而现在仅为0.9%，除了中东和北美地区，所有主要生产地区都呈现出这一趋势。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大幅增长——杀虫剂、化肥、液体燃料的使用每年都上升2%，但这依旧未能扭转粮食产量衰落的趋势。各类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效，而土壤耗竭却越来越严重，这又是一个影响深重却困惑难解的当代经济谜题。部分原因应该是植物未能完全吸收肥料养分，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营养物质从农田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会导致“海洋死区”的出现。在欧盟，每年每公顷土地中有95千克的硝酸盐进入河流（这一数字超出了每公顷80千克的许可范围）。

第二，人类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可耕土地。因为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全球有30亿公顷的土地已经退化。以全球平均值计算，每年每公顷农业用地损失的土壤是7吨。在过去150年中，全球50%的表层土壤已经消失。而大自然需要历时500~1 000年才能积聚2.5厘米深的表土。按照这一速度，在未来60年内，人类就会失去所有的表土——95%的食物的根基。在某些国家，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例如自199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已经失去了50%的可耕土地。

第三，生产力提升不足与土壤退化导致人类开始征用新的土地，到2030年，征用的土地面积将达到两亿公顷。虽然土地资源仍然存在，但人类不断开发土地，必将给热带雨林地区的原始森林带来极大的压力。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AO）的报告，1990年至今，已有10%的热带原始森林消失。当今农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可能也只是向未来借贷的结果。

生物圈完整性

有生命存在的领域正在急剧恶化，生命的多样性正在迅速消失。2015年，在《现代人为原因加速物种消失》这一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测量了当前物种消失的速度，并与之前的大规模物种灭绝速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分析得出，按照以往灭绝的“自然”速率，100年内每1万种物种中有两个物种会消失。但是，当前物种的灭绝速度是之前的8~100倍。例如，1900年至今，共有477种脊椎动物灭绝，其中包括巴厘虎、里海虎、旅鸽，还有2015年消失的北方白犀牛。如果按照“自然”速率，现在应该只有9种物种灭绝。即便按照科学家最保守的估算，当前的速度也已经超过了之前的5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由Ripple进行的研究估测，60%~75%的大型食肉动物濒临灭绝，其中包括很多人们熟知的大型动物。

大自然的美好与壮阔正在消逝，基因的选择范围正在缩小，而且，这也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渔业再生能力流失就是典型现象。在过去10年中，人类基本已经可以捕捞到海洋中所有野生鱼类，捕捞水平趋于平稳。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但仔细分析，这种稳定的捕捞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渔业专家雷格·沃森等人于2012年进行的研究显示，1950年至2005年间，渔船捕捞能力提升至原来的10倍，但是，单位捕捞能力却下降了83%。这也意味着渔船更多了，出海更频繁了，油耗更厉害了。在某些地区，渔业资源捕获量下降更为明显。例如菲律宾的单位努力渔获量从1950年的36千克下降至2000年的3千克。人口增长迅速，而当地居民可获得的动物蛋白量却下降了35%。捕获一吨鱼类所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这恰好反映出全球渔业资源的损耗加剧：全球40%的鱼类资源已经充分开发，还有50%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或者已经崩溃。

气候变化

水资源匮乏、土壤退化、化学物污染、生物多样性流失，各种问题给环境带来的威胁难以忽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引发了许多争议，有很多民众对此表示质疑。2010年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全球变暖”研究团队对111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调查，有48%的受访者相信是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暖，14%的受访者否认了该观点，还有38%的受访者表示对此不了解或不确定。科学界的态度有所不同，1991年至2011年间，共计有4 014篇经过专业评审的科学文章明确表达了对气候变化所持的观点，97%认同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暖，仅有2%否认这一观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报告中总结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观点：“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确凿无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上还提供了详尽的证明与数据。另外，科学家所预测的影响已经发生，其速度与范围甚至超出了预期，这一影响在南极洲和格陵兰岛表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春季，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程度史无前例，令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难以置信。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们陷入了两难：既不想过于武断地得出结论，又害怕没有及时敲响警钟。

气候变化也许会成为经济模式中最重要的边界条件。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以经济学客观的语言首次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在2050年之前，如果全球GDP的1%可以用于节能减排，那么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之后9年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世界各地召开——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利马，直到2015年，气候变化的原理得到了各国民众更为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的影响历历在目，清洁发电技术赢得了更多信任，民间人士与全球企业发出了更嘹亮的声音，巴黎气候大会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与收获。在法国的主导与协调下，195个国家签署了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协定，正式承认了气候变化让我们付出了切切实实的代价。

上述是4个主要的地球系统的状况。这里不是要重复环境恶化的结论，而是要强调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其恶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几乎所有的主要地球系统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人类过度开发地球资源，透支未来资源，凭着“借贷”发展，这一点大家已有了解。仔细审视案例数据，作者认为，人类与地球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者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与早前大有不同，也异常艰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各种挑战息息相关，此外，不同的地球系统之间的缓冲地带目前已经名存实亡。以前，额外的灌溉可以弥补耕地不足的状况，只要使用生物乙醇就能够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这些缓冲手段已经逐步失效：灌溉用水日渐短缺，生物燃料用地也在缩减（见图3.3）。水和能源的关系更是清晰反映出资源系统彼此间息息相关。近年来，水资源系统的能源密度大幅上升，能源系统的水资源密度也是如此。过去，淡水抽取与处理的能源消耗为每立方米0.3千瓦时。随着水资源日益减少，获取淡水必须使用海水淡化技术，即使应用最先进的技术（逆渗透），能耗也高达每立方米4千瓦时。能源系统中，以往生产1万亿焦耳的天然气最多耗水7立方米，生产1万亿焦耳的石油大约耗水70立方米，而现在开发非传统来源的燃料，其耗水量也大得惊人：油砂开采耗水1 800立方米，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EOR）要耗水9 000立方米，生物乙醇生产耗水38万立方米。资源系统不仅不能缓解彼此的压力，反而加剧了彼此的损耗。气候变化导致降雨减少，这就意味着海水淡化工厂要燃烧更多的化石能源以供水。气候变化导致冬季气温上升，冬季度假地区因而只能采用人工降雪的方法来补救，这就导致水资源供应更加紧张，以及更多能源被消耗，而且还是化石能源。曾经资源富足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贫瘠。



来源：麦肯锡数据分析

图3.3　人类使用的重要自然资源密切相关

第二，当前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使用哪种能源来发展的问题。这听起来似乎与我们的直觉不相符。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能源的过度使用加剧了全球变暖，能源供应过程消耗了大量的土地、水与材料，因此，能源一直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换个视角来看，材料使用本来就会对水、土地和大气造成影响，而且工业经济中材料被大量使用，导致能源需求增加，这样看来，材料的使用才是根本问题。英国Trucost咨询公司与TEEB研究团队的分析显示，2009年自然资本损耗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2/3（63%）的损耗与使用材料相关，仅约1/3（37%）与能源消耗相关（见图3.4）。



来源：作者基于Trucost与TEEB的分析

图3.4　全球自然资本成本

第三，削减“借贷”的计划并不存在。显而易见，人类社会根本没有用以应对当前问题的行动计划。近期的两个事例就能反映出这一点。第一是早前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年9月26日，193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正式签署该项协议，旨在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重新定义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具体包含17个分目标，从性别平等到海洋环境保护，都被正式列为进步的重要指标。与千禧年发展目标有所不同，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责任。联合国以及协议签署国声明，这些目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重要维度上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消除贫困现象、确保粮食供应、提升健康水平、普及优质教育、保障水资源供给、促进充分就业（第1至6项目标）。与此同时，目标中还包括要应对气候变化（第13项）、保护海洋与陆地生态系统（第14、15项目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本书后收录的采访中表示：“如果不改变经济引擎，即便实现了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社会最终还是会崩塌。根本问题在于财富生产的模式。”如果人类依然持续使用当今的生产消费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更广泛的探索，帮助人们找到合理的模式、在使用地球资源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缺乏实践导向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中，各国正式提出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它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所谓的“绿色发展”往往被认为是要向丹麦等国靠拢。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误解——丹麦、瑞典、瑞士、德国等被称为“绿色经济体”，然而这些国家的资源消耗状况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它们可都是“借贷”较多的国家。现代化、多元化、数字化、风力发电、绿色出行，一提到这些名词，丹麦总被列为典范，但再看看它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7.2吨。丹麦人的生活模式：每年人均消耗材料20吨，生产出的垃圾750千克，其中400千克被焚烧火化。如果全世界人口都依照丹麦的模式来生活，那人类就需要三个地球，“地球超载日”将会提前到每年的5月初。相较于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丹麦的生活方式已经比较灵活和节俭，但是它仍旧是“负债累累”。

总结而言，透支地球资源似乎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很多人总是认为，庞大的地球有着顽强的再生能力，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事实上，人类已经过渡到新的阶段。地球早已被充分开发。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宰。当前，全球70%的氮循环、67%的“绿水”资源都是为人类所用；人类作为单一物种在地球上起到了史无前例的主导作用，深刻影响着地球，因此，尤金·斯托默与保罗·克鲁岑先后宣布，新的地质时代已经到来——人类世。这成了科学界的重大事件，总是以百万年划分研究阶段的国际地层委员会可谓是最保守的组织机构之一，他们组建了一个37人的人类世工作小组，提出要将人类世划为独立的地质时代，在此之前的全新世仅仅持续了11 600年——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工作小组负责人、地质学家贾恩·萨拉西奇斯总结道：“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证据确凿，难以否认。”

金融借贷——新的违约

全球金融债务的总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全球金融债务已从2000年的87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199万亿美元。为了维系长期以来的增长水平，人类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危机呈现在不同方面：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高涨的企业贷款，还有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的过高的消费债务。这些都是由强劲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御诱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期的学术论文就已经讨论了财政赤字的益处与风险，分析各种论点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希望突出一点，那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愿景，加上依赖于规模的资源密集型传统工业系统，共同导致了人们开始牺牲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

在商界，很多商业领导人为了优化短期内的收益，使得公司各方面，包括股东利益，都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政界，为了摆脱缓慢的经济增长，突破结构性障碍，领导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赤字政策；在消费者领域，越来越多人借贷消费不常用的或者没有带来预期好处的产品，二者都是在浪费钱。三个领域的共同现象在于，它们都是依据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以期实现传统愿景中的经济增长。

短期资本主义

企业借贷的价值毋庸置疑，其在学术界已得到充分的认可。近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需要去杠杆化，但是整体的企业融资模式似乎不应该受到批评。可是真正的危机却在另一个层面呈现了出来。

企业正在违背长远利益换取短期收益。前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指出了这种矛盾的现象。股价可以反映企业三年及更长时间内70%~90%的现金流转状况，但管理层现在满心想着的是三个月之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情况，这样的资本主义就有问题了。这种短视现象的危害显而易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运营日渐复杂，深入了解与全身心投入更显重要，但是自1995年以来，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却一直在缩短。红利、激励政策都与短期的核心绩效紧紧挂钩，长期改革的动力大大减少。上市公司中，仅有43%的非执行董事认为自己能够响应公司战略。持股的平均时长从7年降至7个月；在美国，70%的股票交易都是高频交易，持仓不过几秒。面对交易所带来的这些压力，首席执行官以及管理团队一心只想着创造最佳的季度收益。现在的企业顾问受聘都是为了推动大规模的绩效项目，人们希望在18个月之内收到成效。而曾经的企业顾问往往是通过扎实的分析来规划企业的战略发展。苹果、特斯拉、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还有德国中小型家族企业，都充分证明了商业成功与跨周期行为、耐心密切相关，这些与上述企业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企业的短视当然有代价：长期项目与重大变革计划无法筹集到充足的资金，有价值的商业策划没有充分的时间发力，下行周期的重要意见得不到重视。最为关键的是，商业界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摩擦状态日渐增强。多项年度调查显示，对于企业的信任水平，尤其是对大型企业的，已经达到历史新低；在调查所覆盖的27个市场中，2/3呈现下滑趋势，有14个国家已下滑至50%以下，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全球各地，老百姓对于企业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政界和普通民众，甚至是部分商业人士都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逆转短视现象，重建长远稳健的资本主义，培养有责任担当的企业经理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规则与惯例：设定长期绩效指标，以一年或两年期的薪水制度聘用经理，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限制短期持股人的投票权等等。不过，即便能够落实上述方法，仍然无法解决某领先的包装商品公司首席执行官所提到的深层挑战：“在当今的营收与赢利体系中，管理层已经陷入了困局。我们要说服消费者尽可能多地购买产品和服务，即便是超越其自身实际需求或者有益于社会的程度。我们知道好的产品应该如何设计。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开发这些产品，相应的商业模式也不可能使我们获利。与此同时，在短期体制的压力下，企业与消费者利益渐行渐远。”这样的评论出自业内领先的日用品公司高层，意义非凡，也说明我们必须要反思增长模式，高昂的社会成本不应被视作理所当然，而是应该被合理缩减。这正是本书所提倡的模式。

国家公债与结构性赤字

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石油危机及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家公债数额一直在上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反周期性政府开支逐渐成了应对经济下滑的良策。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慷慨激昂的争论，现在看来既天真幼稚也文不对题。讨论的中心是如何找到控制周期性增长引擎的最佳方式。但是，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供给经济学派，都没有论证说明开支赤字会影响长期增长。大家都认为，无论起起伏伏，经济一定会不断地增长。然而，当前的增长引擎已经不堪重负。2014年，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其论文中指出，在1891年至2007年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速从2%不断下降，而2007年之后的25~40年，人均GDP增速仅为0.9%，实际收入增速为0.4%。他同时指出，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将会面临以下6大阻力：人口结构、不平等现象、全球竞争、教育质量、环境问题和国家公债。为了克服困难，保证经济增速，美国以及其他多国政府都在实施刺激性经济政策，因而累积了巨额主权债务。2000年至2014年，全球主权债务从22万亿美元飙升至5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7.5%。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2007年至2013年的国债总额与GDP比例从73%上升至111%。不只在欧债危机中受创严重的希腊等国，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无法偿还如此高昂的债务。

公共部门借款的初衷往往是良好的，但这也加长了经济体系的“锁定期”。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机制需要大幅整改。第一，这样的体系阻碍未来的增长，因为偿还债务需要收缴高昂的税收，而这会降低转移支付，进而减少经济增长。戈登估测，美国未来GDP增速将放缓，0.2%的降幅也是由这一原因导致。当初为了弥合增长鸿沟所使用的方法竟然是个“回旋镖”，真是自食其果。第二，经济改革亟待投资，但沉重的利息负担却正在挤压投资的可能性。关于美国政府支出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至2014年，美国政府为“未来”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12个指标点，而对养老等非自由裁量的承诺的投入却增加了。塑造未来的自由正在消逝。

负债的消费者

老百姓的借贷也使他们丧失了对未来的考量。大家不要忘记，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家庭债务。当前的消费者债务又创下了历史新高——40万亿美元，这已经是2000年的两倍之多。在发达经济体中，负债收入比也高得惊人，丹麦、荷兰、挪威等国超出了200%，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为100%左右。这些债务中占比最大的是房屋抵押贷款，这也反映出城市地区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

关注这个现象有几大意义。首先，这充分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普通家庭疲于应对，对生活的掌控日益弱化。城市家庭尤为如此，其收入增速已经赶不上住房成本的上升速度。其次，这个现象也预示着未来增长的疲软，2015年一份关于美国消费者债务及GDP的调查报告就强调了这一点。最后，也是更重要的，这也说明大部分家庭都会被困于低收益资产中。据分析，大约34%的家庭收入用于房产、汽车以及家庭耐用品；本书后文会阐述，通过服务模式或者共享模式，汽车、洗衣机、电动工具、白色家电、电子产品、健身设备等等，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供应给消费者。目前，很多家庭中的耐用产品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增加了可支配收入的压力，也让家庭的财务风险增加。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是债台高筑，资本受困于低收益资产，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用于长期投资的项目资金缩水。人们依旧执迷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民众需求不断增加，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日渐显现，系统层面的变革迫在眉睫，但人们却还没有做好准备。

社会借贷——消失的凝聚力

人们也正从社会中借贷。这种借贷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反映出人们的焦虑以及对当前经济模式的深度质疑，社会凝聚力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互联互通性增强，对于社会凝聚力的需求在迅速上升。2012年，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团结力量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使得社会凝聚力大大降低，侵蚀着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一直得不到重视，1995年，这样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罗伯特·D. 帕特南在《民主期刊》发表了文章《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他花了20多年时间来分析意大利南部与北部不同城市的状况。在北部，著名的产业集群地区不胜枚举，经济欣欣向荣，人们对于经济的起落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南部情况较差，人们收入水平低，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且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竞争能力弱。南部与北部政府的组织结构并无差异，但是效率却大有不同。帕特南以读报人数、选民投票率、合唱团以及足球俱乐部的成员数量等来衡量每个社区的公民参与度，结果显示，北部的公民参与度普遍较高，也更有活力。而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在上述各个方面都不及北方。帕特南总结道，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互惠互信的人际网络以及社会规范，两者的完善使得生活更加轻松、经济发展更畅通。帕特南在上述文章中的观点与很多社会科学家不谋而合，他们发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关联，两者缺一不可。这篇文章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共鸣。美国的不少社区日益衰落，凝聚力显著下降，人们曾经相聚玩乐的牌桌被遗弃，保龄球馆也冷冷清清，具体原因在这篇文章中被一语道破。美国公民从所在的社区中离开的趋势已经延续了30多年。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也证实了世界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而另外一些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国家，例如北欧国家，在经济生产力以及财富积累方面都展现出极大的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又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探讨。很多研究人员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危机爆发再一次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恶化达到了顶点，社会已经极为脆弱，经济丧失了活力。

信任的流失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员工失业，企业违约，国债高筑，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信任危机仍然没有结束。他们认为，政府管理松懈，银行运营漫不经心，它们串通一气，辜负了人们的信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消费主义力量的崛起助长了及时行乐的氛围，最终引发了危机。其实在危机到来之前，信任的瓦解就已初露端倪。危机之后，全球各项调查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信任与社会凝聚力正在消失。在过去15年中，市场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一直在进行年度调查，数以千计的受访者被问到自己对其他人的信任程度，其中包括同伴、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等。调查虽然没有覆盖社会信任的所有层面，但是多年累积起来的纵向数据模式足以呈现出信任的流失、转向和弱化。

自2001年开始，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信任流失的状况。现在总信任指数表明拥有高信任值的国家（“可信国家”）数量已经下降，低信任值的国家数量正在上升。另外，各个国家没有通过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信任，“可信国家”的各个要素与自身在中期的经济发展路线并没有任何关联。另外一个发现就是，企业和媒体的信任流失程度要高于政府。信任圈的亲密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对于同伴的信任要高于对领导的信任，对于本地机构的信任要高于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多年的观察结果显示了一致的趋势：信任的范围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朋友、亲人等关系密切的群体。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这影响了我们的团结。

信任指数及其他研究其实反映了信任建立与流失的关键因素。领导层的正直和诚恳十分重要。同心同德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因素。2002年，德国易北河爆发洪灾，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危机管理中尽心尽力、亲力亲为，再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团结，这也使他在竞选中成功连任。2001年9月11日之后，帕特南也发现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公民参与水平显著提升，志愿者数量增加，民众对时事更为关注。美国“9·11”事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为之后奥巴马的竞选营造了强大的势头，帕特南推测，可能正是“9·11”事件逆转了公民参与度下滑的趋势，让保龄球馆不再冷清。

帕特南以及其他学者充分证明，经济增长有赖于民众的信任，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催生信任。短期的增长非但不能建立起有益的循环、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反而会割裂社会的各个部分，使人们失去一致的前进方向，从而导致信任的瓦解。因此，就信任度来说，社会的发展并不理想：并没有建立起更富成效、更宜居住的社会网络。在过去10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依照当前的财富创造模式，社会正向着相反方向发展。

平等的流失

法国经济学家、作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成名速度在学术圈中恐无人能及。2013年，他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许多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空前严重，这些国家还将原因归咎为资本收益率差异、经济增速差异以及全球劳动力成本竞争对工资形成持续的下行压力。2015年，乐施会发布的报告也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关注。报告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位人士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那些收入排在后50%的人口收入的总和，即低收入的35亿人的财富总和。报告还指出，到2016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99%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结果这一预测提前一年成了现实。报告发布当天恰逢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日，论坛创立者克劳斯·施瓦布在全体大会上说道：“我希望达沃斯论坛的成员们记住历史的教训，如果收入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资本主义的时日也就不多了。”会后达沃斯论坛的一位来宾准备去吃午饭，他踏着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不禁感慨道：“这就像是1910年的财富积聚状况，也就是在那年，我祖上的村庄里的人从波希米亚搬到了美国。”

铭记着历史的皮凯蒂借用文学作品解释了1910年以前那外界难以进入的世袭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模样。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诠释了19世纪时期的观念：辛勤劳动、优等学位、写作出版都无法带来人们眼中的美好生活（大约每年花费1 000英镑），唯一的方法就是结婚。皮凯蒂的方法论与得到的精确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也遭到了批评，但最为基本的观察结果（社会缺乏包容、收入差距扩大）基本没有异议。皮凯蒂并没有分析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却暗示了人们可能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即收入不平等不仅影响社会和谐，从长远来看也会遏制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们大都认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比例要高于高收入人群。

不平等现象正在破坏社会的发展。在美国的某些州，有15%的员工需要依赖政府发放的粮票生活。这里不是要指责个别的企业，但不得不说，我们似乎已经把当初的“福特信条”（每个员工都应该买得起车）转化为对供给侧和成本的关注。从个体角度来说，这体现了谨慎和精明，然而从集体角度来看，社会的繁荣却被削弱。当前，正是社会上的裂痕引发了呐喊的声音，民众呼吁要将民粹主义政策和孤立主义政策列入主流政治议程中。要想纠正这种倾向，人们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巨大的投资和勇气。

慷慨精神面临流失风险

人们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增长模式、对资源的依赖，以及稀缺原则限制着人类的能力，使人类难以应对全新的挑战。地球人口已经接近80亿，国际社会更加多元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分歧（面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欧洲足以体现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各种产品的争夺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排斥，扭曲了社会规范，阻碍着人们更好地调节自身以适应新状况。于是，人们又开始向未来借贷。

慷慨精神可以通过捐赠、志愿行动或帮助陌生人的意愿等进行衡量。以个人、企业和政府为对象进行衡量，这些指数仍然非常高。但是，在欧洲发达国家中，上述指标在过去10年间基本维持不变，只占GDP的0.2%左右。除了在海地地震等个别大灾难事件出现时，各个指数通常与其他消费性支出项目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付出，似乎成了一个“饱和市场”。但是，慷慨真正的内涵远远超出付出，付出仅是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描述。为什么在当前的情况下，慷慨精神会受到威胁？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稀缺性和抽离感。

一组科学家分析了坦桑尼亚南部低地姆芬迪的农民是如何分享灌溉用水的。当前，这一行为没有固定的规则，完全依赖于村民们对于竞争与慷慨行为的权衡。研究人员让村民们评判邻居的社会地位（高或者低），然后让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是否要与邻居分享用水。在测试中，村民们得到粮食高产以及分享用水都会得到回报的承诺。测试结果简单直接，也在意料之中。在资源富足的时候，村民们都十分慷慨，即便为自己保留更多的水能够使自己的土地增产，但他们还是愿意分享用水。而在资源稀缺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村民们展现出贪心的一面，把尽可能多的水引向了自己的田地。在这个时候，保证粮食高产比分享回报更加重要。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来说，模式有所不同。在资源充足的时候，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表现得十分自私。他们觉得自己和群体其他成员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将自己抽离出来，而且他们知道下游的邻居不敢反对自己的作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干旱的时候仍然会为下游的邻居提供用水，因为女性整体上更愿意遵循社会规范。

因此，在没有强制规定的时候，只有资源丰富且容易获取的时候，人们才富有慷慨精神。而在当前地球资源有限，价值创造模式又极其依赖资源的情况下，人类的慷慨精神很可能荡然无存。在数学中，当前提条件对多个例子都适用时，那么这个证明就不失“一般性”。在经济发展中，大家已经开始求索近百亿人口“不失慷慨精神”的增长模式。

人类对于增长的痴迷使其在生态、金融、社会方面都欠下了高昂的债务。当前的负债已经高得难以偿还，长此以往，偿还的可能性就会完全消失。通过借贷走出结构性困境已经是个死胡同了，可供选择的空间和缓冲空间几乎完全消失。而且，“借贷”正在摧残地球，这不但影响了大自然的生产力，也破坏了它美丽的原貌。因此，基于不同的学科基础，或是汲取了某些思想体系的精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挖掘增长背后的事实，人们意识到全球范围内需要全新的增长概念。各种想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也有很多想法自相矛盾、有所缺漏、验证不足。人们提出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三派：零增长、翻过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坡顶”式增长以及全新的变革性增长。下一章会逐一分析这三种思路。

第4章 大分歧 矛盾与迷失


双重思想就是一个人同时想出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理念的能力。

——乔治·奥威尔

一方面，人类并没有真正驱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人类越发认识到GDP增长的传统理念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果。人们仍旧痴迷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大家真正渴求的进步。以上两种想法同时存在，因此人类陷入了“双重思想”。

一方面，增长引擎出现问题，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见图4.1），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结构变化或者是平均工作时长减少。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生产效率的提升已经开始减速。罗伯特·戈登的研究显示，美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幅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呈下降趋势。在1891年至1972年，美国工人人均产出只增长了2.3%，到2004年，增长幅度降为1.4%，而在2004年至2012年，增长幅度仅为1.3%。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服务业、工业之中，然而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速却下降了。戈登说道：“我们应该庆幸当前的增幅还能有过去的一半。”

还有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似乎在减弱，最激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负利率机制，都已经无法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财政刺激政策与高昂的预算赤字也无法使增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来源：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德国联邦统计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图4.1　德国、法国、美国的GDP年增长率

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原因与相关应对措施各不相同，但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增长放缓已经超出了经济周期中的一般程度，当前的增速下降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更多的失业，而且这种下降更难以通过公共政策进行调节。要想以传统动力保持传统经济引擎的运转，似乎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全球人口要开始面对难以回避的现实：曾经大大造福于人类的增长引擎在未来可能要失去“魔力”了。

另外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就是，当前增长引擎已经不再能够带来人们所预期的成果，至少是部分成果。下文会通过探究一些真实案例，证明某些国家可能已经进入了“不良增长”状态。全球气候与经济委员会主持的新气候经济项目的研究发现，在15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空气污染危害健康或引发死亡的负面影响造成的平均成本相当于GDP的4.4%，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10%。有些国家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GDP增长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现象，这里又称作“大分歧”，如此强烈的反差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对增长的渴望和那些经济指数（见图4.2）。



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安德鲁·麦卡菲所著《第二次机器革命》，库比谢夫斯基等人

图4.2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大分歧”

反思GDP

说到尼古拉·萨科齐，很多人大概不会联想到“性情中人”。也正因如此，2009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个决定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因为他组建了一队专家，让他们寻找衡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新方法，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来自法国中右翼政党的萨科齐等政治领导人认为，GDP增长仅仅是衡量人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只看GDP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罗伯特·肯尼迪曾经在评价GDP的时候说过：“总之它（GDP）衡量了一切——除却那些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东西。”

萨科齐对于这个团队十分上心。其设立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委员会（又称“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以委员会三位负责人的姓氏命名）群星闪耀，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成员中也不乏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肯尼斯·阿罗、阿马蒂亚·森，还有《斯特恩报告》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以及另外19名经济学家。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

委员会呼吁，必须要彻底改变人们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思考与测量，同时也强调了GDP在衡量经济、社会进步方面存在许多局限。根据最初的设计意图，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值的，但其无法分析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国民健康、包容性、社会凝聚力、教育程度等等对于人民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另外，GDP也无法衡量国家资产（自然资本、基础设施等）的发展状况，因此，其无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为了短期增长而牺牲了长远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委员会提出，要扩大“进步”的衡量范围。第一，衡量社会“此时此刻”的情况，关键要素必须涵盖人民所能感受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水平、健康程度、教育质量、环境状况、政治生活、社会公平以及安全状态。第二，可持续性应该得到衡量，尤其是金融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的发展状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并完善衡量整体进步的新方法。他们首先提出了福利指数应该成为衡量人民福祉的新标准，例如，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其以GDP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其他因素，包括其他收入来源（志愿劳动和家务劳动等）、隐性成本（清理污染和环境补救等）以及资本损耗（生态系统资源流失等）。1989年，ISEW被GPI所取代。同GDP一样，GPI也存在自身的测算局限，但已被普遍采纳为测算长远福利发展的新方法。联合国也在开发相似的测量方法：人类发展指数（HDI）。另外还有分析了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对于国家财富贡献的IWI。生活满意度的各种评估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来评估受访者对于幸福感的主观感受。这些分析手段弥补了GDP测量在很多方面的不足。

信息栏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衡量方法

更好的流量指标GPI，即真实发展指数，其是对GDP测算进行的补充，能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真实发展指数以GDP为基础，又增加了对环境、社会因素（GDP未能涵盖的内容）的考量，例如环境恶化、不计酬的劳动、教育质量、不平等现象等等。因此GPI和GDP同样都是流量指标，但是GPI在流量计算中比GDP更为全面。GPI遭到的批评主要是缺乏透明度。

资本总额指标IWI，即包容性财富指数，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资本总额的发展情况，资本总额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每一种资本又涵盖了多项内容）。包容性财富作为“生产基础”，如果其人均值增加，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是在可持续的道路上发展。IWI是由一队杰出经济学家所开发的指标，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在这个理念中，可持续性指的是人类福祉的积极变化。一个国家的包容性财富指的是其所有资产的社会价值（而非货币价格），这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如果一个国家包容性财富可观，那就说明该国几代人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乐观。

社会进步指标HDI，即人类发展指数，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要测量工具，在其他发展组织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HDI对一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进行综合测算。2010年，HDI在人均收入方面纳入了不平等因素的考量，但它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本的发展状况。

这些方法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衡量结果如何呢？所有的结论都是，整体进步总是慢于GDP增长。图4.3以人均值计算，展示了4个常用测算指标在1990年至2010年的情况。GDP增长是每年2%，HDI增长为每年0.8%，不到GDP的一半。也许其中最为惊人的一点就是，两个涵盖了自然资本发展状况的测量结果都显示没有增长。



注：1. 此为1990年至2005年数据，之后未有统计数据。

2. IWI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将环境破坏、石油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考虑在内，另一个未考虑这些因素，此处展示的是前一版本。

3. 在此期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

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图4.3　将自然资本损耗纳入考虑的社会发展速度比GDP增长缓慢

2013年，另一组学者研究了同样的问题，他们重新审视了各个指数在1950年之后的发展情况（近期发布的IWI除外），并与GDP进行了对比（见图4.4）。所有指数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对长期福利发展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估，每个指数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所有指数的发展轨道都与GDP存在明显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GDP指数增长了两倍，但GPI却只增长了一倍。如果说GPI代表了福利，那么福利增速早已被GDP超越。这一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涵盖了全球17个国家，研究结果基本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一致。



来源：http://dematerialism.net/beyondGDP.pdf.

图4.4　1950年至2003年，GDP以及其他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指标

• 福利流失：即便是在GPI和GDP相互关联的时期中，GPI的数值也远远落后于GDP。GPI与GDP的对比不但复杂而且存在很多难以比较的前提条件。这些暂且不论，数据显示，各国人均GPI比人均GDP低2 000~3 500美元。这一数据值得关注，因为GPI计入了所有的福利创造活动，不但涵盖市场活动，也包括了市场之外的活动，例如家务劳动、育儿、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下，污染清理的成本、自然资本的损耗（矿产开发、土壤退化等）依旧超越了社会民众增加的收入。这种“棕色增长”损害了人类的福祉，减少了产品与服务创造财富的潜力。

• GPI达到峰值：在全球各地，1980年之前的GPI与GDP基本保持一致的发展势头，GPI达到了峰值的人均3 500美元（同期人均GDP为7 000美元）后就开始缓慢下降。GPI与GDP的正相关关系（R2=0，98）变为了逆相关关系（R2=0，61）。GPI达到峰值的时期正好也是“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时期。至此之后，资本就一直在流失，并给GPI不断带来负面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活满意度指数也开始停滞不前。

• 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少经济体的GPI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峰值（其中包括欧盟国家、美国、中国等），但国家与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部分国家的GPI在1970年之后仍然与GDP一样继续上升（日本依赖于不断提升效率，英国则依赖于成功转型为服务经济）；还有一些国家的GPI与GDP明显出现了分歧，部分国家是由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日益明显（德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还有部分国家是由于生态足迹显著上升、人均地球生态承载力下降（中国是因为消费大幅上升，印度是因为人口大幅上升）。

• 不良增长：某些国家进入了“不良增长”的状态中，即增长的负效用超过了正效用，具体表现为GPI不断下降（可理解为福利不断下降），而GDP继续增长。虽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环境成本最高，但是GPI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澳大利亚，也极有可能因为环境恶化以及不平等问题陷入“不良增长”中。

• 全球性的发展阻力：有迹象显示，中国、印度等国家的GPI也将达到峰值，且远远低于GDP水平。这点目前虽然未能确定，但是，与20世纪的工业化大国相比，在“拥挤的地球”上规划未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需要克服更高的成本、更大的资源压力以及更强的增长阻力等实际困难。如果跟从曾经的经济增长模式，那就更是如此。

上述研究虽然没有纳入IWI，但是结论都相差无几。回顾1990年至2010年的140个国家的IWI，其全球平均值增长了32%，而全球GDP平均值增长了187%。也就是说，IWI的年增长为1.6%。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所以以人均值计算，IWI的年增长几乎为0。在经过调整的IWI指数中，自然资本的计算不仅纳入了资源开发情况，也涵盖了直接的环境破坏状况，例如气候变化等，最后得出的人均值呈负增长，每年为-0.2%。这是IWI最为重视的数据，因为这个数值能显示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维系当前的消费模式。

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GDP在衡量人类福祉与社会进步方面存在不足。GDP与其他所有指标的测量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令人深感不安。这给当前经济模式的成功打上了问号，也显现出以其他指标弥补GDP不足的重要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总结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委员会工作时一语中的，他说：“GDP的设计初衷根本不是衡量经济福利。”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选择GDP指标意在引导政府恢复工业生产。GDP的发明者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向美国国会呈交GDP的分析时明确表示：

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都必须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增长目标的设定必须明确增长的性质和目的。

外部效应——经济增长的“暗物质”

在物理学研究中，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截至目前，人类对暗物质的了解极为有限，而且当前的技术也无法直接探测这种暗物质。出于同样的原因，外部效应被称作“经济增长中的暗物质”：外部效应的影响通常远远超过经济活动，但人们对它却所知甚少。因为当前的经济测算系统基本没有监测其变化。

经济学家们最初提出“外部效应”的时候，将其定义为“某项经济活动对无关的第三方所造成的影响”。当初经济学鼻祖们撰写文章的时候，外部效应被视作边缘现象。在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年代，大部分的交易行为发生在乡村市场里，除了买家和卖家之外，交易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微乎其微。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仍旧出现在大量的经济学文献以及经济政策讨论中，即外部效应只是例外情况，其规模不足以影响整个产业或者整体的经济状况。随意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从其结构上看，外部效应十有八九被划入了某个小章节；从其描述上看，外部效应根本不足以影响整体的经济情况。

可是，当今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至少从本书最为关注的产品与资源系统角度出发，人类所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总量相比，当前全球经济总量增长了400倍以上，大部分外部效应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2012年，经济咨询公司Trucost代表TEEB启动了一项艰巨任务：计算全球未被标价的外部效应总和（Trucost称其为“自然资本成本”）。据作者了解，这是首个全面的外部效应评估项目。研究人员分析了所有第一产业的行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油气开采、水电等）以及环境足迹数值最高的主要加工行业（水泥、钢铁、造纸以及石油化工），计算了这些行业造成环境恶化的经济成本。研究测算了6个最重要的环境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的使用、浪费现象、空气污染、土地和水污染、土地的使用），并调查了世界各地的状况（考量各地的不同条件，譬如淡水资源的供给）。

研究结果震慑人心。全球自然资本总成本在2009年为7.3万亿美元（截至目前最新的完整数据）。这相当于2009年全球GDP的13%，或者说是当年美国GDP的50%。可想而知，如果测算时将房地产、交通运输等都涵盖在内（这些行业也带来了极大的外部效应，但不在Truocst此次的研究范围中），那全球自然资本的总成本更是高得惊人。

考虑到研究中的第一产业和加工行业仅占全球经济的一小部分，结论就更加引人深思：以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自然资本的成本已经高于这些行业的收入总额。针对不同地区的独立行业进行测算，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自然资本排名前100位的行业中（共计占自然资本总额的65%），仅有5个行业的收入超过自然资本成本。从营利角度分析，如果将自然资本成本计算在内，大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亏空，图4.5就直观比较了部分行业计入自然资本前后的利润率。

农业的数据分析尤为惊人。自然资本的成本主要是过度用水或者开垦土地产生的，其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十分紧张，当地又发展了耗水的棉花种植业，其自然资本的成本比收入高出了120%。

按照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成本分析，温室气体排放占38%，水资源的使用占25%，土地的使用占24%，空气污染占7%，土地和水污染占5%，浪费现象占1%。

Trucost的报告在同类分析中最为全面，其中对于各种外部效应的总结也有赖于众多对当前环境问题的研究，例如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10年发布的《能源的隐藏成本》，该报告测算了美国煤炭燃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为成本每年共计530亿美元，而煤炭行业的收入为250亿美元。这意味着外部效应的成本是收入的两倍，而且该研究还未将温室气体排放列为外部效应因素。作者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城市内部汽车交通的外部效应成本为每车每公里0.19欧元。负外部效应的成本远远超出了经济活动中的货币化成本。如此庞大的环境成本基本未被测算（当前的经济指标都未计入这类成本），正因如此，IWI和GPI的指数（考虑环境成本）才与GDP指数（不考虑环境成本）存在极大的差异。



来源：整合Trucost与TEEB数据所得

图4.5　如果将自然资本的成本计算在内，2012年全球大部分原材料相关行业的利润率都为负值

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环境成本只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消费者人数将会增加30亿，他们都期待着能够在住房、饮食、出行方面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水平。这将给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未被正式计入经济成本的环境破坏说明了什么问题？第一，惊人的数字意味着相应行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本身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巨大风险。这些行业本身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几年前，英国智库“碳追踪计划”在发布的报告《不可燃碳》中提出了“碳泡沫”的概念，报告指出，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大部分储量都留在地下，是“搁浅资产”，因此，化石能源行业的产业市场都存在估值过高的问题。此番论断掀起了热烈的讨论，70家大型养老基金公司集体发出公开信，要求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说明它们将如何应对此类风险，随后某些投资者也开始减少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首次有迹象表明大众观念有所转变：他们开始认识到化石能源对于投资者来说存在着风险。

在上述自然资本的成本计算中碳排放仅占1/3，这就意味着整体的环境泡沫可能是碳泡沫的3倍。如果将所有这些成本算入各行业的生产成本中，那么结果就是各行业的市值可能为零或者为负值。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如果自然资本被正式计入经济成本中，那部分成本当然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因为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会上涨；还有部分成本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幸运的是，减少环境破坏的成本通常（但并非总是）低于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本对市场估值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仍然有很大风险。

第二，如果各个行业都能为自身破坏环境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当前的情况也许就会截然不同。资源会得到更好的管理与再利用，创新技术得以推广，生态系统也能得到保护。

第三，上述话题仍未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这着实令人担忧。很多经济讨论确实强调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一直倡导要对外部效应进行定价。但是，对外部效应定价的想法被提出后，在大部分的经济对话与行业研讨中，默认的共识却是当前的市场价格基本“正确”。况且在很多经济建模中（包括资源相关领域的建模），外部效应都被忽略不计。如果你对本章的数据感到陌生，也就说明整个社会看待经济、补贴、税收、核算标准、价值评估等的方式存在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还是深度转换

上文中的数字清晰呈现了经济系统中的严重问题，那么有什么应对方法呢？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再追求增长，追求“库兹涅茨曲线”式的绿色增长，以及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模式。这里就来一一探讨。

非增长模式

2013年，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尔意识到了自己矛盾的消费模式，在愤懑中写成并出版了著作《自我思考》（Selbstdenken），这本书触动了许多读者。该书强烈地批判了现代消费主义。韦尔策尔认为，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以及不断挖掘资源的发展框架中，资源损耗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完全无法解决。韦尔策尔呼吁要进行根本的改革，要将经济模式从“增长型”转向“培育型”。此书也成为“非增长”讨论中更为深入且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体现。关于增长终点的讨论早就以不同形式的表述出现过，例如“稳态经济”和“去增长”。在第1章中，我们讨论了人类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执着，这种关于“非增长”的讨论显然是对主流思想的“亵渎”。

“非增长”思想植根于环境运动以及关于人口结构和生产力的经济分析。德国经济学家莱因哈德·米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此做出论证。他强调了劳动力与增长的关系，从查理大帝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经济增长几乎不存在，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的年增长率都不超过0.07%，经济产出历时1 000多年才实现翻倍。人口与经济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才开始大幅增长。米格尔认为，人口结构所导致的问题——可供给的劳动时间锐减、平均年龄激增——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资源以及资源利用后的废物的“储库”是有限的。这个观点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提出这点担忧的人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位最推崇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而且还是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时候。密尔认为，相对于破坏环境、降低生活质量以追求无止境的增长，“资本与财富的稳定状态”更为可靠。他写道：

当一方方土地开荒耕种，当一排排林木连根拔起，当山花碧草铲除得一干二净，地球也就失去了原生自然之美，想来多么令人忧心。如果人类为了追求无限的财富与人口增长，使得地球失去了的美丽与欢愉，如果向地球不断索取只是为了让地球上的人口更多，而不是使他们更快乐和更富足，那么我衷心希望，为了子孙后代，人类应该早日满足稳定的状态，而不是坐等现实迫使我们做出改变。

密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1848年，当时全球人口为9.8亿，全球首个固定时刻铁路路线——利物浦至曼彻斯特——运行还未超过20年。密尔早早就认清的状况直到最近才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资源丰富、广阔无垠的地球已经因人类的发展不堪重负，全球经济已成为资源有限的生物圈中的分支体系。支持“非增长”的人士认为，这是重大的模式转变。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必将逐步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状态，即出生率与死亡率、生产率与折旧率、增长与衰退都将实现动态平衡。在这种论调中，经济体将会从追求生产效率（每单位付出的最大总产量）转向追求维系效率（保持现有产量的最低付出）。

人类社会经历了150年的爆炸式增长才开始重新审视密尔的观点。密尔在环境问题上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即便人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警告。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与食品供应问题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需要经济增长，密尔的观点显然比马尔萨斯的观点更为乐观。出于严谨的精神，基于在自然资源方面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上述两位著名思想家早早就预见了产生在21世纪的这场激烈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非增长模式维系下去，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无论能否实现“绿色”，其结果都是自杀式的发展。密尔与马尔萨斯，谁对谁错，待见分晓。

库兹涅茨模式

1972年，英迪拉·甘地在出席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所传递的重要信息言简意赅：贫穷就是最大的污染源。面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保障，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机制缺失的境况，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走出困境。她的观点也正好反映了欧洲多国的发展历程。1858年，英国伦敦下议院的会议被迫取消，因为议员们已经无法忍受泰晤士河的死鱼散发出的刺鼻恶臭。然而河流污染并没有得到重视，并不断恶化，1957年，泰晤士河被宣告“在生物学意义上已经死亡”。今天，污水处理标准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在经过大规模的污水治理后，125种鱼类又重新出现在了泰晤士河中——生态恢复状况喜人，但仍不完整。空气污染也有类似的事例。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伦敦居民的取暖完全依赖煤炭和木材。不久后，工业腾飞又增加了二氧化碳等物质的排放。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爆发，共造成4 500人死亡。今天，在海德公园晨跑的伦敦居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伦敦都可以看见美好的日出。英国曼彻斯特、法国巴黎、德国鲁尔工业区等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先发展，再治理。德国某商业游说组织的口号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经济更强劲的增长”。

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过度使用资源产生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在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上得到了极好的呈现，该曲线显示资源密度是经济繁荣的因变量。图4.6呈现了印度的塑料使用情况：当印度人均GDP为1 600美元时，每年人均消耗的塑料为10公斤；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塑料的消耗也急剧增加，人均值超过了100公斤。当人均GDP达到15 000美元时，也许是因为塑料回收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也许是塑料资源的主要采购方以及消费者有了更强烈的环保意识，塑料的资源密度达到了峰值。事实上，能源领域也有相似的事例。1986年至2011年，美国人均GDP年增长2.5%，同一时期，人均能源使用量每年下降0.17%。1980年，1美元GDP对应1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06年，1美元GDP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至0.77公斤。英国的能源使用量在1973年达到峰值，德国在1979年达到峰值。之后，能源消费总量一直在下降，虽然缓慢，但确实在下降。

这值得肯定。但是，“从发展到绿化”的传统观点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契合库兹涅茨曲线。以下这类资源的密度就不降反升。水泥、铝土矿、铁矿的全球人均消耗量不降反升，这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正在大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受服务转移和外包影响，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仅在有限区域内适用。伦敦的工业转移到了郊区或者附近的乡镇，整个欧洲有很大一部分工业生产活动都转移到了亚洲。自2000年起，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长，现已翻番至140亿吨，其中至少有20亿吨与出口产业相关。



来源：Tecnon Orbichem化工咨询公司、Global Insight经济组织

图4.6　印度塑料消费情况

更为关键的是，“从发展到绿化”的速度有问题。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库兹涅茨鸿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早就超出了合理的地球承载界限，而在过去8年中，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翻倍。在欧洲，每年的化肥用氮量减少4.6%才能达成目标，但当前使用量每年增长1.4%。海洋保护协会同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联合发布了《遏制污染潮》的报告，提出在2025年之前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每年应减少10%，而当前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每年还在增长5%。人类仍在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物，库兹涅茨的规律并没有出现。人类并没有在该到达峰值的时候到达峰值，该出现的转向没有出现。森林砍伐加剧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如果要在2030年之前将该类排放减半，森林砍伐速度每年应下降4.5%——巴西在2004年至2009年间就已将该类排放减半，各国按照这样的路线前进，目标当然可以实现，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活动却在不断增加。

前文的讨论显然已经表明，GDP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正按照可持续的模式前进。但是，GDP增长却能够有效预测能源与资源使用情况。在新西兰，GDP增长3%，二氧化碳排放就增加1.5%；在中国，如果经济总量增长10%，二氧化碳排放就增加6.3%；在印度，GDP与二氧化碳排放保持着相近的增长速度，都在6.5%左右；在意大利，经济总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原有水平。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人类并没有“发展到绿色水平”，只是“棕色”有所淡化，仅此而已。

彻底变革的经济模式

前面两种方法都不大可行。人类可谓陷入了两难之地。密尔的稳态经济让人看到了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希望，但这会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系统来说，人们的收入降低、税收降低；对企业家来说，投资回报比降低；对于教育领域来说，未来会有更多发展机会的教学理念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政治、心理层面上，人类已经将自己置于必须追求增长的位置。但是，除却这种“锁定”状态，从供给角度出发，有以下三个理由说明不可能出现零增长。第一，从全球角度出发，如果西方成熟的后物质主义社会进入零增长模式，那么其对资源的影响应当是微乎其微的。2020年至2030年，GDP增长中有45%将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而2030年预计全球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有8个经济体目前的人均收入仍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人均收入的一半，而这些国家必定要通过消耗资源实现快速发展。这意味着西方国家节制发展并不能使资源需求恢复到平稳水平。第二，要求金砖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节制发展不但从政治层面上不可行，而且本身也不合理。这些国家期待达到西方“楷模”的财富水平，希望在生活标准上向其靠拢，可能具体到出行里程数、照明时长、每日摄入热量、室内供暖时长、平均每日淋浴次数等等。第三，如果对未来的设想中没有财富增长，没有丰富的生活，这样的愿景难以赢得民心。放弃增长，从现实角度出发并不可行。

那么再看看另一个选择——库兹涅茨模式以及该模式下过慢的“绿化”速度。这很难实现，而且之前也有报告指出，这会使得风险大增，并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例如全球变暖、水资源匮乏、土壤退化、清理污染成本上升等等。自然系统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资源的成本则会不断上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在之前的章节已经进行了讨论。不少政界人士、业界领袖、环保人士以及经济学家都将希望寄托于这个方案，但是顺其自然地以发展推动绿化从供给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人认为，随着能源效率逐步提升，从煤炭到天然气，再到更为清洁的能源，这样的转变最终会实现“绿化”经济。但是，前几章的数据足以说明，现有的绿化速度与理论上需要的绿化速度存在巨大的差距，“希望”怕是要落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召开23年之后，人类必须要承认，若“以发展促绿化”是过去的承诺，那么承诺已经失效，若其是对未来的规划，那么规划必会落空。因为对于大部分资源，绝对数量的消耗增长都超过了能效提升的速度。因此，非增长模式或是库兹涅茨模式都不可能是可行出路。从系统层面重新整改，以焕然一新的方式发展经济，使地球上的资源生产力与再生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来自不同学科的革新思想家已经在为这条道路摇旗呐喊，本书后文将会阐明作者为这条路线规划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应用范围都极为有限。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

图4.8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了探寻资本增值与高效利用资源的增长模式，我们分析了当前经济体系中的浪费现象，并有了重大发现。虽然产品层面的浪费通常较少，而且大部分浪费都可以通过产品性能优化而减少，但是系统层面性能不佳的状况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焦点从产品层面转移到系统层面的时候，潜在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细致地分析系统层面的重大问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在经济和生态层面上做出必要转变。

第5章 浪费 新资源的来源


仅仅了解系统的组成要素，并不代表了解系统的行为。

——古埃及苏菲派谚语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资源与地球健康的重要性，由此建设起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本章将会谈及其中重要的应对工作以及潜在机遇。在大力倡导循环利用的欧洲，原材料在经过第一次使用周期后就丧失了95%的价值。汽车作为制造领域的重要产品，对资源的影响举足重轻，但是美国与欧洲的汽车利用率仅为2%；全球范围生产的食品中有30%在供应过程中被浪费。人们时常觉得这些重大价值链已经成熟，并且在不断地得到优化，却未曾想到竟存在如此严重的浪费现象。下文将会列举出一系列的历史原因以及公共管理的不足之处，用以阐述为什么这些供应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得到了不断完善，但是系统本身却陷入了低效的结构中，并最终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和可怕的环境破坏。

无处不在的浪费

在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调研过程中，作者剖析了欧洲的资源利用状况。之所以选择欧洲来剖析，是因为在巴罗佐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波托尼克任环境委员期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循环经济”政策，并于2015年12月正式推出，由于欧洲在资源生产率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欧洲的改善方案理应适用于全球其他地方未来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系统层面的浪费现象存在于所有经济体中，而且规模庞大，但其中也必定潜藏着同样巨大的机遇。作者对出行、食品、住房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三大价值链在欧洲资源使用中占70%~80%，几乎占据欧洲家庭预算平均值的60%。因此，这三大价值链的意义超越了一般案例研究，假如这三个价值链中的资源使用情况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就会带来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大进步。

2012年，欧洲人均使用原材料13.5吨，相较于2005年的16吨已经下降了约16%，但13.5吨意味着每人每周所使用的材料仍然高达260千克。这些原材料在使用过后，有60%会被填埋或者焚烧，仅有40%会进行循环。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欧洲已经实现了40%的“闭环”经济建设（完全的闭环经济指所有原材料都能不断得到再利用）。以价值计算，原材料与能源的价值在经历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就下降了95%，材料循环与废物利用的能源回收仅占原始材料价值的5%。钢铁、PET以及纸制品等回收率较高的材料，在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价值流失也超过30%（见图5.1）。原因之一是只有部分材料得到了循环使用，但价值骤降的最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材料都混合在一起，因此只能在低价值的领域予以利用。例如，汽车制造所使用的高品质精炼钢被回收后，又继续投入炼钢过程中并与其他金属、涂料、污染物混合在了一起，因此重复利用的时候只能用作低价的建筑钢铁（钢筋条等）。

金属铝又是一例。在欧洲，90%~95%的铝都得到了回收，但这一数字背后的实情呢？回收的铝材通常都已经和铁、镍、铬等金属混合在了一起，其他金属元素改变了铝的属性，而且将铝再次分离出来的成本很高。因此，为了确保铝材能够符合性能标准，又要重新加入一部分原铝。美国大型铝板制造企业诺贝丽斯将循环铝材的使用控制在40%以下。再举一例，智能手机屏幕所使用的铟会在第一次使用周期后流失殆尽，因为仅有20%的手机得到了回收循环；就算得到了回收，25%的金属制造材料中，也仅有48%~64%能够被提取出来。和前文提到的食品中的磷等有机物质一样，这些稀有金属也遭到了浪费，其价值白白流失。里约热内卢臭名昭著的垃圾场叫“格拉玛舒花园”（Jardim Gramacho），奥斯卡提名纪录片《荒原艺术》便取景于此，影片追踪了艺术家维克·穆尼斯在垃圾场中的创作，震撼人心。那里的垃圾中有营养丰富而仍未败坏的食品，人们对其进行处理后直接在垃圾场上转卖；还有很多食品垃圾腐败后产生了具有危害性的甲烷，并传播细菌，使得其他垃圾的价值进一步下降。在当前的系统中，食品以及消费产品所使用的塑料包装也都被浪费了。欧洲每年生产4 590万吨塑料，却只有25%得到了循环利用，而且还都是进入了低价值的应用领域。35%被焚烧，其中还包括会产生有毒物质的PVC（聚氯乙烯），还有40%被送入垃圾填埋场或者直接丢弃。在中国，塑料的回收率仅为40%，其余部分被就近倾泻到水里或者不达标的填埋场中，又或者被冲入海洋。全球每年有800万吨至1 200万吨的塑料进入海洋，这些垃圾渐渐堵塞了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原材料得不到充分的循环利用意味着人类需要不断投入原材料以满足需求，此外，还要应对污染问题。



来源：专家访谈数据总结

图5.1　“成功循环回收”案例中的价值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

而且，在材料制成产品的时候，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值得深思。产品的平均使用时长是9年（如果将建筑物计算在内，则为28年），同时，多类产品的生命周期还在不断缩短（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等）。下文将会展示在出行、食品和住房领域，很多产品的利用率十分低下。

总而言之，人类确实是在滥用地球资源进行生产，而且生产出的产品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平均9年就会遭到抛弃。虽然人类为循环使用做出了努力，但仍有95%的原材料价值还是这样白白流失了。

资源流动——大面积，单方向

2015年6月，本书研究团队有幸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向欧盟委员会递交研究分析成果，我们展示了分析过程，之后的会议讲话反映出了我们的分析影响。即便在资源利用成熟的领域中，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

出行——每人一车，2%利用率

100多年来，汽车制造商一直在不断地提升汽车性能。欧洲交通出行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15%，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链。

在欧洲，平均每辆车有92%的时间处于停泊状态，停泊的区域一般都是土地价值较高的市内地区（见图5.2），还有约3%的时间忙于寻找停车位或是陷入交通堵塞中，因此，只有约5%的时间处于有效的驾驶出行状态。平均每车有5个座位，但被有效利用的仅为1.5个。注意，在大部分家庭中，至少有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和汽车挂钩，汽车这一重要的基础类产品与极低的利用率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能源角度进行分析，汽车平均载重比例为12:1（1.2吨重的汽车平均载人100千克），也就是说，油箱里的汽油仅有20%转化为汽车的动能。两数相乘，意味着石油中仅有2%左右的化学能最后用于人类的交通出行，其余98%都遭到了浪费。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5.2　交通出行系统中的浪费问题

再从土地利用角度进行分析。如果将道路和停车区域计算在内，市中心地带大约有50%的土地用于道路交通。但是，即便在出行高峰期，即全天5%~10%的时间内，汽车也只占用城市街道10%的空间，可见，利用率也非常低下，仅为0.5%~1%；而在德国斯图加特或者法国巴黎等城市中，交通拥堵成本也接近GDP的2%。当前的出行系统引发了交通事故、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也有关于美国的同类研究，其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总而言之，这些数字意味着现存的基础设施与产品中还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等待我们深度挖掘。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中，我们将展现，新的资本递增路径结合新兴技术与商业模式，将会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从源头避免资源浪费的负面影响。

食品——“莫要反咬给你喂食的手”

食品领域同样出现了相似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在欧洲，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19%，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庞大的价值链。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在欧洲的食品价值链中，31%的食品遭到了浪费。在全球层面，该组织统计，每年浪费的食品高达13亿吨，即生产食品的1/3。在欧洲，水果蔬菜等类别中有46%的可食用产品遭到浪费。大部分的浪费现象由农场（上文“31%”中的9个百分点）以及消费者（“31%”中的11个百分点）造成，其余则由加工与运输问题造成。多项重大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可避免浪费的比例，例如，英国慈善组织WRAP测算，英国有66%~67%的食品浪费完全可以避免。

生产食品的重要资源也遭到了浪费。以肥料为例，肥料中仅有30%~50%被农作物吸收，而且这其中又有25%是在农作物中不可食用的部分发生作用——在当前经济模式中这些部分基本被当作垃圾抛弃（事实上完全可以运回农田中再利用）。上文提到大量食品遭到浪费，且人体没办法吸收食品中全部的营养物质，这意味着农田使用的肥料中有95%根本就没有贡献于人类所摄取的营养——这是重大的损失，因为肥料是农业重大投入之一，而且目前也完全有方法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施肥（本书第三部分会进一步讨论）。

另外一项重大投入就是灌溉用水。农业活动的用水占全球用水量的70%，欧洲的这一比例为25%；农业活动用水总量中有25%在运输过程中被浪费，而在浇灌到田间的水量中，农作物吸收的不到35%。综合测算，人类仅仅消耗了20%的取水（将供应链中的食品浪费涵盖在内）。同时，欧洲地表有23%的区域在夏季处于缺水状态，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上升至45%。

除了体现在经济价值上的水资源浪费，还有另一种浪费，这就是当前农业活动中正在加速摧毁未来农业基础的“借贷”增长。但是，在过去5~10年，环境问题的探讨一直聚焦于气候变化问题，农业方面的浪费现象未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充分关注，而其严重性与前者不相上下。当前，肥料中的氮含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土地生态系统中的氮总量。氮是全球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之一，现在土壤与水源中的氮主要来自合成物质而非生物源，这着实令人担忧。当前磷物质的流动总量已经是工业化之前的三倍，并引发了富营养化问题，也让大部分国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因为全球80%的磷矿位于政局极不稳定的北非地区）。肥料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湖泊与海洋，藻类疯狂繁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甚至导致鱼类等生物死亡，致使全球海洋与湖泊中产生了400多处死区以及低氧区。密集的农业活动也导致表层土退化。据研究估测，欧洲有0.6亿~1.6亿公顷的土地存在土壤退化问题，对比2012年欧盟农业用地总面积1.85亿公顷，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全球层面上，按照当前的退化速度，60年后，地球上的表层土将完全消失。西方谚语有言：“莫要反咬给你喂食的手。”可人类就是这样忘恩负义。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也反映了改进与发展的巨大空间。据最新预计，2100年全球人口数量将达到110亿（之前的预计为90亿~100亿），而且人类饮食对蛋白质的需求大大提升，因此，在2050年，食品系统所提供的热量需要比2000年左右高出至少70%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短缺、气候变化、食品生产力下降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要如何才能保证食品生产的发展呢？也许，人类需要踏上新的发展道路了。本书后文也会提到，很多的解决方案与技术已经出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见图5.3）。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5.3　食品系统中的浪费问题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住房与城市规划的未来都至关重要。住房是欧洲家庭最重大的直接支出，平均每户家庭每年支出9 600欧元，占年度直接支出的27%。此外，建筑业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产业之一，占GDP的8.8%，并能提供1 400个就业岗位。房地产行业与建筑行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到2020年，80%的欧洲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或城郊地区。

在过去数十年中，建筑内部的能效和城市的宜居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整个价值链还是存在着多种浪费现象：

第一，生产效率得不到提升。德国与美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它们的建筑行业在过去25年中几乎没有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很多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究其根源每个国家情况各异，但往往有一些共性：行业结构碎片化、小规模企业居多、对创新建筑方法持保守态度、提供的非正式工作岗位居多、建筑法律法规过于严苛、建筑工地的材料浪费率大约为10%。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比利时和奥地利就做出了改变，在过去15年中，两国的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升2%。这意味着与15年前相比，如果当前在比利时或奥地利购买房屋，那么同样多的钱可能多买35%的面积。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数字则为0。

第二，利用率低下。在欧洲地价高昂的市区里，即使是工作时间也仅有35%~40%的办公室得到了利用。在英国，49%的业主自住房屋都未被充分利用（根据英国相关部门最新的报告，至少有两间卧室空置）；另外，超过60岁的人群中有33%表示希望居住在较小的房屋中，但仅有10%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能够优化利用率，企业与家庭的支出就能大幅降低。

第三，能源消耗远远超出必要限度。虽然当前已有很多提高能效的措施，但是建筑物仍然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能源管理项目通常能够将现有建筑物的能耗降低20%~40%。在众多细分市场中已经出现了净能耗为零或者为负的房屋，而且从整个使用周期的角度计算，这往往是有利可图的，但在新建筑物中，这类房屋属于少数。另外，在欧盟地区产出的垃圾中，房屋建造与拆除产生的垃圾占25%~30%，拆除垃圾的回收往往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废旧材料通常已经和涂料、固件、黏合剂、墙面材料、绝缘层、泥土等混在了一起。当前的垃圾主要来源于过往以及当前的老建筑，而现在拔地而起的楼房在30年后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5.4　住房中的浪费问题

本章已经分析了经济体中三个最大的价值链，三个价值链中都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对于如此庞大且发展成熟的行业，其浪费程度令人吃惊。虽然各个价值链存在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也有共通之处：利用率低下、产品优化仅仅是为了降低销售价格而不是为了降低产品整个使用周期的成本、系统层面的潜力未得到开发、行业行为未能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出行、食品和住房支出占据了家庭总支出的60%，这意味着减少这些价值链上的浪费能够大大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增加消费选择，还能保护环境。简而言之，资源利用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洞察系统层面的浪费——推动未来经济发展

在当今经济中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结构性浪费现象，有人肯定会问，人类到底有没有在应对浪费问题？也就是说，企业、政策制定机构、民间人士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有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为浪费现象量身定制有效的应对战略？如果全球经济在目前的轨道上继续前行，那么10年之后再次做出当前这类分析时，浪费现象会大幅减少吗？

简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整体而言，人类并没有真正地着手解决浪费问题。如果解释得更为详细一些，就是部分浪费现象确实得到了有效应对，这主要是在产品层面，但是大部分的浪费现象还未能得到解决。这一点值得注意——全球经济如果在当前的轨道上发展下去，系统层面的巨大浪费现象几乎不可能遏制和杜绝，当前经济系统中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现在就以三大价值链为例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是交通出行，回顾前文，让我们看看浪费的主要源头是什么，有没有得到解决。大部分国家与企业的关注重心都是燃料效率、传动系统、排放标准和道路安全等。很多城市都在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成效不一。但是，浪费的源头问题基本都未能得到解决：

• 首先是汽车利用率低于2%的问题。当然，某些国家出台了征收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等的政策，间接提升了利用效率，但是这些税收政策主要是为了提高能效，而对于提升利用效率的影响十分有限。提升利用效率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推广共享汽车，虽然支持共享不乏理由，也有很多政策方案可供选择，但是几乎没有多少城市和国家能够真正落实。城市地区最好的停车区域可以留给共享汽车，停车方便能够大大提升人们选择共享汽车的积极性。巴黎将市中心的停车区域留给AutoLib等共享汽车公司后，停车方便成为共享汽车服务的最大卖点，因为消费者知道，只要使用共享汽车就总会有地方停车，而不需要兜兜转转找车位。但是，极少有城市大规模地实施这一方案。不仅如此，优步（Uber）及同类企业还被它们视作威胁，其发展非但没有得到帮助还一直遭到阻挠。全球点对点出租车服务的发展并不顺利，纳税、司机执照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面对这些困难，各国应该积极解决，为其助力。共享商业模式已经是发展的大趋势，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支持，便能得到更快的进步，也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交通体系中。

•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就是互联汽车。通过大幅减少汽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我们可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其实，这个技术已经存在，其在很多高端汽车中已经是标配，有些公司也可以在汽车中直接加装互联技术装备。当大量的汽车都具备互联技术装备的时候，城市拥堵问题以及交通部门预算问题就能够得到极大缓解。但是，有多少城市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呢？譬如针对这类汽车减少拥堵费或者停车费。据了解，还没有地方出台了这类措施。

• 衔接性停车，也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的附近设立停车区域，使私家车与公共交通工具的衔接更连贯，从而有力促进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缓解拥堵状况，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需要依赖任何高科技手段。但是这方面的潜力也未被充分挖掘，这可能是因为交通拥堵的高昂成本只是“外部效应”，因此，并没有被政府部门纳入预算。在欧洲，80%的汽车通勤都是以单一模式完成的。

• 尽管交通拥堵如此严重，以致每位通勤者每天早晨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征收拥堵费的城市却仍属少数。

综上所述，除了产品层面的完善工作，人类并没有有效应对和解决交通出行中系统性的闲置浪费现象。

食品价值链上的同类情况也很相似，只是环境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食品价值链上的每一环都在提升效率，“精准农业”等创新技术有效推动了食品行业的发展。但是，由于食品价值链中的关键外部效应未能“定价”或者“定价”远低于实际成本，应对外部效应的努力未见成效。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废水与食品垃圾的厌氧消化，这是生产生物气体并将其作为能源的好方法，而且还可以将磷和氮以生物肥料的形式重新输送到农田中，以减少浪费。但目前全球有机废物中仅有0.5%通过此类方式处理。采用免耕作业、地下滴灌等节约资源的农业技术不但对环境有很多益处，而且基本不会增加成本，即便如此，这些技术的整体应用率仍旧很低。

最后是住房。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尝试改善建筑物中的能源效率，但付诸的努力如何？近年来提升能效的工作得到了推进，据统计，每年全球在能效措施方面的投入高达800亿美元，然而，目前建筑物的能效提升速度和过去100年比较相差无几，甚至还在1990年至2010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大部分的浪费现象没有得到有效应对。例如，爱彼迎（Airbnb）等平台提供的房屋共享服务正在迅速发展，但是政府如果能够早些重视这类服务，认识到其中的税收问题完全可以解决，那么这类服务现在还可以发展得更好。办公室共享服务业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其成长速度也理应超出现有的水平。

各国政府为减少系统性浪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这一点值得称赞，上述分析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工作。相反，我们是想要帮助人们对这些工作的力度与速度保持清醒的认知，并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浪费现象，此外，还有更大的经济与环境机会有待挖掘，值得更多的付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类为什么如此浪费？人类为什么没有正视如此巨大的浪费现象？这些数字在未来又“应该”下降到什么水平？没有人知道答案。这就像是在问：是自己拥有车辆还是在有需求时才获取车辆的使用权？是使用原生材料，还是使用循环材料？这其中的市场优化又该如何实现？确实存在有力依据表明这些数字在未来应该大大降低，因为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会引发可怕的环境损失还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一，人们并不习惯以上述的方式思考并谈论经济，因此未能“看到”相应的机会。这些有关浪费的数据并没有像GDP和就业率等指标一样得到重视与测量。在经济发展中，降低失业率、减少排放和提升教育水平等都有目标，但是如何应对浪费现象却没有目标。因此，人们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无从得知某个国家做得好或不好，或者哪些减少浪费的政策奏效。虽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将汽车的利用效率从2%提升至4%等），但这却是经济发展中管理缺失的一部分。习俗和习惯也有重要的影响。消费者和企业高管成长于“一家一房一车”的环境中，因此，他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降低产品成本等传统领域的机遇，但对于系统性浪费中的机遇却极不敏感。

“精益生产”恰好可做类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益生产”作为供应链的新理念受到极大欢迎，管理人员突然之间发现了“全新”的利润提升空间，其实这些空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管理人员开始从资源浪费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商业运营，这些机会才突然变得显而易见。在消费者方面，研究发现，消费意向与行动之间存在巨大落差。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欧洲人（96%）都认为欧洲应该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但是仅有21%的人选择租用而非购买产品，仅有27%的人使用过共享模式的服务。

第二，财政系统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减少系统性浪费的机会。前一章讨论到，破坏“第三方”的环境基本不用承担成本，如果“外部效应”在过去得到了准确定价，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现状肯定与现在大不相同。况且，税收系统主要关注劳动力和资本，而资源方面的税收仅占一小部分。全球各国政府当前都希望能够提高就业率、减少资源浪费，税收系统的设计恰恰与此背道而驰。欧洲目前的状况是，资源税收仅占总税收的6%，其在GDP中的比重正在持续下降。

第三，有待不断开发的技术潜力。技术成本的迅速下降，为减少浪费现象创造了重大机遇。例如，智能手机推动了共享商务模式、虚拟化商业模式（共享汽车、共享房屋等），交易成本因而大幅降低，这些模式也正在逐步渗透到市场中。物联网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追踪产品与材料，使它们更加便于回收，垃圾管理技术也在快速地发展。

总结而言，本章意在阐明减少系统性浪费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以及环境机会——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应该以更大的决心与动力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第6章 破坏 可持续发展


“不那么糟也仍旧是不好。”

——迈克尔·布朗嘉特、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

资源挑战涉及的面比较广且形势日益严峻，在系统层面上问题重重，因而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开启新的征程。其实早在1711年，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德国林业学家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森林资源匮乏。当时，他刚被任命为德国萨克森州弗赖贝格区的矿长，其职责就是为当地银矿和炼银工厂提供充足的木材，要知道，这些银矿和工厂是当地的重要税收来源以及上千户家庭的经济来源。随着采矿业的发展，矿区周围的森林都已经被砍伐。后来，稍远一些地方的木材也通过厄尔士山脉下的河流运送到矿区，但这部分资源很快也被开采耗尽。1713年，卡洛维茨撰写并出版了《森林经济》一书，该书详细阐述了可持续林业管理的一整套原则。该书首次描述了当地经济依赖生态系统的情况，以及如何计算可持续的生产水平，并提出了开采、造林与木材运输的原则。《森林经济》还首次系统性地阐释了可持续性理念，因此卡洛维茨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之父”。可惜，很多证据表明，直到1714年卡洛维茨逝世，其建议都一直被公众所忽视。森林砍伐继续，木材资源日渐稀少，其价格自然不断攀升，直到很多矿业公司无法再承担木材成本而相继破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人类的未来。

19世纪的工业化开始后，环境保护法律也出现了。1863年，英国通过了应对纯碱生产中空气污染的《碱业法》；1869年，英国又通过了《海鸟保护法案》。工业化也催生了第一批环境保护组织：1865年，英国公地保护协会成立；1892年，塞拉俱乐部在美国洛杉矶成立；1898年，煤烟清除协会（英国环境保护协会的前身）在伦敦成立。伍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于1916年成立；1919年，英国林业委员会成立，该协会旨在保护并发展英国的森林资源。1952年伦敦爆发雾霾，为此英国于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这亦被视作第一部现代环境保护法律。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运动才最终成为颇具规模的公众事件与政治事件。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详细记录了DDT等杀虫剂对鸟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劣影响。她严厉地指出，此类化学物质的危害后果仍未得到全面的认识，但这些物质却已经在广泛使用。卡逊指出，化工产业人士其实早就知道这类产品会带来很多副作用，但政府官员却默许了这个行业的恶行。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最终使得DDT在1972年被禁用。1969年，流入伊利湖的凯霍加河突然着火。河流竟然着火，如此荒谬的事件立即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经调查，原来是工业化学物质以及废水排入河流导致火灾，这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抗议。197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蓝色弹珠》一图，即阿波罗17号太空船所拍摄到的地球照片。它是历史上传播最广的照片之一，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体现了地球的脆弱与孤独，从中能够感受到人类应该好好爱护自己的共同家园。

历经了上述种种事件，并随着消费主义不断发展，改革呼声越发高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腾飞。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环境组织一一成立：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于1961年，地球之友成立于1969年，绿色和平组织成立于1971年。

注意，早期的相关法律和组织的重心是通过保护土地、物种，或者禁用某些危险物质来保育环境。从那时起，采取保育措施后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铅、汞的使用得到控制，多种危险化学物质被禁用，废水处理得到改善，垃圾管理得到改进等等。大部分的问题是区域问题，最多无非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环境保护主要就是放弃毒害物质以及不合规的商业行为。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育措施虽然硕果累累，但显然不再能够应对和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了：初步显现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城市雾霾和滥伐森林。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遍及全球，而且很多都与过度使用资源相关。资源不断被开发利用，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好事，例如许多比较贫穷的国家通过利用资源进行工业化，得到发展。

联合国的布伦特兰委员会（全称为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这类问题给出了定义，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真正的进步不应该以任何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委员会推广了“可持续发展”一词，这个词表示发展应既满足当前一代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世子孙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由于这个视角的出现，全球环境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其重心从“保育”转向了“生态效率”。仅仅保护某些森林、湖泊以及物种或者禁用某些危险物质还远远不够。整个经济体都应该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自此开始，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所有消费者、企业、国家都应该尽力提升生态效率。能源效率、轻量化、水效、土地生产率，这些都是生态效率的体现，都是为了保证自然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生态效率”是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为核心，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得以成立。时至今日，生态效率仍在全球环境战略中占主导地位。

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制定了详细的环境法规，为不同领域的生态效率制定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交通工具的燃料标准、建筑物以及电器的能效标准、各类设备的节水标准、各类产品的生态效率标签等等。大部分企业也将生态效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大部分的法律法规已经落实数十年，形式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实现固定的指标；有的会不断地提升目标（欧洲的汽车碳排放标准等）；有的则以行业领头羊的表现作为全行业标准（日本电器行业等）。

有人可能会问：“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如何？”这不应该也是全球环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吗？以全球平均水平来衡量，情况并不乐观。第4章第2节讨论的外部效应显示，其中未征税的环境破坏成本相当于全球GDP的13%，而且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飞快。第5章显示，即使是在对环境问题十分重视的欧洲地区，资源税收也仅占整体税收的6%、GDP的3%，而且上述比例仍在下降。再看看与税收政策相反的政策——补贴：2013年，全球清洁能源所获得的补贴为1 210亿美元，而化石能源获得的补贴是前者的5倍之多。这些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税收对资源利用产生的积极影响，而是指明在全球层面，当前的税收政策功过各半。生态效率虽然初衷美好、硕果累累（相关努力确实为全球做出了贡献），但是已经不再能够应对当下的全球环境挑战。

这听来刺耳，但不得不承认，生态效率作为企业和国家的核心战略已有20~25年了，然而全球环境恶化的状况仍在持续，其连维系原状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减轻损害了。常用指标“地球超载日”并没有固定在8月，每年都在提前（见图3.1）。核心问题在于，大部分行业与国家提升生态效率的方式都是渐进的，这样完全赶不上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所带来的资源增长。也就是说，关于资源使用绝对值的所有曲线（影响全球环境的关键因素）一直在上升。1995年至2010年（1995年即“生态效率”开始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全球淡水取水量增长了18%，铁产量增长了81%，塑料生产量增长了83%，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增加了48%，磷矿开采量增长了30%（大部分最终进入了湖泊与海洋，并造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发达国家中，主要资源的使用量维持稳定水平或者缓慢增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20~25年前人类开始采用生态效率战略，而此时地球的状况却比当年更加糟糕，这就是可悲的真相。迈克尔·布朗嘉与威廉·麦克唐纳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那么糟糕”其实就是不好。

放眼未来，相似的情况似乎还会继续上演。虽然金融危机让资源热有所降温，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预测都表明，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状况仍未改变，而且会继续恶化。譬如，淡水取水量到2030年时将比2010年增加41%，氮肥使用量到2030年将会增长30%，农业用地将会增长11%~14%。

全球的汽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也是经典案例。很多经济体都为燃油效率设定了十分高远的目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为汽车制造商设定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是到2025年实现每加仑54.5英里（当前是每加仑30英里），而欧盟和中国设定的同类目标分别为60.6英里和50.1英里。但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全球汽车数量预计会从目前的10亿上升至2030年的20亿左右。照此推算，就算汽车制造商能够实现上述极为大胆的目标，全球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出现净增长，而且有些制造商还不能确定能否达标。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所做的努力似乎只是无用功。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恶化趋势只是时间问题。当人口大国都成为发达经济体时，排放曲线就会开始往下走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效应”应该会奏效。虽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状况并不会因此变得乐观：当人口大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时，地球的许多重要生态系统已经遭到了无可逆转的破坏。

因此，无论“生态效率”的推行取得了多少成就，以此为重心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进入尾声，人类需要新的模式，以确保地球居民达到100亿的时候，地球仍能以稳健的状态让人类维持现代的生活模式。本书第二部分会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愿景可能就是人类现在所寻求的答案。这种经济模式需要消除资源密集的价值链中那些严重的系统性浪费现象，设计有益于环境的产品（而不仅仅是“伤害较小”的产品），创造循环材料系统，以使所有的资源都能够不断得到重复利用，并从拥有的资源中提取出最大价值。在经济层面上，这将淘汰目前的原始资源开采模式，其将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非禁用或限用模式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众多资源问题。

总而言之，当前的经济增长远未达到理想模式的要求。作者认为，如果刨除“借贷”所得，当今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增长。但是，由于以市场为准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及当前有太多的外部性因素未能被列入主流的经济发展衡量系统中，学术界、政界以及企业界依旧将当前经济发展的大体方向视为“合理”甚至“最佳”选择。在此背景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让经济“重回正轨”。作者希望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来证明，“重回增长轨道”并不是关键问题。其实，增长未在“正轨”已经长达30年有余，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谈“重回正轨”也只是回到了错误的轨道。人们需要认识到，从资源角度出发，人类所生存的地球已经达到了上限，必须通过技术改革才能使经济增长走上正确的轨道。本书后文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第二部分 21世纪的新增长模式

希望第一部分的讨论能让读者们有所触动。其向读者们传达的关键信息就是，当前环境问题对于地球以及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出了公众讨论中的预期水平。这些问题不但与能源相关，与原材料也有莫大关系，而当前的应对战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资源角度分析，当前增长模式的成功限制了它今后的发展，需要重新整顿。

第二部分将会提出作者对全新增长模式的愿景，即一个能使当前的颠覆成为有益颠覆的增长模式。当然，这个话题涉猎范围极广，因此这个愿景不能算是蓝图，仅仅是个速写。这个部分首先会描述资源优化的经济体中的支柱，然后讨论为什么需要用“净正面性”原则替代当前的“生态效率”原则，以及这对企业和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最后会以欧洲为例，描述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GDP、就业以及环境足迹的影响。

此书提出的更好的增长模式似乎是纸上谈兵，甚至可能会引来说我们天真幼稚、傲慢妄为的批评。毕竟数十年来，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贡献，也耗费了无数投入，现在说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呢？即便有这样的风险，作者仍旧坚持提出这个愿景，因为在我们看来，对当前增长模式的修修补补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向理想的未来。在经济的资源利用问题上，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整改，不是整改市场经济，而是整改其中导致能源和材料浪费严重的体系。第二部分还将会详细描述这一愿景，第三部分将会讨论正在逐步成熟的各个条件，第四部分则会探讨实现愿景的方式。

未来经济要如何称呼？

可谓新型经济。

西方谚语有云：“宝贝孩子名字多。”本书所畅想的未来经济景象还有许多其他名称，这些概念得到了不同组织的支持，各有其优点与局限性。作者团队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有极大的认同感，近年来也努力对其益处进行分析与宣传，我们亲身见证了循环经济框架所激发的热情与人们的投入。同时，我们也决定不排除关于未来经济的其他几个概念，也不再重新提出其他概念。具体原因在于，推动“有益的颠覆”不应该排斥任何一种认真的思考，这一工作本身应该具有包容性、递增性。

以下就简单地列举出常见的几个概念及其与未来愿景的关系。

• 循环经济。这是本书作者经常谈及的一个说法。因为它清晰明确，基础日益坚实，而且基本涵盖了作者对未来经济的最新设想，例如，推动材料的使用，使其进入循环流动状态，推动资本智能化等等。循环经济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本书的内容完完全全就是在讲循环经济。但除了材料的流动外，作者也认为在新的能源体系、虚拟化技术以及综合性系统设计中潜藏着无尽的机会。

• 可持续发展，或者说绿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持续发展应该属于当下正在使用的概念，自从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对这一概进行推广后，不计其数的报告和讨论中就出现了这一名词。可持续发展无所不包，但它更像是宣扬决心，而不是客观描述，而且这个概念并没有真正描绘出未来经济的景象。本书也指出了关键一点，那就是当前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简化主义倾向必须得到扭转。

• 高资源产出率经济。大部分经济学家更喜欢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基本没有指明未来经济的状况。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及资源战略“大同小异”，并不能称作当前发展模式的改革。

• 从摇篮到摇篮。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思维正在取代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摇篮到摇篮”的理念就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概念强调材料与产品的设计与使用不应导致其价值流失，而是应该为下一使用阶段做好准备。“不那么糟”还不够，要追求造福地球的方法。这个概念最能触动消费者的内心。作者在撰写本书中的过程中不断利用相关的思维，但是，这个概念主要关注产品，对于经济全局的考量较少。

其他相关概念还有不少：仿生学、第三次工业革命、自然资本、共享价值，每一个概念都为新型经济模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书选择集中探讨的领域主要是关于如何将当前已经发生的变化转化为有益的颠覆，因为技术对于我们所设想的前景至关重要，因为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因为当前的变化仍未得到良好的管理和控制。本书描述未来经济愿景时会交替使用“循环”“净正面”“递增性”三个形容词，“循环”侧重于材料的流动，“净正面”侧重于商业模式的整体效果，“递增性”侧重于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

第7章 增长引擎 优化增长模式的三大支柱


一项事业在成功之前往往看起来希望渺茫。

——纳尔逊·曼德拉

2015年11月，世界著名航海家艾伦·麦克阿瑟的基金会召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创新人士，共同庆祝“颠覆创新节”。这是一个为期三周的网络活动，汇集了设计师、企业家、行业代表、空想家和实干家，他们在一起共同探讨新世代的经济愿景。活动成果累累：利用污泥生产塑料、超纤维升级改造布料、从蜻蜓身上获得灵感的先进技术、可以替代杀虫剂的LED灯、只使用3千克塑料的人生、再制造产业的超大型工厂、生物可降解鞋、推动精准医疗的生物制剂、用户参与式设计、永久性咖啡机、通过绿化屋顶收集清洁水源，等等。创意的多样性与优点令在线观众们叹为观止，这些创意也呈现出未来经济丰富多彩的可能性。但这些创意都是产品层面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即便能够成功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也无法实现系统层面的有效提升。那要怎么实现呢？在作者看来，为了确保当前的颠覆转变为有益的颠覆，在探求全新的增长模式时有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思路，其中包含了三大支柱：第一，充足的清洁能源，清洁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其中的材料能够多次循环使用；第三，经济体中所有重要的价值链（交通出行、房屋、食品、健康、娱乐、通信）等都必须搭建高效的再生系统。上述基础就是全新的“净正面”原则，这一原则对企业和国家的表现与作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然，这一规范也需要通过技术变革才能实现。之所以提出这个框架，是因为作者发现当前的产品与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浪费，这也正是造成许多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作者希望推动的讨论是能够指明经济体如何超越生态效率的讨论，既有更广的覆盖面，又有实际意义，能够指引真正的变革。这样的讨论应该将技术变革、资源经济、系统化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与第一部分所描绘的挑战相比，这里提出的愿景框架看似“简单”。但是与现状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人类社会仅在第一支柱方面（清洁能源）奋力前进，而第二、三支柱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前的规范仍旧是以“生态效率”为基础，目标仅是降低伤害。



图7.1　协调地球健康与经济繁荣的愿景

充足的清洁能源——无尽的转化

“石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缺乏石头，石油时代也将在全球石油远未枯竭时终结。”这句话出自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他于2003年在《经济学人》上发表了这一观点。13年之后，他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化石燃料的时代即将结束，因为可再生能源正在产生利润，其从商业角度看比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更具吸引力。“有益的颠覆”以及在地球承载界限之内维系经济发展都是切实可行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如果作者分析无误，那么在10~20年内，人类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可再生能源。

这蕴藏着改变一切的潜力。本书第一部分谈到，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尤其是后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源使用大幅上升。作者在查看了相关的研究后认为，在历史上的所有经济增长中，能源使用的增加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原因。某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所有人类历史归结起来就像是能源发展的故事。新的燃料（生物质能、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新的能源转化方式（马匹、水轮、蒸汽机、汽轮机、燃气轮机）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但是19世纪后，能源基本上以化石燃料为主，经济发展的代价越来越大：全球变暖、城市污染、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和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等等。

现在，丰富而廉价的清洁能源日渐可期，振奋人心。这将使得人类能像大自然一样，利用自然的基本要素重新搭建、组合产品，从而更好地发展。有了丰富而廉价的清洁能源，水化为氢、二氧化碳化为聚合物、海水转化为淡水、水凝胶和光敏聚合物转化为纳米结构打印材料、旧的玻璃转化为新玻璃，一切转化都不再受到限制。

这一趋势创造出可能相互促进的双重动力。新型转化技术的成本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存的成本也下降，二者相互推动前进，向着理想终点不断进发。

当下的能源革命进程飞快，今天的景象放到1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2015年的夏天，内华达电力公司希望寻求两套100兆瓦（MW）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这在电力行业不是什么大事，然而，当采购价格公布之后，全行业大为震惊。内华达电力公司收购了太阳能源公司（Sun Power）的博尔德太阳能发电设备（电价为46美元每兆瓦时）以及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的普拉亚太阳能发电设备（电价为38.7美元每兆瓦时）。2015年夏初，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能源公司表示，针对其600兆瓦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招标中，有不少投标企业提出的电价低于40美元每兆瓦时。

内华达州与得克萨斯州阳光充沛，具有天然优势，但是太阳能光伏装机成本降低，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与10年前相比，每瓦的容量成本已经下降70%以上。而且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全球发展趋势相当喜人，现在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为175吉瓦，IEA（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装机容量将会达到400吉瓦。

如无意外，这样的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当前，最高效的太阳能板也只能将接收到的20%~25%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而且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技术突破。研究人员正在各个方面进行努力：将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搭配安装从而捕获不同波长的能量，研发更好的半导体合金，研制超薄太阳能电池以便嵌入墙体和屋顶等等。除了技术的改善，随着行业规模扩大、专业性提升，一些常见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风力发电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虽然未见得惊人，但也是非常可喜的进步。在太阳能发电大有进展之前，风力发电的规模就已经扩大，全球装机容量大约为300吉瓦。IEA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会翻倍至600吉瓦。与5年前相比，每兆瓦时成本减少了30%以上，且会继续下降，势头不如太阳能，但值得期待。如图7.2所示，风能与太阳能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出了预期：2015年太阳能实际装机容量比IEA在2006年的预测高出9.3%，2030年的预期目前已经调高8.4%。



来源：国际能源署《全球能源展望》（2006，2008—2015）

图7.2　太阳能与风能的全球发展态势比预期的速度更快

2014年迎来了发展的分水岭。当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全球总投资达到了3 400亿美元，首次超越了化石能源发电的总投资。彭博新能源财经研究机构预测，到2040年时可再生能源的总投资将会达到化石能源总投资的两倍以上，分别为6.1万亿美元、2.6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电池的成本也急剧下降，投资则不断攀升（特斯拉公司在美国内华达州开设了的“特斯拉千兆工厂”）。这对交通领域有重要意义，宝马、特斯拉、通用、日产、三菱等汽车公司都表示，电动汽车对于很多细分客户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对于电力系统也有重要意义。可再生能源发电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备用发电容量一直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大部分数据显示，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最初设想的那般严重。其实有很多低成本的方法可用来弥补这一缺陷：为大型工业用电机构提供补偿，让其暂时减少用电；使用水电厂作为蓄电池；从临近地区输电；重新启动之前的天然气发电；利用汽车电池发电（很多电动汽车的电量能够满足一栋公寓数周的用电需求）。鲍里斯·舒赫特是德国50赫兹变速器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表示，在德国“只有当可再生能源发电渗透率达到70%”时，才需要另外进行蓄电以备不时之需。

传统行业面临危机

当前的发展已经彻底撼动了电力行业。电力行业长期处于保守状态，资产生命周期特别长，主要通过煤炭、天然气、核能、大规模水利工程进行发电，风能与太阳能最多被视为后备力量。然而，目前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变得更具竞争力、满足了相当一部分的用电需求，而且消费者还可以自行安装设备，因而把这种发展称为能源革命一点都不足为过。

传统行业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煤炭行业正是如此。在欧洲和美国，煤炭需求在过去10年中一直下降，甚至在中国，煤炭的使用在过去两年也已经减少。关于中国未来使用煤炭的情况，预测数据不一，但大部分都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煤炭峰值”，或者将在2020年前达到巅峰。唯一的例外情况就是印度，其煤炭需求仍在增长，到2025年会翻倍。

煤炭的全球价格近年来一跌再跌，从2011年的75~85美元每吨下降至2015年的46美元每吨。这个发展趋势也在预料之中：在美国的电力系统中，廉价的页岩气夺走了煤炭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西方煤炭开采业出现负增长，其对定价、赢利能力、估值的影响更是出人意料。斯托全球煤炭指数对全球最大的煤炭贸易公司市值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2013年1月到2015年11月，其估值下降了75%。同一时期，新能源全球创新指数增长了43%。在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2015年1至9月，煤炭基准价下降了27%，矿产大省山西省的煤矿数量自2008年来减少了2/3。

未来的道路

能源革命的势头振奋人心，但仍需要更大的努力。当前全球的一次能源中有81%为化石燃料，除了要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进步外，维系能源革命势头还有三大重要工作等着我们去做。第一，加强对能源技术的研究。在美国，能源研究的年投资额仅为60亿美元，而医学领域的投资是300亿美元（显然也是正确的投资方向）。第二，当前化石燃料的市场价格走低，应利用这个条件逐步废除化石能源补贴（当前全球此类补贴高达每年6 000亿美元，而可再生能源补贴仅为每年1 000亿美元）。第三，能源系统变得清洁后，要努力促使能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使用结束”之后的革新

多年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平均每年需要消耗10.6吨的资源，具体包括：煤炭、石油、铝、铟、磷、草、木材和粮食。有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人们才能取暖、用电，使用汽车、手机，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这本身并无问题。每头大象每年需要摄取100吨的生物质，蚂蚁所需的生物质总量大概是人类的3倍。但是，在自然界中，营养物质总是以安全且与生物相容的机制循环流动的。产生的废物在下一循环中就成了食物，材料中的营养成分不会消失。在线性的工业系统中，情况截然不同。大部分的材料往往只有一次使用周期，而且材料被改造之后可能无法处于他处，或者在下一使用周期中损失大量价值。我在第5章谈到，即便是在欧洲，材料在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也丧失了95%的价值，而回收“十分成功”的钢铁、铝材、PET等，也同样存在利用价值大大流失的问题。

这种单向材料使用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引发了当前众多环境挑战，造成经济损失，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在欧洲，每年进口的燃料与矿物价值7 600亿欧元，而且很多出口国都存在政治不稳定性。

其实，人们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模仿自然，让材料能在一个循环体系中得到重复利用。在这个庞大的材料库中，建筑物、汽车、工业设备、家用产品都是重要元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中清洁且高品质的材料能够稳定地得到循环利用，那么这将为该国家带来巨大的优势。正如强大的基础设计、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一样，运营得当的材料库同样会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竞争力，而且在国家安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优势显而易见，这个话题数十年前就一直在讨论。不过，有赖于当前的技术发展，这个设想的可行性与吸引力才大大提升。首先讨论这个系统中的几个基本原则，然后再看看为什么实现这一设想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建立材料库的第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承认生物材料与技术材料的根本区别（见图7.3）：

• 消耗品一般都是生物材料（见图7.3左侧一栏），例如食物、纸张等。这些生物材料本身都是可再生材料，而且只要未受到污染，就能够以安全的方式回到生物圈中、促进生物系统再生。垃圾可以化作食物。这一原则最实际的应用对象就是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应该尽可能减少其中的有机物质。在生物炼制厂中，细菌和酶可以将生物质转化为纤维、糖和蛋白质，而这些纤维等物质则可制成塑料、药物、燃料。生物炼制技术飞速发展，威胁全球粮食生产的氮、磷问题很有可能通过这一技术的落实得到解决。

• 耐用品一般包含技术材料（见图7.3右侧），例如矿物，它们应该得到利用，而不是被消耗。这意味着应该使其以高价值的状态在经济体中不断循环：如果成本合理，还可以作为产品进行循环（重复使用、翻新、再制造等），或者通过不同的回收体系作为材料进行循环。当前的循环工作只是一个备选项。但是，当清洁能源充足，材料回收难度降低时，循环利用就可能成为常规行为。



图7.3　循环经济概览

建立循环材料库首先要遵循新的设计理念，即产品的制造应该以全新的原则为指导。设计产品时应该区分生物材料与技术材料（使得生物材料能够安全地回归生物圈、技术材料能够得到不断使用），不应使用降低材料特性的添加剂，以便产品拆解（例如不要使用焊接或者胶合的方式组合材料，从而使得材料或部件在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能低成本回收）。根本之处就是产品的设计不应该着眼一次使用周期，而是要考虑多个使用周期，以及如何使材料安全回归生物圈。

遵循以上设计原则看似难以实现，但是回头看看过去20年，不难发现大部分产品类别都经历了极大的设计转变。很多产品类别进一步扩大了，而且作者同很多产品工程师聊到这一问题时，他们大部分都认为上述的设计转变经历几个设计周期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想想，不经历转变的另一种选择是什么呢？2014年，全球生产的3.11亿吨塑料产品没有切实的后续利用策略。这样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在沿海地区的一亿吨塑料中，有3 200万吨塑料——接近1/3——被任意丢弃，800万至1 200万吨倾倒进了海洋。剩余部分基本都被焚烧或者送往缺乏管理的填埋场，这造成了大量能量的流失。在设计阶段考量使用周期以及使用之后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提升设计水平。如果设计人员下足了功夫，消费者还会认为手中用过的产品价值为零吗？我们为何不将这个设计原则融入眼下正在发生的创新浪潮？

当前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类产品设计，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从摇篮到摇篮”产品创新研究所中，有400种产品得到了认证，其中65种得到了金色级别的认证。产品范围包括洗涤剂、地毯、混凝土添加剂、纱线、座椅布料、包装材料、家具、地板材料、一站式方案木材房屋等等。所有的产品都能够确保材料的价值完好，甚至有所提升。这些产品不但能够重复使用，而且生产方式也不会对自然资本造成负面影响。这些产品本身就标志着巨大的进步，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其证实了在不牺牲产品性能、便利性以及吸引力的基础上，确实能够实现高品质的设计。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设计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可以赢利。在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与麦肯锡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有5个实例能够表明上述设计转变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环境优势，它们分别是：手机、智能手机、轻型客运汽车、洗衣机、电动工具。研究显示，这五类产品经过改良后的设计加上新的商业模式创造出的价值，能使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大大降低。以洗衣机为例，以租赁洗衣周期为1万次的高端洗衣机（优化设计产品）替代购买洗衣周期为2 000次的低端洗衣机，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消费者每一洗衣周期的成本下降38%，制造商的利润提高35%，这是传统的能效项目无法达到的双赢局面（见图7.4）。



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7.4　租赁高端的设备比购买低端的设备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好处——以洗衣机为例

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材料需要不同的循环方案。这里作者以图7.5为框架来分析不同产品类别“使用结束”后的处理方案。如果产品的回收价值主要集中在产品本身，回收成本比较低，那么就应以产品或者零部件的形式进行循环。当前很多高价值的产品就已经进入了这类循环，例如高端医疗设备和喷气发动机等，这样的循环方式在未来还可以运用到更多的产品类别中（洗衣机等）。如果回收价值主要在于材料而不是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回收成本较高，那么产品（玻璃瓶等）就应进入公共循环系统中。但是这些材料一定要有明确规范，以确保可以应用在高价值领域。还有一些产品，按照当前的技术水平，通过燃烧来回收能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产品可能会通过生物炼制技术得到更好的利用。



来源：作者分析

图7.5　差异化的材料循环系统

搭建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体系还会带来更为关键的“附加影响”，那就是提升健康水平。在工业化国家中，癌症、哮喘、过敏、内分泌疾病等的发病率都在上升。多数毒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暴露于各种化学影响之下的后果：某个产品的某一种化学物质可能不会超过监管水平，但是各种化学物质的影响叠加在一起，显然会危害健康，而且化学物质本身也会损害材料在下一使用周期中的价值。因此，促使材料使用变得清洁的除了环境原因、经济原因外，人类健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指引前进方向的新政策

当下很多企业已经拥有了很多不错的尝试材料循环的机会。然而，大部分机会没有得到利用，这主要是因为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问题（回顾一下前文谈及的“精益生产”的例子）。其实很多产品在使用结束后，仍有很大的利用潜力和空间，但需要相关的政策提供激励。例如，现在很多塑料包装完全可以回收，并重复使用，从而保留塑料的质量和价值。而目前这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相关规范和市场不存在，也没有哪个企业能以一己之力建立起高价值的二次材料市场。

为了推动材料库的建立，这里提出一个政策框架：假设欧洲（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决策层在2016年宣布，从2030年开始，欧盟范围内所有出售实体产品的生产商需要在以下方案中做出选择：

1. 生产商回收产品，并投入自建的材料库，生产商自己负责产品在下一周期的利用方式，例如重复使用、再制造或者以安全方式处理生物材料。在此方案中，只要生产商能够负责解决产品使用后的问题，它们就能够在产品和材料的设计方面享有与当前一样的充分的自由。

2. 生产商还可以选择使用公共材料库，但是需要遵循公共系统中的规则，以确保材料保有高价值，并以较低成本进行循环。也就是说，企业需要遵循前文中的设计原则（区分技术材料与生物材料，严控材料的使用，保证产品易于拆解等）。

当然，生产商也可以做出综合选择：回收产品后再次使用那些从经济角度考量值得利用的部件与材料，其余部分则按照公共循环系统的规则进行处理。

如果决策层决定，在10~15年后开始落实这项清晰且稳妥的规定，生产商们就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我认为，这会释放出巨大的创新能量，生产商们会委托开发工程师专门研究各种零部件、材料的重复利用方法，并让采购部门开始计算回收产品的最低成本方式。行业协会则会制定相关标准与合作项目，以形成规模，降低回收成本。当前的垃圾处理行业将会被精密有序的二次材料行业所替代。按照这样的趋势，也许用不了10~15年，可能在接下来的5年中，转变就能实现。

通过建立这个系统，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推动“从摇篮到摇篮”材料库的建立；能大幅提升二次材料市场的规模与质量；能大幅减少原生材料的需求；能激励生产商使用经济价值高于材料分解费用的添加剂。同时也会在众多行业中掀起改革创新的浪潮，具体内容在第13章中会详细讨论。

资源汇集的一个重要地区就是城市。全球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会继续上升至70%，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源将会进入城市并在其中循环。城市将会成为现代经济的资源聚合器。有机物必须在保有高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在城市与土地间进行循环。有些资源可能会被汇集起来输送到世界各地。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例如聚合物、玻璃、建筑材料，它们基本都汇集在城市地区。资源市场的质量将会成为影响城市生产力与宜居性的重要因素。

高效的再生系统——减少系统性浪费现象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集中讨论的，目前存在严重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地整合系统，那么必将会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创造更多机会，得到优化的实体价值链也是“净正面”原则中的第三大支柱。

下面就来讨论关于经济体中三个最大价值链的愿景：交通出行、食品与住房。这些愿景在相应领域受到了专家们广泛的检验与测试。虽然畅想10年、20年之后的事情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作者认为这样的设想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方向，感知变革的速度（见图7.6）。



注：① 服装、公共管理（不含医疗与教育）以及其他消费品

② 运动、媒体以及其他娱乐

③ 各项数据单项使用不具代表性、准确性

来源：欧盟统计局、作者分析

图7.6　经济体中对资源需求最大的三大价值链

这些愿景与当前价值链的运行模式截然不同，也有别于目前价值链发展的轨迹。然而，如果创新技术、循环材料、产品设计、商业模式、技术设施都能得到有效利用，其综合影响将会重新定义人类的出行、生活、饮食，人类的福祉也将不再依赖资源利用。

交通出行——融合共享的电力系统

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评估，交通出行是一个价值10万亿美元的超大市场。在近几年中，这一领域受到了以下几大技术变革的冲击：电动汽车生产规模扩大；碳纤维、铝材等轻型材料得到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在数年之内可能就将在道路上驰行。如此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不已，第三部分会详细讨论。

但是，真正的机遇并不是这些“超级汽车”，而是潜藏在系统层面中的变革。这些切实发生的变革来自共享汽车平台以及全新商业模式的崛起，以及由此整合优化的系统，典型案例包括提供汽车载客服务的优步、来福车、网络拼车平台BlaBlaCar、点对点汽车租赁平台Car2Go等等。

不妨设想一下，在交通出行的系统中，大部分车辆都由中央车队管理人员控制，消费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叫车，在公共交通接驳处会有充足的车辆供应。相比当前的“全程用车”模式，这样的系统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使得人们的出行可以由多种模式构成。在系统中，共享车辆在5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乘客所在地点；其利用率将会远远超过前文所分析的2%的私家车利用率。共享车辆的每趟行程都可以搭载一名或若干名乘客，它们不再需要为了寻找停车位而浪费时间。所有共享汽车接入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这增强了现有道路的通行能力，减少了交通拥堵。作为出行服务的所有者以及运营者，车队管理人员将随时监督车队中的车辆。中央系统会负责上千台车辆的实时派遣、路线规划以及优化。该系统通过监控交通流量预测用车需求，确保能在需求量较大的区域及时提供服务。在非高峰时段，车辆会以优化序列排队进入服务站，享受维护、清洁、充电等服务。预测性保养维护模式会通过数据分析找出故障频发的零部件，并进行更替。汽车的使用寿命将从目前的20万~40万公里提升至50万~100万公里。在使用寿命终期，30%~40%的零部件将在回收后用于再制造，贡献于下一代汽车。交通出行的成本将明显下降，而便捷度将大幅提升，环境足迹水平则将大大低于当前水平。

这样的愿景听起来遥不可及，但是想想上文列举的技术与商业模式，除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之外，其他变革在当下或者未来几年内都将不断扩大规模。因此，只要城市与国家愿意为之努力，这里所描绘的愿景在10~20年完全可以实现。

如果按照当前的轨迹继续前进，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大部分城市交通出行系统的进步都远远赶不上汽车技术发展的速度，因此，按照当前方向继续前进，日新月异的汽车技术会吸引更多人去购买汽车，进一步污染街道乃至城市，增加平均通勤用时，而这将催生更多的道路建设，进而带来更大的污染。

两种情景千差万别，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第一个都比第二个美好太多。在这样的机遇面前，反观人类自身，可以说在所有的城市与国家，这个系统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管理。

食品

通过完善与整合，全球食品系统也会出现新的机遇。在过去几十年中，食品领域的专业化不断提升，农民、食品加工企业、零售商、垃圾管理组织都在不断优化各自的业务，一般以3~5年为周期进行规划。这确实提升了效率，但是也导致土地过度开发、灌溉需求增大、营养物质流入湖泊与海洋、浪费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未来的全球食品供应，威胁着整个自然环境，这在第一部分已有讨论。

从系统层面出发，营养物质的流动应该形成闭环。首先设想一下，食品垃圾与其他垃圾分离，前者进行厌氧消化处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将产生属于可再生能源的生物质，以及可以重新回到土地中的生物肥料。在附录2收录的案例中，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利用食品垃圾为公共汽车提供燃料，这一做法带来了众多好处，比如降低成本、促进就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轻空气污染、提升土壤肥力、降低富营养化，等等。同时，如果价值链的优化能避免31%的食品被浪费，这意味着什么？最简单的事例之一就是在法国连锁超市Intermarché等大型零售商那里，体积、形状不理想的水果和蔬菜不再被丢弃，而是折价出售，这一策略得到了消费者的积极回应。最后，如果在农业活动领域进行改革，那么资源以及再生技术将得到高效利用，例如，当前的精准农业、免耕作业将得到大幅推广，这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内容将在第三部分讲述。）

与上文中交通出行的变革相比，这个食品层面的愿景相对没有那么宏大，却意味着食品系统会更加健康：灌溉、矿物肥料以及杀虫剂的需求都将减少。短期之内成本可能会上升（成本是否上升存在争议，但有案例表明这类农业活动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分析，土壤肥力恢复良好必将带来更高的生产量，粮食供应不足与环境危害出现的风险也将大大降低；5~10年，经济收益就能够超过当前预付的额外成本。况且实现这一愿景的技术也已经出现。

那么人类社会是不是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呢？实际情况却与我们的设想恰恰相反：人们不断增加矿物肥料以缓解土壤退化问题，食品垃圾分类的实施范围极其有限，价值链中食品浪费的现象并没有减少。

住房

房屋价值链的情况与上述两个价值链的情况基本相似：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建筑师、城市规划人员、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商、业主、拆迁公司都在完善自己的工作（也是分内之事）。但是，在系统层面上，欠优化现象就凸显出来了：能源消耗过多，这是因为当前建筑的成本已经得到优化，但是使用周期的成本并没有得到优化。房屋建设缺乏长远考虑，规划过程中根本没有人考虑今后可能出现的拆迁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城市的建设影响深远，但是规划过程的投入却远远不够。最令人惊讶的是，很多西方国家建筑行业的生产效率已经常年停滞不前，例如，德国和美国的建筑行业生产效率仍旧停留在25年前的水平。

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困难，而且这种改变会在三大领域为经济带来好处。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建筑施工的完善，建筑物的建造成本应该会降低，而性能会提升。能源积极型房屋已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收益。模块化建筑技术使得建筑用时以及建造成本大幅削减。大型混凝土3D打印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建筑时间大大缩短。最近，中国的盈创建筑科技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建成了10户独立家庭住房，其间仅有数名工人协助。另外，办公行业与酒店行业中也存在待挖掘的共享模式潜能，爱彼迎公司的成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前，很多城市中未被利用的居住空间已经超过了传统酒店行业的住房空间。最后，城市规划揭开了崭新一页。交通出行系统经过完善之后，城市中心的大量空间得到释放，更好的环境设计就能够将这些土地好好利用起来，为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在这样的系统中，建筑物取材于闭环循环中的无毒材料并通过模块化方式建造，这些建筑物持久耐用且功能多样，与绿色基础设施（公园等）融合在一起。每平方米的成本将比当下减少30%以上。建筑行业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扭转为“净正面”影响。这一转变使得建筑物更有利于健康，更适宜居住。这三个系统的优化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球环境。

总结而言，这些愿景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商业层面。难道你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吗？提出这些愿景可不是因为作者对技术发展过于乐观——这里的技术设想其实还是相对保守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人类的系统已经充满了浪费现象，之前的章节已经探讨了造成浪费的历史原因，那么如今技术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人类完全能够选择另起炉灶，创造一个各方面都更卓越的系统。肯定了这一点，就要深挖创新潜能，这必将带来重大转机，尤其是当下各个价值链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技术变革，彻底改革发展路径的时机就在眼前。

第8章 “净正面”原则 递增、高效、健康


解决问题不能依赖当初制造问题的思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全球领先的包装食品公司的一位高管说道：“我们出现了问题。每卖出一个产品都是在败坏良知。消费者知道我们的产品对环境有害无益。每一年做一点儿改进只是让这个事实更加明显。长此以往，产品销售会更加困难。”

2002年，迈克尔·布朗嘉特与威廉·麦克唐纳在《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一书中发问：产品的制造难道不应该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环境吗？换言之，如果产品有害于人类，有害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么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产品呢？如果一个企业改进产品的工作只是减少一点儿损害，比去年少一点儿，比竞争对手少一点儿，那么这足以作为市场宣传的卖点吗？产品最基本的品质要求不应该是完全无害吗？我在第6章中已经指出，这不仅仅关乎生态效率。诚然，有很多工作值得肯定，比如节能吸尘器、表面活性剂含量低的洗涤剂、轻型塑料包装、取材于植物的PET塑料瓶（宝特瓶），但这些尚不足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也无法逆转当前的趋势。布朗嘉特总结道：“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设计精良的产品。”在他看来，这才是终极设计与质量革命。

“新话语的出现”这一部分已经描述了所谓的“净正面”原则，简而言之，就是经济活动对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的影响总和应为正面结果。作者也提出，这一原则应该取代生态效率，成为企业的新标准。本章将会讨论“净正面”原则如何转化为企业与政府的具体决策标准。当然，这里所做的描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这会涉及更为专业的内容，也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因此这里只是提出这个概念的基本框架。

向善而行

首先来看看企业。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资本或者能力去思考不同类型自然资本的长期存量。企业要靠收入来发展，大部分企业的规划周期最多就是几年而已。“净正面”原则应该成为企业的目标与准则——“新话语的出现”部分已经描述了这一转变的巨大影响，这一原则也应该融入企业的决策标准，在各个层面得到应用，例如产品开发、供应商招标、业务开发、再利用/再制造等等。将“净正面”原则融入这些决策中确实需要时间，但终有一天“净正面”原则会与当前的赢利原则同样重要。

用术语表达，就是企业应该将外部效应成本计入隐形价格，并将其纳入日常商业决策的考量，而且需要从整个产品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外部效应（包括产品使用之后的材料与零部件处理问题）。各个公司的外部性因素不尽相同，但根据作者分析，只要考量四五种外部性因素，企业就能很好地了解“净正面”原则的原理。碳排放、淡水利用、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和污水处理的影响（或者污水缺乏处理的影响）是最为常见的外部效应。关于外部效应，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精确的计量方法，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自然资本项目的InVEST模型。这些方法可以计算出外部效应的成本，只要多花一点儿时间，企业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计算外部效应的相应成本到底是多少。测算结果可能不完美，而且关于企业责任范围的问题，总是存在很多有争议的灰色区域。但是不完美的状况在当今经济中同样存在，例如供应商与次级供应商的不道德商业行为等。假设几年之后，国家环境部门或者国家统计部门出台关于主要外部效应的影子价格计算标准，并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每年进行估测（不同地区关于淡水资源的外部效应肯定存在差异），其结果就是净正面的估测更为直观，并且促使企业建立共同的标杆。

计入外部效应影子价格的计算方法与常规计算方法会持续共存。作者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主要外部效应都能够具备正式的价格标准，例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就为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制定了价格标准，但这确实需要时间，而且作者认为，不一定所有的外部效应都能获得正式定价。因此，正如当前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共存的情况一样，两种价格计量会持续共存。几年之后，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会对“净正面”原则更为熟悉，更习惯于从这个角度分析业务，投资方和消费者也会开始询问相关的情况，那么没有计入外部效应的计算方法就会显得有所不足。

这听起来并不陌生，不少先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部门在做重大投资决策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考量。但是，据作者了解，极少有企业将相关数据纳入整体的决策工作。有些企业并没有通过外部效应成本计算的方式将自然资本和健康影响转化为通用货币的价格，有些企业仅仅在最重大的决策上才进行相应估算，还有企业根本没有为测算进行普及相关知识的工作，更没有企业将“净正面”原则作为达标准则。因此，当前的企业运作与真正的“净正面”原则的应用还相距甚远。当前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在没有相关规定的地区，有些企业主动为二氧化碳确立影子价格，并且在投资活动中对比计入二氧化碳成本前后的情况。

那么有些人可能要问了，如果“净正面”原则与赢利原则存在冲突，企业还会主动应用“净正面”原则吗？作者认为，在一二十年之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回顾一下性别平等、多元化、童工、腐败等问题。一二十年前很多常见的不良行为——明的暗的都有——在今天，尤其是大型企业中，早已无迹可寻。作者当然知道做出转变并不容易。例如，很多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领导者需要做出权衡；企业有可能很难影响供应商和次级供应商的行为。还有一些行业目前缺乏变革性的技术，企业要么就继续在当前的情况下运作，要么就只能破产。但对于大部分行业而言，随着技术变革的持续发展，在未来5~15年的时间里，“净正面”原则在经济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可行性都将大大提升。

此外，人类还有别的选择吗？遵循从前的方法肯定行不通，前文已经做出了大量说明。正式的环境法规出台（禁令、税收、排放定价等等）可能还需要我们经历漫长的等待，但这也许正是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箱”——支撑现实世界的决策

三大支柱框架以及新的准则在行业层面如何发挥作用呢，作者将其转化为企业与行业的一系列行动领域，简称为ReSOLVE框架（见图8.1）。这些行动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上文所描述的愿景的实现。虽然不能保证经济活动实现“净正面”的目标，但是这些行动领域都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 再生。从不可再生能源与材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与材料，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健康水平，提高经济收益。这一领域的实例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世界各地退耕还林、土壤保育的工作。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

图8.1　ReSOLVE——创建美好经济的商业行动清单

• 共享。通过分享产品与基础设施，获取更大的经济价值。实例包括优步、来福车、Car2Go、BlaBlaCar等汽车共享公司，还有爱彼迎等房屋共享公司。BlaBlaCar汽车共享服务当前的年增长率为200%，其在19个国家有超过2 000万的注册用户。爱彼迎共享平台覆盖了190多个国家34 000座城市，出租房源超过100万套。

• 优化。提升产品性能/效率；减少生产与供应链中的浪费现象（采购、物流、生产、使用、回收等环节）；应用大数据、自动化、远程感应与操纵等技术。最佳实例之一就是丰田汽车公司最著名的精益生产理念。

• 闭环。零部件与材料形成闭合循环，使其价值最大化。对于不可再生材料，这意味着重复使用、再制造以及循环零部件等，卡特彼勒工业设备、米其林轮胎、劳斯莱斯汽车和雷诺汽车等公司已经在落实这项工作。对于可再生材料，可以使其营养物质回到土地中，或者对其进行厌氧消化处理，又或者从有机废物中汲取生化材料。

• 虚拟化。通过虚拟方式推送产品，推动去物质化。实例包括电子图书、数字音乐、在线商城、虚拟办公室、网络银行、远程体检和远程安全监控等等。可以实现虚拟化的产品与服务数不胜数，这可以减少材料的使用，减少出行，优化服务。

• 替换。以先进材料替换旧材料；应用新技术（3D打印、电动汽车）；选择新产品与新服务（采用多模式出行方案）。

每一个行动领域都存在无数的机遇，全球有很多先进企业已经在某一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图8.1所示。在企业工作中，作者的团队时常会应用ReSOLVE框架以启发增长与创新的好点子。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框架总能引发管理高层的共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若干个令人向往的提升空间。每个行动都会对其他行动起到推动作用，相辅相成，形成强大的综合效应。

这个框架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它反映了过去10~15年的变化，反映出大多数行业落实“净正面”原则的可能性。“净正面”原则不但可以实现，而且对许多产品与服务来说都大有裨益，这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在过去10年中，大部分国家的清洁能源成本竞争力不断增强，这个变化影响深远，因为在“净正面”的计算公式中，化石能源可是占比颇高的负值因素。第二，追踪产品与材料的成本已经降低，垃圾分类的进步显著，循环材料系统的使用也指日可待。这就解决了“净正面”计算公式中的另一个负值因素。第三，过去10年中，数字技术的进步显著优化了共享与虚拟服务，使产品得到了更好的利用，这也增加了“净正面”计算公式中的正值因素。第四，数字化提升了透明度，强化了问责制，如果企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无论这一行为发生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企业都难以脱身。在21世纪，“净正面”计算公式中的所有重要因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下面就以几个产品类别为例，分析“净正面”原则和ReSLOVE框架的应用。

• 汽车。以“净正面”原则计算，现在很多汽车的使用已经比较合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提升，自然资本的损失便得到了弥补，当然也有部分汽车没有实现这一点。设想一下，如果所有汽车都实现了清洁能源驱动、建造材料可重复多次使用、车辆利用效率大大提升这三点，那么综合效果将非同凡响。这些改变可以降低自然资本损耗，保护环境健康，与此同时，这也会使得汽车的经济、社会价值成倍增长。在此模式中，汽车和材料必然会增加人类的资本总和。但这样的设想现实吗？这一模式确实不能马上应用于所有汽车企业，但是当前已经有共享汽车公司利用全电动汽车开展业务，并获得了显著的商业收益，从而迅速发展。巴黎的Autolib就是其中一例，后文会对此予以进一步讨论。

• 棉布。未来的服装行业可以采用新型纤维，并在生产过程中对其进行升级再造。衣物召回或者循环利用将取代焚烧处理。棉花种植农场应该高效利用水和土壤。

• 餐巾纸。如果餐巾纸（以及其他消耗品）是通过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制造出来的，并且产品设计能够确保其以安全无害的途径回到生物圈，那么这些产品就不会造成自然资本损耗，其自身也将成为具有价值的生产资本。

这些产品十分常见，并不是什么特例，实现“净正面”原则不但有明确可行的路径，而且也有很多实现赢利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当前已经出现的机遇。根据以往的经验，当激励措施与宏大目标同步时，人类智慧往往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果：载人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可再生能源革命等等。

递增性增长计划——国家的新罗盘

企业主动改变规范和准则确实难以撼动传统资源经济的既得利益，但这仍旧是重要的一步。况且只有积极推动视角的转变，政治领导层才能够出台正式的外部效应定价，并从国家层面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

那么“递增性增长”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其看待经济发展与经济表现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第4章讨论了GDP作为首要经济指标的局限性，并介绍了一些其他的指标，其中IWI与“净正面”增长的概念基本一致：分析国家资本库存的价值，拥有定义广泛的资本概念，其中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在这个概念中，发展指的是资本库存总值的增加。本书有时候也会用“递增性增长”一词，强调这是一个积累资本的发展过程。但是，作者认为IWI也有不足之处，其对于破坏自然资本的定义过于狭隘，未能考虑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水资源短缺、营养物质流动、生物多样性问题等；环境危害（化石燃料产生的粉尘污染）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未被考虑在内，因此IWI对于增长的估值远低于GDP，而其对于当前增长模式的负面影响仍然评估不全，所以实际状况可能比IWI的测算更加糟糕。但不可否认，IWI的出现仍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报告也明确指出它正在不断拓展评估方法。

如果各个国家除了关注GDP，同时也开始测量并公布IWI数据（或是类似测量方法的数据），那很有可能会带来有益的讨论。人们会开始比较两组发展数据，研究人员会剖析IWI增长水平低于GDP增长水平的原因，然后讨论的重心会逐步转向如何缩小两个增长水平的差距。同时，这也会动摇根深蒂固的普遍观点，即GDP是衡量经济进步的唯一合理方法。

各个国家会公布关键自然资源的影子价格，给企业提供参考，并在公用项目招标等与企业的往来中询问这类数据，间接指引企业逐步重视影子价格的测算。

如果政治领导层能够落实此类行动，那么未来正式实施自然资源损耗规定时就会更为顺利。

如果读者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有了解，那么就会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企业提出了较低的可持续性要求（自然资本以及其他资本可以在同一种货币的框架中实现平衡，即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而对国家则提出了严苛的可持续性要求，虽然IWI将自然资本和健康等状况都总结为一个数字，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各类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在作者看来，这是责任的划分，企业无法站在国家的角度去理解环境问题、担负如此重大的环境责任，因此，企业之间可以留有进行交易的空间，而国家必须要管理好各类自然资源，例如淡水资源等，以确保整体的使用情况不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9章 模式变革 案例：颠覆模式下的欧盟经济


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反思生产、工作、消费的方式，创造更多的新机遇，更多新岗位。

——弗兰斯·蒂默曼斯，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于2015年12月在欧盟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发布会上的讲话。

三大支柱模式在现实世界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扭转经济发展与就业局势？为了验证这一理论，作者将前文所描述的前景进行了量化处理。

第一，我们逐个对系统进行建模，了解其中的成本与表现。针对每个系统，设立了“颠覆模式”和“传统模式”两种情境，以预测在不同政策规划下人类未来的境况。在“传统模式”情境中，主要工作是落实产品层面的改进工作；在“颠覆模式”的情境中，所有的新型技术以及商业模式都得到落实。

第二，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两大情境中的经济层面影响。在建模方面，作者邀请了一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建模团队以欧盟为测试区域，为我们提供相关数据。作者也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源系统优化程度较低而自由水平较高，做出转变之后的受益程度应该会超过欧盟。

上述预测的分析结果令人惊讶：潜在机遇超出了预期。在经济增长、自然资本保护、社会平等三方面，“颠覆模式”都呈现出更好的结果；就业方面没有正式的建模分析，但是作者在研究中进行的文献分析，同样呈现出正面结果。简而言之，分析结果令人振奋，这一结果表明上述愿景确实能够解决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困境。

转型收益——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多

首先看看价值链层面，分析显示，各种改善工作落实之后，家庭的交通出行成本将下降60%~80%，食品成本将下降25%~40%，住房成本将下降25%~35%。对于规模庞大且已经成熟的领域来说，这是很高的比例。而且，成本下降也意味着家庭的“收入增加”，这一点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尤为明显。这里要明确一点，作者并不认为所有的改进都会体现为成本的下降，也有可能是食品质量的提升，也有可能是汽车变得更为便捷，也有可能是住房居住面积增大。这里利用节省家庭开支的方式进行说明，只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未来机遇何其巨大。

在宏观经济层面，建模分析显示实施“颠覆模式”战略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与现状相比，两种未来情境都更为乐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个发展趋势合情合理，但是通过“净正面”原则推动的“颠覆模式”在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更好的结果，例如GDP、就业状况、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消耗，这确实令人诧异（见图9.1）。

首先看看GDP。通过“颠覆模式”，欧盟的GDP到2030年预计将会增长11%，比“传统模式”情境高出7个百分点。这是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建模中也十分罕见，当然我们也要仔细思考其是否完全可信。均衡模型是此类量化分析使用的典型经济学工具，但是建模的情境与“常规状况”相差越远，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也会越低。不过，从直观感受来讲，这一分析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的新技术得到合理利用，政策得到完善，改革成本降低，那么当前各大经济领域中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必将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人类能通过较低的额外成本从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规模中得到更大的经济回报。批评人士或许会认为这是在幻想“天上掉馅饼”，但是第5章已经说明了当前严重的浪费现象，而且系统中的浪费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本书第三部分将会说明相关技术已经在快速发展。所以，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规模可能有待深入探讨，但是整体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即从现有产品、材料、基础设施中获取更大的价值，这样的经济战略显然更加切实可行。



来源：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图9.1　更好的经济效益，更好的环境效益

注：假设2012年的水平为100，以此进行对比。

那么就业状况又如何呢？研究报告《内部增长》中的一项学术元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上述经济转型对于就业的影响。在分析中，一位来自曼海姆大学的研究者在回顾了65项学术研究后总结道，根据现有的学术理论，这一转变确实能够给就业带来积极影响，即新出现的工作机会将会超过消失的工作数。为什么呢？第一，第二级生产往往比初级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循环回收领域比原材料领域的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工业再制造比初级生产的劳动密集度更高。例如，1 000吨垃圾的处理工作可创造0.1个就业岗位，而1 000吨垃圾的循环回收工作可创造2个就业岗位。第二，随着价格下降，各个领域的消费将上升，这会间接带动就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转型的深入，很多市场规模可能会扩大，就业数因而会增加，新的市场也将成为新的就业源泉。例如，汽车拆卸与回收，共享汽车管理，稀土金属整合，交通出行系统集成咨询服务，大规模共享办公空间供应服务，生物肥料生产，材料毒性削减管理工作，二次材料采购，“净正面”产品设计，二次建筑材料供应，材料咨询服务，土壤生物学，能源承包代理，能源储备集成，内置温室管理，氮排放核证交易，时装租赁，手工活动，交通意外管理，能源数据分析等等。

根据创新理论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向“净正面”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创新工作，既能创造就业又可刺激增长。他在研究中指出了三类不同的创新工作，分别是替代型创新（更好的车型取代了旧款车型），效率型创新（沃尔玛大规模且高效的商业系统能够使其出售的产品比竞争对手更便宜），市场开拓型创新（针对新的需求提供服务，例如智能手机上的即时导航功能，大规模的能源储备等等）。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三种创新都必不可少，但是根据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只有市场开拓型创新才能够创造真正的增长，并促进就业。替代型创新从本质上说只是用新的产品和生产取代之前的产品和生产，效率型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劳动力。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列举了众多实例来阐述市场开拓型创新是如何促进增长与就业的，并且批判了很多政策与公共资源向另外两种创新倾斜的事实。

在本书所设想的情境中，很多重大的新需求以及部分规模较小的需求，将会得到满足，相应市场也会随之出现。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输送回土地中，维系材料库的价值，优化大型价值链，清理能源系统等等，相应的服务会一一满足这些要求。

资源平衡——从致命弱点到最强优势

再来说说资源，“颠覆模式”能够有效分离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落实“颠覆模式”的过程中，三大价值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2年相比，到2030年时可以下降48%，到2050年时可以下降50%。原材料消费到2030年将下降32%，到2050年将下降54%（见图9.2）。这些数字意味着落实相应战略后，欧洲或是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都能够稳步实现《巴黎协定》将地球气温升温控制在2℃之内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有效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如果估测基本准确，事实上作者也确信如此，这也说明解决当前大型价值链中的系统层面浪费问题既能够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将环境足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益处，比如欧洲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资源进口地区，借助上述转变，欧洲市场可以不再严重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源市场，稀有材料的供应安全问题也将有所缓解，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欧盟与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有一大重要区别：对于很多产品类别来说，二次材料如果得到良好的管理，其供应就能满足很大一部分需求，而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其二次材料供应远远小于整体的需求。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材料消耗的空间相对较小。

三大支柱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气候变化的讨论与谈判一般都聚焦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包括交通和建筑物）、土地使用和农业领域，对于三大支柱的作用没有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高效的再生系统，都不在核心话题的讨论中。这不但有失偏颇，而且还导致了大量机会的流失，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不能逐步建立“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基本不可能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之内。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原材料生产就占了19%，垃圾处理占3%。生产过程中改用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确实可以减少排放，但是减排幅度几乎不可能达到90%~95%，因此无法满足控温的排放要求。因此，原材料生产的规模也必须减小。

第二，按照当前市场状况，很多循环经济的策略在落实之后已经实现赢利，还有一些则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制度实现。在报告《内部增长》中，作者提出了100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对于当前气候讨论中的核心策略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

第三，很多提升的机会并不能借助碳价或者当前气候讨论中常见的行动方案得以实现。循环经济系统的机制则要另辟蹊径。例如，在钢铁和塑料领域，维系材料的高价值就需要改进回收工作、建立追踪与循环体系、完善二次材料市场、禁用某些毒性物质，或者强化生产者的职责等等。

如果同意上述观点，那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首先应该承认，在向低碳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是关键支柱之一。能源效率、森林资源等领域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过去10年受益匪浅：在融资、政策开发、知识投资以及具体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循环材料系统的概念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能够有效推动这一概念走向成熟。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扭转了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取得了显著进步。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工业引擎中的材料流动问题。材料的循环流动也许就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再来看一看其对于水循环的影响。在谈及气候变化的问题时，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水资源危机十分严峻、需要全新的应对方案。而循环经济恰好能够为其提供引导。从表面来分析，当前大部分的水资源问题显然都是由制度与市场的缺陷导致的。但究其根源则在于人类对大部分宝贵资源的使用过程呈线性模式，在使用过程中，水资源的污染程度不断加剧，最终变成毫无价值的废水，进而导致了水资源的成本上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其实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几个基本规则使水的使用形成良好的环型流动：对于进入水循环的水，要确保其中不含激素、毒性油墨（来自一些劣质卫生纸）或者纺织品染料。这个规则一旦确立并得以实施，意味着欧洲每年产生的900万吨污泥将会消失。目前，已有新型技术能将废水中的能源和营养物质分离出来，使水资源得到再利用。例如，新加坡的公共事业委员会打造的“新生水”（NEWater）品牌瓶装再生水就利用了这种新技术。我们或许应将水资源视作耐用品，实施零废水排放的措施，使水资源形成闭环。当水体中的物质处理成本太高或者再造成本太高时，废水零排放的处理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国家层面，水可以被当作定量库存资源，也可以被当作可再生流动资源。例如，沙特阿拉伯在农业领域所使用的蓄水层水源就被视为定量库存资源，其使用程度被规定不可超越蓄水层补给项目的补充能力。其他的水资源处于流动资源系统中，可能是河流，也可能是自然补给的蓄水层。只要取水量不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就可以从这些流动系统中取水。

最后，还可将水资源纳入基础设施系统。要知道，全球水资源网络与废水处理厂当前的价值约为1 400亿美元。根据“净正面”原则，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应当最大化。这部分基础设施其实可以服务于更多领域，例如输水管道沟渠可同时用于安装电信光纤，污水处理厂也可集中处理食品垃圾。我们还应改革水资源的交易方式、提升资源效率，水厂自身就应该创造绿色能源。有很多案例显示，污泥的厌氧消化处理能够产生生物气体，而这些气体甚至能够满足污水处理厂60%的能源需求。

递增性原则提供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减少碳、水等资源系统中的浪费现象，在不损害自然环境或者造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推动发展。读者们也会发现，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与“净正面”原则的发展视角截然不同。

递增性投资——正在进行时

从投资的角度出发，也有明显证据表明投资收益与环保行为是可以实现双丰收的，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市场还未及时跟进、未能充分认识可持续性风险的现实状况下。2014年，牛津大学与金融公司Arabesque对可持续投资进行了一项大型元分析，在回顾了200多项学术研究后，它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决策过程，最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这结论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缺乏考量，迟早会遇到麻烦，无论是压榨工人，或是滥用自然资源，又或是其他危害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最终会被消费者、媒体以及政策部门察觉，并引来恶果。这将会给企业的股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的证券市场上，这些风险未被重视，如果资产管理人员能够规避这些风险，决策结果自然能带来更佳结果。

最佳范例应该是阿尔·戈尔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其工作人员利用上述策略进行资产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该公司成立之后的10年间，其表现显著超越同行。2005年至2015年，该公司年均回报增长率为12.2%，MSCI国际指数“明晟指数”的同期值为7%。伦敦金融分析公司美世咨询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在200家全球股票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二。

凯尔·巴尔基索与托比·希普斯在他们2014年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分析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08年至2014年的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的低碳型投资组合与相应类型的非低碳型投资组合，并分析了其中的风险与收益。综合分析得出，在常见的投资策略中（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最大多样化投资组合等），根据基金管理机构常用测量工具的测算，选择低碳型的投资组合能够带来较好的收益。结论就是各类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放心选择低碳型投资组合，实现风险调整后收益的最大化。

上述的“影响力投资”在当前投资总额中占比不大（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估测，2015年影响力投资总额约为122亿美元），但是年增长率高达15%。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其资产管理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最近黑石集团建立了美国影响力股票基金会（Impact US Equity Fund）；高盛投资公司也在近期收购了专门做影响力投资的印记资本公司（Imprint Capital）。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40万亿美元的财富从婴儿潮一代向千禧一代转移，影响力投资的增长趋势也将持续下去。

这可不容小觑。投资领域似乎已经认识到，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风险迅速提升，清洁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可持续性与经济收益“非此即彼”的状态或许将一去不复返。对于强大的企业与聪明的投资者，二者兼得已经不成问题。




        

第三部分 大颠覆

经济巨变正在上演，传统的产业模式已受到冲击。全球最大的商店（阿里巴巴）并没有实体店面，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也未拥有大量汽车，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供应商（爱彼迎）也并不是最大的房屋业主，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脸书）本身并不提供媒体内容，全球最大的影院（网飞）没有放映厅，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是硅谷一家装配电池兼零部件的工厂，全球最大的电话公司（skype）并没有铺设有线电缆，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Justgiving）也没有自己的慈善项目。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整体资源利用的概念能否得到重新定义？外部效应、无本获利和滥用资源等棘手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本书第三部分将会分析重塑全球经济的创新颠覆：技术革命深入各个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出了20年前人们的想象；在全球各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扭转了许许多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截至目前，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了信息型行业，例如娱乐、出版行业等。在这一部分，我将会重点展示未来10~20年技术革命将如何深刻改变实体行业，并对经济与环境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我也会提供前沿的变化趋势，希望通过发展实例来激励读者。另外，本部分也会阐明，技术革命提升了人类优化经济发展的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第一部分提到的“社会借贷”问题，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另外，这部分也会提到发人深省的一点：当前发展的大趋势虽然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第一部分指出的发展模式问题，甚至可能使那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把各类因素都考虑在内后，技术革命对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影响是否仍是有益的。

我将在第13章中指出，创新与技术发展并非高深莫测、难以驾驭。过去的创新可能是某个发明家灵光乍现的结果，现在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创新技术发展的整体模式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预测，其受到市场力量、政策法规、政府投资的影响。这也强化了作者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必定可以实现自己所需的创新，人类也能够牢牢掌握创新工作的方向，使其为人类带来更丰硕的成果。毫无疑问，那就是有益的颠覆。

第10章 大趋势 数字化转折


万事万物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

从C40到C440——城市化的时代

2005年，全球性城市合作组织C40成立，当时，全球有40个城市被视作“特大城市”，C40这一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汇集这些城市的力量。10年间，城市化万象更新，截至2015年，C40已经有了80个成员，全球80%的GDP来自城市，70%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城市中产生。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0年，C40的成员数目可能会达到440个。根据麦肯锡“城市世界”项目的调查，2010年至2025年，全球一半的经济增长将来自这440个城市，这440个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将超过100万。如今，每周都有高达140万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预计到2050年，城市总人口数量将增加25亿，这意味着全球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中国政府预测，在今后5年之内，大约有一亿人口将迁入城市。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60%的人口将成为城市人口。

城市化背后的道理十分简单：城市提供了现代生活方式。例如优质住房、高薪工作、公共服务、娱乐设施和职业前景，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石与城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几百年来，城市一直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因为城市推动了劳动分工，降低了交易成本，引发了知识外溢效应，还使夫妻双方都能参与就业。同时，为城市人口提供基础设施比为农村人口提供的成本要低，例如修路、供水，等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城市汇集了聪明才智与创新力量——密集的社会交往酝酿无尽的新思维，不断为商业、科学和艺术注入新鲜血液。

因此，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地球健康的影响举足轻重。人类所塑造的城市结构往往会存在数个世纪，当前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布局正是两百年前拿破仑的杰作。其中的意义何在？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提出了值得深思的案例：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的城市密度很高，162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居住了533万人口，市内交通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人均每年0.7吨；美国亚特兰大市拥有525万人口，地理面积为4 280平方公里，交通系统的二氧化然排放量为人均每年7.5吨——是前者的15倍之多。委员会估测，城市过度扩张的成本每年高达4 0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与公共服务供应的成本，还有一部分是事故与污染赔款。中国对261个城市进行调研后发现，如果就业密度翻倍，劳动生产率将上升8.8%。是的，这就是城市规划中巨大的经济与环境价值。

城市规划如此重要，但当前的落实工作远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城市的规划欠缺全面而长远的考量，大部分城市也没有充分的分析资源来支持精细的规划。世界银行2013年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最大的150个城市中，仅有20%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纳入了低碳措施。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融资。在发展中国家的500个最大城市中，仅有4%在信用评级上达到BBB或以上水平（信用程度较高），因此，这类城市基本上没有办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上述现象与本书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从本书的论点出发，上述问题说明城市化对于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十分关键；城市化可以成为发展净正面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按照当前的发展方向，城市可能无法为经济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基础。

数字化——万事万物皆有可能

2004年，孟加拉国六年级学生娜迪亚未能通过一次重要的数学考试，这很可能会影响她的升学。焦虑的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娜迪亚远在美国的表哥萨尔——家族中最有数学头脑的人。娜迪亚的表哥萨尔全名叫萨尔曼·可汗，他欣然答应帮忙。他利用雅虎的记事本工具Doodle为表妹进行远程教学，小姑娘最后在重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萨尔曼神奇的辅导课在家族中传开了，不少亲戚也想请他帮忙，但是当时他还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任职，闲暇时间十分有限，显然难以一一进行辅导。于是，萨尔曼开始将辅导课“自动化”，他在YouTube上录制视频：一边解说重要的数学概念，一边绘制公式、计算过程等。视频瞬间大热。萨尔曼·可汗发现了新的使命，于是，他离开了原来的岗位，着手建立了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并致力于“让所有人享有免费的世界一流教育”。从建立之初，可汗学院就迎来了飞速发展。2015年，每月有1 500万名学生在线学习，解题超过30亿个。2015年，平台免费提供的课程超过5 000种，涵盖了物理、化学、语言、历史、艺术学科，授课语言有23种（某些课程的语言有65种）。课程材料在全球两万多个课堂上得到使用。

平台如火如荼的发展吸引了著名慈善人士和机构的注意，其中包括比尔·盖茨、谷歌公司、卡洛斯·斯利姆等，这使得可汗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2012年，可汗在采访中说道：“按照每一美元的影响力来看，这些数字真的非常惊人……我们的运营预算是700万美元，但是一年之中平台惠及的受众大约有1 000万名学生。”每位学生所占预算不足一美元，解决每个问题的成本不到一美分。

可汗学院的故事妙不可言，在创新技术颠覆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很多书籍都谈到了这一点，很多人也在亲身见证和感受着这个趋势。智能手机上不断涌现的新程序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它们还未出现时，那些神奇的功能可能从未出现在用户的脑海中。这些信息意在激励大家，指明人类已经来到了新的发展临界点，那么对于本书提到的拥有三大支柱的经济模式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安德鲁·麦卡菲在其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中谈到，在当前的发展中，“万事万物”都可以数字化，全球经济来到了数字化的顶峰。两位教授以及多方人士都认为经济将得到重塑。崭新的数字化技术将成为通用技术，其在经济发展中将具有广泛适用性，因此，在他们看来，数字化在未来的影响力将堪比历史上带来巨大变革的蒸汽机与电气化。

首先看看教育领域。在大学教育中，数字教育的先驱人物之一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塞巴斯蒂安·史朗教授。2011年时，他开始准备在网上发布自己的AI（人工智能）授课内容。教授平时上课时一般有200名学生，而网络课程即将开始的时候，报名人数竟然达到了16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加入了这项课程。史朗说道：“这确实令我大吃一惊。”尽管这门课程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完成课程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3 000名。他们完成了学习，而且还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课程，授课成本按人均计算几乎为零。自此之后，“大型公开网络课程”（MOOC，又简称为“慕课”）成为一个正式概念，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开始效仿，以各自的方式提供在线课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建立了致力于向全球提供高水平的在线教育的非营利组织edX；斯坦福大学参与建立的Coursera同样是秉承相似理念的非营利平台。edX共计有注册学生500万名，课程超过800门，Coursera的注册人数为1 500万名，课程有1 100种。

在线教育当然不是解决教育领域问题的万能法宝，例如，当某些学生群体缺乏学习动力时，在线平台就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另外，在线教育可能也无法提供线下教育的某些益处。但是整体的趋势确实惊人：就在当下，全球数以十亿计的学生群体能够以几近为零的成本获得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覆盖上千个话题，而且是由世界顶尖的教授授课。全球传统的教育系统在2012年的成本为4.5万亿美元，其中某些高等教育的成本大概是每年5万美元，这一数字跟当前的数字化教育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不难推测出未来的教育系统必将迎来巨变。

再看看律师行业。在商业法务领域，查阅档案的工作量庞大。大型企业的案件往往有上百万份文件需要筛查，这种工作够十多个初级律师忙上好几个月。现在电子档案查询软件取代了初级律师，对于用户需要找到的某些信息，这一软件会利用AI查阅文件，搜索特定的条例、成本数据、论证理由或者证据，等等。数字化之后的成本远远低于劳动力成本，而且前置时间大大下降，另外，软件的搜索翻阅可以更为精确——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律师哪怕有再大的热情，还是会感到疲惫，但AI可不会。软件公司Autonomy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奇表示，在文件审阅方面，500名律师的工作量只需要一名配备Autonomy程序包的律师就可以完成。

再看看数学以及工程学领域。先进的数学软件、电脑辅助设计（CAD）早已不足为奇。不过，在很多领域，软件操作已经更加人性化，比方说建筑设计已变得像虚拟版的乐高（Lego）积木拼砌游戏一般。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Microblink公司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序PhotoMath。这是一个数学学习程序，只要将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对准数学方程式，程序马上就会计算出结果。不仅如此，PhotoMath还可以逐一解释解题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在2015年，PhotoMath还仅能提供高中以前的数学内容，不过根据目前的趋势，程序经过更新换代后，必将能解决更复杂的数学问题。

因此，人类社会中的自动化已经不仅局限于重复简单的任务，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进程正在突飞猛进。研究前沿的热点之一就是机器学习，即系统通过观察和分析数据，自己开发出新的策略，而且这一技术的实用性已经大大提升。2016年3月，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阿尔法狗”）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成为AI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在国际象棋中，计算机使用的是把百万种组合方式进行编程计算的“暴力破解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象棋手就被计算机击败了，但围棋更加复杂。“阿尔法狗”可以自己分析围棋比赛和选手策略，然后生成“阿尔法狗”策略。2011年，IBM公司的AI程序“沃森”在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中击败了连胜纪录保持者肯·詹金斯。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在人类的奋斗中，似乎已经没有计算机不能涉足的领域。

在不久的将来，当人类希望将计算机的分析与知识转化为智能、多样化的实际操作时，机器人可能还会帮上大忙。你知不知道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组装宜家的家具了呢？你知不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的机器人界的足球世界杯RoboCup呢？机器人可以运球、传球、射门，“球员间”还有互动。现在还有航拍无人机可以追踪拍摄极限运动，日本长崎甚至建造了全球第一家机器人酒店。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科幻电影就曾预言过机器人的未来，不过可惜当时的技术还未能实现电影中的场景，全球市场每年生产的机器人也仅在20万台左右，然而，对于机器人将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何时发生，研究人员已经逐步有了清晰的估测。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丹妮拉·鲁斯说道：“让个性化机器人遍布全球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是这也很像30年前计算机科学家们面临的挑战——让计算机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个人计算机到个人机器人的大跨越已不再是无稽之谈。”

实例已经不胜枚举，那么再来谈谈先进技术得到应用的速度。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电台广播，用户数量历经38年时间达到了5 000万人。同样幅度的用户数量增长，电视用了13年，苹果公司的iPod用了4年，互联网用了3年，而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仅用了1年。2014年，适用于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程序多达1 200万个，下载总量为750亿次，全球人均10次。



图10.1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总结的12项影响最大的技术领域

110亿会成为全球人口的峰值吗？

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将达到110亿。这个重大消息来源于联合国2015年的《全球人口报告》。

回顾这一趋势，联合国上一次发布同类人口报告是在2004年，当时全球已经普遍认同人口峰值应该在90亿左右的事实。之后10年，许许多多的报告都在讨论如何满足这90亿人口的粮食需求、这90亿人口将追求何种现代生活方式、这90亿人口的发展与全球碳排放问题如何协调。大部分报告基调一致：让这90亿人口过上美好生活的同时又不损害地球，确实不容易，但可以实现。现在，90亿变成了110亿，之前所有的讨论都被推翻，平衡全球资源的挑战也变得更加艰巨。以当前73亿的全球人口为基础，当前预测的增长幅度，其实就意味着农田、淡水、住房、能源等的供应量需要翻倍。

在非洲，儿童是关键要素。这就是预测发生改变的原因——全球人口峰值从90亿变为110亿，主要在于非洲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随着社会进步，生育率将迅速下降，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父母明白子女成年的概率大大提升，生育计划的知识得到普及，孩子也不再是父母唯一的养老希望。全球妇女人均生育2.5个孩子，仅为1960年至1965年的一半。很多国家的人口学家发现，妇女人均生育率在十年到二十年间就从4%~6%下降到2%~3%。在尼泊尔、缅甸、阿塞拜疆、墨西哥等国家，当前生育率仅为2.3%。但是很多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生育率过低的问题。例如，德国、美国、日本的生育率仅分别为1.4%、1.9%和1.4%。

非洲没有出现同样的趋势，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育率仍旧居高不下。其中的原因难以说清，因为非洲的妇女也表示希望缩小家庭规模。理论上，这可能是受性别角色因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影响，但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原因——HIV/AIDS的感染人数比2004年的预测值要低。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44亿。这比原来的估测高出20亿，也接近当前非洲人口的4倍。如果预测基本准确，则意味着非洲人口将与亚洲比肩，是欧洲和美国人口总和的4倍。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在2016年即将迎来重要转折点。18~65岁的人群（所谓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一定义本身可能有失偏颇）自1950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这个下降不是人口比例的下降，而是绝对值下降。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减少5%，但是某些发达经济体的缩水比例会非常严重，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为23%，日本为28%，中国为21%。在大型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情况是美国，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到2050年将会增长10%，但是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将呈下降趋势。

第11章 奇点临近 下一次革命


人类关于未来的直觉是线性的，但信息技术却呈现指数型增长，两者大不相同。假设我走直线前进，30步就是30步。假设每一步都呈指数增长，那30步的结果就是十亿步。

——雷蒙德·库尔茨维尔：《奇点临近》

交通出行、食品营养、房屋住宅领域也即将迎来大颠覆。作者分析了2014年几大价值链的具体情况，难以得出任何定论。在价值链中，几乎所有主要组成部分都出现了多个技术突破以及商业模式，并已经可以赢利或者很快就能实现赢利，这将在未来5~10年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社会而言，相较于已经经历数字化的行业（主要是信息行业和交易行业，例如银行、摄影、娱乐、零售和出版等），未来的颠覆更加重要。因为这些价值链很长，接近人类需求的核心领域，对于经济与环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涉及的数字令人吃惊，例如，在今后10年中，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三大价值链的投资将高达60万亿美元。

本章将以交通出行、食品和建筑房屋三大价值链为例，为读者呈现光怪陆离的发展画面，同时也折射出当下前途堪忧的发展轨迹。

颠覆传统车程——下一代的交通出行体系

首先看看交通出行。共享模式、电气化、互联技术等趋势都在不断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也很有可能以商业模式落地。在共享模式中，一旦汽车的利用率提升，铝材、碳纤维等轻型材料就会更受青睐，钢铁不再是多种汽车零部件“理所当然”的选择。每一种新型技术都能够在汽车行业中掀起波澜，而且优步、特斯拉等全球领先企业仅凭其中一种优势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这些技术发展汇合起来，必将引起更大的震动，在未来几十年中，人均每公里的出行成本可能会下降80%。在大部分国家，汽车在机动化地面交通工具中的占比很高（欧洲的比例高达80%），这也意味着将来的交通出行体系将焕然一新。在讨论浪费现象的章节中已经可以看到，交通出行系统中仍有种种低效问题有待解决。

这里首先列举技术大趋势的某些关键案例和数据，以展现当前发展的规模。

共享模式

目前，智能手机得到普及，大数据应用广泛，共享概念赢得新一代消费者的肯定，汽车共享服务也因此遍地开花。在欧洲，汽车共享服务于2010年至2013年增长了40%。在美国，同类服务于2012年至2013年增长了24%。而且，简单的汽车共享概念衍生出了不同的模式：

• 优步、来福车、Kabbee提供网约车服务，由平台来匹配乘客与司机，司机可以随叫随到，乘客可独自乘车，也可与其他乘客拼车。

• 车队管理模式，汽车由车队进行管理，用户随用随租。这一模式的增长趋势非常迅速，以致汽车制造商明明知道这可能会引发蚕食汽车销量的风险，但仍然决定进军这一领域：AutoLib与雷诺汽车展开了合作，宝马与著名汽车租赁公司Sixt共同合作经营共享汽车DriveNow，大众收购了汽车共享公司Quicar，梅赛德斯-奔驰则收购了Car2Go。

• 点对点汽车共享是上述车队模式的衍生，即用户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共享由私人所有的汽车。

• BlaBlaCar等公司提供的服务就是让用户通过手机程序进行拼车，这些汽车的车主一般都不是专职司机。

• 共享模式也逐步出现在公共交通领域，例如Via、Chariot、RidePal、Summon等公司就提供了公共汽车共享服务。

前文提到当前汽车的利用效率仅为2%，不难想象，这些汽车共享服务快速发展的势头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汽车共享服务是否会打破城市界限，在市郊、农村地区发展起来，是否有大量消费者愿意放弃私有汽车代表的自由和社会地位，这些仍有待时间说明。

电气化

电动汽车（EV）的预付成本高于内燃机汽车（ICE），不过，随着EV电池（电动汽车关键成本所在）不断得到完善，电动汽车的价格也正在快速下降。由于电价低于油价，电力传动系统的能效明显更高，电动汽车需要保养的零部件不多，所以购买电动汽车后，使用成本其实比普通汽车低50%~80%。这就说明，电动汽车在多个方面的使用周期成本都低于内燃机汽车的同类成本，而且成本优势还会不断扩大。2016年4月初，特斯拉公司透露，2017年会大批量生产Model 3车型。Model 3的起售价大约为30 000美元，续航里程340公里，其预付成本相较于内燃机汽车有明显优势，如果考虑后续的使用成本，那么其竞争力更为强劲。而且，如果你拥有一辆质量不错的电动汽车，你自然就会知道电动汽车驾驶轻松，空间舒适，充电便捷，很多零部件不会磨损，所以可以开上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特斯拉，很多大型汽车制造商也推出了纯电动车型，而没有推出的公司则表示会在未来一两年内推出。这对汽车行业、石油行业有何影响，可想而知。

自动驾驶

只曾出现于科幻小说中的自动驾驶汽车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名气最大的可能是谷歌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在撰写本书的2015年，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实地测试里程已经超过150万英里，谷歌公司计划在2017年将其投入商用。不过，谷歌公司可不是一枝独秀。特斯拉的Model S车型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公路上实现全自动驾驶。奥迪、梅赛德斯-奔驰、宝马、沃尔沃等公司也会在2020年左右推出全自动化车型。而且，此类汽车的成本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实现70%自动化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配置主动式盲点辅助系统、车道保持驾驶系统、汽车防撞系统）仅加价2 500欧元。当自动驾驶汽车达到一定的渗透度，交通出行系统必将得到改善。因为自动驾驶汽车能够优化自身速度，与其他自动驾驶汽车进行协调，车距可以缩短至1.5米左右（当前车距一般为3~4个车身距离），这会使拥堵状况大大缓解，同时提升汽车能效。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减少90%的事故，挽救生命，降低保险成本。谷歌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在150万英里的路试中只出现过11起轻微事故，而且大部分事故是由人为失误引起的。其实，“技术”驾驶员远胜于人类驾驶员，可能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开车出行引发严重交通事故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对于现在仍然无法开车的人，例如未达到驾车年龄人士、老年人、残疾人，无人驾驶汽车将为他们打开出行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人们将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出行时在车上的时间。即便未能实现全自动化，半自动互联汽车也已经能够带来上述众多优点。

新材料与良性循环

宝马I3等车型使用了碳纤维材料，结果不仅减轻了车身重量，降低了行驶阻力，还大大延长了汽车的使用周期。位于法国舒瓦西勒鲁瓦市的雷诺拆卸与再制造工厂成了公司赢利能力最强的产业部门。43%的汽车残骸得到再利用，48%的制造部件得到循环，新的汽车部件得以生产。两个例子都说明，在之前几大趋势的推动下，新型材料与循环材料得到了应用。那么，当汽车的使用寿命更长、使用效率更高时，昂贵的轻型材料会更受消费者青睐，而这又会推动再制造与循环工作。

当交通出行领域的发展势头融合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根据作者团队的建模分析结果，乘客人均每公里出行成本将下降80%。另外，交通出行领域的环境足迹将会大幅下降。利用了先进技术的新车将很可能实现“净正面”目标。同时，这样的新车在生活中还能带来很多方便之处，例如，上班途中你可以查邮件赶工作，而搭载无人驾驶技术的汽车可以载你去上班，或者，你可以让随叫随到的打车服务送你一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些发展显然会让个人出行更加轻松愉快，也会增加人们的出行需求，所以即使通勤距离再长一些，人们也能接受；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群可能会向个性化出行方式转移；当前出行不便的人群有了更多的外出机会。从经典供求关系的角度，如果个性化出行的价格下降，相应的需求也将会急剧增加。

乍眼一看，这是好事，因为便捷、廉价的个性化出行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需求增加的地方基本是大城市，这些地区存在交通拥堵、土地短缺、城市扩张无度等问题，因此，个性化出行的很多优点都会被其所催生的问题所抵消。在很多大城市中，交通流量只要增加10%~20%，就会导致拥堵状况严重恶化。

对于城市与国家，真正的挑战是在利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优点的同时遏制负面的影响。这一挑战的关键就在于优化系统融合。随着汽车技术的进步，公共交通系统也应该得到升级，各种出行模式的对接应该得到完善，让汽车仅在“最后一公里”中发挥作用，同时调整道路体系，通过收取拥堵费等方式控制交通流量。

所有的措施完全可行，但是根据以往经验，汽车技术的改进总是比系统整合更快，因为后者的决策过程中有政治角力，还涉及公共开支。根据历史上的需求弹性和交通建模经验，报告《内部增长》的作者又模拟了当前发展轨道将会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很多技术在初期带来的优势将被系统中的负面效应抵消。

寸土寸金的营养行业

再来看看食品营养系统。第四章已经讨论到，系统中浪费现象严重，环境状况堪忧。全球的表土流失速度居高不下，氮与磷的流动受到严重干扰。如果全球人口不断向110亿的峰值增长，那么，当前模式的食品系统很可能会不堪重负。

好在新型技术与农业活动可以扭转这一趋势，实现食品价值链的“净正面”发展。作者分析了众多食品价值链上的创新工作，相较于上一部分谈到的焕然一新的城市交通出行，这个价值链的变化可能不算翻天覆地，但确实有很多环节都在快速变化发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解决主要问题的工具已经出现了。先看看以下几个重点。

精准农业

在广阔的生菜田中，拖拉机装载着蓝河科技公司的“生菜机器人”缓缓驶过。这是疏苗时节，农民们要拔出一定量的生菜苗，以确保剩余部分能够得到充足的空间和阳光。几年前，这项工作需要好几十名农民才能完成。现在，机器人经过的时候，其内置摄像头会对每一棵菜苗拍照，之后机器人会借助图像处理软件分析每株菜苗的大小、颜色还有黑点，确定给定区域内最健康的菜苗。然后机器人会测量最健康菜苗之间的距离，从而判断哪些菜苗需要拔除，再进行拔除。另外，机器人还可以测算菜苗的营养水平，针对每一棵菜苗喷洒最合理剂量的肥料。见微知著，新的农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精准农业”就是利用机器人技术、大数据、遥感技术、无人机、卫星定位数据等使农业成为严谨的科学，在这种模式下，每一株作物、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精细的处理，处理方法则是通过前沿数据计算得出。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大幅减少肥料和水的使用。

当前，市场上售卖的70%~80%的新型农业设备都具有某些“精准农业”部件，而且这种“智能化”正在迅速发展。还有很多技术方案能够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例如，蒸汽传输灌溉系统利用成本较低的塑料管道过滤液态水或者溶质，只让水蒸气通过，使海水灌溉成为可能。

前景都非常乐观，但是，读者们可能预测到了，仅这一部分效率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2000年至2010年，全球化学肥料的使用增加了20%。根据作者团队的模型，即便将新技术的应用考虑在内，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肥料用量仍会继续增长。因为需求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效率的提升速度。

有机农业正在兴起——在欧洲的增长率为每年6%，然而，在所有土地耕作活动中，有机农业仍然占比极低。

营养物质的闭环

在食品价值链的另一端，大量的营养物质与能量蕴藏于食品垃圾、工业有机废物、人与动物的排泄物中。这些垃圾中潜藏的大量价值有待挖掘，例如可以从中提取生化材料、营养物质与能量。但是，当前世界各地的常见做法就是把大部分的垃圾进行焚烧，之后将灰烬用作填充物或者直接堆放在填埋场。某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从价值链中提取更多的营养，获取更多的价值。在欧洲，合成磷肥中有30%的磷来自垃圾回收；在英国，66%的废水污泥会在146个厌氧消化工厂中得到处理，产生生物气体，还有175个工厂专门将固体垃圾转化为生物能源。但总体上看，人类社会没有走向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生物经济，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

更好的办法当然是从源头遏制浪费现象。从种植到零售的过程中，有20%的食品被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已经开始应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存货管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英国大型连锁超市乐购（Tesco）的气象团队利用本地气象信息，更好地预测出销售水平以及所需库存。德国SAP公司开发了动态消费定价系统，并根据产品的供应情况与过期时间进行实时定价。英国超市连锁Co-op已经将生鲜食品的补货系统自动化。欧洲消费者所浪费的食物比例高达31%。英国非营利组织“全球社会责任认证组织”（WRAP）等诸多机构都为减少消费者的浪费行为付出了巨大努力，它们估测目前食品浪费现象已得到有效的缓解。有些企业已经开发了可以将食品价值链中某一环节产生的垃圾或副产品投入其他环节予以利用的闭环系统。非营利组织“芝加哥工厂”精心设计了一个罗非鱼、蔬菜、啤酒、康普茶的综合生产体系，在该体系中废物得到了高效利用。“芝加哥工厂”还开设了一个商业厨房，其还拥有能将上述食品生产过程中遗留的垃圾变成能源与蒸汽的厌氧消化设备，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零废物的完整闭环。所以说，应对浪费问题确实有不少富有新意又影响深远的解决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尚未得到推广。

自然资本的恢复

全球土地退化面积为10亿~30亿公顷（因为对“退化”的定义不同，所以估算有所差别），而全球耕作土地面积为17亿公顷。修复严重受损的生态体系是可能的。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中国的黄土高原项目，150万公顷退化土地得到修复。恢复之后的土壤生产力提升，生产的农产品价值将大大增加，250万人口将因此脱离贫困状态，收入增加将近两倍。人均粮食产量增加60%，多年生植物覆盖率从17%增至34%，就业率从70%增至87%，洪水风险降低，水资源供应、生物多样性、碳吸收等得到改善。黄土高原项目由中国政府牵头，某些企业也参与其中。SLM Partners资产公司就代表其投资者收购了农村土地并进行管理，通过大幅利用再生性生态农业系统，获得了经济回报，也造福了环境。土地生命公司在西班牙等气候干旱的地区展开了许多大型土地恢复与景观美化项目，其中就包括提供低成本、可降解产品，以提升土地生态价值，完善土地面貌。因此，在食品营养领域，增加食品供应、强化碳吸收、优化生态系统等等潜力都有待挖掘，这些机会仍未得到把握。

总结而言，这些趋势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全球食品系统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呢？在作者看来，这仍是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卓越非凡的技术与方法已经存在，绝对可以在食品价值链中实现“净正面”原则，但是，由于需求急剧增长，对土地亩产的生产压力不断增加，直线型的农业活动强度也越来越高。应用精准农业技术与数字化供应链技术，每单位食品中的肥料用量得以减少，食品浪费现象也得以减轻。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民众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不断增强，灌溉用水与施肥的用量还会继续上升。回收营养物质、遏制表土流失、修复受损生态系统的工作仍旧处于起步初期。因此，即便机会就在眼前，全球食品系统当前的前进轨道仍然存在问题，它远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住房

你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昨天还是一片空地，不到24小时之内，10栋住房拔地而起，听着是不是像做梦？2014年4月，在中国苏州，盈创建筑科技公司就利用大型3D打印设备打印并组装了10套房屋，每套面积约195平方米，每套成本不到5 000欧元。打印设备所使用的“油墨”其实是干燥混凝土与建筑废料的混合物，相较于传统建筑物，该技术使原生材料的用量降低了30%~60%，大大推动了环境保护。而且，3D打印出的部件会预先为电线、水管和墙体保温层预留空间。盈创建筑科技公司发展迅猛，计划在中国开设100个专门用于将废物转化为高性价比建筑材料的工厂。在建筑与住房价值链中，这仅是技术颠覆的冰山一角。作者认为，在往后数十年中，五大发展趋势将会重塑住房价值链。

共享模式与虚拟技术正在迅速提高房屋利用率、降低新的建筑需求

房屋共享平台爱彼迎覆盖了190多个国家的34 000座城市，其拥有的房源超过100万套。2014年元旦前夕，爱彼迎房源中的住客达到50万人——是全球酒店客容量的4%。2011年7月到2014年12月，爱彼迎房源数量年均增长率为90%。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在四五年之内，爱彼迎房源数量将会超过全球酒店房间数量的总和，这将给传统酒店行业带来极大压力。爱彼迎估值90亿欧元，已经超过包括温德姆、凯悦等在内的不少连锁酒店业巨头，这似乎也反映了市场的转变。办公空间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自由座位、共享办公桌、酒店式办公、居家办公、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代表着房地产市场的新趋势。IBM公司在全球各地共有30万名员工，现在其39%的员工都不在中心地段工作，其员工数量与办公桌的平均比例已上升至12:1，过去10年其在不动产上节约了大概10亿英镑。这个趋势仍在持续，速度还可能会进一步提升。2012年，有调查访问了500位建筑与楼宇管理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预测，在居家办公与办公室共享的发展背景下，5年之内，职员人均办公空间将会缩小55%。这对建筑行业而言是极大的挑战。

工业化生产与3D打印技术

工业化生产与3D打印技术促使建筑企业的成本下降了30%，建筑交付时间减少40%。工业化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但其中仍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加上适用性极广的3D打印技术，工业化很可能迎来新的起点。以中国的远大科技集团为例。这家企业在工厂中生产建筑模块（93%的建设时间都在工地之外），6个月就能制造完成，之后将这些模块运送到工地搭建组装，15天之后，30层的大楼拔地而起。其中的成本非常喜人：每平方米900~1 000欧元，比传统建筑方式的成本低10%~30%，而且质量不打折扣（达到9度抗震标准，能源效率比一般建筑物高5倍）。

模块化设计与耐用性

要使建筑物实现“净正面”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延长建筑围护结构的使用寿命，而内部结构则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在数十年的居住中，房屋使用者很有可能会重新装修。耐用设计与模块化设计时常同步进行。模块化设计的围护结构可以翻新装饰，为老旧的建筑物注入活力，从而延长房屋寿命。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在欧洲，80%的人口居住的建筑物都超过30年房龄。

产能型建筑

长期以来，建筑业都是高能耗领域之一。如果能够优化能源管理，再融入产能装置，降低房屋能耗的愿望完全有可能实现。首先，良好的建筑设计就能使供暖系统和制冷系统节省90%的能源，而前期投资比一般建筑物仅高出10%（今后节能所带来的收益完全可以覆盖）。但是，全球仅仅只有小部分的建筑物采用了产能型建筑的标准。将现有的建筑改造为产能型建筑比较困难，但是降低现有房屋的能耗不乏方法，例如完善墙体保温层，优化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简称HVAC）等。能源管理工具（智能电表、互联设备、灯光控制体系、智能恒温器等）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20%。水的使用也在不断优化。例如，绿化屋顶可以将雨水收集起来过滤后，用于冲洗马桶以及其他室外用途。

城市规划

改变土地使用模式，利用市区中心空置土地，倡导紧凑式城市发展，落实这些措施之后，相较于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土地使用规模可以下降75%。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就是典范。与人口同为500万左右的美国亚特兰大市相比，巴塞罗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前者的1/10，土地面积不到前者的4%。然而，即便良好的城市规划具有巨大的潜力，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也仅有20%的城市掌握了最基本的低碳城市规划工具。

总而言之，通过产能设计、提升利用率、延长寿命、改善城市规划、重复使用建材等方式，建筑领域显然也可以实现“净正面”目标。而且，按照建筑物的整个使用周期计算，这些措施大部分在经济层面都会带来收益。但是，展现在眼前的情况仍然和上文相似，数不胜数的机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整个价值链仍旧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本章再次讨论了三个最大的实体价值链，其中存在几个共性：当前的生态足迹水平仍旧很高，颠覆性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已出现的创新商业模式既可改变现状又能保证经济收益，产品层面的创新势头迅猛，价值链整体的资源消耗仍显现上升趋势。

第12章 选择 有待驯服的猛兽


“请你告诉我，从这里开始要走哪一条路呢？”

“那就取决于你想要去哪里了。”柴郡猫说道。

“我不在乎啊。”爱丽丝说道。

“那么你哪一条路都可以走。”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仙境》

现在，我们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看技术颠覆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于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和资源需求来说，技术的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书籍、报告不计其数，这里只能概括而谈，但是，作者认为简明的综述足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技术颠覆是有待驯服的猛兽。

技术能否推动未来增长？

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过去的发展状况并无太大差异，历史上的数据似乎肯定了这一点。例如，在1891年至1972年，美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为2.3%，1972年至1996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4%，1996年至2004年，其又跃升至2.5%，但在2004年至2012年又下滑到1.3%。虽然人类掌握的知识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投身于技术行业，研发的投入屡创新高，但是整体发展趋势却在放缓。也就是说，相较于历史上的创新工作，新兴技术的影响并没有更胜一筹。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实际状况，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GDP数据并没有计入免费服务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例如数字化娱乐和数字信息所带来的价值。另外，虽然新兴技术所创造的消费者剩余在过去数十年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也没有被纳入GDP。例如，如果使用电子邮件和实体邮件都要缴费，那么消费者愿意为电子邮件支付的费用肯定不会低于实体邮件，但在现实生活中，电子邮件服务往往是免费的，所有GDP并没有将其计入在内。各种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也都是如此，其中就包括全球闻名的谷歌、脸书、网络电话软件Skype、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等。第二，乐观主义者认为新科技与其真正的影响力存在时间差，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公司、行业、消费者需要一定时间接受并应用这些技术。一旦消费者与企业逐步习惯这些创新成果，整个社会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新兴技术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当今的技术进步确实了不起，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远不及20世纪的创新。在2015年的文章《与从前一样》中，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列举了20世纪最具开创性的技术进步，包括电冰箱、疫苗、汽车、电话、冲水马桶、电灯和电台广播等。他问道：“与这些技术相比，脸书、平板电脑还有那么重要吗？”技术怀疑主义者认为，GDP确实没有将消费者剩余考虑在内，但这早就已经是常态了——冰箱的发明为新鲜食品创造了消费者剩余，电气化为照明设备创造了消费者剩余，二者产生的消费者剩余肯定不低于新兴技术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但是20世纪的GDP也并没有计入那些数据。罗伯特·戈登就是著名的技术怀疑主义者之一，他认为，自2000年之后，随着电脑和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劳动生产率以及生活水平就没有再出现任何革命性的改变。

为了对比历史中的发明与当今发明的重要性，戈登时常会借用一个思维实验进行说明：

现在，你要在A选项与B选项之间做出选择。选项A：你可继续使用2002年之前的电子技术，例如Win98的计算机系统，可以上亚马逊，可以使用自来水、家用马桶，但是不可以使用2002年之后的一切新发明。选项B：过去十年中的新发明通通可以使用，如脸书、推特、平板电脑，但是必须放弃使用自来水和家用室内马桶。你要自己到外面打水提回家，脏水也要自己出去倒。如果某个雨夜，你凌晨3点醒来想要上厕所，你只能沿着湿漉漉的小路走向屋外上厕所。你选哪一个？我在不同的公开演讲中都提到过这个思维实验，有的听众哄堂大笑，有的笑而不语，因为选择显而易见。听众们由此意识到19至20世纪的发明何其重要，任选其一都可以超越当前大家如此依赖的便携电子设备。

技术影响的争论仍会持续下去。在作者看来，根据目前可掌握的依据，发达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都会持续放缓；按照目前的发展轨道，认为新兴技术能使经济发展回到历史水平的可能有些不切实际。这与第二部分中对三大价值链的建模分析结果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技术创新自由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极为有限，只有积极采取措施，将其纳入合理的发展轨道，技术的益处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就业与平等的挑战

对于就业问题，并无太大争议，大家基本认为，技术颠覆将会让当今许多工作消失无踪。以出租车司机为例，在美国，现在大约有25万名出租车司机。如果无人驾驶汽车走入了社会生活，那么这些司机将何去何从？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优步、来福车等平台催生了新的“司机”，这些情况已经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致使抗议游行频频发生。再来看看公交车司机和卡车司机，在美国，这类员工也有25万名左右，另外还有350万名零售店收银员。在传统的私营小店，员工人均年营业额是14.5万美元，而沃尔玛是22万美元，亚马逊是62.1万！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不难想象，全球数亿工作岗位岌岌可危。

在2013年的大型研究中，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研究人员评估了702种职业，探讨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根据美国2010年的就业情况，有多少工作岗位会受到负面影响。结果令人震惊，47%的岗位受到威胁，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虽然很多知识型工作也将受到波及，但低水平、低收入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这也许在意料之中。但有一点例外，中等收入水平的制造业工作与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工作相比，前者被取代的风险反而更高。

争议的点不在于这个趋势，而在于这些工作岗位消失之后是否会出现新的工作岗位，以及何时出现。有部分人认为，这个话题只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无活儿可干”的担忧就已经存在，只是从未成为现实。随着传统行业消失，兴起的新行业会吸收在传统行业中失业的劳动力。在过去30年中，出现了11亿个新的非农就业岗位。而且，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正如在第11章中讨论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照料，而能够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但是，也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次的技术变革有别于以往的变革，变化的规模与速度都十分惊人。在过去，将新兴技术推广至全球可能需要二三十年，但现在，几年时间就够了。机器效率提升了千倍，不是出现在某一行业中，而是出现数十个行业中！在之前的变革中，虽然劳动力市场整体上适应了发展趋势，就业水平也基本得到了维持，甚至有所提升，但是对个人来说，有些失业的劳动者很难再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生活并不容易。

也许上述两种论点并不冲突，人类社会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度变革，对于一些行业中的一部分岗位来说，它们必将受到重创，但是新的平衡状态也会逐步出现。

欧洲的电力行业就体现了这一次变革的速度与规模。电力行业的资产寿命周期长，市场需求稳定，所以很多老牌企业认为，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市场规模要成气候可能还需要数十年时间，因此，很多企业也就保留了“传统”商业模式。其实，这些企业那时的观点没错（现在也是），但没能反映核心问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比整个电力市场的增长速度要快。传统发电技术会受到冲击，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电价，老牌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股价都会受到影响。德国电力巨头莱茵集团与意昂集团的市值相比2008年已经下降了80%。其他因素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例如碳价下跌、经济衰退等等，然而只有传统电力企业的股价出现了问题，其他企业的股价并无大碍，其根本原因是前者的发展前景已经非常暗淡。

汽车行业也会出现同样的趋势吗？当然。随着汽车共享服务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的新车销量将会逐步出现负增长，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就像电力行业的情况一样，汽车制造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紧接着就会出现价格战、股价下跌等等现象（企业盈利减少、增长速度下降共同引发了负面影响）。酒店行业也是如此，随着爱彼迎等共享平台的发展，当前许多酒店巨头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速度变慢。办公建筑行业也是如此。假如办公领域的共享服务能够真正发展起来，使得办公空间的利用率大大提升，那么世界各地的办公建筑需求就会下降，这将对房地产企业以及整个建筑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当新型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时，传统商业模式的吸引力就会下降，甚至是急剧下降。这就是变革。

再来看看技术变革对收入公平的影响。这一点也并无太大争议，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当前的发展趋势将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有人甚至提出了“巨星经济”的概念：成功开发新技术、创办企业的个人，将极大地受益于创新成果，因为这些商业明星能够以较低成本在全球迅速扩大规模。例如，2015年年底，谷歌和脸书的市值分别为5 220亿美元、2 960亿美元，而两家公司成立的时间还不到20年（分别于1998年与2004年成立）。当然，这两家公司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不过整体趋势显示，高技能人群能够利用技术不断开拓空间、拉开与中等技能人群的差距。在全球各地，自动化已经开始逐步侵蚀中等知识型领域的工作岗位。

后果也在预想之中，全球62位顶级“富豪”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全球50%底层人口的财富总和；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缩水；收入分配水平与20世纪初期时的水平趋同。造成这一现场的“罪魁祸首”当然不只是技术，但是也不可否认，大量研究表明，技术确实是极化现象出现极为关键的原因。

资源需求——等待库兹涅茨效应

既然技术变革能够大大推动三大实体价值链的发展，那么是不是也能解决人类社会的资源问题呢？全球的决策层是不是应该让新兴技术自由发展呢？你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任其自由发展，虽然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全局状况依然堪忧。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之前已经提到，产品层面的改进很容易实现，但是其潜力却无法得到充分开发。系统层面的机遇，例如优化整合的交通出行体系，材料循环流动，营养物质重新进入土地而非海洋等等，无一例外地都需要人类的介入才能实现。产品层面的改进也需要一定支持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例如共享汽车需要有预留的停车空间，优步等类型的服务需要有明确的税收政策与安全管理。

第二，与资源相关的新兴技术一般都会降低资源消耗，而且幅度颇大，但是，整体效果可能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主要是需求弹性问题（又称作“回弹效应”）。简而言之，随着资源效率的提升，消费者承担的成本下降，进而推动需求上涨，之前节约下来的资源就会被抵消。例如，消费者安装了LED照明设备，多开一个小时灯的成本也不高，大家自然也就不会太在意。在能源效率领域，对回弹效应也有诸多研究，分析结果显示，25%~40%的资源节约成果会被抵消。在交通与食品领域也是如此，研究还发现，如果价格下降10%，需求会相应上涨5%（不同领域上涨幅度有所差异）。在建筑领域，回弹效应更为明显：当价格下将10%，需求就上涨9%。因此，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规划，对于食品、住房、出行的大量需求会抵消资源节约的成果。由于变革如此巨大，其带来的影响难以预测。例如，当个性化的无人驾驶汽车驶上道路之后，大家的出行意愿会提升多少，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整体而言，这确实利大于弊。仅从表面分析，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好事：消费者利益增加了，经济发展了。

第三，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的协同效应会为减少资源需求带来巨大阻碍。从以下数据分析2050年的资源需求，便可以一窥阻力到底有多大，这里只是粗略估算：

• 第11章提到，联合国预测2050年的全球人口将会达到100亿，对比当前的73亿，增长幅度为40%左右。到2100年，人口数量大约为110亿。

• 如果实际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保持2%不变，那么到2050年，实际人均GDP将翻倍。

• 与此同时，生态足迹水平必须要降低，即供应全球人口生存所需物资的面积要从1.6个地球恢复到1个地球，下降幅度为38%。

综合计算，全球经济在2050年的资源生产率要提高4.5倍。作者团队借助建模估测了这对欧洲人口三大最重要需求的影响（欧洲人口增长幅度和经济增长幅度相对较小），结论就是，如果新兴技术自由发展，只能实现50%的潜能，而且并不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美好的未来。但是新兴技术如果得到充分的开发，即第二部分所描绘的愿景，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走上理想的轨道。

第13章 积极的力量 “从摇篮到摇篮”的创新


需求驱动着技术发展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碰撞、每一次新发现。如果没有未满足的需求，也就没有技术的革新。

——布赖恩·阿瑟：《技术的本质》

可能有人认为技术与创新的磅礴之力变幻莫测，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无论好坏，人类无力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整个社会的创新工作而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与资源相关的领域，如果设立了正确的方向，那么人类社会在今后数十年中必定会迎来非凡的进步，实现净正面增长。作者认为，在今后十年中，环境与商业决策人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技术变革设定正确的方向。

本章将会着力论证这些观点，之后的第四部分将会对决策者与商业领袖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进行更侧重实践的探讨。

净负面创新与净正面创新

第一问：创新工作整体的效果为什么让人心存疑虑？已有成千上万的业界英才、有志之士投入创新工作中，为什么努力的成果却得不到一致称赞？

针对本书所讨论的实体价值链，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追求创新的方向。图13.1展示了当前众多产品市场的创新机制。



图13.1　当前螺旋式下降的产品创新循环

在大多数产品市场中，大部分产品都卷入了“商品化”竞争中。也就是说，各个企业的产品存在的差异化性能十分有限，这给赢利带来了极大压力，因此企业在优化产品设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生产成本而不是产品性能，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更看重产品标价而不是使用周期成本。也就是说，廉价的材料、廉价的设计方案是企业的首选，产品的耐用程度、效率、使用周期等因而受到侵害。这也就使得“一次生命周期”成为最可行的商业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价格本来就不高，而且修好了很快又会坏，那坏了还修什么呢？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价值不高，共享模式、租赁模式、回收模式又有什么意义呢？产品材料和部件没有什么回收价值，产品设计过程中采用的黏合或者焊接技术将不同材料拼接在一起，而这些材料还混合了毒性添加剂，因此，部件不但不好拆解，而且材料的价值也大大降低，所以当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往往就被当作垃圾处置。产品的一次生命周期模式使市场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而这又导致廉价的一次生命周期产品数量越来越多。

现在来分析一下不同环节中的创新工作，在这里，无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意之举都考虑在内。企业的战略部门和商业开发部门总是会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销量，技术部门与采购部门会思考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这些工作会迫使企业的竞争对手和供应商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消费者逐步形成习惯，觉得产品总是用不长，也不值得修，在下一次购买同类产品的时候，就不太可能为质量稍好的产品多花钱。再使用、再循环的价值链也就得不到发展。产品的材料与零部件本来有可能成为二次生产的基础，但是现在只能被当作垃圾处理，当前的垃圾管理当然是尽可能降低每吨垃圾的处理成本，而不是考虑从每吨垃圾中汲取最大的价值。

并不是所有市场都出现了上述的竞争状态，描述也确实有所简化，但是根据作者观察，产品市场的大部分竞争都陷入了“商品化”循环。当然，其中的创新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产品价格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力得到了提升。

一直以来，便宜产品都是用完即被抛弃的，为什么这里要强调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全球很大一部分创新投资都陷入了这种螺旋式下降的状态中。随着投资不断增多，长此以往，不难想象，产品价格会越来越低，产品价值链保持着单向流动的模式，得不到循环，自然资本的成本就会不断上升。

与此状态相反的是积极有益的创新机制（见图13.2）。如果企业开始关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和性能，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竞争，那么创新资源就会集中于此。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产品十分宝贵，产品有问题就应该维修，在使用周期结束后，产品仍保有一定价值；共享模式和租赁模式对企业更具吸引力，因为预期收益得到了提升；技术部门会思考如何提升产品的可修复性，如何让产品在使用周期结束后保有更大的价值，进而从这些方面完善设计；市场营销部门则会投入相当多的资源说服消费者尝试新产品，并以品质精良、耐用可靠为卖点；而且，垃圾处理业将会转型成为二手材料行业，其将在二次材料的销售上展开竞争，而不是想方设法压低垃圾处理价格。



图13.2　有益的产品创新循环

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创新机制中，投资与成果截然不同，每个机制中的决策都在不断推进循环，前者是螺旋式下跌，后者是螺旋式上升。在螺旋式下跌的结构中，对于材料和“一次使用周期”产品的需求日益上涨；而在螺旋式上升的结构中，越来越多的创新投资汇集在高效率的产品上，这些产品不但性能非凡，而且能够促进循环材料系统的形成，用本书的语言总结，这就是“净正面”创新。

当然，机制的转换并不容易。下文会继续讨论，先来看看正确的创新循环何其重要。

创新是否可控？

在公众舆论与决策工作中，对于创新的美妙幻想依旧层出不穷。在大家的想象中，创新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孤傲不羁的天才，或者是脾气古怪的创业者，他们凭借自身的非凡能力，一手打造出神奇的产品，甚至是整个产业。昔有莱特兄弟、居里夫人、托马斯·爱迪生，今有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其实，他们的故事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玄妙。为了推动更大的创新，社会所能做的是培育肥沃的创新土壤，即确保知识产权保护、融资体系和高知劳动力一应俱全。简而言之，社会可以为推动创新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大家却总认为创新不可预测、毫无章法，掌控技术发展与创新工作的方向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实，对于创新故事的美妙幻想就算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在现实社会中也越来越少见。伟大的创新几乎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技术大师W. 布赖恩·阿瑟以及很多技术研究人员都认为，现有技术与商业模式以全新方式融合造就了创新。潜在的技术已经成熟，假以时日，总有企业或者个人会找到方法对其进行综合应用，以满足新的消费者需求。例如，当数字移动电话与互联网发展成熟的时候，移动互联设备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当触控式荧幕与全球定位系统发展成熟的时候，迟早会有企业将其融入移动互联设备中。果不其然，苹果手机诞生了！笔记本电脑、内燃机、潜水艇……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都是同样道理。

当然这里不是否认苹果公司的卓越成就，是苹果公司首先将那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其产品极富吸引力，使用便捷，苹果公司还带动了整个手机应用程序开发行业，革新了整个移动电话领域。但是，这确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创新工作：创新是一个个“技术积木块”的叠加，如果没有底部的积木块，又谈何叠加？谈何技术成熟？如果底部的积木块足够稳健扎实，那么继续叠加积木块，新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可以把控的。如果触摸式荧幕和GPS没有得到充足的投资，苹果手机就不会出现。如果想要打造循环材料库，或者高效率的生产系统，那就要分析各种所需的技术，推动技术的叠加，而且要保持发展技术的势头。

这里首先回顾现代技术与创新研究的重要发现，然后再联系本书的论点进行分析。大部分的重大技术创新都涵盖了五花八门的小规模技术进步，支撑这些技术小突破的则是更多细微的技术进展。这些技术中有竞争关系，有互补关系，不同的技术组合可以解决很多难题。就全球各地的主要太阳能光伏技术发展状况而言，目前，有10~15项替代技术正在研发之中，而且每一项都有独特的优势。再深入到各项技术研发工作中，你会发现还有下一级别的替代技术研究——晶圆厚度、分层结构、化学材料、生产工艺等等。状况已经十分复杂，但仍旧未能全面反映出全球丰富多彩的技术研发现状。现在大致有上千支团队针对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各方各面探索钻研——你追我赶，同时又相互借鉴经验。这类技术体系时常被比作生态系统，也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科技领域的体现，企业、技术、生产工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且，不论是系统，抑或技术系统，多样性显而易见，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相互融合。

研究方法与研究团队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因为这将使得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实，更有计划。某项细分技术取得进展并不是真正的进步，企业个体的成功也不是真正的进步。经验丰富的进化生物学家可以大致测算出生物体获得某些能力或者某些特质的时期，富有经验的研究团队以及开发管理人员也能够大致测算出某项技术的成熟时期（这也是技术公司建立研发项目的重要考量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的生命力会更加顽强。当研究人员、企业家、投资者对某项技术倾注了大量精力与资金时，他们必定难以突然放弃。不断增加的投入会使新技术的地位更加稳固、政治影响力更加强大。可再生能源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金融危机之后，化石能源价格下跌，很多人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即将陷入停滞。但是，这个领域的发展已有时日，并随着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建立，其地位逐步稳固，即使化石能源的竞争力增强，可再生能源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认为，保持业内竞争优势、获得经济收益需要飞快的发展速度，它们就会投入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资源。这些投资反过来又将继续推动创新势头，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不同行业中都出现了这一现象，包括当前很多创新工作皆是如此，譬如电池技术、存储器技术、太阳能光伏技术等等。

政府的作用

2011年，苏塞克斯大学教授玛利亚娜·马祖卡托出版了《企业型国家》一书，她在书中强调，在新技术的开发过程中，政府不可或缺，其作用也举足轻重，但政府却时常被低估。其实技术创新的意义越重大，政府的作用往往越重要。以苹果手机为例。触摸式荧幕与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研发项目都有公立大学资助。在GPS、语音命令、微电子学、互联网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公立项目研究人员合作）。移动电话的研发离不开芬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多人认为，尽管是史蒂夫·乔布斯与斯蒂芬·沃兹尼亚克这两位孤独的天才，攻克万难，最终发明了苹果手机，但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是政府推动了核心技术的进步，促成了“苹果”的诞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谷歌搜索引擎算法的研发；1993—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所有新分子实体药物中，有75%的药品的初始研究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实验室进行的，并获得了国家资金支持。卫星、喷气发动机、核能等等都是由国家支持而产生的重大技术突破。

国家政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重大创新项目的风险极高，开发周期很长，无法为个体企业带来短期利益，另外，研发成果将分散于众多领域以及利益相关方。

分析国家支持的技术进步时，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出现在美国，可以说，其中最庞大的“创新引擎”就是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马祖卡托认为，美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仅是因为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国家科研机构中的公职人员也功不可没。注意，在上述提及的案例中，政府不只是通过各类研究拨款提供资金，其参与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登月计划”类型的行动，在进程中，政府需要选定特定的技术领域，规划庞大的研究项目，制定发展路线，敦促达成目标。自由放任主义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理念时常被宣扬为公私领域的共同基础。但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政府积极参与项目的选择过程，并没有放任自流。当然也有不少公立技术项目颗粒无收，大家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国家纯粹是为了推动学术探索吗？还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显然是后者。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都离不开创新。如果没有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一机构，再过数十年，技术革命也达不到当今的水平，消费者现在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可能也无法实现。但是，在很多国家，政府往往被视作创新阻力，于是决策层开始减少政府的介入，只是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在很多国家，就算在预算充足的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出面去设立“登月计划”类型的远大目标，更不用说规划宏大的科研项目实现目标了。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中对《企业型国家》一书做出评论：“无法认识到政府在驱动创新中的作用可能是繁荣发展的最大威胁。”下一章会讨论，有不少创新使命对于当前的经济转型极为关键，而且政府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DARPA——推进全球创新的关键引擎

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尼克1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苏冷战的军备竞赛与科技竞争中赢得重要一局。1958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力图保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当时各个大学的基础研究周期长、应用实践不明确，政府希望能够将其与商业机构的产品开发工作进行连接。在实际工作中，DARPA也将美国国防部的部分研发资金用于更加先进且周期更长的项目。当时美国政府出台了“曼哈顿计划”——在短短几年中就将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原子核物理学应用到了现实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曼哈顿计划”也体现出政府必须要跟进最新的科研工作，以了解其是否能在军事、商业领域得到应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策讨论中时常会提及DARPA（科幻小说中也经常出现），然而现在对该机构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令人唏嘘，毕竟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这一机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其成果累累，运作的方式也摆脱了传统观念中政府与创新工作的关系。除了能够提供“充裕”的条件，例如资金、知识产权保护，该机构在创新管理中也十分积极主动。第一，DARPA根据自己的判断，亲自选定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第二，DARPA积极支持并管理长期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确保能够实现目标。例如，DARPA的拨款具有战略目的，针对有利于大型项目的次级技术开发与研究领域，在企业、大学、风险投资机构、政府部门之间承担了协调人的角色以确保各机构间高效的交流，从而尽快锚定最优途径、淘汰无效项目。另外，DARPA还出资建立了新型半导体实验室，并在美国多家大学设立了计算机科学系。

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DAPRA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运营，与国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有工作往来，但是机构自身具有极大的自由。它自主聘用能力卓越的项目管理人员，组织结构灵活，全然没有官僚主义作风。当前在编人员约220名，每年预算30亿美元。DARPA的运作模式带来了众多成果，其中包括互联网（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合作）、GPS系统、语音识别、半导体技术与触摸式荧幕。总而言之，在数字经济的根基中，很大一部分项目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DARPA的项目。

当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对DARPA的投资水平不一定具有参考意义。不过，在全球排名靠前的经济体中，科研资金总额远远超过几十亿美元，但也要明白，关键不在增加资金数额，而是更好地规划资金的分配。

小结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什么呢？在某些产品市场，创新工作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状态，经济发展在创新中离“净正面”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远。不过，与常见认知相比，创新工作与技术发展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和“可管理性”。企业进行创新投资时，会考虑市场将来如何发展，考虑竞争对手在某一领域的投资情况。另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一直在最重大的技术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引用马祖卡托的话：“……需要根据以往经验，出台新的产业政策，让国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创新型增长……认为公共部门最多只能激励私营部门主导创新（主要是通过补贴、减税、设定碳价、建立环保投资银行等措施）……往往没有认识到过去许多重要的产业力量来自政府，而非私营部门。”

这当然是好消息。简而言之，公共决策者在技术发展方向要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社会走向理想中的未来。就整个社会而言，只要各界齐心合力，技术就不是难以驯服的猛兽。

创新与社会变化——有待释放的潜力

第二部分讨论过，符合“净正面”原则的发展将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环境效益。改变带来的最大益处可能是转变过程中将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整个社会万象更新。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领悟到新型技术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拉动增长，因此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大失所望，倦意渐生，就连当初首先呼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也显现出疲态，这一现状看起来颇为讽刺。但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创新工作却仍未停下脚步、生意盎然。造福地球的创新会议与演说吸引了大批学子与企业。净正面思维、“从摇篮到摇篮”的产品设计、数字化商业模式、体系层面改革思路，无一不振奋人心。人们渴望那些有益社会且影响深远的创新与变革（而不是仅仅追求技术本身的发展），渴望真正的颠覆。当这些创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生活中时（特斯拉、超越肉类公司、优步、爱彼迎等等），人们也将毫不犹豫地向过往告别。

向“净正面”原则的三大支柱经济模式转变蕴藏着无限的创新机遇。可以肯定这其中大部分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消费者将会获得更耐用的产品，而且产品使用过后也不会大幅贬值。另外，通过落实共享模式与数字化模式，消费者的产品选择也会更加丰富。企业将会摆脱“不太糟”的困境，在运营中真正造福社会。决策者不需要再从经济与环境中二选其一，而是支持有益于两者的创新。

这样的前景预测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了解下列创新领域，也许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创新机遇数之不尽且势头强劲，而且很多时候，企业型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

通过创新建立“从摇篮到摇篮”材料库

庞大而精密的二次材料市场供应链和市场会使材料的价值最大化，材料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将大大提升。当前肮脏黑暗、劣迹斑斑的垃圾处理行业将会焕然一新，其将成为生机勃勃的技术行业。全新的材料市场中有聚合物材料、优质金属、纺织纤维、二手衣物、带质保的智能手机零部件、高价值的废水污泥，当前以玻璃、铝材、废金属以及纸皮为主的二手材料市场将会黯然失色。有些新市场以废热、废水等处理项目为中心搭建，有些新市场则以点对点模式运营（老式汽车零部件等），有些新市场为组织内部服务（回收高端、非标准化的设备），有些新市场是当地的实物交易（木片等材料）场所，还有些市场正在通过联网（智能手机天线等）实现全球运营的愿景。

“从摇篮到摇篮”材料库意味着要建立“产品身份证”。这个概念其实早已存在，只是物联网技术与电子标签技术的发展使其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无论是汽车、电动工具，抑或手提包、T恤衫，产品身份证中的信息能够确保产品一直保有最大价值，即便在经历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也是如此。身份证的信息介绍了产品、生产者、材料（指明产品的营养物质数据库）与零部件、使用历程、用后处理方法等等。通过落实这个制度，产品获得了身份，生产者终身问责，消费者更加放心，二次使用的各项方案也有了参考价值。这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开展工作，即奖励合规行为，惩罚违规行为。例如，当前消费电子产品每年的销售额约为3 900亿美元，在第一次使用周期之后，产品价值基本完全流失。采用电子标签技术，可以搭建系统，收集仍有销售价值且具备品质认证的产品，这样做既可以大幅降低互联互通的成本，又可以减少环境负担。谷歌公司与甲骨文公司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工作。其实这就是通过大数据将供应链中缺失的一环补充完整并不断完善。

生物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也十分振奋人心。微生物可以大规模用于生产燃料、处理废水，当前被焚烧的有机物可以通过生物炼制厂进行回收利用。土壤与植物的科研与管理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并发展形成可以包括生物制剂的利用、有机物质回收、害虫的生物防治等在内的专门产业。企业还可以通过化学元素标记追踪材料，从而更好地实现监督、租赁和质保。

设计精良的净正面产品意味着创新焦点的转变，这一点在前文的螺旋式上升循环与螺旋式下降循环中已经做了介绍。社会将迎来真正的产品性能竞争，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性能（而不是售价）将成为关键卖点。当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维修难度降低，消费者承担的成本自然会下降，他们因而会逐步接受使用周期更长、性能更好的产品。同时，更多的产品在一次使用结束后会回到生产源头，这些产品拆卸难度小、零部件回收再利用便捷，这同样也降低了生产者所承担的成本。这会推动整个行业进一步优化产品交易，加深与顾客的联系，增加回收数量，减轻回收部门的负担。与消费者的关系日益增强，获得更多的消费者信息，企业也就能因此设计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更好地优化产品性能以便形成内部创新机制，不断突破自我。

新型生态系统服务也将应运而生。人类利用掌握的新技术对环境进行监测，例如河流系统或者海洋片区的整体健康水平、森林或者土壤的碳截存能力、矿井的环境足迹等等。这就为新型服务创造了市场，例如，二氧化碳截存、鱼类资源再生、生物多样性管理等。最突出的案例之一就是巴西利用新技术来遏制森林砍伐（见附录2）。《巴黎协定》提倡“基于成果的支付”，这为新型服务所创造的这类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甚至也许会使其成为国际资源管理结构中重要的一环。通过这类市场，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保育资源而不是开采资源的方式获得收入。

通过创新建立高效的系统

在系统层面，创新速度也将提升，并为各领域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例如，在交通出行领域，当前的创新工作主要是开发先进且豪华的车型，而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创新中心将跃升至系统层面。在系统中，开放获取的数据库将可以实时追踪车辆动态、优化车流流动，从而最大化系统的价值。交通系统中会出现类似于优步公司的数据管理机构和服务协调机构，它们利用数据优化车辆动态，确保出行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这些服务都将提升系统中资产的利用率，并鼓励更多资产运营方加入同一系统中。消费者与运营方的数量不断增加，达到推动质变的临界数量时，就会有利益相关者开始优化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之间的对接。各个城市可以建立起多模式的交通平台，以顺利实现管理数据的准确获取，从而确保火车、地铁、有轨电车、自行车、共享车辆等交通工具之间的安全对接，提升客户的出行体验。这也会促使不同城市竞相塑造最优出行系统。

大数据管理者。数据交易、协调与分析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各个行业都在利用大数据预测消费者行为、评估商品市场、引导市场宣传、优化运行方式。

充足的能源。材料领域与能源领域将会形成良性创新循环。随着材料回收的难度与成本同时降低，循环过程将会缩短，单位时间内将会创造出更大的消费价值。能源价格会进一步降低，从而为材料库的积累带来更多好处。

一言概之，转型会催生创新浪潮，经济革新将在公司、产业、国家经济之间形成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行业，甚至采矿业只要及时发现正确的发展道路，必定能够从转型中获益。归根结底，在这场竞争中，谁能敏捷应变，谁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市场自由化过程中所迸发出的磅礴的创业创新活力；回想一下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后，欧洲市场一体化进程大步迈进、创新工作与市场效率焕然一新的景象，你就会相信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转型也同样有机会带来另一次惊人巨变。

第四部分 跨越鸿沟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说过：“应当从广泛的角度理解进步，进步不仅应包括工业领域的发明，更应包括体制机构、教育、观点和社会事务等方面的完善与提升。”

前文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陷入了危机、人类开始挤兑换取地球的各类资源。这是因为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类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不过在那个时候，全球人口数量约为15亿，资源开采量为每年人均4.6吨。然而，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100亿，每年人均资源开采量将增至10.6吨。在全新的客观背景下，沿用传统财富创造模式只会走进死胡同，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在今天，发展的步伐已然踉跄，大部分的增长都是透支未来的所得，事实上，很多经济基础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本书第一部分通过数据说明，人类所生存的地球已经是不堪重负、伤痕累累，按照当前的资源需求计算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部分最基本的经济观点都应得到重新审视。

在“去增长”与破坏性的发展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是否能在维系地球健康的条件和前提下推动经济繁荣？作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将其描述为“递增性、净正面”增长。社会需要做出这个转变，因为人们已经尝试去提升效率，尝试调整当前模式，然而资源需求却有增无减，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给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作者前文阐述了几大原则：在经济增长中不再依赖资源密集型工业模式、大规模生产以及化石能源，不再去追求“不太糟”的发展，而是建立净正面经济体。在新的经济模式中，财富积累与生态繁荣将并驾齐驱。本书第三部分介绍了当今经济发展中的新趋势，即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并在迅速渗透、颠覆各个领域。毫无疑问，人类已经进入了全新的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可再生能源、新商业模式、觉醒的消费者以及革新的市场，上述这些都将成为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千载难逢的机遇蕴含其中。同时，作者也阐述了这些新技术非常重要但能力有限。人类的创新并没有完全摆脱“借贷增长”模式。许多创新工作的方向已经出现问题。3D打印可能会增加生活垃圾，优步可能会带来过多的出行次数，轻薄的多层塑料可能会因为成本过低而得不到全面回收。

从“大分歧”走向“大协调”仅靠技术还远远不够。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全新的经济思路，如果开拓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那将会极大地鼓励政策机构做出更具远见的决策。这些创新企业的成功又有赖于极为优质的产品以及顾客的忠诚度。这也将推动政策制定机构做出有利于地球健康、符合净正面原则的规划。实现这些需要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并最终实现体系层面的变革。这就是本书第四部分的核心内容。

传统经济模式会损耗大量地球资源，新型经济模式将获得真实的递增性增长。问题在于，人类能否跨越鸿沟，实现彻底的转变？在其他稍显保守的转变中，我们已经失败了，加之全球治理状况与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如何重拾信心，如何笃定这次釜底抽薪的转变必然会成功？在作者看来，人类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颠覆，同时还有系统层面管理方式的颠覆。我们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因为以下几点：第一，变革形式迫在眉睫，无法忽视。新的视角已经诞生，新的范式转移正在进行。第二，数字技术推动公民意识崛起。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外，第三种经济学范式诞生，其将转变的重心放在了系统而不是交易市场或者国家。第三，长线投资者中出现了新兴力量，他们希望化解投资组合风险，力图将资金引入全新领域。多种力量汇集在一起，完美的变革风暴即将来临。

第14章 超越眼前 警示的意义


恰逢其时的创意势不可当。

——维克多·雨果

自1985年之后的30年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开始逐步抵消经济发展的益处，甚至是完全逆转了整体成果，我们已进入了不良增长阶段。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人类应该思考如何回归良性增长模式的轨道，即在不耗竭地球资本的条件下进行发展。能否实现新的逆转，当下的10年至关重要，如果取得成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10年时间，可以让社会发展走上另一条轨道，摆脱增长引擎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再用20年的时间来全方位拓展新的发展模式，巩固成果，避免生物生产力流失，从而减少未知的经济损失。另外，还需要稳定自然资本的使用，遏制气候变化、海洋富营养化和水体污染，保护南美洲与亚洲的主要碳汇，维持和保护生存环境与旗舰物种，利用创新趋势与投资浪潮为21世纪的发展奠定技术根基。那为什么是10年呢？

变革

在今后的10年中，人类可能会突破地球各个系统的承载界限。当前，人类已经超出了四个自然资本系统的承载界限：磷与氮的循环、生物多样性、气候以及土地使用。还有两个系统（悬浮颗粒与合成物质）受人类行为影响的程度仍未准确测量，但是很有可能现在已经超出了安全界限。在海洋酸化与淡水资源使用方面，人类也正在快速地迫近地球承载界限，按照当前的模式继续发展，必将很快突破临界值。在气候变化方面，地球升温幅度应该控制在2℃之内，研究者们对各种变化的影响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今后的15年中，一次能源的需求将上升25%，水资源需求将上升41%，农作物用地需求将上升11%~14%，畜牧用地需求将上升9%。在全球各地，突破界限的后果已经逐步显现：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指向标，其电力故障频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了应对水资源危机，颁布了严格的法律并投资了多个大型项目。2014年，州长杰里·布朗批准了价值6 870万美元的抗旱计划，为水循环工程提供资金，向缺水严重的社区提供饮用水、食品以及住房补贴等援助；玻利维亚的波波湖是该国第二大湖泊，因为气温上升了0.9摄氏度，湖面现已干涸，上千人失去生计；马达加斯加的总统试图与农业用地短缺的韩国签订土地协议，但最终被迫下台。

作者是否言过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冷静客观呢？环保主义一直以来饱受诟病，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一隅之说。当真如此吗？经验丰富的消防员告诉我们，当电影院或者剧院发生火灾的时候，造成伤亡的第一大原因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恐慌或者踩踏，而是人们在刚刚发现失火迹象时，仍滞留在座位上，而当人们开始行动时，可能已经来不及逃到安全区域了，然后恐慌情绪又带来更加恶劣的影响。再来回顾一下历史。著名的“生态谣言”之一就是德国的“森林灭绝说”：1981年，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了中欧森林中出现了大量针叶树、阔叶树离奇死亡的现象，橡树、榉树、云杉、冷杉和榆树等所有当地树种都受到影响。由于树木死亡速度很快，所以林学家们预测中欧的森林可能会全部消失。《明镜周刊》的报道通过大量数据表明了土壤酸化、虫害肆虐、生机尽失，触目惊心。一时之间，“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带来的酸雨”成为各大新闻报刊的头条，在各类电视辩论、学生活动、政治选举中成为核心议题。电视台专门推出了该专题的晚间栏目；邮政机构在邮票上写着“拯救我们的森林”并印上了正在倒计时的警钟；各项保护措施出台；德国绿党经选举进入联邦议会。今天的德国，森林郁郁葱葱。2003年，德国农业部宣布森林危机已经结束，全国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不又是一次耸言听闻、混淆视听的骗局吗？那么我们来看看实际状况。1983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新一代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条例；1987年，《赫尔辛基协议》中关于减少硫氧化物的条例生效；1980年至2010年，德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从750万吨骤降至40万吨，下降幅度为95%（见图14.1）。对于当年的树木枯死现象，人们已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其中的原因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重金属、20世纪70年代末的两个酷暑、保留云杉过多的陈旧做法等等。德国全国上下采取了坚定的行动，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彻底扭转，人们认识到污染排放如果得不到控制，森林确实会受到威胁。



图14.1　自1990年以来，德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降低

那么控制排污的代价是什么？商业领袖和意见领袖一直在警告政界人士，环境法律会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当前经济与就业疲弱的状况尤为不利。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好，2014年欧盟“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会议（本书撰写的起点）也好，在无数场的讨论中，关于就业与环境的问题不断引发争论。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一项独立报告，在分析了24个成员国从1990年到2012年的环境法律后，该报告总结得出：“环境政策更加严格并不会损害生产力的提升。”2014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进行了截至目前覆盖面最广的环境法律文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环境法律对就业与生产力的影响十分轻微而且时间短暂，对于贸易与投资目的地之影响可忽略不计。而且，环境法律所带来的效益远远超出其成本。

危言耸听的警告确实存在，也许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也许偏离事实。但大多数的情况是，正义的警钟却被诬蔑为谣言。例如，罗马俱乐部早在1968年就发布了报告《增长的极限》警示公众，但报告中对资源使用的预警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人们的重视。报告的失败之处——报告预言很快会出现资源危机，但事实上并没有应验，反而可能恰恰是报告最大的成功。而且，就本书所提出的证据而言，难道还未到敲响警钟的时刻吗？

60万亿美元——人类的损失

在接下来的10年中，200万亿~270万亿美元将投到经济发展中去，这些资金将用于工业资产、房屋、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资产。其中有60万亿美元将投资于交通、能源、水资源基础设施，这也就意味着基本上在大城市中每年平均要花费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气候与经济委员会根据当前发展路线预测所得的数据。该委员会经研究发现，如果选择低碳发展路线，投入金额只会轻微上浮（大约为每年2 7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不超过5%）。与此同时，基础设施的运作成本也将会大大降低，这是太阳能光伏、风能、地热能等低碳技术的典型特征：前期建设结束后就不再需要人为投入额外的原料了。委员会的数据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低碳经济的投资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还会带来经济收益。同时，人类可以做出选择，到底是把200万亿~270万亿美元投到新经济中还是传统经济中。一旦资金被套牢在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基础设施中，眼前难得的重大革新机遇将被白白浪费。这将成为人类巨大的损失。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所有的工业投资、所有的住房、所有的农业设备，甚至每一个低轨道卫星都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平台的一部分，然而一旦浪费眼前的机遇，那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因为所有的投资将会在21世纪中持续运转：燃煤发电厂一般运转50年，汽车制造厂20年，垃圾焚烧厂30年，矿场约40年；飞机的使用寿命大约为30年，火车40年，重型汽车10年，农用拖拉机6年，洗衣机8年，电视机7年。如果人类没有把握这次机会，没有根据高效、有益、资源损耗小的系统设计理念规划资产，那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并产生数以万亿计的搁浅资产。可以说，警钟早已敲响。

2012年，《滚石》杂志的一篇文章最先提醒人们要警惕“碳泡沫”：全球探明的化石燃料储量高达28 000亿吨，应对气候变化所达成的政治共识是确保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这意味着在2050年之前，人类仅有6 000亿吨的碳预算。然而，化石燃料公司的估值依据是探明储量。也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估值过高的问题。花旗银行估算，随着环境法律的规定和执行日渐严格，可再生能源竞争力增强，化石燃料公司在今后20年中价值会下跌100万亿美元。英国的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搁浅资产的规模将达到史上最高水平，这也向英国政府敲响了注意化石燃料公司估值过高问题的警钟。这一转变对于市场估值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大型化石燃料公司承认，其他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特别是在招聘人员的工作中尤为明显。

之所以要将资本投入新经济，潜在的碳泡沫是原因之一，但是更为宏观的原因是资本供应过剩。瑞士瑞信银行（以下简称瑞信）估测，2000年至2015年，全球财富从117万亿美元翻倍至263亿美元。一边是巨额存款，另一边是极为有限的投资机会。当前，越来越多的资本可用于“影响力投资”，用于改变社会、改变环境。现在影响力投资基金会的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6%，部分基金会已经设立了十分宏伟的目标，例如2015年11月成立的汇集了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理查德·布兰森、维诺德·科斯拉、马云、拉丹·塔塔等人的“突破能源联盟”。然而，新经济仍未准备好吸纳这些资金。项目匮乏引发了投资者的不满。由于当前的转变主要是系统性变化，其有赖于全新规则的出台、政治意愿的增强、产业联合的巩固、投资承诺保证，因此等待市场的自然转型并不现实。

新生一代

1960年，全球15岁以下人口数量为15亿。今天，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为19亿，已达到峰值。有分析认为这一年龄层人口数量在2050年之前都不会下降，但是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会从27%降低为20%。人类的行为、消费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资源密度往往在15岁之前定型，接下来的10年也因为这一原因更显关键。如果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在新经济模式与新技术的影响下，所有15岁的人口都形成了更为环保的生活习惯，并能够将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下一代，那就意味着在21世纪中，人类社会共计8 750亿年的生命中将有6 550亿年（约为75%）以“净正面”原则的生活方式度过，或至少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要多花20年实现同等水平的转变，75%的比例将会下降为50%左右。

儿童人口进入峰值时期更有利于迅速传播新的价值观、培养新的行为习惯。这代人不仅会改变他们的子女，也会改变他们的父母。是的，让年轻人来教育老年人。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生前曾经在麦肯锡公司的国际会议上分享过自己国家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表示：“有一些挑战迫在眉睫，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孩子们成为父母后再去教育下一代。所以我们选择了逆向的方法。”通过学校的教育，孩子们认识到，对于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来说，水资源无比重要，因而学会了多种节约用水的方法。当孩子们回到家中，父母们被带动改变了习惯，节水因而成了日常行为。教育界人士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节约用水的教育深深打动了儿童和青少年。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一次性产品设计糟糕，燃烧化石能源并不是好事，这是儿童很自然就能接受的道理。但是环境教育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模式——利用人性中的内疚来倡导节制、呼吁渐进式的修正行为，对于儿童来说，这种教育方法可能还不如简地单讲一个浪费粮食的故事。

年青一代的颠覆性力量切实可感。在塔利班刺杀中幸运活下来的马拉拉，一如既往地坚持从事人权活动，并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奖者。生于1997年的德国男孩菲利斯·芬克拜纳在9岁的时候就发起了植树活动倡议，现已为全球带来了140亿棵树木。全球孩童与青年人提出了不计其数的倡议，其中很多人都在25岁以下。在一个名叫“做点什么”（Dosomething.org）的平台上，年轻人相互激励，利用“色拉布”（Snapchat，聊天软件）、推特等不同的沟通渠道推动积极的改变。千禧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尤为密切，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信仰。曾经，文化与出身是共同信仰的来源，而现在，信仰似乎与年龄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共享、虚拟化、租赁与出租等模式，在千禧一代中的基础也更加牢固。他们正在带动全新的趋势。就算是在德国这个老牌汽车工业国家，年轻人中的汽车保有量也已经下降了10%，20岁的人群中持有驾驶证的比例也显著下降。某种经济模式无论拥有何种理论优势，如果不能吸引千禧一代，如果不能将这一代人带入生产、使用和消费的良性模式中，那么其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

踏上征程——《巴黎协定》的助力

“我们奋斗了很久，今天，终于达成了坚定的共识。这是历史上的转折点。”德国环境部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这样说道。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正式签署，到底是表面文章抑或历史转折点，全球环境终将不断恶化或是迎来脱碳经济的新未来，全都有待时间来证明。这一协定代表着国际社会最大胆的承诺，也有人会说是最大的困境。协定提出全球变暖的升温幅度绝对不能接近2摄氏度，这也意味着目标定在1.5摄氏度左右。这需要在2050年或者2060年实现零排放。但是，各国向巴黎会议提交的气候变化预案中提到截至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共为590亿吨，这远远超出了420亿吨这个建模分析得出的要实现零排放的最高限值。按照目前的排放水平，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瑞银在2015年1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谈道：“这不是一种缺失而是一种裂痕。”

从积极的角度分析《巴黎协定》：195个国家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全球升温不得超过2摄氏度，人类需要在2050年之后进入零排放经济模式，所有国家都必须付出努力。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坚信，《巴黎协定》确实是重大的抉择，也将会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协议。第一，历史经验说明，非约束性协议能够为决策工作提供必要的共识基础，例如《赫尔辛基协议》。这些协议明确了前进方向，铸就了互信关系。第二，签订《巴黎协定》的当下，没有哪个发展理论称得上颠扑不破，这一观点在本书第一部分中已经进行了阐述。金融危机已过去多年，经济行业仍旧混乱不堪，经济发展低速前行，金砖国家势头疲软，生产率悖论（又称“索洛悖论”）日渐突出，能源、汽车、银行等支柱产业中的焦虑情绪有增无减，此时此刻，低碳经济必会得到更多关注。中等国家的焦虑情绪尤为明显。100年前被列为“中等收入水平”的100个国家中，当前只有13个仍旧保持着高收入的状态。实践证明，当人口不断增加，需求上涨的挑战就更加艰巨。很多城市不得不面临糟糕的后果，那就是污染严重、拥堵不堪和基础设施严重匮乏。

因此，在经济发展上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出的标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而且，当前的环境成本与限制已经增加，创造经济繁荣的征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人口大幅增长的非洲以及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人们正在进行如何超越西方经济体的热烈讨论：离网型太阳能发电将取代大规模的发电模式，移动电话将取代固定电话，3D打印将取代传统供应链，共享出行模式将取代私有汽车，都市农业将取代大规模生产的包装食品。这个模式就是去中心化，减少对基础设施的依赖，减少对规模的依赖。从某些方面看来，这种取代也更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在《巴黎协定》签订的时刻，新的发展模式也迎来了重大机遇，它必将吸引更多关注，也终将在政治人士履行承诺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

第15章 范式引爆点 “特斯拉时刻”


如果每个人都完成了力所能及之事，最后的结果绝对会让人惊诧。

——托马斯·A. 爱迪生

本书勾勒出了伟大的变革，大家需要对一切可能的发展前景持有更坚定的信念。曾经未能实现，不代表未来不可期待，这当然也是对变革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有益于整个地球的方案没有积聚起强大的力量，没有成为主流的选择呢？关于创新经济体系的设计目前仅存在于论文、实验室，以及利基市场中。庞大的线性模式经济仍在发展，企业不断缩短产品周期、压低生产成本，良性循环的概念在竞争中似乎毫无立足之地。陈旧体系的渐进性完善工作似乎成了创新体系的头号大敌。提升、优化、修补是人类最擅长的工作，但系统层面的变革却截然不同。在传统工业模式即将走向终结的阶段，“完善现状”与“彻底变革”两种论调会展开激烈的较量。走向净正面模式的发展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出现。无论是法律法规，心理状态，又或是现实生活，人类早已深陷传统形态，因而挣脱困境并非易事。人类需要创造新的系统，并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利益的新选择，人类需要明白能否把握这一选择，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为了走出困境，人类需要直面认知失调的问题，重新思考眼前的选择，把控好即将到来的临界转变。而且，这次转变的起点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环保主义已经大不相同，如果从系统层面上成功落实这一计划，那么经济效益将会清晰可见。

一个不作为的寓言故事——停滞不前的心理状态

在撰写此书期间，巴西某矿场的大坝决口，6 000万吨混合着大量矿渣的污泥倾泻而下，流入曾被称为“甜蜜之河”的多希河。污泥来自萨马科公司的铁矿，事故还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多希河流域500多公里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热带雨林、圣埃斯皮里图海滩、当地珍稀海龟无一幸免。随着大量污泥板结，农田的土壤肥力会受到影响，河床结构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河水流向。而且，这些污泥可能存在有毒物质。虽然矿业公司报告这些污泥没有毒性，但是政府部门坚持强调，如果接触到污泥一定要认真冲洗干净、谨慎处理受污染的衣物。另外也有证据显示，污泥中含有大量醚胺这种巴西矿业中常见的化合物。根据空气产品公司（化学品制造企业）网站介绍，醚胺“难以进行生物降解，毒性高，严重影响水生生物”。多希河流域的生产力以及环境面貌恐怕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

依赖于资源开采的代价如此惨重，但在很多人看来，没有资源开采与环境恶化的未来似乎并不现实。摆脱当前无限开采资源的模式，选择循环式的发展方法，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是又让人感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人类渴求改变的成果；另一方面，人类又质疑改变的可行性，所以最终很多人选择放弃机会。这不就像是伊索寓言中的狐狸吗？

眼见葡萄成熟，多想一尝味道；

奈何藤蔓太高，狐狸总够不到；

满心怨念却要强颜欢笑；

大喊一声“葡萄太酸，不吃为妙”。

故事中，狐狸看到高高的藤蔓上挂着熟透的葡萄，垂涎欲滴，可就是摘不到。狐狸没有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反倒指责葡萄太酸了，根本不值得自己花时间去摘。狐狸说服自己相信了没有葡萄日子还好过一些。面对认知失调的痛苦，狐狸在自相矛盾的想法中不知所措，它最终的做法在心理学上又称作“适应性偏好形成”。面对选择，人们挑简单的，而困难的那个就会被抛弃、被诋毁、被戏谑。

这与人类的处境何其相似。故事中的狐狸不愿意尝试其他方法去摘葡萄，而人类也不愿意尝试新的方法。看着葡萄藤，明知道葡萄甜滋滋，却告诉自己不可能得到，老样子也挺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不追求“葡萄”的代价何其惨重——环境恶化、债台高筑、社会矛盾激化。本书也列举了诸多事例，证明转换为新模式是可行而且现实的选择。哲学家、环保主义者、支持选择性使用资源的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要脱离有限的资源来发展经济。人们也慢慢感受到这种经济模式的优点，也认识到落实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在增加而成本在下降。技术创新不断带来精彩的“特斯拉时刻”——行业颠覆者勇敢地挑战曾经坚不可摧的老牌企业，例如德国的能源行业巨头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巴黎协定》则为人类带来了重要的转型机遇。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从颠覆走向革命需要付出什么呢？

认知失调的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有的家庭拥有三辆燃油家用汽车，同时又关心气候变化。有人能够清晰地阐述传统农业对水土和地貌的影响，不利于食品品质提升与农业发展，但说完没多久就去快餐店买了一个汉堡包。有的企业派遣员工去参加关于循环经济的会议，但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压力，其生产的下一代产品依旧是低价值且难以回收再利用的产品。自相矛盾的言行让人无所适从。为了逃避内心的谴责，人们并没有革新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商业模式，人们的应对方式是改变自己的想法，使其适应自己的行为选择（“就算我放弃买车，也不能够改变什么”），或者是提出一些新想法重新说服自己（“我的新车肯定比较环保”），又或者是忽略特定的信息（“尾气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印证”）。社会科学家们真应该好好分析一下，到底是哪个原因阻碍了变革，到底是忽略特定信息，还是操控自我意识？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本书第一部分所陈述的观点，还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了解人类已经掌握了变革的能力？人们不愿意采取行动是不是觉得个人的行为微不足道，无法改变大局？

其实无论原因何在，心理学家已经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认知失调会导致行为与认知不一致，这可能会推动人们去学习、去改变。这一点已经在建构主义教育中得到积极的应用。当学生们碰到了相互矛盾的想法，会对即将到来的意识导向做好准备。当今社会上大多数人因环境问题产生了焦虑，也许这就是变革的土壤，新的意识即将生根发芽。

填补想象空间

摆脱资源密集的负面增长模式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转变，后来的人们回顾之前的事件，当时的决定通常看似轻而易举、理所应当。在奴隶制未被废除之前，许多权威人士为其辩护，其中就包括1777年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的国会议员坦普尔·勒特雷尔。这些人认为废除奴隶制将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即便英国不进行奴隶贸易，别的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竞争对手荷兰、法国会接过英国的“贸易额”，奴隶们的境况反而会更加糟糕。在维多利亚时代，童工是经济中的一大支柱。步入20世纪，雇用童工的现象在欧洲与美国依旧普遍存在。如果你的学生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么你应该还记得当时老师可以坐在教室里抽烟，这一行为的禁止之后也同样引发了漫长的争论。无论是妇女权利还是强制性安全带措施，每一个转变都是历经多年才得以实现——从陈旧的社会规范到观念的冲突碰撞，从短视的现实主义到全新的社会契约。从奴隶制引发公众讨论到最终被废除，历时200多年；从英国开展妇女参政活动到1928年妇女最终获得选举权利，历经60多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10年，DDT才被禁用。20世纪30年代，驾车需系安全带这一观念首次提出，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强制性法规才在所有地区得到贯彻落实。1969年芬兰航空首先在飞机上落实禁烟，19年之后，也就是1988年，飞机上禁止吸烟才得到了全面推行。

每一次转变都是认知失调的演绎，当新的行为规范得到法律认可，在社会中得以普及，那认知失调也就随之消失。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各种话题与观点，然而每次转变都需要直面短视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看似合情合理的论调。

选择长远的视角可以重塑对当下困境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打开系统性转变的可能性。对于眼前的选择，以“事后之见”来思考，问问自己，如果全新的标准成为现实，那时的人们将如何看待当下的行为：上百万吨的塑料进入市场，使用之后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予以回收处理；石油、煤炭、天然气的开采不断扩大；农业中的氮肥、磷肥得不到充分利用，大量流失；全球年产9 000万辆汽车，人类只能加以粗糙的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在2015年，这些行为显然都是理所当然的。

鸭子还是兔子——范式危机

科学类书籍一般销量都不高，但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出版之后已经售出140万册。在第一版发行50年之后，销量依旧可观，库恩对于范式转移的有力阐述依旧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其书经久不衰，甚至也赢得了千禧一代的关注。库恩发现，科学界的工作、辩论与进步都围绕着既定的科学理论展开，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原子模型。大多数的实验都是为了验证并进一步巩固现有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常态科学”。当常态科学无法解释某一现象的，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异常现象”。科学家们会尝试将“异常现象”代入现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异常现象与现有的范式根本不兼容，那么现有的范式就陷入了危机。有些科学家就会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诠释自己的分析，进而提出新的范式。新旧范式展开了较量，通常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天平才会开始向新范式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接受了新的范式，反对声得以消失，对于旧范式的投入自然就会变少，对于转变的准备也会变得越充分。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科学呈线性递增式发展，而库恩对科学发展的诠释彻底扭转了传统认知，“范式转移”成为主流。彻底的转变通常需要较长时间以及证据的充分累积。转变的核心即“完形转变”——在错视图中突然看到兔子的时刻。那么在本书的讨论中，旧的“完形”是依赖于资源的传统经济，其以稀缺性原则为主导，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必将导致环境恶化，企业“不那么糟”的表现已经是不错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恢复环境活力，提供充足的财富，提升生态系统的生产效率，造福子孙后代，都不可能实现。不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根据思想意识，都无法推导出这些成果。

库恩的著作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50年，群众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十分具体的分析，描述了陈旧范式倾塌的过程以及前提条件。他们发现，当10%的人群肯定了全新的理念，过去的体系就将开始倾塌。这个分析的来源可能有些出人意料，它来自SCNARC（美国陆军建立并提供资金的社会认识网络学术研究中心）。SCNARC的目标之一就是了解暴动与反暴动行为是如何影响或者控制人群的，研究的理念基础就是“真正的斗争是人们意念的斗争”。2011年，SCNARC在《物理学报》上发表文章《少数人群信念推动社会共识的产生》，研究团队通过精密的计算机建模分析发现了少数人的信念成为多数人观点的临界点。SCNARC的主任博尔斯洛·思奇曼斯基总结研究成果时说道：“当持有坚定观点的人口比例低于10%，理念的传播就不会有明显进步……一旦比例超过10%，理念传播就似星火燎原。”论文作者们也提及了相关历史事件，例如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突尼斯与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在SCNARC的研究之前，其他科学家提出过更高的临界值。高低差距取决于少数群体的影响力：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畅销书《引爆点》中指出传播人士、内行人士、销售人士是快速传播新创意的有力推动者。SCNARC的研究发现，持有自己观点的人群的信念坚定程度比其所能影响的人际网络类型更重要。在SCNARC的建模分析中，无论观点的来源如何，只要坚定信念的人数比例达到10%，观点就开始迅速传播。格拉德威尔提出的传播速度来自组织规模的力量。当组织规模为150人（也被称为“邓巴数”）时，传播观点的能量最强大。如果群体中有人的立场相互对立，例如雇用单位与雇员代表、意见相左的政客与社会活动家，那么能量就会更加强大。观点的交替与再生可以打开寻找新方案的空间，重塑讨论，并促使不同参与者汇集到一起去寻求共同立场。

那么，当前的增长引擎已经出现问题，有益生态、成本合理、更为公平的发展模式赢得了不少支持，“坚定信念人群”也已经出现（环保主义消费者也有10%左右了），为什么新的发展模式依旧未成燎原之势？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达到逆转点呢？

创造“特斯拉时刻”

说服自己相信巨变即将到来并不容易，因为以往的经验与这一结论完全对立。当经济变革近在咫尺时，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巨变到来之前的那些犹疑，每一次人们都感觉无法接受新的现实。

• 1873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外科医生说道：“明智而人道的外科医生绝对不会打开腹部、胸部和大脑。”

• 1895年，苏格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在学生面前宣称：“重于空气的物体不可能飞行。”

• 20世纪早期，在瑞士的阿彭策尔区，当地居民往铁路上扔石头，因为他们认为地铁是邪恶的存在。

• 1957年，Prentice Hall出版社负责商业书籍的编辑告诉他的同事：“英国各个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和那些最厉害的人也聊过了，我敢保证，数据处理不过是一时的狂热，明年就没影了。”

• 弗瑞德·史密斯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提出了创立优质的隔夜快递服务的想法，管理学教授批阅：“这个概念有趣而信息丰富，但是要得到比C等更好的成绩，这个计划应该具有可行性。”后来，史密斯建立了联邦快递公司（FedEx）。

• 1968年8月，《商业周刊》报道称：“美国汽车市场已经有50多个外国品牌，日本汽车企业抢占美国市场的可能性极低。”

•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的5年前，她曾亲口说道：“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有人当选女首相。”

回望历史，在经历了无数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变革后，此时的我们看到当初的质疑不由得摇头慨叹。但在最近的发展中，历史又在重演，例如可再生能源革命。气候变化的威胁激发起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追求。然而，大多数企业面对每千瓦时高于50美分的成本时感觉如临大敌，所以选择放弃。在21世纪之初，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一马当先，大举投资太阳能光伏与风能技术。面对同样的发展信号——市场价格、政策规制、学术研究——前后两类企业的解读截然不同，后者看到了清洁能源系统的未来。这些企业在能源领域印证了“摩尔定律”：发电成本价格开始有规律地大幅下降。快速的发展让可再生能源成了又一个“自证预言”。因为企业为了保持发展速度需要大量投资于研发工作，投资当然又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在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之下，发展中出现了重大转折点：先锋企业对于未来的能源系统必定清洁而高效的坚定信念成了行业中的共识，也成了所有企业的生存标准。

研发投资的重心迅速转移，在太阳能光伏、电池、电动汽车等各个领域，技术飞跃接踵而来。如今，可再生能源正在朝着电网平价的目标稳步迈进，为能源行业的老牌企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2000年，投资可再生能源仿佛是在用钱打水漂；发电成本、规模经济、既得利益和企业思维模式这些因素似乎都指明了化石燃料的地位坚如磐石。实则大错特错呀！

那么下一次的变革又在何处？很多人认为交通出行领域很有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新的交通出行体系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观点在本书第二部分已做过讨论；另一方面，划时代的产品特斯拉使消费者对于交通出行的感受出现了很大的转变。特斯拉公司的前景仍有待观察，企业本身也显然未达到“净正面”原则的要求，但是特斯拉的出现确实是汽车行业的转折点，也就是历史上的特斯拉时刻。传统范式中，绿色环保必然意味着克制与节俭。特斯拉却将驾驶过程与软件驱动产品结合在了一起，带来了全新的品质体验。这些注重环保的行为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歧视与耻笑，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驾驶特斯拉或者利用Nest应用实现家居生活智能化，不但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体现，更像一种时尚达人的作风。当“特斯拉时刻”接二连三地出现，就说明“净正面”的目标或许即将实现。

第16章 塑造市场 政府的新角色


在美国建立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体系不仅需要创业者和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与冒险精神，还需要联邦政府对创新的“基石”进行投资。

——《回到未来II》

经济学家认为，摆脱当前地球危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为外部效应定价。当企业与消费者认识到污染、社会剥削等外部效应的成本，自然就会改变自己的选择，优化结果。但是近年来的发展与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政府无意再给经济发展施加更高的成本，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影响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与增长速度，从而引发就业问题。一边是清洁能源、健康产品、宜居城市、共享繁荣，另一边是短期增长与就业保障，于是各国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回旋空间极为有限，宏观与微观经济手段威力不再。恶性循环不断上演，经济表现屡创新低。

而就在最近，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中国与欧盟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这是一场良性竞争，两大经济体都开始在循环经济上争取优势。中国将循环经济的相关规定列入了“十三五”规划中。稀缺资源的管理与回收得到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已经认识到，当前的污染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崛起和经济愿景的落实，而且当前的资源生产率也限制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德国的4.5倍，是美国的3.5倍；在塑料回收方面，中国的回收率为11%，欧洲为35%。但是，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即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30吉瓦，资源生产率也有所提升。与此同时，欧盟也开始在资源生产率的提升上持续发力。2014年，欧盟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出台宏大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以逐步使欧盟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并降低创新的成本、提升创新的动力。在全新的资源生产率竞争中，竞争双方都是赢家：欧盟能够重新赢得部分增值产品的优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劳动成本的优势，而双方都可以解决依赖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

虽然这样的经济战略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还并不完善，但必定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劳动生产率激增推动了历史上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和欧盟完全有可能以相似的发展机制再创历史。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得以转化为更高的收入，从而激励企业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1900年到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8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理，资源生产率的提升也能够刺激新的发展。当资源生产率像“劳动生产率”一样得到规范明确的定义，这又会成为一个自证预言，摩尔定律将再次上演。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升；同理，信息技术行业也将摩尔定律视作科学的发展规律，认为其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商业模式的搭建就会以这一定律为基础，根据这一定律，芯片生产商的发展路线图中已经将性能不断提升的状况考虑在内，即便当下技术仍未成熟，技术水平较低；软件开发部门也会默认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并根据这一前提设计软件；IT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认定，只有加快创新速度才能够减轻利润率方面的压力。正因如此，技术行业由此形成了自我实现、自我稳定的良性循环。那么政府又要如何在资源效率上推动这样的发展呢？

一旦政府认识到资源生产力系统中的竞争机会，典型的政策工具就会出现，包括税收、减少有害资源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创造市场”的微观经济政策。为了推动市场融合，政府需要将劳动力的税收负担转移至（有限的）资源上。第5章第3节指出，在国家经济中，劳动力与资源的地位并不平等，有限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也存在如此的不平等。在欧盟，有限资源占总体资源使用的89%，可再生资源仅占11%。另外，在欧盟的税收中，劳动力相关税收占52%，环保相关税收仅为6%，其中又只有4%为资源税收（也就是说针对资源的税收仅为整体税收的0.3%）。而且环保相关税收的占比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政府与社会各界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希望在短期内提升资源生产率，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灰色经济地带。为此，各方也进行了不少倡议与助推工作。2015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报告中强调：“将税负从劳动力转移至消费与资本收益领域可以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虽然资源税收方面的潜力不可忽视，但是这方面的工作饱受争议，进展十分缓慢，雪上加霜的是，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政府应该转向微观与中观经济手段，改革系统。

市场的创造者——重塑市场的艺术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与市场怀疑论者展开了争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似的争论再次上演。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称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就提出了更为细腻的观点。秩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市场需要规则明确的治理，以确保市场中的各种力量能够为社会利益服务，这听起来似乎直指当今社会的问题。当时，包括威廉·洛卜克和瓦尔特·欧根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状况以及40年代政府干预后的状况，提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为德国与欧洲后来开创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当今政党无论左右，都应该借鉴学习这些观点。这些文化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对于物质至上与价值观受到侵蚀持批判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流派被称为“弗莱堡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理念包括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不受管控的市场也无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私有企业的强大力量与条理分明的市场规则同样重要。该学派的许多理论很有见地，例如，企业法应得到严格执行，利益相关者应承担责任，独立货币银行应当维系价格稳定，实行累进税率，保持财政平衡，管制垄断行为，各方薪资自主解决，对于困难人口实行最低收入制度。

当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从资源依赖中解放出来，秩序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当下更加值得回顾与反思。在20世纪50年代，威廉·洛卜克就指出，环境领域的工作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是无法完成的。洛卜克坚信，塑造社会形态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创造市场、调整市场和改革市场。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塑造者：制造“秩序”，让市场产出理想的结果。是的，早在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市场规划，而不是小规模的介入手段。对于眼前大规模的变革，人类需要对市场进行设计与定义，使其从依托资源的增长转向“递增性增长”。

为了建立递增性经济，人类需要反思资源市场的概念。建立新的能源资源市场，所需要的努力至少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改革所需要的。未来能源市场的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需要为可再生能源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欢迎新企业进入。遗憾的是建立高效材料库的要求尚不明确。这里提出8个具体的市场规则，以期革新资源市场，这些规则有的是针对使用过后的材料，有的是针对使用中的材料（正面清单，规定用途，共享模式），还有的是关于新要素市场。以上规则都可见成效，但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有很多还是未知领域。

• 合规或自回收：当前大部分浪费现象的共同根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将任何东西投到共同的垃圾系统中。所有的激励措施都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也完全能够得到改变，事实上，只要将当前系统替换为“合规或自回收”的新系统就可以了。生产商的材料只有符合要求，即含有营养物质、无毒性无污染和可追踪等等，它们才可以进入公共材料库中。所有材料，包括金属、纸张、玻璃、化学物质、有机物等等，在产品设计时都需要符合用后回收的规定，以避免减损同一材料库中其他产品的价值。塑料制品不得含有阻碍再利用的添加剂，金属应该保持纯度，纸张不得含有毒性油墨，废水不得含有违禁化学物。不符合标准的材料必须由生产商自己回收到私有材料库中。对于不合规的材料，厂家回收就是新的普遍适用标准。生产者也可以将责任转嫁给第三方机构，只要双方协定好价格即可。合规材料进入公共回收系统，不合规材料进入私有回收系统。

• 严格定义使用过程：本书已经讨论到，经过第一次使用周期后，材料95%的价值就会流失，巨大的外部效应也会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粗糙的产品设计。在未来，进入市场的产品必须明确规定用途、使用周期以及流通路径，布朗嘉特与麦克唐纳的“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概念就对其进行了规划。虽然三个目标都需要巨大的改变才能实现，但值得人们付出努力。生产商要明确指出产品使用结束后，到底是进入多次循环使用的技术领域，还是进入自然生态领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产品制造必须排除一系列物质：毒性物质、致癌物质、致畸物质、内分泌干扰素、造成生物积累或者臭氧层空洞的物质、不可降解物质等等。除了用途与流通路径，产品周期也需要得到严格规定。这需要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达成共识。苹果公司推出了拥有29只独立手臂的回收机器人LIAM，其能在11秒之内完成苹果6s手机的拆卸工作。目前一般的手机回收中，最复杂的智能手机回收工作只能将41种元素中的9种提取出来，而且还不是最稀缺的元素，相比之下，苹果的回收机器人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只有规定了产品使用周期，苹果这个精密的流程才能够运作。要知道，每一次产品组装都与若干年后的产品拆卸流程密切相关。如果某期拆卸项目已经结束，即使收回对口的产品也没有意义，而且还会影响下一步的创新工作。

• “正面清单”：建立材料库还需要另一个“范式转移”，那就是从“负面清单”管理转变为“正面清单”管理，从而终止与“禁用物质”的赛跑。绿色和平组织的“时装去毒”行动罗列了包括全氟化合物（PFCs）在内的200多种有毒物质，这一组织希望全球35个时装品牌都能够做出逐步放弃使用这类化学物质的承诺。但是，时装行业使用的化学物质多达17 000种，禁用物质很快就会被其他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取代。迈克尔·布朗嘉特在采访中表示，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管理，人类将永远落后（见附录1）。所以要为健康、可进行生物降解的良性物质建立清单，让各个行业就这个“正面清单”达成共识。良性材料就像是循环经济体中的流通货币，这种货币能让价值链的各个单元实现合作，并且不必承担价值损失。塑料包装行业正在尝试建立“塑料公约”，以约束塑料生产，虽然这仅适用符合垃圾处理要求的物质，但这始终是可喜的第一步。

• 零垃圾填埋：全球仍有44%的材料最终进入了垃圾填埋场，在欧洲，这个比例大约是40%，但是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德国最低（仅为3%），保加利亚最高（高达98%）。当前经济体系中的浪费十分严重，废弃物还会占用土地资源，污染地下水，引发健康问题，导致经济损失，影响恶劣至极。政府必须认识到，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逐步淘汰垃圾填埋才是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各不相同。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淘汰了一部分垃圾填埋场，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行列。在菲律宾，几乎没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如果能够提升管理标准，不但能够减少垃圾胡乱堆放的现象、减少无规划的焚烧，而且在将来回收利用技术成熟之后，还可以对垃圾场进行二次开采和资源化利用。严管乱丢乱放现象以及道路堆放垃圾的问题、建立更严格的填埋场管理机制（提升卫生标准、调整倾倒垃圾费用等等），能够推动闭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提高回收率，增加回收价值，带来“从摇篮到摇篮”的产品。

• 共享：前文已经详尽分析并诠释了共享模式的益处，共享服务将会为经济注入新鲜而强大的动力。目前对优步、爱彼迎等公司的共享模式的讨论主要围绕公平市场、共享经济益处展开，而这种讨论并没有反映对共享模式的支持与肯定。面对出租车司机、酒店行业人士的抗议，政府陷入了困境。新企业也好，老牌企业也好，共享经济的颠覆者也好，政府应该为所有的竞争方创造公平环境，在社会与环境标准、保险规定、职责公开上报等方面一视同仁。一旦规则得到落实，政府的工作就是推动增长，而不是干扰共享模式的发展。相反，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共享模式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与工业配套的建设、产品的推广等等。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斯蒂芬·赫克教授的分析，在加利福尼亚州，优步的出现使得传统出租车业务量减少了一半，但由于新的用车需求出现，交通出行整体的业务量上升了5倍。政府应该开始重视共享模式的机遇，推动建立公平高效的市场。

• 新要素市场：政府应该为新的要素建立市场。拥堵费、排污交易、生态银行、生态系统服务抵押、水权、执照要求（出海天数、敏感栖息地入境许可、开发权）等不但能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而且也会为21世纪的市场设定准入条件、推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只有为新要素建立市场，才能够催生有益的经济活动，提升收入并拉动增长。

•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一定价值。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也为人类提供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益处：森林和泥炭地可以储水，森林还可以截存二氧化碳（每年价值约3.7万亿美元）；湿地能够对某些类型的污水进行生物处理；蜜蜂等昆虫能够为果园提供授粉服务（在瑞士，该服务价值就高达每年2.13亿美元），乡村地区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将这些价值变现，就能够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保护资金。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组织提供了重要数据：这些生态系统为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南非的开普敦等100个大型城市中7亿人口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在这些城市中，生态系统处于“赢利状态”，而且成本较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测，生态系统服务的蕴含的市场价值大约在16万亿至64万亿美元之间，但人类能够挖掘的仅有1 000亿到1 500亿美元。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各国政府应该建立相应市场、消除障碍。各国政府应当加大投资、建造卫星监测等基础设施、为长尾风险提供担保。这些数字必将转化为经济上的发展，不仅仅是GPI定义的增长，也是GDP定义的增长。

• 道路空间：交通拥堵是个大问题，其会引发无效生产时间、市区资产贬值。英国伦敦、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加坡已经成功实施了拥堵收费制度，大大缓解了城市拥堵问题。拥堵收费制度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内部增长》的团队还建模测算了这一制度所释放出来的空闲劳动时间，分析了其经济影响。建模分析的结果显示，失业率将会下降0.2%，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上升2.3%，GDP将增长1.4%，可谓是多重红利。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建设市场，前景光明。这些市场与当前的金融市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既有自然竞争，也有人为管控。争论对于市场是应该加强监管还是解除监管并没有太大意义。当前所有的市场，尤其是本书分析的几大成熟市场，即交通出行、住房和食品市场，都受到了严格的规管。塑造市场以提供更好的成果，这也正是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德国经济奇迹的大功臣威廉·洛卜克就对自然资本做出了如下定义：“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如果要合理发展下去，那就需要一种能够保持土壤肥力的技术，如今在欧洲，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开发这种技术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回顾历史，眼前的转变似乎早在预想之中。

聚焦增长

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报告中写道：“今天，创新表现已经成为衡量竞争力与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准。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创新将发挥重要作用。”创新也会以不同的形式造福社会。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区分了创新的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替代型创新，即以性能更优的产品替代旧产品。例如，苹果5手机替代苹果4手机，宝马3系轿车替代以往车型，时装店出现新的潮流产品。第二种是效率型创新，即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产品与服务。例如在生产车间使用机器人，优化零售空间和在线销售等等。前两类创新以不同方式解决了需求问题，但对于增长和就业来说，这两类创新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第三种市场开拓性创新则与上述两种创新截然不同，其应对的是新的需求或新的消费的领域。市场开拓型创新应对的是未出现的消费领域，而不是现有的消费领域。克里斯坦森列举了几个案例：肯尼亚的手机移动支付服务M-Pesa推出后，使用银行服务的人口比例从20%上升至80%；南非的MTN集团推出了低价手机，使非洲的手机使用率大幅上升；印度的Aravind眼科医院提供了低成本的眼部手术，曾经无法承担费用的人群成了消费者。

政府应当将向净正面的转变视作市场开拓型创新过程，以进一步推动增长与就业。回收、循环、翻新、再利用都能有效应对在新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正因如此，形成闭环才能大大推动经济发展。2012年，南非政府落实了新的法规，强制回收轮胎，回收系统由一家企业专门管理。以往废旧轮胎的处理方式都是直接用明火焚烧，然后再回收剩余的钢丝，处理过程中也不存在健康保障措施。在新规落实3年后，70%的轮胎得到回收。回收重量从8 000吨上升至6万吨。这个回收系统就是在应对新消费领域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预测到2020年，系统将产生1 900个工作岗位，创造800万美元的经济价值，并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磷回收、厌氧消化、手机拆卸、土地复垦、二氧化碳回收和都市农业都能激发新消费领域的活力，它创造就业，促进增长，累积资本，拉动内需，为产业国际化奠定基础。这一模式已经呈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中，本田汽车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智利的农业部门也借助这一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前政府部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都主要用于替代型创新和效率型创新，具体来说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采掘业，这些投资未能真正推动经济发展。在市场开拓型创新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能够重新调配资本，调整市场规范，开展商业教育，引导符合“净正面”原则的创新。发展中经济体尤其要摆脱为全球市场提供廉价产品的模式，寻找市场开拓型创新机遇，推出自己的产品，将本国的经验与品牌推向国际舞台。

中观经济的崛起——“舆论导向”的力量

2004年，库尔特·多普菲、约翰·福斯特、杰森·波茨三人在论文中写道：“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并非宏观或微观的，而是中观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并不是各个效用最大化要素最终实现全面均衡的理性相互作用，经济是各种规则与组织关系交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各种联系息息相关，但并非买卖交易性质。三位经济学家的根本观点给政府带来了积极的信息。当前，调整贷款利率之类的传统经济措施威力不再，三位经济学家的论点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指明了新的应对空间：根据全新的系统规则让各类机构组织协作共进，汇集一切力量推动新的发展趋势。在系统性变革的时代，政府要肩负起舆论导向的职责，并推动人们摆脱传统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困境。反过来这又会加强经济体中不同参与者的良性互动，使人们改变旁观者的姿态，积极行动，从而形成稳定的前进趋势。建立新经济模式的完美风暴大致会呈现出如下过程：

• 当企业认知到净正面经济是正在崛起的新经济模式时，就会投资于新材料、循环产品和相关商业模式。企业会重新把控供应链、追求更高的生产标准与更严格的行业公约，并推动整个价值链达成共识。面对消费者，企业不再以“不太糟”的产品作为目标，而是清晰地阐明以“卓越”产品为目标的路线图，并明确规划好产品进步的节点。

• 政府识别了企业发展释放出的信号，并因此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地球资本为中心。外部效应得以被公开讨论，企业也将降低外部效应作为基础工作与激励目标。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循环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市场开拓型创新得以落实，产品用后处理行业等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直接拉动就业。

• 为了与企业和政府保持合作关系，研究机构与学术机构大举投资递增性经济技术，例如新材料、材料追踪、再生能源管理和再生土地管理。在建筑、农业、化学、市场营销等领域，向“净正面”经济转型必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动力将达到历史高峰。

• 如果进行长期投资、积极推动转变、投资相关基础设施领域，那么金融机构也会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发展动态中受益，这类机构会更加注重长期的估值，以新的视角看待风险，提升透明度标准，例如启动“碳披露”项目（CDP）。

• 消费者会更加看重品质而非数量，看重获取途径而不是保有方式。对自身使用的产品，消费者会要求生产者提升其透明度、提供更清晰准确的数据。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产消者”。在能源领域、内容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了产消合一的趋势，而且这种产消合一也逐步向实体产品领域发展。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长久，消费者变得更注重服务品质，更强调个性化。在更紧密的关系中，服务的净正面性成了更加重要的问题。

• 工会将迎接新市场、新领域、新就业群体，它们应将创新技术视为就业的动力而非阻力，并为新技能的规划与培训做好准备。工会的大力支持主要源自全球化竞争的激烈程度逐步降低。递增性经济更强调自给自足，相比极端的全球化竞争状态，递增性经济更倾向于利用本土劳动力资源。

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参与者：行业协会、税收部门、专利机构、学校、合作社、能源供应方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每一类参与者都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经济体中的不同参与者要形成良性互动，而政府要大力释放发展信号，并将整个社会推入新的发展模式中。




        

第17章 多即不同 表达力、透明度与信任关系的革命


我很欣慰地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当前困境的有效方法。

——费列罗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旗舰产品Nutella

榛子酱引发网络抗议行动之后所做的回应

互联网也是推动递增性经济成为现实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为产品或者技术设施提供了共享、追踪、转售、修复等功能和技术；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就是变革的技术媒介。互联网提供了点对点、多对多的平台，其推动了集体对话、汇集起关键群体，并激发企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互联网，当前很多群体活动、创新工作、以互信关系为基础的资金筹集根本就无法实现。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生活，也给心力交瘁的经济学家带来了希望。也许，真正的变革工作正潜伏在互联网之中。

表达力的革命

2013年7月11日，绿色和平组织的6名女性活动家成功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她们爬上了伦敦市中心的碎片大厦。这次活动是为了抗议壳牌石油公司在北极地区的钻探活动，消息瞬间就横扫各个网站与社交媒体。多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的宣传活动一直以大胆激进闻名，攀爬碎片大厦的抗议活动将这种大胆激进推上高峰。以往需要上万名抗议者才能实现的宣传影响，现在6位勇敢的活动家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能力就可以实现了。宣传人员与网络活动家现在越来越强大，他们在网络上设立的数字路障取代了曾经在大街上设立的实体障碍。遭到抗议的企业正在想方设法地应对各种状况。谴责更为有效，更具穿透力，也让受谴责方无处可逃。但是对于建立净正面经济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第二，网络能够激励行动。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地震，据统计有69 225人死亡。许多家庭的独生子女罹难，悲痛的父母们认为校园建筑坍塌的原因是质量不达标，于是就此向公共部门问责。通过互联网，这一事件吸引了大量关注，相关部门也对建筑质量进行了查验。在印度尼西亚也发生过相似的事件：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热带雨林的滥砍滥伐现象终于有所减轻。利用众包平台Tomnod进行全球动员，利用智能手机拍照发文、发布实时警报等方式来核实当地情况，国际活动家与本土活动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互联网为建立新的发展规范铺平了道路。2015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牙医在津巴布韦万基国家公园附近猎杀了当地著名的狮子塞茜尔，这一行为引发了民众强烈的谴责，大型野生动物狩猎也因此再也无法被视作体面的行为。这些抗议浪潮建立起了新的社会规范，虽然不能终止此类狩猎，但是可以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凭借着互联网媒介，以递增、再生与循环为基础的全新道德规范将会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乱排乱放的产业行为将受到严厉的谴责。同志权利、素食主义、人体彩绘等通过互联网得到了推动。同理，“零废物”的标准也会通过网络更加迅速地走进人们的生活，并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每个人的数据——新的透明度

经济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搭便车”行为就是对无标价资源的过度利用，造成这一行为的原因基本在于信息不完备。从前，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牛啃了多少牧草”，而现在，牛群移动的模式，每头牛的热量摄入、产奶量和排粪量等所有信息都能以极低成本获取，一清二楚。从前，人们不知道每个企业和家庭到底排放了多少污水，以及污水中的具体成分是什么，而现在，通过遥感技术就可实现，而且成本也微不足道。从前，人们无法得知出行高峰、低峰时期的车流量与道路状况，而现在，17.5亿智能手机用户提供了实时数据。从前，人们无法得知含有氯化物的有害塑料源自何处，现在溯源已经毫无难度。从前，人们不知道公海中有哪些船只越界进入了海洋保护区或者专属经济区，而现在，通过网络就可以对越界船只进行追踪。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在公共领域，信息规划可以有力推动递增性经济的建设，人们终于有机会将资源与自然资本带离隐晦不明的地带，并为其建立产权制度和问责制度、进行量化统计，还可以制裁违规者。数据追踪使自然资本得到了量化与标价。这就使得人类拥有将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绝佳机会。

众筹与区块链——信任关系的革命

再生性的净正面经济其实代表的是商业模式革命，它需要大量新型资本的支持。众筹模式就使很多初创企业获得了资金，尤其是那些非传统的企业。目前，众筹投资市场价值高达344亿美元，许多环境领域的先锋企业，例如Mosaic和Open Utility，都是通过众筹模式募集到了资金。对于筹资与净正面商业模式来说，渗透力最强的创新应该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是数字交易的革命，它使人们不再需要中央管理机构审核、清算交易。

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密数据库，在共享的开发源代码网络上以数字账本来记录交易。这一技术的应用省去了逐次查验交易的工作，能够节省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成本。《经济学人》将其称为“信任机器”。银行以及其他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新技术蕴藏的巨大潜力。有25家银行最近联合建立了区块链技术公司R3 CEV。得到信任的交易记录对于新的发展作用不小，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为了让资源能够在技术领域流通，零部件交易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零部件的质量以及前一使用者的信息都未能获得保障。但是，如果这些零部件附有识别信息，之前的使用者与使用状况也已经录入区块链账本中，那么零部件的价值就可以得到保证。洪都拉斯和希腊的土地登记部门最近已经开始测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它们认为“公地悲剧”体现了人类对最重要的环境资本管理不当，其原因在于没有人为“公地”担负责任，而通过落实更好的产权制度，再加上区块链账本的保障，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另外，区块链技术也为小额支付提供了安全保障机制，能够有力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以及依赖于高频小额度支付的循环经济。更多事例不再赘述。

丰富多样而值得信任的分布式信息、多对多的社交媒体渠道就是新经济最根本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为曾经数据匮乏的资源领域提高了透明度、带来了问责制，使无形资产交易成为现实，也使不同参与者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汇集在一起。

第18章 新型企业家 高瞻远瞩的企业文化


我敢保证，等到“消费”在社会上成为一个负面词语，再说什么挽救企业必定为时已晚。

——某全球日用品公司董事会成员

大部分的企业高管都发现，企业在3个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办法。第一，竞争愈加激烈，效率方面的提升空间基本趋近于零，时间压力也更大。第二，企业要与消费者重新建立联系，重新确认自己是在为消费者的最大化收益服务。第三，企业还要防范日渐累积的风险，避免巨大的风险在瞬间摧毁数亿资产与百年历史（大众汽车、英国石油公司、雀巢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的负面新闻）。随着各方面的压力不断提升，摆脱迷局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企业需要从最根本的层面进行改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净正面”原则为指引，对产品、供应链、商业模式同步进行创新设计，或许正是走出困境的方法。

不断下降的收益：大部分行业的市场竞争近乎残酷，利润极其微薄。在全球市场，1980年到2010年，利润率一直大幅上升，但现在已经陷入停滞，甚至有下降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从2015年到2025年，企业盈利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从9.8%下降至7.9%。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市场波动增强、经济增速放缓这些因素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各个行业将朝着创意密集方向发展，创新者必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品牌的社会意义：大部分老牌企业在发展中竟然也和自己的消费者产生了冲突。2015年，全球广告宣传支出总计高达5 400亿美元，与此同时，企业又在向消费者传递出另一种信息，即增加消费并不符合消费者本身以及地球的利益。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大量信息表明，消费产品造成的社会危害与环境破坏虽然在缓慢减少，但仍旧存在。因此，企业传递的矛盾信息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认知失调”。这种状态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企业管理层也逐渐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在非公开的场合提出了这个问题。正如迈克尔·布朗嘉特所说，企业需要从“不太糟”的状态走向“良好”的状态，并且重新定义自己品牌的社会影响。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

图18.1　未来10年中，全球企业的营业额会大幅上升，但是盈利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下降

系统性风险：企业所面临的系统层面的风险也是与日俱增。大部分风险都与资源相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赖资源，而使用过的资源又返回公共系统以及环境之中，在这整个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大众汽车、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淡水河谷等企业已经在血淋淋的案例中展示了风险所在。对于企业来说，追求有益地球的产品、消除浪费、控制成本显然是正确的。

想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不简单。但是，针对全球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管理人员所感受到的压力与预感到的风险，作者相信本书所讨论的经济模式就是一条可行的减压排险之路。新一代的投资者与管理人员已经看到了新模式的闪光点。这也是我们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理由。

拥抱新规则——走出困境

从迈克尔·波特到加里·哈默尔再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管理学大师们的高见不谋而合：创新需要走在市场规范、顾客需求和法律要求的前面。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往往潜藏着差异化、套利和风险溢价的机遇。当前的资源生产率受到挑战也正是如此。斯蒂芬·赫克与马特·罗杰斯在其出版的书籍中表示，这是“百年以来最大的商机”。正面、强韧、注重品质与服务的产业理应受到大力推崇，但实际上这些产业却近乎无人问津。新的标准与市场规则以良好的初衷为依托，却遭到企业的抗拒。很多时候，业界人士反对环保法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必将导致行业竞争力下降，会引发企业破产甚至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发生，因而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哈特·霍奇斯对美国12项最具争议的重大环保法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每一项所产生的成本都比立法讨论时给出的数据要低，大部分仅产生预计成本的1/10甚至更低。例如，消除苯污染的合规成本最初预计的是每个工厂35万美元，但实际成本却近乎为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80年推出的“焦炉排放法案”最初被预计会产生40亿美元的成本，但实际成本不到4亿美元。限制氯乙烯排放浓度上限原本预计会带来每年1.09亿美元的成本，而且会让“整个行业走向灭亡并在经济层面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但是，根据沃顿商学院的回顾性研究，其真实成本为每年2 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实际成本与预估成本存在巨大差距，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就存在估值过高的倾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低估了清洁技术成本的下降幅度以及清洁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幅度。大部分的案例都表明，最早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已经获益匪浅。

表18.1　环境法律的合规成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预期要低





来源：哈特·霍奇斯

第二次“精益生产”运动

未来论坛、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气候组织在英国电信集团的支持下于2010年发起了“净正面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引导企业走向净正面的商业管理模式。计划为企业罗列了12条为最终实现“净正面”目标而需要遵循的原则。在过去8年中，相关组织与全球各地不同行业的企业展开了合作，并帮助不同规模的企业获得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合作经验显示，企业需要学习一套基础的技能。一旦能够落实这些工作，企业就能获得新的竞争力。作为项目参与者，作者在与企业管理者讨论这一变化的时候，时常会以“精益生产”做类比。“精益生产”这一理念来自丰田公司，丰田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践行这样的生产理念，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理念在全球高管层中风行。简而言之，“精益生产”针对的就是企业整个价值链中的浪费问题，它旨在教育各个级别的员工细心寻找并消除不同类别的浪费现象。这一理念广受青睐，因为在该理念的指导下，企业能够洞察曾经未能“看见”的提升空间，从而做出改进。“精益生产”的管理大师新乡重夫说道：“最危险的浪费就是我们不能察觉的浪费。”“精益生产”运动席卷全球，其最初的来源仅是一个潜力无限的新想法、一种供应链与企业运作的新视角。“精益生产”理念带来了各类法规或者补贴措施都未能达到的显著进步；而且，其对创新的长远影响仍在持续，已经远远超出当前人们的预想。

第8章提到的ReSOLVE框架催生了第一波创新浪潮，其发展成果已经初现，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全球经济中存在着众多系统性浪费现象，其中的机遇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ReSOLVE战略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价值创造培育沃土。以清洁能源领域为例，当“市场”认识到其重要性，政策信号也表明社会需要此类发展后，惊人的技术革命将一触即发，社会面貌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当全球真正认识到了系统性浪费中潜藏的机遇并开始认真应对时，第二波、第三波的创新浪潮也就必将如期而至，超越想象。

复杂工作的内部化——管理系统层面的变化

递增性经济需要企业进入未知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消费者意识尚未完全建立，他们仍然心有警惕，资本市场组织松散、欠缺规管，行业标准仍未出台，价值链还在努力优化负面产品，业内监管要么无足重轻要么就适得其反，企业员工对变化充满质疑，也未掌握合适的应对技能。产品或者服务往往需要匹配相应的产业系统，而在这一情境中，创新企业的成果需要适应一个还在缓慢成形的新系统。那么根据交通出行、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已有经验，企业如何力争上游，为新系统的铸造尽一己之力呢？

面对复杂的系统层面的变化，很多先锋企业从不同方面入手，例如配套设施、供应链、研发工作、技能培训还有资金等等，将挑战内部化。特斯拉公司自己建立了超级充电站网络，而不是等待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完备。奈斯派索公司认为，如果要使其畅销产品咖啡胶囊形成闭环，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私有回收系统。鹿特丹港与荷兰合作银行、Bikker咨询公司、Van Gansewinkel垃圾处理服务公司开展合作，在国家法律仍对这一问题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率先建立起了循环中心，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回收塑料、磷和二氧化碳等物质。因为供应原因导致系统难以撼动时，某些企业选择了将研发工作内部化。乐高玩具公司发现市场不能够提供其所需的原材料，于是就建立了可持续原材料中心，着手开发新一代的无毒生物塑料。另外，当前市场也未能为净正面技能开发工作提供充分条件。前文提到的“净正面计划”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指导，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向自身的成员或者公众提供相关培训，以帮助他们建立循环经济意识，“从摇篮到摇篮”产品创新研究所等机构也为此推出了“催化项目”。企业发现员工难以通过公共教育接受合理的技能培训，于是开始在公司内部开展职业教育项目以及可持续发展学术项目。戴姆勒公司就建立起了环保示范与学习中心，对高能效生产的各方面工作提供培训。

在系统层面开拓创新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资金筹措。面对全新的产品设计、系统结构和商业模式，传统资本市场无法衡量其中的机遇与风险。为了应对筹资缓慢的问题，企业可以利用特许权融资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先锋创新企业可以不选择债券融资或者股权融资然后变现的模式，而选择为投资者的资金设立特许权，企业向投资者支付2%~6%的营业收入作为特许权资金提成，直到金额达到本金的一定倍数为止。当前的特许权融资市场规模为1 000亿美元，这种方式运转难度小、风险低。

进行系统创新的企业需要学会打破隔阂。在较为成熟的企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很少需要聚集在一起展开工作，而新系统的铸造有赖于各个领域的进步，产品开发人员、市场推广人员、供应链管理人员、采购人员以及废弃品处理人员在系统创新中，需要定期汇集在一起。同样，在各个企业之间，有益地球的创新工作也需要团队合作精神。企业可以组建联盟，与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因为后两者掌握着定义未来体系的影响力。无垃圾海洋的愿景、新塑料经济、氢动力出行系统、加速能源转换、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工作都需要不同利益方的合作。在系统规划中，与第三方组织展开合作也逐步成了企业的重要竞争技能。

高瞻远瞩——把握企业的主动权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短时的行为倾向产生于某些短期的诱因。这不仅给社会增加了负担，也会造成经济损失。企业所有者应该把握好企业前进的方向，管理人员也应切实担负起对企业的责任。这一工作的核心在于企业要调整管理体系，专注于长远的利益，以家族企业的传承精神来要求自己。时任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提出了若干策略，比如给予董事会成员更明确的目标以及更多规划工作的时间，董事会与管理层建立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管理层薪资水平与企业的长远绩效挂钩，管理层人员评估周期延长，管理层（至少）以一年薪水作为投资额，在投资合同的签订中保证长期投资者具有更多发言权。同时也需要促使企业文化转变，首席执行官们不仅需要在业内游刃有余，在社会与私人领域也需要不断提升影响力。当前的现实已经说明，相较于优化短期收益，学会应对产品责任、原料市场、消费者带来的冲击，才更能使企业受益。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Mozilla公司（火狐浏览器所有者）、美泰公司等企业的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首席执行官应当成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守护者与领导者，而不是只看重眼前利益的管理人员。

在追求净正面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与新的视角。2015年11月24日，德国保险业巨头安联保险集团宣布，计划逐步退出煤炭行业。这是私营领域的一个大动作，同时也是投资者从化石燃料领域大规模撤离的缩影。现在，已有2 000名独立投资人与400个组织选择放弃投资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领域，这些机构包括位于挪威的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两家全球大型养老基金，所涉投资金额高达2.6万亿美元，可以说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股东行动。这是一种由良好的公民意识驱动的行为，也是对消费者与政府的期待做出的积极回应。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告诉那些质疑环保工作的投资者，他们如果不认同苹果公司注重绿色环保与长远利益的计划，那么就不要持有公司股票，他拒绝成为“投资回报率的奴隶”。

第19章 变革的益处 螺旋式上升循环


任何物体都处于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

——艾萨克·牛顿

写作本书的初衷来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2015年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的讨论工作时，有一个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人类是否能够承担这一场“实验”的成本呢？

作者团队与企业、政府领导展开了合作，在多次讨论、访问、分析中得出了答案——可以。而且，如果不向递增性的财富创造模式转变，现有经济模式产生的成本将是人类无法承担的。作者愈加肯定，资本递增需要尽快取代收入最大化的地位。短期看来，两者似乎相互对立，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截至目前，所有数据都显示，生态系统耗竭，开采成本上升，资源市场不受控制，全球依赖性更强，消费疲软，外部效应剧增，种种趋势开始影响GDP的增长，今天依旧在持续。有益地球的战略才能够协调经济增长与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长远积累。此类资本的积聚决定了个人与社会能否持续繁荣。为了实现两者的协调，人类不能再执着于维护陈旧的体系，而是要积极创造全新体系，迎接新体系所带来的种种益处。

第一阶段的益处——低成本、高效率、无污染

思维的变革已经展开。过去，质疑循环回收利用、可再生能源、严格的材料标准的成本过高，也无可厚非。就算成本不高，便利程度也会降低。但是在今天，可再生能源、共享模式、零部件回收、视情维修（CBM）、营养物质回收、产业搭配、大规模土地复垦……无一不表明高价之说早已经不住考验。这些趋势都指向了一个循环度更高、再生能力更强的递增性经济。其中益处已经触手可及。

低成本

相较于私家车出行，以共享、电力续航、自动化为特征的全新出行模式使家庭的出行更加自由。按次付费的电动工具、翻新的打印机、可降解餐具、共享办公空间等各种产品及服务的成本都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只要管理得当，它们的便捷程度与使用性能也会不断提升。在德国等欧洲国家，产品降价趋势也带来相似的效果。据估算，在革新的零售模式得到大幅推广后，用户所付出的成本大大降低，通货膨胀现象也得到遏制。这会对城市中心地带、供应链和供应源头造成一定的压力，有时也会影响产品质量。本书第二部分提出的新系统能够保证在低成本的同时减少负面的影响。

高效率

大批量的生产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使得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但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努力持续已久，而资源市场却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提高资源利用率才是当务之急。荷兰地毯公司Desso以更低的成本将回收的地毯转化为新地毯；雷诺汽车实现了汽车的再制造；瑞士家具公司Girsberger将办公家具回收再利用，节省了投入，打击了恶劣的灰色市场交易；JustPark技术公司专门管理城市停车区域，大幅提升了交通出行系统的效率。所有的方案都带来了积极成果，供应商与消费者都享受到了更高的效率。

可持续

随着外部成本降低，包括生产商在内的社会整体也会持续受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拥堵造成时间损失，办公空间成本过高阻碍创业，废水处理不当导致矿质肥料流失，氯化物处理耗资巨大……这些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其源头都是因为产品设计、工业流程存在明显缺陷。

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依旧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环境监管、供应链、消费习惯，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作者团队的数据表明，变革在第一阶段带来的益处已经真实可感。那企业怎么没有争先恐后地争取变革机遇呢？利用当前的机遇确实要处理很多复杂问题，企业需要学习新技能，面对新风险，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做出改变的代价确实较高。但是，对于既有预见性又能灵活应对风险的行业先锋，当下的机遇不可错失。

第二阶段的益处——强劲的增长与就业

有益地球的经济会带来新的竞争，并改变生产与分享财富的模式。只要解决资源市场问题，经济长期停滞、就业岗位流失和市场风险等主要问题自然会销声匿迹。这种说法看上去太过乐观，但是，只要辅以正确的宏观政策，第二阶段的益处确实有助于化解经济发展中的风险。

经济增长

前文已经讨论到，GPI、IWI等其他财富指标的增长在1985年左右就开始与GDP的增长分道扬镳。GDP增长与国家资本总额的差距越拉越大，很多国家都陷入了不良增长状态。30多年过去了，经济增长也开始跌跌撞撞、步履蹒跚，部分原因正是地球资源耗竭。显然，重整地球资本、改革社会体系最终会带来更高的GDP增长，这已经是必然趋势。因为在转变过程中，资产的生产效率会提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分析显示，向递增性、净正面资本模式转变的过程中，GDP就已经得到了提升。具体原因很简单，从经济中剔除结构性的浪费现象将会挖掘出更多资源，并进一步提升资源生产率。例如，人们陷入交通拥堵的时间会减少，价值较低的土地会用于停车，大拆大建的现象会减少。第9章讨论到，受到转型的积极影响，欧洲GDP到2030年会再增长7%，这相当于每年保持着0.5%的额外增速。作者认为，对于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政策机构来说，这正是一次绝好的改革机会，其魅力不输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市场一体化。

就业率提升

推行共享模式、重复利用，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农业投入，都会使得初级工业产出下降，相关就业也自然会受到影响。污染减少使得清理工作需求减少，产品设计提升使得监控工作需求减少，交通出行自动化使得事故减少，但这些良性发展趋势同样也会给就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在循环性再生经济中，就业问题确实值得关注。然而，根据未来劳动力研究的元分析结果，真实的情况可能对就业反而是有益无害的。研究指出了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在循环经济中，以非正规劳动力为主的领域将得到规范化。另外，回收、再制造、翻新、再利用等工作都属于服务领域，相比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业领域，这些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更高。确实，在转变过程中，有部分工作会消失不复存在。采矿、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等第一产业显然需要大幅转型，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消失并不会在某个领域集中爆发。在每个行业，敏捷应变才能赢得竞争，迟缓麻木必将被淘汰。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需要保持中立角色，其不应打击新的发展势头，而是要帮助人们迅速适应新经济模式、获得重要的新技能。为了人民的福祉，政府的作用也应该是推动转变，而不是阻碍变革步伐。

抗震力增强

战后经济起起伏伏基本都与油价密切相关。人类对于资源的依赖在石油市场中清晰可见。20世纪70年代，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相关经济体爆发危机。但是，能源或者资源价格走低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俄罗斯、尼日利亚、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会受到冲击，资源消耗大国在效率提升方面的投资迟迟得不到回报，甚至还会出现货币贬值等问题。贸易战中重要资源能帮助国家获取优势。石油、磷、稀土金属等资源的交易往往涉及政治成本。净正面经济将会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当然阳光充沛的国家会稍占优势）、降低市场风险并缓解不稳定状况。

第三阶段的益处——慷慨精神、社会公平与无限可能

在作者看来，递增性经济的益处长久而深远。从稀缺性范式向富足范式转移必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的又一大重要变革。当前热议的社会问题可能也会得到缓解，例如社会两极化，对分享财富的恐惧增加。

慷慨精神

资源稀缺并不是导致贪婪的唯一原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当然，在如今的讨论中，稀缺资源主要指的是某些特定资源。另外，各类资源的转化都会产生极高的环境成本。地球及其资源，以及人类可以从中获取的财富，都有限度，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可以说，这样的观点影响了人类对于人口与移民的态度。地球超载日已经提前到了8月13日，人口的增长预期不断增加——75亿，90亿，100亿，110亿，这一串的数字引发了更多的不安情绪。面对这一预期，全球出现了各类生育计划项目，这一趋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也带来了深深的无力感，最终逐步转变为对新生命的倦意，让人类走向了道德崩塌的边界。宣称新生儿是地球上的“不受欢迎人士”可谓创下道德新低，如果这种原本消极的态度转化为更主动的排斥行为，腐蚀人类同情心，后果将更加可怕。然而在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情况的时候，人们的惯性反应反映出这样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强烈。在稀缺资源的范式中，生态系统耗竭，水资源匮乏，碳排放预算有限，人口的流入变成了一种威胁。现在不妨换个视角看看：

如果说从太阳获取的能源就是财富的终极来源，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掌握方法使资源生产率提升5倍、10倍，甚至50倍，并通过高效的系统来利用这一财富，人类对人口变化的态度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当能源充裕，交通、住房和工业生产的状况都大为改善时，痛苦、贪婪、焦虑等负面情绪就会自动消失吗？当然不是。然而与此同时，如果人们能够修复生态系统，特别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以及移民的来源地区，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如果人们能够以更少的生产资本满足更多的人类需求，那么当前某些恶性趋势就能得到有效遏制。慷慨包容的社会文化需要更为富足的经济范式。

社会公平

在大部分社会中，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在德国、北欧等一贯崇尚平等的地区，也出现了反向发展。不平等现象在美国依旧很严重。而在大力谋求发展的金砖五国中，不平等也成了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产生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很多，例如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技术替代人力、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有时候在缺乏监管的资本市场，劳动法律也放大了不平等问题。在递增性经济中会发生什么改变呢？其实很多方面都会发生转变。“产消合一”意味着消费者在消费之外也能生产内容（通过“脸书”平台）、生产产品（通过3D打印技术）、生产能源（通过屋顶光伏设备），这意味着价值将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产消合一”其实也是前文中“净正面”模式的基础。此外，对于石油、稀土金属、磷、土地、水等资源，无论是哪类资源的拥有者，其寻租行为将得到遏制。近年来，市场力量已经向资源拥有者大幅倾斜，而在循环经济中，市场力量才会从系统层面得到恢复。

再者，发展循环性再生经济，也意味着向知识型经济加速靠拢。传统产业的工作岗位减少，现代化产业的工作岗位增多，其中就包括本书第二部分所列举的工作案例。这些工作机械化程度低，更难以替代，更注重消费者的主观体验，而且也应该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另外，在群体、国家乃至全球社会中，环境恶化的经济成本往往是由经济困难的群体所承担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有毒有害物质与垃圾得到妥善处理，生态原因造成的贫困现象也会随之消失。

无限的可能

递增性经济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触动了人们对机遇的感知和对未来的畅想。作者团队有幸能与众多“千禧一代”年轻人分享经验。在每次的交流中，递增性思维、循环经济原则对大家思想的触动程度令我们感到惊喜。大家的思路得到解放，经济繁荣与严格治理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抉择。在净正面的世界中，创意真正获得了自由。“从摇篮到摇篮”的课程已经被超额预订，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想要加入循环经济项目，其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在生产过程中排出营养物质而不是废物，在经济活动中优化地球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积累地球资本，这些概念太令人着迷。无论面对我们的同事、学生或是孩子，讨论总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全新的“爱丽丝仙境”——由技术驱动，由自然规定原则。

脱离了物质依赖的循环经济也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么多益处。但是，与一味追求规模的工业经济相比，经过良好规划的循环经济必将带来更大的社会福祉。

第20章 爆发 机遇的转折点


在联盟理事会的所有商议讨论、所有立法工作、所有公务行为中，你必须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如果你的侄子侄女指责你的过错或者不当，不要无视这种警告，而要在伟大法律中去寻找正义与公平的标杆。为了整个民族的福祉而观察、倾听，不仅看重当下，也要关注未来的世世代代，即便他们仍未降生。

——易洛魁族联盟

人类已经来到独一无二的重要时刻，改变迫在眉睫，新生力量浩瀚无边，变革前景超乎想象，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也能真切感受到。作者在与企业高管、公共领域领导者、科学家、朋友、孩子的交谈中发现，多数人在感知新机遇的兴奋中又有一些焦虑，人类的消费、出行、生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在本书的讨论中，作者汇集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希望帮助大家了解人类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关键节点，只要把握时机，这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发展分水岭。那么，此刻人类又处于什么状态呢？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帮助数十亿人口摆脱贫穷，战胜了多种疾病，加强了全球各地的联系，数十亿人过上了更加安全和舒适的现代化生活。然而，在20世纪晚期，很多发展趋势开始逆转。这种逆转或者说分歧的开端是1985年，此后30年间，创新技术与商业平台发展势头强劲。在历史上，这段时期也许是“脱轨期”，从更为乐观的角度看，也可能是“转型期”。第3章已经讨论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GDP、就业、真实收入以及收入分配开始出现分歧。与此同时，人类开始逐步认识到滥用地球资源的问题，发现很多错误已经难以挽回。人类自身也暴露于越来越严重的系统震荡中——动荡的大宗商品市场（2008年的钢铁市场、2014年的石油市场），极端天气事件（飓风桑迪），供应链断裂（泰国水灾引发供应链危机），地缘政治风波（欧洲难民危机），大型基础设施崩溃（日本福岛事件）。曾经有分析认为，这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副作用，通过强化法规、完善管理、努力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等措施就可以予以应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问题的根源是经济模式一直依赖于开采和开发资源。这一模式的成本开始超越其收益。甚至在很多领域、很多地区出现了不良经济增长。

前文讨论到，在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下，收益已经大幅下降。好在自2016年起，出现了能够适应新现实的增长模式（也正是本书的核心信息）——眼前已然在进行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变革，辐射到媒体、金融服务、电信行业，并逐步进入能源、交通领域，还进一步向所有的工业领域、农业领域、生态管理领域蔓延。新系统以惊人的力量从有限的资源中创造财富，保守估计，资源生产率将提升3~5倍，超越历史水平。我们变革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资源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更是有利于地球的体系、全新的竞争动态还有全新的发展规范。

本书阐述了行动的理由以及不行动的代价。另外，还描述了眼前的转变。这个时代将充满创造性的破坏、颠覆性的设计、传统理念的检验和丰富的实验，经济价值将会在各个参与者之间转移，保守迟缓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实现目标，新的设计原则必须取代陈旧的原则，新的规划必须足以应对变革的爆发，真正的领导力必须替代短视的管理行为。本书也就此提出了建议。新的递增性系统需要建立充足的可再生能源、“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基于循环再生原则的高效工业体系这三大支柱以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些基础工作将会由下一代人接手，他们将创造自己所期待的未来。

在人类历史中，质疑、混乱与焦虑的阶段总是与蓬勃发展的势头、众志成城的亢奋状态交错出现。这些恰恰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只不过有时向坏，有时向好。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指明人类当前面临的重要机遇。错过了，那将是全人类的损失。昂扬斗志，放手一搏，正当此时。

第五部分 附录

附录1

势在必行的转变——五种视角

本书描述的转变需要循序渐进，但有别于以往，这一次是系统层面的转变，其涉及创新技术、个人行为、行业行为和治理系统，当然，还有社会规范。为了得到全面的理解，作者团队采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5位领导者。选择这5位接受采访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工作与思考方式，每一位受访者都极具颠覆性思维，并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推动着变革，对于当前的工业模式，他们一致认定需要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转变。5位受访者的观点对本书许多内容深有影响，这里将最原始的采访内容呈现出来，以确保读者们能够获得最全面的有益观点。对话过程有所删减，但仍尽可能地保留了原始的语句。各个采访分别强调了转变中的其中一面，它们结合起来便构成了有益的颠覆。

• 让-马可·迪瓦森是奈斯派索（胶囊咖啡机品牌）的首席执行官，该企业已经完全颠覆了咖啡价值链，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实现了咖啡的去商品化，使整个价值链受益。迪瓦森讲述了奈斯派索实现“净正面”的前景，同时也谈到，对于企业来说，传统商业模式本身就存在盈利与环境的冲突，轻微的调整并无太大用处，建立有益于环境的颠覆性商业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海因里希·贝特福德-施特罗姆主教是德国基督新教的主教，也是全球新教的非正式领袖。他指出，发展有益于全球的经济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关乎人们的心灵与灵魂，也与人们的收入息息相关，他还认为，社会规范与经济刺激手段也需要同时改变，以确保转变获得成功。

•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撰写了《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他是全球著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生产效率、循环材料以及清洁能源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他也阐述了清洁健康的环境在未来会成为城市与国家的关键竞争优势。

• 迈克尔·布朗嘉特是著名的环境思想家，本书不断提及的“从摇篮到摇篮”概念正来源于他。布朗嘉特将眼前的转变视为巨大的工业创新机遇，认为其除了造福环境，还会带来当前经济正需要的变革与复兴。

•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支持以小额贷款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他说，经济模式应该反映出人性中无私与自私的两面，而不仅仅是后者。尤努斯认为创新与技术的巨大力量将成为新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但他也感觉到，当前创新工作的方向有误，如果创新能够聚焦于当前的社会问题，如果良好的“社会技术”能够得到开发，那么结果将非同凡响。

奈斯派索公司首席执行官让-马可·迪瓦森的采访记录

问：对于您来说，环境问题是重中之重，那么奈斯派索为此采用了什么战略呢？



答：可持续性在我们的商业模式和品牌价值中根深蒂固。实现的方式就是创造共同价值，我们要确保消费者和企业受益，更要让农民受益。通过“AAA可持续质量”项目，我们与全球7万多名农民展开合作。公司派遣了300多名农学家到咖啡种植国家，一对一地帮助当地农民，以确保咖啡种植在品质、环境保护、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符合最高标准。因为这些农民的咖啡豆品质非常高，我们所支付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30%~40%。

因为关注品质，所以我们才会将咖啡“去商品化”，以确保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消费者可以准确了解咖啡豆的来源，我们在咖啡与农民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因而消费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奈斯派索创造共同价值的理念，更加关心咖啡种植群体的状况。我们相信这会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我们也减少了供应链上的碳足迹，在铝制胶囊的生产中寻求更好的循环利用方案。经常有人会问到铝材的问题，答案是我们经分析发现，铝材包装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咖啡的新鲜度与香气，而且可以无限循环。我们鼓励并积极推动全球的循环回收工作，在“胶囊”包装的生命周期问题上也正在实验新的应对方法，未来几年可能就会扩大规模。“定量咖啡”的整个产品周期其实就是资源效率的体现——用定量的咖啡和定量的水来煮一杯奈斯派索咖啡，而且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水的加热与保温都不会过度，都是刚刚好。因此，“定量咖啡”相比于滴滤咖啡其实更加环保。

问：企业竞争力与环境保护可能存在冲突，这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怎么看呢？企业采取积极的环保措施是否合理，市场份额会不会被那些不积极的企业抢走呢？

答：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好处理，如果企业只有短期视角，希望迅速获得收益，这个关系确实很难处理。但是如果以长远的视角来衡量，这个紧张关系就消失了。可持续性与竞争力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企业行为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在未来，消费者、政府和金融市场会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于竞争力的讨论，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被忽视了，那就是人才问题。在就任奈斯派索的首席执行官之前，我是雀巢公司的人事部主管，那时候为了确保雀巢公司能够吸引青年才俊，我耗费了不少心思。如果想要招聘到最佳人选、留住人才并使他们团结，那么企业一定要有责任心，要与员工有一致的价值观。良好的企业价值观在招聘市场上绝对是主要竞争力。

问：奈斯派索显然是咖啡价值链中的“颠覆者”。对于创造有益全球的经济，您觉得行业颠覆在其中有何作用呢？

答：我认为，当今很多颠覆性企业都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开拓先锋，这绝对不是巧合。这些企业找到了方法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重塑价值链，与此同时，它们也造福了环境。

我一再强调，奈斯派索的商业模式必须支撑可持续发展，这点不容妥协。随着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与传统市场的咖啡交易的差别越明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越强劲。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颠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如果总是讨论权衡，如果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负担，那不可能有所成就。颠覆力量会迫使企业重新衡量自己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我也提到，改造自身也会为企业自身以及社会、环境带来好处。

问：像奈斯派索这样的企业在实现“净正面”目标的过程中能走多远呢？我们在书中描绘的愿景对于您的企业以及相似企业来说是否符合实际，毕竟这些企业都是以实体产品业务为主，又依赖于相当复杂的国际供应链。

答：我认为，这个愿景是符合当前的趋势、符合实际发展的。当前，我们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并控制奈斯派索的环境足迹，我们还在很多潜力巨大的领域都取得了进步。对于是否需要为公司设定“净正面”目标，我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经分析总结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可以实现的。奈斯派索有决心也有能力去实现这一愿景。

对海因里希·贝特福德-施特罗姆主教的采访记录

问：您认为社会深层有什么重大的转变将会影响当前逐步展开的一些变革？



答：我认为是不确定性增强。世界不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在东方与与西方的冲突中，以前只有两面，而现在有了很多很多面。叙利亚的局势就是典型事例，多方角力，没有人能找到解决办法。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前的问题错综复杂，很多人已经无法理解。但与此同时，在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做出某些改变，尤其是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方面的改变。除了德国，看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这一点也是越来越明显，当前的商业模式是无法让贫穷国家脱离贫穷的。当前经济对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资源的储量也越来越难以维系经济的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计算了不同国家的资源需求，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当前的经济与商业模式不改变，那么到2030年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支撑人类发展。在气候研究方面，我们发现，学术研究的成果经常出现在各种政治辩论中，也逐步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决策。宗教人士讨论气候问题已经有数十年了，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在内的那些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已经出现在宗教文件中了。后来，政策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些数据。

问：那么前景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呢？

答：作为宗教界领袖，我个人感受就是经济领域的领导者需要我们。双方都希望能够展开对话，因为这些话题至关重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希望的信号，这就是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方面，人们将迎来大转变，而这与商业模式息息相关。眼前的任务就是思考如何应对这个重大转变。

问：很多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经济层面的理由来支持变革，那就等于没有变革的理由，大家是不会行动的，甚至都不会跟从引导。所以要么为了经济原因行动，要么不行动。但是您说的有所不同，您觉得支撑变革的还有道德、政治、法律、精神层面的各种原因。那么人们是不是过分强调了变革中的经济因素？

答：是的，我认为存在过度强调的危险。我知道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价格因素等。我也知道，德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工作，从提升公众意识的角度看，确实成果显著，但如果是从资金投入的角度分析，其效果十分有限。因此我很清楚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经济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思想和道德信仰对于人们的意义也十分重要，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思想道德的力量也推动了历史。

问：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借助经济上的理由是否对变革有帮助呢？还是说会造成反面效果，即贬低了地球的价值，将自然商品化呢？

答：我认为，应该寻找两种动力的共通之处，人们内心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但不一定会做，这也就是《圣经》中说的“原罪”。在以道德为基础的准则之外，可以用激励机制的准则作为补充，帮助人们识别正确的目标。我认为，教会不应只是草草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最理想的情况应是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都足够强大，能够让人们有意念坚持自己的行为。

但是，更为现实一点的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大部分人都比较短视，因此也要结合激励机制。道德思想对于某些人群的影响力较弱，我们需要想办法让他们也能采取行动。例如，生态税收就是一种办法。产品价格应该体现出其在生态方面的影响，缴税标准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这样，人们就会减少对某些产品的消费。在这类税收政策下，生态价值更高的产品会更加便宜，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会得到有效和正确的引导。这个方法就体现了如何利用合适的激励方法支持道德理念，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问：有没有什么历史经验或者生动类比值得当下的人们学习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转变呢？

答：我当然希望以自己最熟悉的历史来说明，那就是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当时带来的改变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时的教会作为判别善与恶、天堂与地狱的上帝代理人，概括而言，其权威绝对不容置疑。教会是社会系统的核心，大家都认为没有教会自己就不可能得到救赎。

随后，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教会很重要，但是在救赎方面，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众自身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决定了救赎。路德描绘了“幸福的替换”，即当一个人没有了心理上的负担，不再害怕地狱与永恒的黑暗，他的内心就获得了自由。这是真正的变革，其意义非同凡响。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出这样的变化，而改革运动改变了历史，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是教会的一个例子，在全世界以及人类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超出人们的想象。

问：那么就当前的生态危机来说，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你觉得是否应该设定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状态作为目标？还是说鉴于各种情况不尽相同，应该创造更多的“铺路石”？

答：我们不应该低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类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宗教改革之前谁能想象到，来自威腾堡的一个小修士就能改变历史呢。这个事例就能激励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可能常会听到：“你太天真了”“你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你永远不可能改变世界”。我不这么认为，人类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也许“你”就可以。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想要改变历史，首先要打动人心。仅有雄厚的资金和明智的想法还不够，一定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在生态方面的变革，可能还需要第三个因素，那就是改革压力。马丁·路德进行改革时，他的压力来自人们的恐惧。人们害怕瘟疫和疾病，末日降临的感觉、对地狱的恐惧折磨着人们。而马丁·路德的新教义解放了他们的灵魂。

如果要触动灵魂，第一，要创造一个愿景。教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触动人们内心的愿景，让人们认识到那是他们想要的生活。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天真，但我依旧相信，当人们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类或者非人类不再处于冲突关系中，会感到更加幸福。宗教信仰能够为这样的愿景提供更多支撑。我的愿望就是教会能够超越过去几十年的局限，惠及更多的人。还有就是年轻人能够理解生命中不仅仅只有金钱。物质财富从短期来看诱惑很大，但是深层的幸福来源于精神基础。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结果已经清晰地显示，幸福的要素与《圣经》中的内容密切相关。研究提道：“尝试带着感激生活”，这是《圣经》的中心思想。每个祷告者都要心怀感恩，感恩生命，而不是将生命中获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的，如果能够这样想，那么将会带来很大不同。

第二，人们需要学会原谅。“天父原谅我们的罪过，我们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这也是教义核心之一。第三，活在当下而不要焦虑未来。这里可以再次引用《圣经》中的语句：“看天空中的鸟儿；它们不需要播种，不需要收割，不需要存粮，但是仁慈的天父会喂养它们。因此，不要焦虑。”这也是同样道理。我认为，与过去相比，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这股力量能够强化未来生活的愿景，也就是人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同时自然环境也不会受到破坏。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于未来愿景中最具体的期盼是什么呢？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答：我认为，消费会减少，所以物质产品也会少一些。人际关系会是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缺乏人际往来是导致高水平消费的原因。人们不再需要利用消费来弥补缺乏人际交往带来的空虚，同时也能改善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可以骑车出行：享受骑车的过程，并且不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相比开车，他们会感受到更大的幸福。

当将来的人们回首现在，循环经济的特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种循环经济有益于人类，成本更低，而且也不会产生垃圾处理的问题。唯一需要面对的就是过去的“原罪”。100年前，人们为什么制造了垃圾？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这么危险的材料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都会持续存在，持续威胁人类。这些是未来的人们会思考的问题，就像今天的史学家会思考为什么人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后来成了独裁者。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的采访记录



问：鉴于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很多根深蒂固又老生常谈的问题，例如碳排放密集型以及材料密集型的经济发展，都可以在系统层面以及实践层面进行转变，值得欣慰。您会以什么事情做类比呢？

答：我会从两个方面寻找类比情况。第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第二个是经济发展史中的情况。

我个人经历的事情就是印度北部的绿色革命，即大举投资灌溉技术。因为印度进行了土地改革，耕作群体对土地拥有了更大的权利，也就更愿意进行投资，尤其是在灌溉方面。随后体制层面也出现了法律法规的改革，带来了很多其他益处。

农业灌溉方面的变化实现后，其他发展也就接踵而来，很多人开始投资抽水设备的维护，并参与机械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于是开始建房子。那些最开始参与农业发展中的人又学到了新技能，尽管不是什么高科技，但足以帮助他们进入房屋建筑行业。

在这个事例中，如果要找出促进了发展的因素，那就是体制变化以及与水泵相关的技术变化。最终影响巨大。这一改革最早开始是20世纪50年代，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逐步拓展到农业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作为研究人员也近距离地观察了其中的发展变化。

问：那另一个类比呢？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经济学研究而不是经济史研究，不过这里有一个来自经济史的类比。我们都需要从经济史中学习，尤其是克里斯托弗·弗里曼的作品，他为技术历史撰写了很多文章，很多都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

弗里曼认为，第一波技术发展浪潮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那时机械化即将起步；20世纪还出现了两次技术发展浪潮：汽车的大批量生产和世纪末出现的数字技术。

谁能确定我们正走向何方呢？可能我们即将迎来新的技术浪潮，但还没有人可以确定。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想到目前为止应该至少有五次技术浪潮。接下来的应该是第六次，其中包括数字内容、生物技术、循环经济、气候变化和能源改革等。我想，这次变革将会超越其他所有同时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觉得人类正处于经济发展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特别是目前气候变化迫切要求人们对城市和能源系统大幅投资。在气候问题上，我们的回旋余地非常小，建立新的能源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问：听起来您十分相信科学技术，但是阅读您的书籍后，我发现您并不认为技术本身能够“修复”问题。您认为，有什么机制能够让技术融入社会经济的过程更加顺利呢？

答：有，它们是技术、社会化以及稳健的经济政策。印度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是在独立自强、政治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社会变化。随后才有了其他技术的发展，以及更良好的经济政策。其实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并不快，但是这些趋势都是相互联系的。

我认为“技术修复”这种说法不太有利于解决问题。但是，我确实承认技术是当前很多问题的病灶，例如效率、可持续性、回收、翻新等等。技术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成为可能。共享模式的崛起就是由技术推动的社会变化。所以说，我认为“技术修复”听起来有点不妥，但是与其他趋势结合则会带来重大成就。所有的社会组织都会将政策转化为刺激经济的措施，而且它们在这方面也做得越来越好。

问：哪些地区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结合呢？是应追求良好的技术发展，还是要让社会适应含有政治因素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偏向硅谷模式，还是偏向北欧模式呢？

答：没有哪个地方是完美的。新加坡或者北欧国家也有很多趋势仍在结合，而一些人们普遍不看好的国家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转变。

譬如说，墨西哥的税制改革和能源政策优化相互结合，让人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而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这类城市，现在正在就快速公交系统进行技术创新，这又依赖于公共交通与信息的管理。

虽然当前变革还处于国家层面的早期发展变化中，但正因如此，在我看来，其包含的潜力非常巨大。虽说是早期，但还是出现了很多鼓舞人心的事例，而且非常具有感染力。

问：本书想要强调的观点就是整个工业发展引擎一直严重依赖资源，除了“去碳化”，我们还提出了第二个要务，那就是“去物质化”。您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经历无人可比，那么您觉得我们有没有机会更快地推动这个议程呢？

答：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迫在眉睫，而且时间非常紧张。能否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取决于未来20年中人类的行动，尤其是城市地区的人类行动。从现在到2050年，城市人口会从35亿增长至65亿，随后增速才会放缓。那么城市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大幅提升效率，大幅减少碳排放。

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经济中的资源利用产生影响。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这种转变，例如提升效率、推动共享、提供扶持等等。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在系统层面有效结合各成分来解决。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力供应。不同供应商供应的电力要融入一个电网系统中，这一融合工作要与需求相结合，我们可以通过比以往更加细致的工作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施加影响。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交通。公共交通、私人交通、无人驾驶汽车在良好的管理下正在融入一个新平台。数百年来，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管理一直是分离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管理的发展，交通领域也将发生变化。当拥有了更充足的信息、更强的出行能力，人们在城市中心的出行也就更加便捷。

材料系统中也有很好的事例。建筑中的钢材使用存在很大的转变机遇。截至目前，在大部分的建筑中，钢材都被包裹在混凝土里，因而拆除建筑时，很难把钢材分离出来。所以，人们将来可能需要找到钢材的替代品，或者开发出新的系统来分离这些材料。

问：在您看来，这样的变革能否引发高效竞争，不同地区是否会争相实现变革呢？您认为最乐观的前景是什么呢？就算某些想法看似还很难实现也可以。

答：我认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十分重要，尤其是后者。在当今世界中，资本是流动的，劳动力是流动的，思想是流动的，信息是流动的。那么，你要去哪里呢？你会选择到创造力丰富、生产效率高的地方工作，你会选择空气新鲜、交通便捷的地区工作和居住，你会为孩子选择安全舒适、教育水平高的地区，让他们可以享受五彩缤纷的文化体验。

所以，城市的规划需要考虑人们的生活、工作、健康、娱乐，这是非常重要的。规划良好，城市就会迎来繁荣。所以，我觉得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推动更大的成功。如果城市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规划，未来必将衰落。

迈克尔·布朗嘉特的采访记录

问：您会用什么类比来说明深层的系统变革是可以实现的呢？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相似的状况吗？



答：欧洲在未来技术方面失去了重大机会，比如基因工程、纳米技术，错失的原因各不相同；在电子技术方面，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和欧洲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和日本的企业承担了这些工作。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工作方面，我们也错失了重要机会。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能落后了15~2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事情变好，而不是让糟糕的状况得到一定缓解。我们可以重新设计产品，以走出40年来的恶性循环。我们可以用数字化思维测试新产品。“从摇篮到摇篮”的思维有重要意义。我们利用材料时，技术圈和生物圈两者都需要考虑。

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新的精神，需要强化物料管理，需要从消极角度去反思环境问题，从而找到创新的切入点。这种情况下，循环经济的理念大有作用，也会给欧洲国家带来竞争优势。

问：您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有30年了，除了数字化之外，政治、企业、社会等方面还出现了哪些变化？当前有什么已经不一样了？

答：要知道，所有伟大的思想都需要时间来证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分别经历了50年和40年，才最终得到普及。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去学习和证明。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质量问题。这不是责任感的问题，而是创新的问题。人们有机会去展示新的创新过程，例如，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或者通过“从摇篮到摇篮”的思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社交网络的世界中，年轻人——喜欢自拍的年青一代，他们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自豪。对他们来说，社交网络对其的认可至少和金钱一样重要。那么，制造垃圾为人所不齿，没有人想在社交媒体上以这种形象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问：您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在2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呢？当前人们的何种行为会让将来的人们摇头叹息呢？您能谈谈比较乐观的未来生活吗？

答：1986年，学生们在分析电视机的时候，我问道：“你们希望拥有4 36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还是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个时候我是从共产主义的视角出发，针对所有制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冷战期间，我们非常注重个人所有制，那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但是受到冷战时期影响的那代人现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的年轻人，懂得了服务更加重要。接受服务可以让人们比自己持有某商品更加舒适。因此，现在就出现了很多新形式的产品。这个转变比我预想中要快得多，年青一代现在更喜欢使用商品，而不是非要拥有商品，这个理念非常好。优步、爱彼迎之类的企业提供的就是服务。它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启动了这项工作，但是现在的创新趋势迎来了高潮。

问：那是不是说我们需要经历后物质主义的疲乏期，然后才能迎来新的服务与消费模式呢？如果是这样，中国和印度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加入这个趋势？

答：首先，这不是“去物质化”，这是“再物质化”。这不是追求“零物质”，而是关于物质与服务的关系。3D打印材料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很危险，数字化时代的物质基础非常薄弱。

所以，这不是说要减轻危害，而是要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是要发扬慷慨精神，是要让大家学会感恩，而非执着于减少10%的伤害。当你质疑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时，当你认为没有人类地球可能会更好时，人们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愤怒。当人们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感，才会变得更加友好，即使最贫穷的人也会乐于分享。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地球上很快会有100亿人口，我们不应把人当作负担。如果把人口视作负担，人们的行为就会向这个方向靠拢，如果把人口视作机遇，其行为又会往这个方向上靠拢。

在肯定了“从摇篮到摇篮”理念的学校中你就能发现这一点。瑞典和荷兰的学校中已经完全消除了破坏公物的行为，因为孩子们得到了尊重，他们希望成为正面的榜样。

问：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潜力，这一点我很明白。那在这个竞争中，谁会成为赢家呢，具体来说，会是哪些国家或者哪些企业呢？

答：首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有大量资金用于鼓励“不太糟”的行为。例如，人们为了减少打印产品中的有毒化学物质，投资了很多很多钱，有毒化学物质的数量从90种下降到50种，但实际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你想一下，一个人被枪击50次和被枪击90次有区别吗？我们要从目标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效果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在本来就很糟糕的事情上谈优化，如果一开始就是错的，再怎么努力也是错的。

我们要从源头上确保生产的是健康产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确立目标。这和效率没有关系，这是效果的问题。举个例子，从传统意义上讲，东德曾经的环境保护工作要比西德的好得多。这一环境保护系统就是低效的，他们甚至连武器都没有摧毁。

25年前两德统一时，我正在德国北部，眼前的一切令人泪目。那里简直就是农业荒漠，虽然有相关环境法，但是受高效的“破坏行动”影响，环境得不到保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新的理念，以及如何管理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活动。

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农业，未来的赢家应该是以都市农业为主的。我们的饮食应该从食物链的底端入手，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藻类、细菌、菌类的作用，在未来，牛肉应该是周末享用的大餐，而不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学习更加有效地维系社会发展。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现在这些人群大都在养老院或者医院过着越来越没有尊严的生活。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就会成为未来的赢家。

我们要知道，错误的东西不应该再优化。例如，轮胎的使用寿命比30年前更长了，可能是之前的两倍，但是轮胎中的橡胶粉尘是十分危险的物质，极其不利于人类健康。以前，橡胶可能会对道路上的环境有影响，但是现在橡胶粉尘被吸入人体，这是极其糟糕的。我们经常消费的东西应该得到创新，例如鞋跟、刹车片、轮胎等等，这些产品的设计过程应该充分考虑最终如何将这些产品再融入生态系统中。

问：那么在年轻人口不断增长的社会中，您的最优预期是什么呢？整个改革议程的临界点出现在哪一年呢？

答：目前，我们正在不断失去活力，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中国和印度也能做到，而且成本更低。可能到了某些节点，我们将不再能够改变整个系统，因为我们将不再拥有合适的技能。

举个例子，我们花了24年的时间才开发出可以降解的皮革。在过去，全球20%的铬用于皮革鞣制处理，而2009年时，罗伊特林根的最后一所皮革鞣制学校关闭了。现在已经没有大型的（铬）鞣制公司了。宝马I3纯电动车使用了天然的植物鞣革，现在每一台宝马新车用的都是这种皮革。许多领域将面临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所需的技能我们可能很难掌握。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

临界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40年中以责备与羞辱的方式来刺激创新，又或者我们可以努力成为印度和中国的创新模范。德国慕尼黑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就是一个博物馆，如果其未来也能成为创新博物馆那就更好了。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展现出良好的示范作用，整个系统就会自我毁灭。我们必须以身作则，绘制出良好的改革蓝图，因为我们已经等不起印度和中国再用40年的时间以责备和羞辱的方式刺激创新了。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改变，当前系统的活力正在一天天耗竭，如果还是以传统的糟糕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成本还不如其他地区低，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自己的强项与优势。

为了全球的未来，我想，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

穆罕默德·尤努斯的采访记录

问：您在哪些方面看到变革已经发挥了作用？哪些方面在思想与行动上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哪些新的社会标准得到有效建立？我们应该学习哪些范例呢？



答：我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例，其中共包含了17个大目标，169个子目标。我们要把这17项目标的达标情况当作成绩单。在学校里，成绩单可以展示你的学习情况，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绩单则展示了整个地球的情况。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东西，当然也有我们犯下的错误。

答：我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例，其中共包含了17个大目标，169个子目标。我们要把这17项目标的达标情况当作成绩单。在学校里，成绩单可以展示你的学习情况，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绩单则展示了整个地球的情况。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东西，当然也有我们犯下的错误。

我看着这些错误，会想人们哪里做错了，怎么会产生这些问题，然后想想如果2030年之前，人类奇迹般地实现了所有目标，那么全世界人民肯定会为此大肆庆祝。那新的问题就来了，怎么确保那时候的人们不会重蹈覆辙呢？同样的发展模式，还是会带来同样的问题。稍不留神，那些问题就全都回来了，甚至会有更多问题出现。因此，我认为目标很重要，但是更要注意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从源头解决，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

只要经济还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发展机器就依然坚挺，依然能够带来最原始的东西，即更多的金钱。即使有一些调整，有一些表面的变化，但是整个机器的目的仍旧是产出更多的金钱。

我认为可以从这个道理中获得启发。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理解最根本的人性。人是贪婪的，欲望没有尽头，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玩具店里会不停地拿玩具。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断索取的行为，是因为人类创造了企业——还要将企业利益最大化。为了让商业更贴近人性，我们要看到人性的两面，即自私和无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企业。只有这样，企业中无私的一面才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问：那看来今天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对吗？

答：当前已经出现了，但是未来可能会变得更糟。现在，62位富豪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全球半数人口的财富。重新利用资源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不能，因为我们并没有改变“机器”本身。机器会不断地吸收能量，它是不会自己停下来的。只有重新定义“商业”，才能让其他方面的改变有意义。

问：您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要重新规划政治、经济，整个社会和文化都需要改变？

答：基本涵盖所有东西。当财富开始聚集，权力也会聚集，两者息息相关，共同掌控着社会发展。

问：您分析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提出最大的乐观因素来自技术，这是为什么？

答：我说过，技术是即将到来的最强大力量，它有能力改变世界，而且是迅速改变世界。但是，技术的开发需要有一定的目标。今天，所有的技术开发者都以赢利为目的，如果挣不到钱，谁会想开发新的系统呢？如果技术由利益驱动，一个产品就能衍生出15个不同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一个新性能，这样开发者就能挣到更多钱。

问：也就是说人们会倾向于丢弃一个产品，再去购买新产品？

答：是的！这就是技术开发的问题。开发这些技术的人也可以去开发其他的新技术，解决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等等。但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那些技术挣不到很多钱。只要追逐利益的人掌控着一切，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开发产品。

新技术可以用于生产高档家具、豪华汽车以及高端设备，但是不会用于解决真正的问题。再举个例子，开发人员可以设计一个不需要成本的医疗健康体系，他们能做到，但这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技术仍是由利益驱动的，我们便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问：您能否举一个例子说明人们为了特定目的开发了某种技术，而该技术起到了预想的作用？

答：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比如，人类开发互联网并不是出于良好的初衷。

问：是为了钱？

答：不，不是为了钱。现在，推动技术发展的是追求利益的人以及发动战争的人。不要忘记，互联网是由发动战争的人而不是利益追求者所开发的，只是其后来传播到了利益追求者那儿。

问：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例子继续设想，当危机感特别强烈的时候，人们几近要以战争的方式应对挑战时，有没有可能在某个时刻，人类能够联合起来，以技术形式和共同努力来应对危机？

答：这时候就会出现社会技术。我说过，开发社会技术的人有能力开发其他技术，他们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也应该解决问题。当前很多技术，如果追溯源头，其实都是二级技术。刚刚提到的互联网，最开始是为了在战争中确保安全的通信，现在则成了全球商业的基石。这些技术的开发成本，几乎足以消除全球的贫困现象，每一年的开发成本都高达万亿美元！要知道，一万亿美元，无论投资于什么，都会有不少收获。

问：您个人的工作也是意义非凡的革命，您为贫困人口建立了更为系统化的金融业，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

答：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变革，是因为它不需要投资：不需要政府投资也不需要其他任何机构的投资。如果这需要上万亿美元的投资，那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创造的东西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财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捐赠机构，不需要去找银行。获得了执照后，我们就建立了银行，我们就把存款作为扩张资金，就像新入行的银行家一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有什么难呢？我就能做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这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先例。但是没有先例，并不意味着没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些目标，30年之后，人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您最乐观的预期是什么？如果人们在技术、政府、社会、市场和商业层成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答：我总是非常乐观，原因在于我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坚定的信念。人类最终是会胜利的。我认为无论犯下什么错误，人类总有巨大的创新能力，最终都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另外，我对当今年青一代也非常有信心。这一代的年轻人与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不一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要竭尽所能地活下去，要找工作，买房子，买车，要争取好的教育。那是我们那一代人，全球的战后一代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所以他们要找回一切，他们不停地开发建造，有了第一座房子，特别自豪，有了第一辆车，特别自豪，把孩子送上大学，特别自豪。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拥有一切，他们的父母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所有。他们有房子住，有车开，甚至可能还不止一辆车，他们能接受好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艰苦的奋斗，不需要像父辈那样为了每一分钱去吃苦，不需要为了上大学去餐厅洗盘子。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不需要再经历那些事情。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他们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技术。他们能够与他人建立联系，能够获取新的知识。点一下鼠标，他们所需的知识就呈现在眼前，而且是以他们所需的模式呈现。他们的父母可能要去图书馆，他们大清早就要去排队，好在开馆的时候抢先进去借到自己想要的书。

年青一代相较于上一代更倾向于对社会问题做出回应。那么我们要抢先接触这些年轻人，不要让他们被其他花哨的事情所诱惑。我们的教育系统仍然像工厂一样，不断产出求职者。学生们在毕业的时候得到一张纸，表示他已经有资格成为好员工。我们为企业提供了适合就业的年轻人。这是所有大学的成就。没有人会说：“我们培养了具有批判性思维、具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

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满足于一份工作并不可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的梦想不应是在别人的产业中卑躬屈膝。你是自由的个体，应该做自己的事情。白手起家，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环境，而不是去创造一批又一批的求职者，我们要培养职业的创造者、企业家。

当每个人都具有了创业精神，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问：教育他们自立自强？

答：是的！教育他们自立自强。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具有创新精神，我喜欢解决问题，当我降生在这个地球上，我就是要去解决问题的。这是我生存下来的原因。

附录2

美好经济的种子——探访改革前沿

这一部分将会展示全新的良性经济已经开始萌芽。作者整理了来自全球的6个精彩案例，展现了企业通过创新而创造出真正的增长，与此同时也解决了书中提及的许多问题。希望这些案例能够对您有所启示，激发您对美好经济的畅想。在市场、资源生产率方面的所有颠覆性变化都有一个重要特点——进展幅度可不是5%，也不是10%，而是5倍、10倍的高速进步。不过，虽然这些案例中的企业非常成功，但也仅占当前经济体量的1%，它们还需要得到更大的关注。

超越肉类公司——善待动物，创意吃“肉”

“我感觉没有区别。”2013年，比尔·盖茨尝试了初创企业“超越肉类”公司的首款商业产品素食鸡柳后，在博客上写下了这段评论。超越肉类公司（Beyond Meat）以大豆和豌豆为原料生产肉类替代品。《纽约时报》的食品专栏记者马克·比特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大家应该分辨不出‘超越肉类’的产品和真正的鸡肉有什么区别。至少我没吃出区别，而且品鉴食物是我的专业。”至此之后，该公司又新增了“牛肉”产品线，其中包括用于搭配墨西哥馅饼的“牛肉碎”、各类“牛肉馅”产品，还有“野兽汉堡”，这些产品同样好评如潮。公司发展迅速，截至2014年年底，美国有6 000家商店出售其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在专营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有售，也出现在很多更常见的超市中，例如西夫韦、塔吉特、大众连锁超市等。2013年到2014年，该公司的销售额上升250%，而剩余肉类替代品市场的增长仅为0.5%。与传统肉类食品相比，“超越肉类”的产品价格稍高，而与高端肉类产品相比其价格则较低。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森·布朗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乳牛场长大，父亲是教授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布朗不禁疑惑，有没有比传统生产方式更好的提供肉类的方式呢？布朗表示，一开始主要是考虑到动物福利问题：“倒不是有感情，而是关乎公平。为什么我们对狗这么好，对猪却不同？”进入职场之后，布朗曾在一家燃料电池企业工作，在那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在气候变化、森林滥砍滥伐、土壤退化和水源污染等问题上，肉类生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布朗说道：“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通过植物来创造动物蛋白呢？是不是存在生物学上的困难？然后我就开始寻找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人。”

最终，他找到了密苏里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是谢富弘与哈罗德·赫夫，两人已经为找到“外观与口感都与真实鸡肉尽可能相似的”素食替代品开展了近10年的研究。两位教授尝试在不同的温度与压力条件下对不同的原料进行处理，以仿制出鸡肉的“肉感”，他们最终发现大豆与豌豆的混合产物在质感上非常接近真正的鸡肉。要知道，“质感”一直是肉类替代品制造中的一大难题。经过数十年的开发，肉类替代品的口味与气味都与真实肉类相差无几，但是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模拟出肉类那种略带嚼劲的口感。消费者觉得豆制品等其他的替代品都比肉类口感更黏，可能也正因如此，这类产品的市场份额长期得不到扩大。于是，布朗与这两位教授决定要将新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2010年，两位教授将技术注册为“超越肉类”。

“超越肉类”计划到2020年，使全球肉类消费下降25%。这一目标非常宏大，但即便仅部分实现，也是十分巨大的转变。在过去40年中，全球肉类需求增长了三倍，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肉类消费还会翻倍。当前，全球大约有15亿头牛，在宝贵的可耕地中，有33%的土地用于畜牧养殖。而且，肉类生产过程中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8%，如果将间接影响计算在内，例如砍伐森林以扩大农牧用地，这一比例会更高。

肉类替代品所需的资源远远小于普通肉类生产：400克大豆和豌豆就能够制造出1千克的“超越鸡肉”（鸡肉中水分占60%），生产1千克的普通鸡肉则需要3千克的饲料。对比饲料的热量与产出肉类的热量，差距悬殊。鸡肉的投产比是9:1，猪肉是11:1，牛肉是36:1。

替代品也比普通的肉类更健康。“野兽汉堡”比普通的牛肉馅汉堡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比牛奶含有更多钙质，比三文鱼含有更多的ω-3脂肪酸，比蓝莓含有更多抗氧化物。而且，普通牛肉的生产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抗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肉类替代品的生产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肉类替代品的益处不胜枚举。但仍有消费者表示怀疑：“这不是有违自然吗，这不就是加工食品？”布朗回应道：“这当然是加工食品，面包也是加工食品，只要能接受面包，就能接受我们的产品，肉类替代品也只是将原材料加热、冷却、加压，再无其他。”

“超越肉类”的大股东除了比尔·盖茨还有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的公司合伙人阿莫·德什潘德，他说道：“我们认为，这个产业未来可达到当今肉类生产行业的规模”。布朗表示：“规避肉类生产中的瓶颈问题，也就是牲畜养殖问题后，成本可以进一步降低，那么扩大肉类替代品的规模完全可以实现。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将在成本层面战胜牛肉。虽然牛肉产业规模大，且比较成熟，但在成本上正面临巨大的挑战。2010年以来，牛肉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与某些等级的牛肉产品相比，我们的产品已经颇具竞争力。”

在作者看来，价值高达7 405亿美元的全球肉类生产行业在未来10年中可能会面临典型的技术颠覆型变革。“超越肉类”公司及其同行会继续开发新的肉类替代品，会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到“素肉”已经完全可以替代肉类，而且新型“素肉”会更便宜、更健康、更有益于环境。布朗说道：“如果我们的产品比真正的肉类品质更高，价格更低，那么未来的市场颠覆必将发生。”

生物气体公交车——垃圾变燃料

世界上的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生物气体公交车，作者认为，这个创新就充分体现了变革过程中的多重益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从2010年开始利用废水污泥生产生物气体。在此之前，废水污泥主要被运往热电厂处理，其产生热能会进入市区的供暖系统。

现在，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中配备了厌氧消化设备，废水污泥会在合适的温度以及化学环境中得到处理，处理周期为2~3周，处理的同时还会产生气体。废水污泥中70%的能量在此过程中得到回收，未经净化的“原气体”中，有55%为甲烷，40%为二氧化碳，5%为硫化氢等。原气体会被输入专门的洗涤塔中，净化之后，我们将得到含有98%甲烷的气体，可将其用作公交车燃料，与天然气相似。2010年至今，斯德哥尔摩市有越来越多的住户会分离出固体垃圾，将其送入厌氧消化系统中处理。到2013年，斯德哥尔摩市的生物气体生产达到每年108吉瓦时，能够为259辆当地公交车提供动力，替代了同等数量的柴油公交车。那么原来用于供暖的热能减少了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提升系统能效，另外就是从其他气温较高的城市（供暖需求较低）获取垃圾原料。从别的城市运回垃圾是不是有点奇怪？不妨设想一下，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热能的价值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北欧国家，冬季漫长而寒冷，对其庞大的城市供暖系统来说，热能在这里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一项目给环境、经济都带了众多益处。首先，柴油公交车被生物气体公交车替代，市中心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70%~80%；与此同时，颗粒物排放（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原因）也基本消除；公交噪音进一步降低。总体而言，当地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另外，生物气体回收之后，剩余的废料回归土地，成为生物肥料，氮磷的闭合循环系统由此形成，在全球氮磷流动浪费巨大的背景下，这个闭环成了斯德哥尔摩市的环境优势。另外，以能源单位计算，生物气体的生产成本低于购买柴油的成本，项目实际上为斯德哥尔摩市带来了经济收益。此外，生物气体公交车比柴油公交车的运营成本更低，因为生物气体的输送十分简单，只要在污水处理厂与公交车总站搭建管道即可。

鉴于成功的经验，斯德哥尔摩市已经开始建立更多的生物气体生产设施。在作者看来，这不仅处理好了垃圾管理问题，而且让公交车系统更加清洁，让氮磷流动得到更好的利用，也减少了斯德哥尔摩市居民的纳税负担。

这样的创新方案理应在全球进行推广。很多城市目前也面临着相似的垃圾问题和交通问题。如果在全球城市中，大部分的柴油公交车都被生物气体公交车所取代，那么很多方面都会出现显著的进步。

AutoLib——法国出行新模式

位于巴黎的AutoLib公司，在汽车共享服务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展现出了共享出行的多种好处。消费者可注册成为AutoLib的用户，一次性支付120欧元的年费，当需要用车时，在手机端预订车辆，说明用车时间与取车、还车地点，AutoLib公司在巴黎有900多个专属车位，因此用户一般都可以就近选择取车地点。此外，利用手机端的密码即可打开车锁，因而不需要与AutoLib公司的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即可开始享受用车服务。所有的车辆都以电力驱动，只要拔下充电插头，就可以开车行驶了。一般车型的费用是半小时5.5欧元。

这一共享模式在消费者中大受欢迎。2011年该服务才启动，到2014年AutoLib公司已经拥有了15.5万名注册用户、3 000辆共享车辆，且每年的规模增长将近三倍。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受益良多：他们摆脱了当车主的种种麻烦事，也不需要到处寻找停车位，而且共享车辆不需要自己去充电，服务价格介于出租车与地铁之间。如果不需要频繁用车，那么使用AutoLib公司的共享车辆的成本基本不会超过保有私家车的成本。

从社会角度分析，其中的好处也不少：停车空间需求下降（因为共享汽车利用率高，停泊的概率就下降了），高效的电动汽车传动系统意味着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下降以及噪音降低。从生产源头分析，对环境的益处更为明显。AutoLib公司表示，一辆共享汽车可以替代7辆私家车。也就是说，汽车生产中的钢材和铜材等资源投入得以减少。另外，共享服务的成本效率高，意味着家庭支出中有了更大的可支配空间，这也是一个经济激励因素。

焦耳无限——新型太阳燃料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焦耳无限公司正在开拓新领域，二氧化碳、阳光与水等原料，经过特殊的催化剂处理生产出液体碳氢燃料。如果公司能够降低生产这种“太阳燃料”的成本，全球市场将会迎来又一次颠覆。生产过程主要是将大量的废弃二氧化碳（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产出的大量二氧化碳副产品等）注入水、催化剂以及微量营养素的混合物中，然后将混合物暴露于强烈的太阳光下，这类似于光合作用的过程。但光合作用产生的是氧气，这个过程中的物质搭配使得太阳能变成了液体燃料——乙醇或者柴油。产出燃料还可进一步分离或净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焦耳无限的生产过程类似于化石燃料产生的过程，只不过速度提升了上万倍。

公司预计，未来生产燃料的成本大概相当于每桶石油50美元。如果能够实现目标，这类新燃料将具备强大的优势。第一，其实现了碳中和；第二，生产原料在大部分国家中都十分充裕，也就是说，可以在当地创造就业，同时也会减少地缘政治冲突；第三，就是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健康风险或者安全隐患。焦耳无限公司正在阳光充裕的地方建造第一批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基地，预计占地6~7平方公里。

冰岛的CRI循环国际公司也在相似领域中展开了积极行动。CRI主要是以二氧化碳和氢（氢本身可通过水和可再生能源产出）生产出可再生甲醇，用以替代汽车中的化石燃料。根据CRI对产品生命周期的整体分析，使用这一新型燃料将会减少90%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案例也再次证明了新技术推动进展的速度十分惊人，一旦成功，将会大大改变当前的燃料市场。

亚马逊雨林——丛林保卫战

全球仅存的森林资源中，有30%位于巴西，滥伐森林也成为这里的重大环境挑战。非法伐木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部分问题源自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活动。在牲畜养殖的过程中，农民砍伐森林，扩大牧场，在种植粮食的过程中，农民没有使用肥料或者轮流耕作的方法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反而不断开垦新土地。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1996年至2005年，每年有19 559平方公里（相当于丹麦国土面积的一半）的热带雨林被开垦，这一过程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每年巴西森林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高达10亿吨，是德国排放量的4倍之多。滥伐森林也带来了其他的环境问题，例如土壤退化、生物栖息地流失。这还引发了社会问题，因为农业人口不断流动，造成了住房、医疗与教育方面的压力。

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这一局面：很多农业人口十分贫穷，甚至没有资金购买肥料或者先进的农业设备；监控管理缺失，不能及时探测土地开垦的活动，发现问题时往往已经难以挽回；治理糟糕，腐败丛生，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即便人们知道滥伐森林危害无穷，但似乎它已成了人们心中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最近，情况有所改观。2014年，巴西的森林砍伐面积缩小至5 012平方公里，相较于1996年至2005年的平均水平，下降幅度高达75%；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滥砍滥伐森林将得到全面的遏制。另外，二氧化碳减排幅度高达每年7亿吨，超过了美国与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总额。另外，多种土地复垦计划已经开始落实，在未来十年中，巴西很可能会开始进行森林再植，恢复森林面积。这一变化不但意味着当地的问题得到应对，同时也说明巴西会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汇所在地。

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了这些变化呢？第一，巴西落实了卫星监控系统项目，从而能够每两周获得森林砍伐的状况，掌握情况后，一只专门队伍会马上采取应对行动。第二，大型的屠宰场与大豆农场开始执行新的行为准则，如果供应商进行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活动，将会被追责。国际食品生产机构与餐饮连锁品牌也利用自身强大的购买力推动更有利于环境的农业活动。第三，巴西于2010年开始执行新的森林法规，针对森林砍伐与土地开垦行为建立了更严格的法律框架。其中还包括旨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刀耕火种行为的创新融资机制。2008年，为上述众多转型筹集资金的“亚马逊基金”正式成立，其接收来自各国政府以及慈善组织的捐赠，挪威政府最先进行了捐款，而且数额最大。这一事例充分展现了有益颠覆的概念和驱动力，即新型技术与中观经济（在本案例中是行业内部合作搭配全球资金）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看看土地复垦方面的案例。清洁空气行动集团（CAAC）与非洲、印度的自给型农民展开了合作，支持他们在土地上植树造林。该集团还提供了部分前期资金，主要用于植树和农业培训，并对整个过程展开监控。农民们首先获得了稳定的饲料与木材，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逐步在其他方面受益，例如土壤退化得到缓解，地貌得到修复、变得更加美观。合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清洁空气行动集团与75 000名农民展开合作，90%的农民选择继续参与项目；肯尼亚实现了每年每公顷土地22吨的碳吸收，乌干达为31吨，这远远超出了某外部机构1~3吨的预测。

还有很多方法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萨弗瑞研究所创立的“全面管理放牧计划”。在全球2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中，只要有10%~15%的土地能够应用这些创新方法，取得的效果就可以抵消美国数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也再次说明颠覆性变革的影响何其巨大。

巴尔博糖业——重建农业与生态的关系

如果要寻找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巴西的圣保罗州。然而莱恩蒂诺·巴尔博二世的革新工作正在此处展开。巴尔博是其家族糖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30年中不断探索糖类生产的创新方式，近年来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巴尔博从农业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马上就投身到家族产业“巴尔博糖业”中。这也是巴西最大的糖业公司之一。在那个时候，公司的生产工序与现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大规模的单一品种种植，以化肥、杀虫剂、改良种苗和机械化技术等提升生产效率。

巴尔博本人希望将这些通通抛弃。他的目标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即在农业生产中保护好所有的生态资源，包括水源、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大气等。巴尔博坚信自然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开发了新的农业作业方法——生态系统复兴型农业（ERA）。其核心理念就是将土壤本身的肥力与结构恢复到密集农业生产之前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投入和恢复生态系统。

巴尔博划定了16 000公顷的甘蔗种植园专门进行此项实验。第一个转变就是停止焚烧。很多甘蔗种植户在收获之前会放火焚烧叶子、昆虫、蛇群等。因此，在收割的过程中，由于焚烧过程中有些糖分已经融化并滴入土壤中，农民不仅要收甘蔗，还要回收这部分糖。这部分糖需要清洗，大概每小时耗水300万升。焚烧也带走了土壤中的宝贵养分。巴尔博利用5年时间开发出了新的机械收割设备，于是农民便不再需要进行焚烧，20吨的叶子得以保留，重新进入土壤，即将氮肥输送回土壤中，同时减少了野草的生长。

第二个改变就是换置轮胎。巴尔博采用了极软胎并排出其中部分气体，以减少轮胎对土地的影响。他说道：“农业设备非常重，碾压土地的时候，会改变土壤的物理结构，并减弱土壤的蓄水能力。”第三个转变针对生产中的副产品，农场将液体糖类残渣回撒到土地中，固体残渣则进行焚烧，以产生蒸汽，提供电力。第四个转变就是全面停用矿物肥料和杀虫剂，因为上文提到，营养物质回到了土壤中，所以便不再需要它们了。另外，蚯蚓、白蚁和真菌等能够遏制害虫生长。每公顷土地上还释放了1 200只黄蜂，消灭有害于甘蔗的蛾子。

实验开始的时候，效果很不理想。1992年至2000年，甘蔗产量非常低，环境效应也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覆盖物积聚，肥力开始上升，成果慢慢显现，甚至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土壤蓄水能力提升4倍，耐侵蚀力提升5倍，有机物质增加3倍。”甘蔗实验园现在可以实现一年六收或者七收，要知道，传统甘蔗园只有五收。而且巴尔博发现，未来可能不需要完全砍除甘蔗了。新型的种植方法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与一般的生产商相比，生产效率提升了23%；每年生产的有机糖类高达75 000吨，在全球有机糖类市场中占据34%的份额。由于很多知名食品公司愿意为有机糖类支付高价，因此，每吨有机糖类的收入比一般糖类更高，收入来源也更稳定。巴尔博糖业的成功案例成了大宗商品产业又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它证明推动变革能带来收益、生产与环境的多面进步。

致谢

本书是颠覆性变革三大有利条件共同作用的成果。首先，感谢家人能够包容写作过程中不分昼夜的时间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麻烦。其实，正是因为在餐桌上与爱人还有孩子们展开了讨论，作者才更加坚信撰写此书的意义。此外，作者三人在麦肯锡公司的工作时间共计46年，客户们的经历是此书不可或缺的养分来源。感谢客户们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我们领略到了非凡的真知灼见，也为书中的理念找到了事实依据与正面印证。最后，感谢所有鼓励并支持我们完成本书的各界人士。

本书能够完成在此要感谢很多人。感谢SystemiQ公司的杰里米·奥本海姆与迈克尔·荣格长期以来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观点，之后也有不少各个行业的标志性人物为我们助力：哈内兹·伯多克尼克，罗伯特·艾尔，艾伦·麦克阿瑟，安德里亚斯·默克尔，安德鲁·莫雷，恩斯特-里奇·冯·维斯萨特，乔斯·布莱里奥，肯·韦伯斯特，阿什玛·萨克德维，威廉·默克，安德斯·威克曼，斯蒂芬·赫克，约翰·伯恩斯坦，托马斯·冯·米舍克，约翰内斯·梅尔，托马斯·卡什。感谢SystemiQ公司的合作伙伴以及麦肯锡公司的前同事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莫腾·罗西，史蒂芬·施瓦茨，豪克·恩格尔，伊万·米奥，赛义夫·哈米德，桑德·德福鲁，阿德里安·文森特，海尔格·万索恩特，罗布·奥索莫，尤尼·席雷恩，马可·阿尔巴尼，莎伦·布顿，克斯廷·亨博格，多萝西·达尔德，史蒂夫·约翰·马库斯·哈默，肯·萨默斯，鲁本·科朗克，于尔格·卡普里，斯蒂芬妮·哈博尔德，布罗迪·博兰。非常感谢本书团队的不懈努力：布里塔·里德尔，贾妮克·莱特曼，皮亚·赫登，海德·斯塔赫特，詹纳·荣-欧哈甘。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兼合作伙伴鲍达民为本书作序，作者三人在麦肯锡任职期间，他亦予以不少帮助。最后还要非常感谢接受访问的五位行业领袖——让-马可·迪瓦森，海因里希·贝特福德-施特罗姆主教，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迈克尔·布朗嘉特，穆罕默德·尤努斯，他们不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与对话。




        OEBPS/Images/image_ab6e3cd3a24c4dd4a9defffd403023a7.jpg
M 2k 0 2R % K FH RE G AR
o E e W T L

iR E
14% MEeR A T4 8 16
5 R AT

8% HYIBUK F T RETR TR

TEKIRAL . LR K3
KBTI %

T

201 70% RIBUKA

Y93

Tl

= o
o B B

4 lv X T 8E
TR 175 SR /I
F 2%

HMREH )
2% HIAE

B 0 T B

EEREIRN
AR AR
5% % 50% '

K
i

TR AR L

8RR

R A HE

g/





OEBPS/Images/image_8e779269bf25417097d98d23ab5b4fa7.jpg
@ fT XM © P L

LE&3 T LRZSUES

% 10 1,000 10,000 100,000






OEBPS/Images/image_f08cd14a5d1b41e7b29c5b2a051e3d29.jpg
-6%
l]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 4% )

— R kA S






OEBPS/Images/image_43d5f339b3b3480cb07c257f676a3dd9.jpg
ABEHIHEE T
(2F)

130 D— _
EOh HE G -
100 | ’ B A

90

80 “

ol x5/ WA -
0 / \\\ S, ] N e

20,7 Ao [P

3 ASE eI

20 .4

. 8-

10 prpg A

BN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A¥) GDP (3E7E)





OEBPS/Images/image_5e0e090c8b5648238c5d582ed15d750b.jpg





OEBPS/Images/image_d6ee06873d744953b1619a46fb1c094f.jpg
gl
py
|

] EZ=

- 1o B R Y% 25 stm) - ASLM i

ik @ ARSI L A5 RGO $ s
i U b R ) @ r-eex ~ 'isERDROLA ‘
CHEEEE R4 R ST

S & - W /WK F /\l_b \fi‘l‘ i AL :
- R IR B S e OUtol e Bla ia Car|
<BRALPE R, BT AR '

B s D 'E'.'s'élc;' 50\

fitfe AR, ASML. ERSTRERGEAR  tovotA o age -

" e =
[Eik73 ps o TR PA@ES - @ g ﬁ

- A (O OvsouA
« WA BB R EvpfesbeRt M”““J‘-‘

< R R IRAT. TERIBY. | Al TR
O BUEES Google VLS N ETFLIX e

€4tz »zalando Munes

]

T —————— ﬁw ..................................
e L N — PHILIPS
e JEREP R RS (SRR B T skytran W5,

Lighting





OEBPS/Images/cover.jpg
Amuoy
IsIg-Ayuam],

il

&

pooy
v

uondnisiq

it
<

SRRESR
BRI R

il!ﬂ

(@) 837 - R.EUES (@) B-2@E - BRBENIS (8] 5250 - SPRTR_ &
(Martin Stuchtey ) (Per-Anders Enkvist) (Kiaus Zumwinkel )

HEW_IF
MESHSKREH WEAR REER
BAENEERITERS - RRE / SIRBTRKEMSR WHEE
AR





OEBPS/Images/image_ca262d0415054686af0c74b093387416.jpg
500
400
15
¥y 300
200

100

BN R

e

TP R
S2PR A3 GDP
LA S

FPEERBEA
28R A GPL

BQ‘)@G}(\Q«‘) Q‘)QQQ‘)\
FEFLENFEE TS )

v





OEBPS/Images/image_2155fd4de0a84899ba49e243aa78fa1b.jpg
F B T 1 TR PR RS MIE LR ISR
o 16 AT P4 AR S (ALK o W BGPTSR * KAEMIM RS HARBP R
1. KBHRE. KBB4 R 220 i R A B O o AP RHE (U 2 L%
BESE); b78: 2077 X E ALY
« TSR 1135 5 T A RE R < LR TRMET, BRS o HORBHRLRLAS ) 2 W A
GRS ) EBR=EKRS, =#a%R | | FH;
[ (A9 70%~80%; o A BRIGUE B4 A 5 R
C AT LIRS KRG R | | KRR
HEEER o KRB AT 5 T
Yysr
o HHRHE LA 2 AR ER AT
753 B e 47 5L A M P 6 1
SEL R
¢ ¢ ]
B IE R
o o B IE RS SR YA . AT, HARA;
SR CRUET TR “RARE”
o« —FFHEAE R AN B ERSF ARG, TR SR IE RSN A, A TR E )

i)






OEBPS/Images/image_56693df07ae24b7d8550e6b3a77b893d.jpg
WA

JEYIRIS A HEAH BRA R SHHISLT SR
31% B9 SR 2 95% MIALEIARREEIE A 5% FYFET AT AL EAES L
KPP E R
é“TE’%‘%E’JHBﬂ

ﬂ%

B SREY ‘

G . O sovw cmmmn
FHRAERER 53 [ R (30%) S
B = % o ‘ o BHEREAE (22% )
s kA 5% (RS
EERUIK e i HFA B
W5 G i K

+ Bk
30%~85% F4 KK Y 4 Ml FH o A7 7F + 38R L[]

I (PR SCE R TR, AR,
b i LA BT 225 o






OEBPS/Images/image_b2950f753a9149a18b5bdec1ef036d42.jpg
BhE: %
A A A RGEA 5 15

A RS

ARE hE RBELAHE 4R T #Lbe WE dRA6 Bk
FeeH R A A AT JBROJRR EllE SR ki





OEBPS/Images/image_42e5b9c8c1024bef82f60ed58d4969cc.jpg
BAREE
Bt

< LA

« NTHRE

3D #TE]

KM ik
EAE % A2 ) BGUBE I
A i (B 7






OEBPS/Images/image_ef243fe1f8594cdd8633b3ae855201d7.jpg
390

* 320
& 360 7%
%g 330 e 300
—~ BE
5 ~ 280
-5 300 3
=270 | < 260 |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G 2010 D 2010 A 2010
100 — - 0.6 - % -
B go] PiRR :  04] FRGRE Lo o] mtmic
T 60 : B 0.2 F
7 HO /S ~15
40 i ¥ 44
= H ~ 02 7.0
x 20 i 3 -04 /R
) : 06 F65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7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2010 Gans 2010 < S 2010
80 4 2100
W 301 MR g 4T upsgn g
%60 o3 ¥
2 3 30
= — £
130 L = 40
20 1
0 T T T + 0 T T T =~ 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F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QR 2010 gy 2010 ~ Oy 2010
#
50 40 :
. i T
w J=} & 30 H
B g 25 ¥ 20
i i &
N 14 % 10
= of %l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Ay 2010 2010 = 2010






OEBPS/Images/image_fdc52af1a4a2487b8676f35d53fce39f.jpg
[EcRRRE AERT R
B — R AT JE 0 fE
B AAR DL
iz PET ARIFLF4E
hiE
(HiTT /1)

l -30% l —60%

—75%

i





OEBPS/Images/image_437c57014cdd40c8b59913664a1de3a5.jpg
E1bVN

i

s
=

RATH B TR LEAR L R

GDP Attt 235 Ry et 773X

FE

BEIR AT fiE 2 ORI B

A A K Y SEPRM (B IR AL

FRIEZ R

IVRSEZR ARTEIN DPrEN: P A B

SHHIE R SRR R

PR35 ()L ELA S R PR R SR

HESE A 2t i A

FEM BRI (E T GDP K, #£

mFE

FARIEEAT R T A2, 7
TR A

AR TH a4 2 R B IE ) BR SR fEHL,

i F g

2z H 5 ER I A BN AE L 98

e

ERRGE A&
B A6

ALBHRC 2R, ML

R L) TR e

TR A B T AR B A R AT

NP

LIRE TR AR ITTR R

52 F

BT SBCRRYF, (HEIZIZA
R, NFERHEESLFI AR AN

R

ANEFERH T MAZRFS

g





OEBPS/Images/image_d569da44a9d34121ac53b6b32312d10a.jpg
Bl ML HIRALT AR 1L =HAR

D ok | -

BRI A b gk Tt oemmt
@gc’ *asimn sy B

S T L
(@) 5‘ il \S Yy 4





OEBPS/Images/image_2bbf892130c447d7910e7859f133587e.jpg
Wk

L

s

W=

Edukiivry

Ul A i 2 AR FE PRI B UL
FeHE AR BT A7
L

AR B 2 SR TR AR 1 S
ORI AL AT A AV L
et iRk o (s

BT AEMA R

ISR L AT LN LA REAG LA A

AR T By S . AR

FEAE IR £ )y %

BIHT
i

RGBSR ATAS

AL A AT E Y

TR Dol St B A (]

FRY AU A AT RE SRt o At

TR

SO SR e S Ry

RO IR 5 250
wE

N HSE LS TR A7

R

S RERSL

TEFEHCARE AR L AT
LA RE

ST AR G 3 11 I 28 B A
Bl ¢, AR
AL, AT, R
Tl R B BRI R

B A B L2 i G
AR

Uik

ﬁfﬂﬁiﬁiﬁ{ﬁ%&q’r&Ltmﬂi
RS, AT A9
B AR R RO IR L TR TS
R A4 4 AL

BEA A U R T 0 A
FRIfE

TRk A 1047, HHEA 2 A
AR KSR

TRHFRBE RSB R AR A, LA
HRET

"’uuﬂ‘Jﬁ'J‘fﬂEi‘W% AR LR B
A TR

BeAR S o] LA AT FER S
Tk

BT I THEST FIRR Y, WO
NAAE Y fy A

£ TR FIE R AR AT
A7 SRR

AT 10 A5 I AT

AN AR 2 IR AT 84
s s

AU A UL ] B T

NIRRT R






OEBPS/Images/image_0974b5f3ee6d4e1898cade9ed885c48f.jpg
B AIRGEAEY A

BRI EAE A
FIENER il
%:ﬁﬁ‘**?{ AAEZE i i
GDP 2% v
HDI 08% v v v
GPI ~0.1% v v v i
IWI -0.2% v v v o





OEBPS/Images/image_dfd8a001f79b4157a1587eae2c6a4a61.jpg
(H+H23658)
140 000

120 000

100 000

80 000

60 000

40 000 ——
20000 - — — —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 4F)
23 — ZUAESRRASURGE - - FEFE RS RRAZULH E






OEBPS/Images/image_9aecc5673e0c424f91812b371a40c80c.jpg
VEACHL: 5T B4 e A B X T4
XU A LAk

Hfy. R0/ A

gy s y—Q—I I
11227 LI HBRETAT
905

1158 50, 389, i
3z

S 10 4E 20 4
AR TEAHL
W % AL





OEBPS/Images/image_0128eccbd5b64951a6fa46b7cc32fb9b.jpg





OEBPS/Images/image_72ee18412cb84bad9b0a5253373f3e32.jpg





OEBPS/Images/image_c2be6d6a3b384085b7397626e2e4e1d2.jpg
il (R 7 5 Al B X T
ARG RN B
%ﬁuﬂ#ﬁ%& BEAIABTH LA A

M H SR M EEETE

N B 7 b AR AT B, I A e
XPAE PR, A M7 %, 7= ik TNy o 7
W ER T i 58 45 4

=l PP ) SCRPERST)
P HE—TT 47

Rk A

T i A A R

Rl AL 3 4

PSR B Rt
: o 52 12 82 I ;

i (% 8 41 4 i = B, KRR

I, 170 A 8 ) R SRIAfL

B AL 01 1

A

“ME, AL BRI
BEAT R (HEEIRAR )





OEBPS/Images/image_b0582b2d9b9549a7ab6b5dea9cdfaf8f.jpg
MRS

by ELRfEE EEHE / EEITHE 1
15423570 (sl ol
oy R e bR = RIS | 7 500 J5 3500 —
ey ip)
L B AT B2 AL
3 AT 35 HETT o —
1988 4FFil it 10 4F 2 1N
1992 4E T 8 4F- W] 5¢ 4
’—/:‘é V5 0“0, 7 y 2 SELR, = -
B gj;fz A I
KEZTRRG: B 650 % 1200 25T | HE2E 40 F 400 67T 63%~2 900%
LEPWZ4E
fet B4 R Y 4 = = . .
PR 212FE 10123£7T 1.6 {230t 25%~525%

(20 fHag 70 454%)






OEBPS/Images/image_b2483234f8074b11af99380d3fcde737.jpg
180
160
140
120
100

% 80

60
40
20

0

1940 1950 1960 1970

160
140
120
100

80

IR

60
40

20

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

400
350
300
250
g 200
150
100

50

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4 )

WCH| T,

160
140
120
100
% 80
3
60
—avr
—n 10
—emE
LRI
it i R 20

]

250

0

HE
140
L R =y
LR
—rEme 100
_—
0
ﬁ 8
60
40
20

A

—app
—r
KR
R
i
1!

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4E )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4 )

He Ll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4%)

Pl

"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 %)





OEBPS/Images/image_1de08076e3454c3897265dba74293d34.jpg





OEBPS/Images/image_643727074be34ab49e7dfb62c1f81e0a.jpg
XEF AT, AR5, S

iﬁﬁﬁ T 1 A R A TR 5 S W A B T 0135 L 4R
—HER T i R 15 5 e R
T HERET AL (U
A ——— BSR4 317
iyt FHEK A ) P—
A i £ 1 2 1 2540 UL 75 E itk
BRI — B AR T
i (TR AR )
PR, B -’
o S AR BT ERE S
AR, AT
faliie
W IR T e B (7
4 1 TR AR A 28 7 i B stk

HEH R ) AESE4r





OEBPS/Images/image_7771b666bd214a50bd28f943168a5f58.jpg
EHATL GIES IKHL fERgRIE

o TERFRIPRRINE R o BRI EBER ], - BUAESAT, 20640% « 5 RIFERE 54% 1)

L #SL ST S A 60% E’JD\(‘UJ\Q&% ] AREIRATAR R W RE 22 2% B b I SE

k3 11 I T 05% & KiEHIF « FRERENTEE NG Y, HHEZRPIA

i, HREEEZLL «50% 1R \JSE/J\f:ﬁ MERERELHE, H 6% HiH;

IEF 2%; R, AL 8 o REo A HE & A

* 10%~15% MY AR A YA E A
fli

e T R BN 2

el
* 50% [T P TR R

* 1 100 J7 5 RE Ml s Jo el
 VFZ BT ZSm A A 5 GDP 11 2%






OEBPS/Images/image_d1e3935ec5a9483ba9d88d7ac6a57375.jpg
LRSS
R L R EIGiES
il JifLFot

BEIRARE [E Lt
T 1.8 « JHTFAIRAL0 « RAEY

ey ' | s A A

! 12’7 SRR (R KT
ses iR ‘ o5+ EMALLRRLLR AR |

RO, BRI, AR
0

Ak o 0x— T 5 5
................................... b v wemie v irare 5 siman v oesine ¢ enete § SR W eERTe ¥ BeTE R SIERUE § o6
B gaf§ﬁﬂ PR, TALER
................................... b essnacnsassnasasanssssasanasssansesnasasasasss





OEBPS/Images/image_b580b69df6cf4f6ca55404e20c81c4d0.jpg
HF A

fegimist

78 68

2030

59 47

2050

= A AR





OEBPS/Images/image_f96fb30ba4f34f8cbe108453bc54c78b.jpg
12 A
11 A
10 A
9H
8 H
7H
6 H
5H

1972 4 (HEKAIIRER ) k3%

1984 4]

1983 4-fifi [

B 1A /R 3 e 9

1986 AF-Y1 7R i DA% i
1997 4FEPBEJE VG

SSE It AT E RIS
1987 4F (FRATILRIRIASR ) ZAi,

WHE S
2005 4R LR E X% o 5
2011 4F H AH & #%1

A 2 (452 S A

1992 4RIk A FE HhER = 1 A 1L

2015 4EH BT
HREAH IR

) R 3 i
5

kP 2 i

2015 4EENEE R

iR amte: =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5

¥





OEBPS/Images/image_114b3dc11783487999e36d2b7771012e.jpg
100%= 100%= 100%=45 12,1
12.1 TTAZERIG 224 42bdf A AkbetEicE

100%
Hopts®™ 2 00
i AL .
PR® 5
HE —
gl
A3 AT
B

P

GDP k. RS AR





OEBPS/Images/image_cde90d4d79774fc5bf17ec846ac20e57.jpg
SERAL DR FIEBIAE 23K GDP kit (%)

/ 9.8

i \\

7

76 /// \\\ 79

1980 2013 2025
(7 )
T Fl A 56.0 132.0 185.0





OEBPS/Images/image_2f49decdab734535b37cd15d7f188419.jpg
L BORBRY

ﬂ A | Bk g

ML FhAE / é b

alific m
R
LB, / f T T

ey pr— BT/ R

1’ I L
H&%Lﬂtﬁzﬁg/\@ by /

I y |

g

eI |

H J -
= Al
R T
l HME






OEBPS/Images/image_6d39fa361e2b4b509d4a09e5439ab89b.jpg
PRI CREAAIERSE)

i WS R Bl _;3
FEVERA (R NS
)
o> °15‘Z7Rﬁﬂ1§§iﬂﬁ7?ﬂﬂ§
X o W B R Ak AR
#lo ol
E ?E‘ﬂ);z o i
< BRI | s, T oM ekl
1 EAR o By IR fu iR+
e Bbe (EFREAL Ak B A T
Y N ® An R
e HLFR5) B U IR
% (BN 10% ) (B 10%~15% ) w (BT 50% )

AR R A (o R (E LT )





OEBPS/Images/image_79b4760887e64df1abc5764e2f6a820d.jpg
SR &S ELERHE/ 2EITHE

1 Jay B £
J AR UE (20 2
F1t)
ik BHE 712500 A 2.05 {2.2ET0

—
1989 45 3 2 7K T 4 22 1993 4F, it FH 2

) B2 (N2 B
e v 6"[ I A 2 1
Aty

40 {23570 2510% 41270 900%~1 500%

12 G,

AL 40 12.% 50 {¢.3570 — —
(SN R 6 3 12 T SIS 0.5 2 1 370 500%~2 300%

AL BHE 1.09 {2370 HF4E 2 000 TG 445%





OEBPS/Images/image_d7be86f35ab84fb9994d9326900ba70f.jpg
=HETRRI
1990 £ ZE 2009 £ |UFAIKIES 2K il

pEC Sy
SR IRYIEY R
6000 5312
5000 =
3929
4000
3205, o

3000 2394

il
HEE | T/
SFEYIRIGK
STk
(F0i)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990 91 92 96 97 98 99 2000 01 02 03

2000 = 1725 1460
. 1221 g,
1000 I I = — " 810 656 650 601 586 571 530 543 517507448 1000
i I.ll----------
93 94 95

0
04 05 06 07 08 2009 (4Ef)





OEBPS/Images/image_b342fe5867d14330987fc10f03a32237.jpg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040506070809 10 11 12 13 152025 30

2015F
2014F

2013F
2012F

2011F

2010F
2009F
2008F

2006F

i FR
L.100 , 2015F
1000 2014F
900 2013F
800 2012F
5 2011F
ot 2010F
2009F
500 @ 2008F
400 / 2016F
300 D
'/
200
100 —
0

040506070809 10111213 152025 30





OEBPS/Images/image_de2bab7e035c498a9cb225c1e2178b84.jpg





OEBPS/Images/image_1a018878e07b429dbfced6df157204ea.jpg





OEBPS/Images/image_c26a60f6286c423093f04a925e6b52f0.jpg
LEE ol

TREFHRCE PRI M RETRRI PR AR A BT NEL
1.6% B a] I F TR p 44 T 338 358 5 5030 000 A
1% B 18] &b F | 5% B i) S A % RELH FET-, BERNECR 4 15
EMEFERE | BRHBITRE 12 11
2 . 95% M
o }\%ﬁ%mﬁiﬁ
86% MIRAEIE
F A2 FIK
RFE

A F AR nk A IR, ELWEEHRLA 10% )






